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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怀念我的母亲玛丽·林恩·古德里奇·帕克。


  给我的家人和友人A.、X.和E.，


  感谢德威卡，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赞誉


  28.2%申请加入YC的创业团队声称在构建平台。


  ——保罗·格雷厄姆，硅谷创业教父，Y-Combinator联合创始人


  《平台革命》系统、全面地为读者阐释了平台模式的概念，并给出了丰富的实践建议，平台模式将会是当下最重要的商业模式。


  ——曾鸣，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湖畔大学教育长


  平台一词，近两年不断地在媒体上反复出现，它已是商业、经济和互联网里热度最高的词汇，但这个词又被用得过于泛滥，本书向人们展示了平台的准确含义，并告诉我们平台是如何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价值互动的。毫无疑问地，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互联网平台主导的时代，《平台革命》将为我们展现这种全新商业模式的巨大发展前景和清晰的盈利模式。


  ——南立新，《创业邦》总裁兼CEO


  技术和数据革命，使供需方之间的海量触达、匹配、互动、交易成为可能。这一背景催生的平台模式正在颠覆各个领域，购物、社交、资讯、出行，概莫能外。《平台革命》是理解平台如何产生、演进、改变旧世界的第一读本。


  ——喻平，《今日头条》高级运营总监，今日头条孵化器总经理


  平台击败了产品，《平台革命》让你学习如何改变你的组织。


  ——布鲁克·科朗吉洛，白宫前CIO，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CTO


  《平台革命》是一本关于在线平台模式的权威指南：平台是什么，它们如何工作，它们对商业和经济学意味着什么。平台革命通过提供清晰的解释，丰富的案例和实践经验来阐明这一概念。


  ——哈尔·范里安，谷歌首席经济学家，《信息规则》作者


  平台模式在过去20年改变了整个经济和市场体系，但最大的影响还没有到来。《平台革命》一书为平台战略提供了第一个全面的框架，并可用于预测未来市场失衡时的赢家和输家。


  ——苏珊C.埃塞，斯坦福大学，微软前首席经济学家


  对于你所处的行业，在市场失衡时平台革命是一本用户手册。你可以阅读学习它，或是保护你的企业不落入竞争对手之手——无论是当下或是在未来。我相信这会使事情简单化。


  ——安德鲁·麦卡菲，麻省理工学院首席研究员，《第二次机器革命》作者


  《平台革命》整合了最前沿的平台研究，这使其成为我推荐的MBA学生必读教材之一。本书的重要观点是，学习平台战略可以使所有参与者在理解基础经济学时受益，阅读这本书并与你的业务合作伙伴分享，你会受益匪浅。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第二次机器革命》作者


  在数字化经济中，平台正在高速改变着行业的运营模式。《平台革命》是企业领导者将现有业务重组为平台业务的一本鼓舞人心的指南。


  ——施杰翰，SAP公司前CEO


  推荐序


  认识“互联网平台”


  一张图表曾广为流传，这张表格统计了2001～2016年15年间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的排名变迁。2016年8月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在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中，第一次没有了石油公司、金融公司、工业公司、零售公司，全部变成了互联网平台型公司：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一年后，中国互联网公司里面，两家基础性平台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也分别突破了4000亿美元，进入了前十。过去几年，最热门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模式是优步（Uber）、滴滴出行和爱彼迎（Airbnb），它们也是典型的互联网平台。


  我们正毫无疑义地进入互联网平台主导的时代。2016～2017年，我与腾讯研究院合作进行一项“互联网平台的模式与启示”的产业研究，由于我们关注的是双边市场和平台模式在互联网产业实践中的演变情况，杰奥夫雷·帕克、马歇尔·埃尔斯泰恩、桑基特·邱达利合著的《平台革命》（Platform Revolution,2016），以及邱达利独立撰写的著作《平台扩张》（Platform Scale,2015）、他的博客“平台思维”（Platform Thinking）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


  两位MIT教授和产业实践者邱达利合著的《平台革命》在双边市场、网络效应、市场设计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清晰地为传统商业人士和互联网从业者解读了平台的定义、逻辑和运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平台模式的第一本实战指导。在这里，结合我们对互联网平台，特别是中国的网络零售、服务交易、资讯、金融、社交等主要互联网领域的平台研究，为各位读者提供一个背景解读：为什么要重视平台，尤其要重视互联网技术支持的互联网平台？


  管道vs平台


  “管道vs平台”（pipeline vs Platform），这一组对比是帕克、埃尔斯泰恩、邱达利合著的《平台革命》和邱达利的核心观点。要理解一个新事物，比较好的方式是与过去我们熟悉的事物进行对比。他们认为，传统商业模式像管道一样工作；新商业模式像平台一样工作。在《平台革命》中，他们把数字化颠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高效的管道淘汰那些低效的管道。第二个阶段：平台吞食传统管道。


  过去，大型企业类似于“管道”，资源在管道中流动并增加价值，最终输送给消费者，管道也就是“线性价值链”。但现在正如我们看到的，世界上最大的公司都是互联网平台公司。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陈威如教授是知名的平台研究者，在2013年出版的《平台战略》一书中，他以传统出版业和网络文学的对比形象地指出，线上阅读平台“弯曲”了出版业的价值链条，平台连接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让作者群和读者群直接和对方接触。原来的出版产业链条像一个管道，书稿从管道一边进入，而图书从另一端出来；而网络文学平台上，作者、读者都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直接交互。


  平台，早已是商业、经济和互联网里最常用的词，但这个词又被用得过于泛滥，而以至于失去了准确的含义。《平台革命》以及我们对互联网平台的产业研究，想做的一件事是把“平台”界定清楚，而不是泛泛地说平台。两位经济学家让·夏尔·罗歇（Rochet）和让·梯若尔（Tirole）最早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定义：双边（更一般的说是多边）市场是一个或几个允许最终用户交易的平台。2004年左右，经济学领域里关于双边市场（也称多边市场、双边网络）和平台的一般理论开始成型，2012年，埃尔文E.罗斯因在市场设计上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梯若尔因对双边市场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集市是最早的双边市场平台原型，经济学者徐晋将平台界定为“市场的具化”，他指出，从市场发展阶段看，平台是传统隐性交易市场显化的结果。从角色上来讲，我们认为，平台是连接者、匹配者与市场设计者。


  《平台革命》一书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平台界定，这里按我们的理解来解释一下：平台是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价值互动的结构。平台可以说是一个市场，其中有两种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它通常被称为双边市场的原因。在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信息、商品与服务、金钱的交换。这三种交换被称为“核心互动”（core interaction）。通常而言，平台自己不介入生产，它的角色是构建一个有着活跃核心互动的双边市场。


  理解互联网平台的结构


  现在，不管是《平台革命》这本书、邱达利的讨论，还是我们平常说“平台”二字的时候，其实都省略掉了三个字，我们多数时候说的是由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支撑的“互联网平台”。


  理解一个事物的方式，可以是对它进行分类，也可以是对它的原型进行分析，也可以是绘制它的内部结构图。我们这里分别简单叙述，供大家了解。


  对于平台有多种分类方式。最主要的平台研究者、2016年出版《匹配者》（Matchmaker）一书的戴维S.埃文斯在2003年根据平台的功能，将多边市场中的平台分为三类：市场制造者（market-makers）、观众制造者（audience-makers）和需求协调者（demand-coordinators）。2004年，在这个分类基础上哈佛商学院学者Andrei Hagiu将平台分为四类：中介市场（inter-mediation market）、受众制造者市场（audience-making market）、分享输入市场（shared-input market）、基于交易的市场（transaction-based market）。在《平台经济学》中，徐晋根据平台连接双边市场各方的性质不同，将平台分为纵向平台（充当交易中介的角色）、横向平台（构建交流空间）和观众平台（在生产者、消费者之外引入广告主等第三个角色）三种。


  从互联网产品分析的角度看，讨论互联网平台如果仅关注平台的运作原理和产品模式，而不探讨盈利模式时，我们认为，可以简单地将互联网平台分为两大类：“普通连接型平台”（也称连接型）和“产消合一型平台”（也称众创型）。普通连接型平台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而在产消合一型平台中，生产者即消费者，他们是托夫勒所说的产消合一者（prosumer），互联网平台促成用户在两种角色间快速切换。生产者即消费者，共同创造，共同消费，因而也可以将产消合一型平台称为“众创型”互联网平台。


  梳理原型也是理解新事物的方式。在“互联网平台的模式与启示”研究中，我们初步按电商、服务交易、金融等7个领域梳理了21种互联网平台原型。在各种互联网平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原型的影子，原型之间组合又会产生新的平台模式。它们分别是：


  电商：C2C电商平台、B2C商城平台、B2B交易平台；


  服务：固定服务交易平台、流动服务交易平台、专业服务交易平台；


  社交：即时通讯、社交网络、社交开放平台；


  信息：门户式内容资讯平台、内容社区、搜索引擎；


  金融：在线支付、资金交易平台、资产交易平台；


  技术：操作系统+应用商店、云服务平台、大数据应用平台；


  其他：知识协作与软件开源平台、公益慈善平台、标准与核心组件。


  我们上面提到，《平台革命》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提示我们关注“核心互动”，在书中讨论平台体系设计、平台上线、盈利化、衡量指标时，三位作者都在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只关注网络效应，而要关注核心互动的数量与质量。我们再从商业模式的角度补充一点，我们要关注平台的价值创造、价值分配和价值获取——平台要创造价值，平台通常要负责在市场参与者间分配价值，平台自身也会获取价值。我们认为，关注平台的商业模式时，价值创造才是解谜的关键入口。


  互联网平台是极度复杂的产品，互联网平台是极度复杂的商业模式，它包括非常多的元素。我们创建、运作、治理平台，一个关键任务是把众多元素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过去几年，邱达利参考常见的商业分析工具“商业模式画布”绘制了一张“平台画布”（Platform Canvas，见下图），这个画布完整展示了平台的体系架构，我们可以结合《平台革命》中的理论来使用。


  
    [image: ]

    
  
邱达利设计的“平台画布”


  在《平台革命》中，三位作者指出，平台的最基本结构是：


  参与者+价值单元+过滤器=核心互动


  在这个等式中，参与者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价值单元（value unit）也是核心概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产品或服务，它由生产者生产出来、被消费者消费。“单元”指的是单一元素，比如一个视频、一次打车、一个商品等。同时，互联网平台所起的关键作用就是“过滤器”，也就是把有需求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匹配起来。


  但平台所做的不只是如此，上述讨论的其实是“平台画布”的最上面一层，仅有这层是不够的，优秀的平台是它在第二层提供的，邱达利称之为“工具与服务”，可细分为：生产者用于创造的工具与服务；平台运营者进行策展（也称内容管理，curation）的工具与服务，以及平台运营者或用户进行个性化的工具与服务；消费者用于消费价值单元的工具与服务。


  在平台画布的最下面一层，是平台所协调的货币的交换，以及平台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要关心的：自身如何获得收入，这也称变现（monetization）。总的来说，平台的角色实际上是“3+1”。3是指为了让平台能够运转的三个方面：拉动（pull），吸引供需双方；促成（facilitate），提供交互的工具；匹配（match），匹配交易双方。1就是为自身利益要做的变现。


  总的来说，互联网平台是市场、企业之后的第三种资源与组织方式，互联网平台的角色是连接者、匹配者，市场机制的设计者。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是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引擎。互联网平台可能是当下所有新公司、新商业模式的基础与内核。这就是为什么要关注互联网平台，而《平台革命》这本书是了解我们已经身处其中的巨变的最佳切入点。


  方军


  资深互联网人


  2017年8月


  前言


  随着平台作为商业模式和组织架构模式的兴起，《平台革命》是我们为这一举足轻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准备的第一本清晰、完整的权威指南。


  时下，许多增长最快的变革性大公司的成功都在为平台模式背书，如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和eBay。同时，平台模式正在颠覆其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从健康护理、教育、能源到政府。公司职员、企业领导者、专家教授、消费者或普通人，不论你是谁或从事何种工作，平台模式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并且这种改变会在未来变得更加明显。


  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的驱动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然而很少有人能完全读懂这其中的奥妙。我们致力于研究这些驱动因素以及它们的运作方式，包括如何颠覆传统公司、反转市场、改变就业，以及创业企业如何利用这些驱动因素主导传统产业并建立新秩序。


  当我们认识到平台的商业模式是这些驱动力的整合体现后，我们开始跳出自身的学术和企业背景，实地调研一些在创新平台模式上深耕细作的公司，如英特尔（Intel）、微软、SAP、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财捷（Intuit）、硅谷孵化器（500 Startups）、海尔集团、意大利电信（Telecom Italia）等。我们将在后面的正文中详细讲述它们的故事。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解决平台模式兴起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包括：


  ·像优步、爱彼迎这样的平台公司是如何在创办几年内快速颠覆主流传统市场的？（在整本书中我们都在强调这个问题，集中的分析参见第4章）
·平台公司雇用的员工数量往往只占传统企业的零头，但平台公司是如何在雇用极少员工的条件下还能竞争胜出传统企业的？（参见第1章和第2章）
·平台的兴起如何改变经济增长和商业竞争的法则？平台公司如何应对过去的产业巨擘，它们是如何做到差异化的？（参见第2章和第4章）
·为什么一些特殊的公司或企业领导者利用平台模式迅速成功，而另一些却跌入失败的深渊，还有一些公司同时经历了成功和失败？为什么黑莓公司在短短4年里，市场份额从49%降到2%？史蒂夫·乔布斯是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在多个平台模式中跌跌撞撞，却在21世纪前10年里戏剧性地获得成功的？（参见第2章和第7章）
·一些公司是如何在新的平台上成功地吸引着供应商和消费者，而另一些公司则无奈惨痛退出的？为什么有时候免费是一个推动亮点，而有时却是致命错误？（参见第5章和第6章）
·为什么在某些平台领域市场竞争激烈，而在赢者通吃的领域单个平台快速成长起来？（参见第10章）
·平台的兴起也带来了平台滥用，顾客在eBay上购物受到欺诈，女性在交友网（Match.com）上交友受到骚扰，房子在爱彼迎上出租可能遭到洗劫。谁应该为此买单？如何保护平台用户？（参见第8章和第11章）


  为了回答类似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为新经济创建了一个实践的指引，重新定义了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本书扎根于我们三人的事业中，是对平台模式孜孜不倦地探索，并致力于揭示奥秘的结果。


  杰奥夫雷G.帕克（Geoffrey G.Parker）和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Marshall W.Van Alstyne）对新兴互联网经济的兴趣始于1997～2000年互联网繁荣时期，两人当时都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博士学位。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因为风险投资家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那些创新科技企业中去——那些以前缀e或后缀com命名的科技企业，这导致纳斯达克股票指数高达80%的暴涨。传统的企业成功标准已经过时了，尽管这些公司还没有任何盈利，但它们仍然在首次公开发行（IPO）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收益。那时的学生和教授都在离开学校创办新科技企业。


  不可避免地，市场开始硬着陆。自2000年3月开始，超过万亿的票面市值在短短几个月中消失了。然而在互联网泡沫中，某些公司生存下来了。网络货车（Webvan）和宠物网（Pets.com）消失了，亚马逊和eBay则得以生存并迅速发展。史蒂夫·乔布斯重新回到苹果，开创了势不可当的黄金时代。最终，互联网领域从2000年的萧条深渊走出，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劲。


  为什么一些互联网公司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了？是因为随机的运气，还是有深层次的设计原理？新经济下的互联网行业有着怎样的新规则？杰奥夫雷和马歇尔在本书中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现实的情况远比想象的困难，杰奥夫雷和马歇尔最终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基于双边网络的新经济理论。两人与哈佛教授托马斯R.埃森曼（Thomas R.Eisenmann）合著的论文《双边市场的策略》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成为当时互联网行业课程教育最受欢迎的理论之一，至今仍是全世界MBA课程的内容。通过与其他学者的合作，杰奥夫雷和马歇尔的见解帮助主流思想重塑商业规则。之后，在MIT的数字经济创新项目的基础上，两人进一步发展理论观点，开始了与公司的实践合作，如美国电话电报（AT&T）、邓白氏（Dun&Bradstreet）、思科（Cisco）、IBM、英特尔、Jawbone、微软、Salesforce、SAP、汤森路透等。


  本书的第三作者桑基特·保罗·邱达利（Sangeet Paul Choudary），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繁荣的时候还是高中生，就已经被互联网巨大的魅力深深吸引，尤其是能创造快速、规模化增长的商业模式。之后，当桑基特在雅虎和财捷公司担任创新和创业部门总监时，他开始深入分析影响互联网创业者成功和失败的因素。他对于商业模式失败的研究，加上他与风险资本家及创业者的交流，帮助他确认了一个对于新兴的、规模化增长的商业模式日趋重要的因素——平台。


  2012年，桑基特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平台模式。他预言：当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时，能更好地利用平台力量的公司将获胜。桑基特为世界上的很多公司提供了平台模式的战略指引，包括那些《财富》100强公司，同时他的个人博客开始在全球主流媒体做专栏报道（http://platformed.info）。


  2013年春天，杰奥夫雷和马歇尔仔细研究了桑基特的工作，很快发现了合作的价值。我们三人从2013年的夏天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合作了三个星期，建立了一套对于平台构建的综合观点。从那时开始，我们三人已经是MIT平台战略峰会（MIT Platform Strategy Summit）的联合主席，在各种世界顶尖论坛上发表我们对平台模式的观点，如G20峰会、Emerce eDay和TED等；在世界顶级大学教授平台商业模式，与全世界的企业客户合作实现平台战略。


  现在，我们三人合著了《平台革命》这本书，也是第一次将我们对平台模式的认识和观点集中汇总并传达给所有人。


  我们有幸接触到各行各业超过100家成功企业的理念及经验，并与它们合作推动平台的发展和实施。在我们组织的MIT平台战略峰会期间，一些对平台构建、管理及反馈的机构，包括edX、三星、艾匹吉（Apigee）、埃森哲、丘比特（OKCupid）、阿里巴巴的高层领导者们相互间分享了他们的平台故事。同时，我们也与世界一流的学者合作，他们专注研究数字经济，参加年度信息系统和经济工作坊（WISE）、波士顿大学平台战略研究研讨会。我们还与世界一流的思想家共同探讨相关领域，如行为设计、数据科学、系统设计理论和敏捷方法论。


  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相信数字连接和平台模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以平台为导向的经济变革为社会整体和商业机构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包括创造财富、增长、满足人类需求。同时，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被重新定义。我们希望《平台革命》能帮助市场的新进入者、当下的组织、监管方、政策制定者和平台模式中的所有人驾驭这个充满挑战和平台赢家的新世界。


  杰奥夫雷G.帕克


  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


  桑基特·保罗·邱达利


  第1章　今天：欢迎来到平台革命


  2007年10月，一条互联网新闻推送瞄准了那些为工业产品做外观设计的设计师：他们设计的产品小到咖啡机，大到大型喷气式客机。这条推送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住宿选择，专门面向那些即将参加两个工业设计组织大会的专家。这两个大会分别是：工业设计学会国际会议（ICSID）和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IDSA）。


  如果你正准备参加下周在旧金山举行的ICSID/IDSA国际会议/连接2007的活动，并且还没有预订住宿，那么可以考虑下“睡衣社交”（networking in your jam-jams）。除了酒店，为了在城市里找到能支付得起的住宿方式，想象你住在一个工业设计师同行的家中，在空气床上打盹儿后醒来，与房东一边吃着果酱馅饼、喝着橙汁，一边聊着当天即将举行的活动。


  “睡衣社交”是由两个新生代设计师布莱恩·切斯基（Brain Chesky）和乔·吉比亚（Joe Gebbia）创想的点子，他们搬到旧金山但发现已经无法支付房租了。因为手头拮据，他们马上决定通过给参会者提供气垫床和旅游向导服务来赚钱。切斯基和吉比亚获得了三个周末的房客，赚了1000美元，这些钱足以支付他们下个月的房租。


  他们这一次随意的空间共享经历即将掀起一个世界最大产业的变革。


  切斯基和吉比亚招募了第三个合伙人内森·布莱卡斯亚（Nathan Blecharczyk），帮助他们将廉租房生意做成一项长期业务。当然，出租他们在旧金山的阁楼收益并不令人满意，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网站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出租闲置的沙发位或是客房给旅行者。作为交换，这家公司，也就是现在的爱彼迎（Airbnb），会在租金收入中抽取一小部分佣金。


  这三个合伙人开始关注一些酒店经常售罄的活动，这一举措令他们在2008年举行的奥斯汀西南音乐节上大获成功。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国内，甚至全世界的旅行者对当地居民提供的友好实惠住宿的需求。


  今天，爱彼迎是一个覆盖119个国家的巨无霸创业公司，管理从公寓、普通住宅到城堡等，超过50万套房源，服务超过1000万名会员。在最近的一轮投资中（2014年4月），该公司估值超过100亿美元，同期只有极少的几家世界最大的连锁酒店的估值能超过这个数字。


  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从未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店房源的情况下，爱彼迎赢得了传统酒店行业越来越多的顾客。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令人始料未及的变革。然而，爱彼迎仅仅是享有相似的DNA且近乎不可能的一系列行业巨变中的一员。


  ·2009年3月，通过智能手机约车的服务商优步在旧金山成立。在短短不到的5年时间里，投资者对其估值超过了500亿美元，在全球超过200个城市里挑战颠覆传统出租的业务，却始终没有自己旗下的车辆所有权。
·中国的零售业巨头阿里巴巴，仅旗下一个入口淘宝网就管理着超过10亿种不同的商品（淘宝，是一个与eBay类似的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平台），被经济学人称作“全世界最大的集市”，却没有一件商品库存是自己的。
·有着超过15亿活跃用户查看新闻、照片、听歌和看视频，Facebook在2015年获得了约140亿美元广告收入，成为世界最大的传媒公司，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原创内容。


  一个传统行业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是如何被一个市场入侵者颠覆的？这些异军突起的公司不曾拥有传统定义的企业生存的必要资源，更不用说市场支配力？为什么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变革在今天发生？


  答案是平台的力量（power of the platform）——一个新兴商业模式利用科技连接起生态系统中互动的人、机构和资源，创造意想不到的价值并进行价值交换。爱彼迎、优步、阿里巴巴和Facebook只是变革性平台的四个例子，还有一长串的例子包括亚马逊、YouTube、eBay、维基百科（Wikipedia）、苹果手机（iPhone）、Upwork、推特（Twitter）、KAYAK、Instagram、Pinterest等。每个都唯一地专注于某一个独特的行业和市场，并且每个都利用平台的力量改变了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许许多多类似的变革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平台是一个听起来简单，但是具有变革性的概念，它彻底地大范围改变了商业、经济和社会。实际上，只要任意一个行业中，信息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行业就是平台革命的候选者。这里就包括一些产品本身是信息（比如教育和媒体）的企业，也包括任何能获得顾客需求、价格变动、供需情况和市场趋势的企业，这些几乎涉及各行各业。


  因此，那些快速发展的全球品牌日益被平台公司所主导也不足为奇。实际上，在2014年，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五家公司中有三家采用了平台公司模式，它们是苹果公司、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其中，谷歌公司在2004年上市。苹果公司在早期采用封闭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平台模式的时候几乎破产。现在传统的巨头从沃尔玛到耐克，到约翰迪尔，通用电气和迪士尼都在争分夺秒地在它们的业务上采用平台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平台模式在全球各个地区都占据着巨大的并且持续增长的经济份额（见图1-1）。


  平台变革的力量同时也在方方面面改变每个人的生活，这在几年前都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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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按照市值规模计算，北美比世界上其他区域拥有更多创造价值的平台公司。诞生在中国的平台企业，依靠其庞大、统一的市场，增长非常迅速。欧洲的平台企业的特点是更加细分，市值不到北美的1/4。第三世界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相对落后不远


  资料来源：Peter Evans，Center for Global Enterprise.


  ·乔·弗尔里斯（Joe Fairless）曾是一家纽约广告公司的主管，他的公司主要涉足房地产投资。通过在一个教育平台Skillshare上教授房地产课程，乔认识了几千名年轻投资者，也提高了演讲的水平——这使得他募集了超过100万美元。他辞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当决定在年度小说创作月挑战赛中写一本书时，塔兰·马塔鲁（Taran Matharu）还是一个生活在伦敦的22岁商学院学生。他将书目摘要发布在一个分享故事的平台Wattpad上，从而迅速吸引了超过500万个读者粉丝。他的第一部小说Summoner在英国和其他十个国家出版。如今，马塔鲁已经是一个全职的作家。
·詹姆斯·欧文（James Erwin）曾是一个在艾奥瓦州得梅因的软件应用手册的撰写者，同时也是个历史迷。某一个下午，他浏览了一个基于社群新闻的平台——Reddit，并留意到其中一个问题：如果现代美国海军与古罗马帝国作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回复立马吸引了很多狂热的追随者，几周内甚至谈成了一部电影制作的交易。欧文现在已经辞去了他的工作，转而开始了电影剧本创作。


  教师、律师、摄影师、科学家、水管工或治疗师——无论你从事何种工作，一个平台都有可能带来改变，创造新的机会，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创造出高难度的挑战。


  平台革命就在这里，并且都在向你传达同样的信息。但是平台究竟是什么？是什么让它与众不同？又是什么让它具有非凡的变革力量？我们将在本章余下的内容里探索这些问题。


  让我们从一个基本的定义开始。平台是一种基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价值创造互动的商业模式。平台为这些互动赋予了开放的参与式的架构，并为它们设定了治理规则。平台的首要目标是：匹配用户，通过商品、服务或社会货币的交换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


  从这方面开始解构，平台的功能显得如此简单。然而今天的平台，受助于数字技术从而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利用尖端的智能软件工具能更准确、迅速、便捷地连接供应商和用户，创造出奇迹般的成果。


  平台革命和变革的趋势


  为了理解平台公司大爆炸所释放的强大力量，我们应该重新解读价值是如何被创造的，又是如何传递到主流市场的。大多数企业采用的传统系统是一种被我们描述成“管道”（pipeline）的东西。与平台不同的是，管道是一步一步创造和传递价值的过程，供应商在一端，而顾客在另一端。公司首先设计产品或服务，制造产品，然后投入市场进行销售或交付服务。最终，用户出现并购买产品或服务。由于它简单、单向的特性，我们也把管道业务称作线性价值链（liner value chain）。


  在最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商业从管道结构转向平台结构。在转换的过程中，简单的管道格局被转变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供应商、顾客以及平台本身都进入了一个多变的关系网中。在平台世界里，不同的用户——一些是供应商，一些是顾客，还有一些是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利用平台的资源与其他人进行连接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交换、消费，有时共同创造了某些价值。区别于从供应商到顾客的单向流动，价值在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形式被创造、改变、交换和使用，所有这些都基于平台的辅助在连接中实现。


  每个平台的运营方式各不相同，它们吸引不同的用户，创造不同形式的价值，但在不同的平台公司中有一些相同的基本元素。例如，在移动手机行业，目前有两种主流平台——苹果的iOS系统和谷歌支持的安卓（Android）系统。在任何一个平台注册的用户都能享受该平台提供的价值，例如手机内置相机的图像制作功能。然而，他们同时也享受着一群开发者为拓展平台功能而生产内容所创造的价值，例如一个手机应用软件（App）的价值是在用户使用苹果手机时实现的。这是由于平台本身使得价值交互成为可能。


  实质上，从传统的线性价值链向复杂的平台价值矩阵的转变看起来非常简单、直接。但是这其中隐含的意义令人震惊。一个又一个行业对平台模式的青睐导致在各行各业中产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来看看这其中的几个变化。


  平台之所以能打败管道，是因为平台借助规模化消除了守门人（gate keeper），从而使得其规模化更加有效。直到最近，许多进行产品搭建的企业在管道的一端设计制造，在管道的另一端交付顾客。今天，许多基于管道的商业依然存在——但当基于平台的商业进入同样的市场时，平台总能取得胜利。


  一个原因在于管道是由低效率的守门人管理着从供应商到顾客的价值传递。在传统的出版行业，编辑在上千本书里选择几本投放市场，希望其能够成为畅销书。但这非常浪费时间，是一项靠直觉和猜测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反，亚马逊的Kindle平台允许任何人出版书，依靠实时的顾客反馈判断哪些书会成功，哪些书将会失败。由于传统的守门人——编辑被全社会的读者作为市场信号自动取代，平台系统成长得更加迅速和高效。


  消除守门人也给了顾客更多的自由来选择产品，以满足需求。高等教育的传统模式迫使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购买通用服务（one-size-fits-all bundles），包括行政、教育、设备、研究等。作为守门人的角色，大学可以要求家庭购买无差异化的打包服务，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获得学位证书的方式。然而，如果有选择的机会，许多学生都愿意自己选择教育方式。一旦雇用单位可以认可其他学位证书，这对大学来说将是个极大的挑战。不出意料地，教育平台公司的首要目标就是开发这样一个不同的学位证书，比如Coursera公开课网站。


  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也采用这种销售打包服务的形式。公司也许愿意为专业服务支付高价，但为了获得这种专业服务，它们不得不高价购买事务所里那些相对初级人员的服务。未来，最优秀的律师和咨询师可能独立为公司工作，在一个平台上提供后台支持和初级服务。像Upwork这样的平台已经为客户提供了专业定制化的服务，摒弃了传统守门人的捆绑销售。


  平台之所以能打败管道是因为平台开发了价值创造的新来源。想想酒店行业以前是怎么运营的。业绩的增长要求像希尔顿、万豪这样的酒店企业不得不增加房间数量，利用已有的品牌给顾客提供预订销售服务。这意味着需要持续寻觅有前景的商业地块，用现有的资产投资或建设新酒店，同时还要花费很多钱来维护、升级、扩大和提升已有的资产。


  在某种程度上，新生代的爱彼迎的业务与希尔顿和万豪相同。就像其他酒店巨头一样，爱彼迎利用定价预订系统让顾客能查看、预订并支付需要的房间。但是爱彼迎将平台模式运用到了酒店业务：爱彼迎不拥有任何房间。相反，爱彼迎创造运营了一个允许每个人直接向顾客提供房间的平台。作为回报，爱彼迎对平台上的每一次租房交易收取9%～15%的佣金（平均值为11%）。1


  这意味着爱彼迎的增长会远比一家传统酒店迅速，因为它的增长不再受限于资金使用和固定资产管理。一家连锁酒店可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选择购买地块，设计建造新酒店，然后雇用，培训员工。相比之下，爱彼迎能迅速增加资产“存量”，只要它能让有空置房间的房东注册房源。结果是在短短几年里，爱彼迎达到了传统酒店经营者要冒着风险辛辛苦苦经营数十年才能达到的规模和市值。


  在平台市场里，供应方的特性已经改变了。供应方现在解封了闲置的产能，使得社群住房成为供应侧的贡献者。尽管传统商业能达到最精益的实时库存管理（Just-in-time inventory），但是新生代平台商业里从来没有自己的库存（not-even-mine inventory）。如果赫兹租车（Hertz）能刚好在飞机抵达的时候派出汽车到机场接机，这是最理想的情况。而如今租车平台RelayRides向出发的（departing）旅客租车，然后出租给到达的（arriving）旅客。这样一来，以前要支付停车费的离港旅客现在能得到租赁收入，并且车的交通险对租客也是有效的。除了赫兹租车和其他传统租车公司，所有人都能获利。电视台搭建演播室，雇用员工拍摄电视节目。视频网站YouTube，比任意一家电视台都有更多的观众，其商业运营模式则大相径庭，并且使用观众生产的内容。除了电视网络和垄断了影片生产的电影公司之外，所有人都能获利。总部在新加坡的维奇（Viki）正在挑战传统媒体的价值链，通过翻译者的开放社群为亚洲电影和肥皂剧添加字幕。然而，维奇将这些有字幕的视频授权给其他国家的转播公司。


  平台通过开发新的供应产品投放市场，颠覆传统的竞争局面。那些必须承担固定成本的酒店发现要和没有固定成本的公司竞争。这对新兴公司来说是可行的，因为平台中介能够帮助它们利用闲置产能。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分享的前提是许多物品在大多数时间是闲置的，如汽车、船，甚至剪草机等。在平台兴起之前，人们很可能把闲置物品租借给亲戚、好朋友或邻居，但很难租借给陌生人。这是因为对于陌生人，你很难相信使用了爱彼迎之后，你的房子还能保持原样；通过RelayRides租车后，你的汽车能完好无损地被归还；或者使用了NeighborGoods后，你的剪草机还能被还回来。


  查证信用和诚信是一笔很高的交易成本，通常对交易有阻碍作用。而平台通过提供默认的保险合同和信用系统鼓励诚信行为，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为首次供应产品的新供应商创造了市场。


  平台之所以能打败管道，原因在于借助基于数据的工具创造了社群反馈回路（community feedback loops）。我们已经看到Kindle平台是如何依赖社群读者的反馈决定哪些书畅销、哪些书不会畅销。所有的平台都依赖着类似的反馈回路。像爱彼迎和YouTube使用这种反馈回路与传统的酒店和电视台竞争。当这些平台汇集了社群观众对内容质量的反馈（以YouTube为例）或者顾客对市场供应方服务的评价（以爱彼迎为例），随后的市场交互变得越来越高效。其他用户的反馈让你在平台上更加便利地寻找符合需求的视频或租房信息。那些受到多数差评的产品通常会在平台上完全消失。


  相反，传统管道公司依赖控制的机制：靠编辑、经理、监管者来保证质量和市场互动的形成。这些控制机制成本高，且会影响发展规模。


  维基百科的成功表明了平台能利用社群反馈来取代传统的供应链。像《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这样的参考工具书是由学术专家、作家和编辑组成的昂贵、复杂的、难以管理的集中式供应链完成的。利用平台模式，维基百科借助外部撰稿者增强了对信息内容的审查，建立了一个在质量和范围上堪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信息库。


  平台颠覆公司。因为平台最重要的价值是由社群用户创造的，平台商业必须将它的工作中心从内部活动转向外部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公司运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颠倒——从市场营销开始拉动信息科技、运营、战略等，更关注业务外部的人、资源和功能，用于补充或替代存在于传统商业模式之内的要素。


  用于描述这种倒置过程的说法因业务功能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对于市场营销，比如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信息官罗伯·凯恩（Rob Cain），强调说以往用于定义信息传递系统的关键术语从广泛传播（broadcast）变成了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病毒式传播（virality）和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从推动式（push）变成拉动式（pull），从向外输送（outbound）到向内整合（inbound）。所有的这些术语的改变反映了一个事实，曾经由公司员工和代理机构发布的市场营销信号现在靠消费者群体进行传播——这是平台模式主导下的传播本质的颠覆。2


  同时，信息技术系统已经从后台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演变成前台的顾客关系管理系统（CRM），最近又进化到利用社交媒体和大数据走出办公室的实验，这是从向内聚焦转变成向外聚焦的另一种形式。在财务方面，从关注股东权益和公司贴现现金流，转变成关注利益相关者和发生在公司外部的互动。


  运营管理也从优化公司存货和供应链系统转变成管理公司非直接控制的外部资产。汉威士传媒集团（Havas Media）分管战略的高级副总裁汤姆·古德温（Tom Goodwin），简洁地描述了这种变化：“世界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不曾拥有一辆车。世界最流行的社交网站Facebook，没有生产过任何内容。最有价值的零售商阿里巴巴，没有一件商品库存。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民宿网站爱彼迎，旗下没有一处房源。”3这是因为社群提供了这些资源。


  战略从掌握独有内部资源和构筑有竞争力的壁垒，转变为调动外部资源和激发社群内的活力。此外，创新不再是让专家闭门造车，而是通过众筹、独立参与者在平台上迸发的点子产生的。


  外部资源并没有完全取代内部资源，而通常是互补的关系。但是平台公司强调生态系统治理更甚于产品优化，强调外部合伙人的观点更甚于内部员工的控制。


  平台革命：你将如何应对


  就像你在本书中看到的，平台的崛起掀起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颠覆式的改革，从教育、传媒、医疗、能源到政府。图1-2是一个列举了一些采用平台模式的领域的不完整统计，并列出了在对应行业中知名的公司。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平台公司仍在持续进化中，许多平台为自己设置了多个目的，并且新兴的平台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你可能熟悉列举在这里的大多数公司，而对其他一些则不熟悉。本书将会针对其中一些公司的故事详细阐述。我们的目标不是提供一个综合的、系统的概括，而是一个简单的速写，描绘在世界范围内，平台公司的日益增长的规模和重要性。


  图1-2揭示了平台公司之间的显著的多样性。乍看之下，像推特和通用电气、Xbox和猫途鹰、Instagram和约翰迪尔都没有太多相似性。然而，所有的平台都有一套相同的基础平台基因——它们都是为了创造生产者和顾客的匹配以及促进他们间的交互，不论交换的产品是什么。


  作为平台崛起的一个成果，几乎所有的传统商业管理实践，包括战略、运营、市场、生产、研究和开发，以及人力资源都在经历一场剧变。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其失调的状态中，影响着每家公司和每个商业领袖。平台模式的到来成了这场变革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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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迄今为止，平台模式改革涵盖的行业，并列举了一些相关行业里的平台企业


  进而，平台专业知识和技能现在已经成为商业领导者的标配。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商业领袖仍然在努力挣扎着去面对平台的崛起。


  在后面的几章里，我们会为平台商业模式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指导。我们分享的见解是以大量的研究和我们作为平台顾问的工作经验总结而来，范围涵盖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大型和小型企业或非营利机构。


  你将了解到平台是如何运作的、它们采取的不同结构、创造的多种形式的价值以及它们服务的几乎无限范围的用户。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创建自己的平台公司，或者利用平台模式转型现有业务，本书将是指引你驾驭设计复杂性、启动、管理、运营和培育一个成功平台的指南。当然，如果你对创立一个平台并不感兴趣，那么你将学习平台日益蓬勃的力量如何影响企业家、专家、消费者和普通人，你可以如何更愉悦地（盈利地）参与到各种平台商业主导的经济体中。


  不管你在今天迅速变化的经济中担任何种角色，现在是你掌握世界平台的规范的时候了。从下一页起，我们将帮助你实现目标。


  本章小结


  ·平台的首要目标是：匹配用户。通过商品、服务或社会货币的交换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
·因为平台商业利用不直接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创造价值，因此它们能够比传统业务增长得更迅速。
·平台绝大部分的价值是从它们服务的社群获取的。
·平台颠覆了企业，模糊了业务界限，并且促使企业从传统的向内聚焦到向外聚焦转变。
·平台的崛起已经改变了许多主要行业——更有甚者，同样显著的变革就要到来了。


  第2章　网络效应：平台的力量


  2014年7月，一场针对一个看似神秘主题的公开辩论在一位来自纽约大学的著名金融学教授和一位来自硅谷的卓有声望的风险资本家之间展开。


  埃斯瓦斯·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纽约大学公司财务与评估课程首席教授及教材的作者，久负盛名的赫伯特·西蒙奖2013年的获奖者，在发表了对用智能手机软件应用将乘客与司机联系起来的平台公司优步进行估值的文章后，他发起了这场辩论。7月初，优步完成一个12亿美元的融资回合，这个融资回合对该公司的交易前估值为170亿美元。达莫达兰说，“对一个收入只有几亿美元的年轻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数目”。1他表明优步公司值这么多钱或像有的人所声称的值更多钱的观点，只不过是硅谷傲慢的另一个标志罢了。


  达莫达兰的判断是基于金融学的经典工具做出的。他估计了全球出租车市场的规模、优步未来的市场份额及其可能带来的收益。接着他使用了风险调整后的现金扣减，得出了该公司价值约为59亿美元。他甚至十分坦诚地将他的电子试算表公布在了网上，使别人能够检验他的推断。


  比尔·格利（Bill Gurley）是标杆资本风投公司（Benchmark Capital）的一名合伙人，也是优步在硅谷的投资人之一，他接受了这一挑战。作为最早一批投资OpenTable、Zillow和eBay这些火箭式增长的科技公司的著名风险投资家，格利认为170亿美元的估值很可能低估了优步的价值，达莫达兰给出的数字是低估了25倍。2用经济学家W.布莱恩·亚瑟（W.Brain Arthur）的网络效应分析进行计算后，格利对达莫达兰关于优步总市场规模和潜在市场份额的推断提出了质疑。3


  优步以一种经典的平台形式为消费者提供了匹配服务。它帮助乘客找到司机，同时帮助司机匹配乘客。随着司机的不断加入和城市覆盖率的提高，大量显著的增长动力开始显现。乘客对优步做了口碑营销，还有乘客兼职做优步的司机。乘客等候出租车的时间缩短了，司机的空载时间也缩短了。更少的空载时间意味着即使在车费降低的情况下，司机的收入不会下降，因为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有了更多的乘客。这样一来，更少的停工时间使优步降低了价格，也刺激了需求，而这一需求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使它的市场覆盖率进一步提升。


  在格利的文章中，他引用了另一个投资人的图来阐释这一良性循环的工作原理，那张图是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亚美（Yammer）的联合创始人、PayPal的前任COO在餐巾纸上所画的草图（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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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大卫·萨克斯关于优步良性循环模式的餐巾纸草图（已得到授权进行转载）


  萨克斯的餐巾纸草图引用了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的一个经典案例。它表明了在越来越多人使用优步的情况下，优步对每一位用户的价值是如何提升的。这样一来也吸引了更多的用户，从而提升了服务的价值。


  网络效应指的是一个平台的用户的数量对用户所能创造的价值的影响。积极的网络效应（positive network effects）指的是一个巨大的、管理完善的平台社区所有的，为每一个平台用户创造重要价值的能力。消极的网络效应指的是管理不善的平台社区的增加，能够减小为每一个用户所创造的价值的可能性。


  正如我们在图2-1中看到的一样，积极的网络效应是平台公司中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主要管道。然而，网络效应也可以是消极的，本章我们将会解释消极的网络效应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的，以及平台公司的管理者面对这一情况要怎么办。但是第一步是理解如何通过积极的网络效应创造价值。


  格利展示了一组数据，2014年上半年，网络效应已经开始促进优步的发展。当优步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在2009年为优步寻找种子资金时，在优步的家乡旧金山市，出租车和豪华轿车服务市场的规模为12亿美元。根据优步的数据，2014年的市场已是之前的3倍大，并且市场还在持续扩大。仅凭这样的3倍速度的增长，就能说明将达莫达兰的59亿美元估值增加到由投资人所估计的170亿美元是正确的。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内在信息，达莫达兰没将他的计算根据网络效应进行调整，最终他给出了优雅、合理的签名，大度地认输。


  需求规模经济


  网络效应代表了一个新的、由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现象。在20世纪的工业时代，供应规模经济（supply economies of scale）催生了许许多多的垄断巨头。这些是由生产效率驱动的。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生产效率使得生产产品或服务的单位成本降低。供应规模经济能够给工业经济中体量最大的公司带来成本优势，而这样的成本优势使公司的竞争者很难为之抗衡。


  由此可以想到那些在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巨无霸公司。在钢铁生产领域，英国的冶金学家贝塞麦（Bessemer）发明的转炉炼钢法，采用将空气注入液态熔渣中的方法去除杂质，将生产成本从每吨40英镑降到了每吨7英镑。运作18个5吨贝塞麦鼓风炉，巴罗赤铁钢铁公司（Barrow Hematite Steel Company）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厂。同样地，在当今化肥生产中，有一半都使用德国的哈伯法来提取空气中的氮气生产化肥。而这种方法为当今最大的化学公司巴斯夫公司（BASF）的崛起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的托马斯·爱迪生在照明设备和廉价发电方面的发明使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得以发展，同时亨利·福特（Henry Ford）采用流水线技术加速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崛起。生意越大，生产、市场、销售的成本就越低，这样的良性循环使得公司稳步地发展，利润也越高（直到这一过程被政府介入，受到阻碍，或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改变淘汰了旧的经济模式）。


  在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需求规模经济（demand economies of scale）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垄断。（“需求规模经济”这一术语由两名业界专家首先使用，即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和商学院教授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他们还普及推广了网络效应这一概念。）4与供应规模经济相反的是，在利润等式的左边，需求规模经济利用了技术的进步在需求侧取得优势——从生产角度来说是利润等式的另一部分。社会网络的效率、需求聚集、应用程序开发和其他的现象促使规模越大的网络越有价值，以此驱使着需求规模经济。它可以给平台市场中最大的公司提供网络效应优势，这样一来会使其他竞争公司极难为之抗衡。


  需求规模经济是积极网络效应最基本的来源，也是当今世界经济价值的主要驱动因素。这并不意味着供应规模经济已不再重要，它当然重要。但以网络效应为形式的需求规模经济，已成为最重要的差异化因素。


  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能够有效地概述网络效应如何为该网络参与者、拥有者和管理者创造价值。以太网的发明人之一，也是3Com公司的缔造者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指出随着订户数量的增加，电话网络的价值呈现非线性增长，使得订户之间可以有更多的连接。


  当网络中只有一个节点时，连接线路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喜欢开玩笑说“历史上最伟大的销售员奖”应该颁给卖掉第一台电话的人。按理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当世界上只有一台电话的时候，你没法给任何人打电话。但随着买电话的人增多，价值也就随之上升了。在有两台电话的情况下，一条连接就成为可能；四台电话会有六条连接；12台电话会有66台连接，而100台电话会有4950条连接。这被称为非线性（nonlinear）或凸型增长（convex growth），而这正是诸如20世纪90年代的微软公司、当今的苹果公司和Facebook的典型增长模式，也将会是优步的明天。（反过来说，它也解释了黑莓公司在21世纪初期的凸型崩溃（convex collapse）：随着黑莓平台用户的流失，网络节点的减少使得该网络的价值陡然下降，这促使更多用户放弃黑莓转向其他设备。）


  主要的经济效果应运而生。通过网络效应得到的增长导致了市场的扩张。新的购买者受到越来越多网络中的朋友的吸引而进入市场。如果价格也降低的话（通常情况下，价格会随着技术成熟和生产数量的增加而降低），那么网络效应和低价格的相互作用将会扩大市场。


  双边网络效应


  大卫·萨克斯的草图表明了第二个驱动力在优步的增长中发挥作用，我们称其为双边网络效应（two-sided network effect）5。在梅特卡夫的电话例子中，电话用户吸引更多电话用户。但在优步的例子中则包含了双边网络：乘客吸引司机，司机吸引乘客。这一相似的驱动力存在于很多其他平台公司中。在谷歌的安卓一例中，应用程序开发者吸引消费者，消费者也吸引应用程序开发者。在Upwork（原名Elance-oDesk）上，工作列表吸引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也吸引工作列表。在PayPal上，商家吸引顾客，顾客吸引商家。在爱彼迎上，房东吸引房客，房客吸引房东。所有这些商业以正面反馈引起双边网络效应。


  对刺激网络增长来说，这些效应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平台商业通常花钱将一边参与者吸引到市场上来。他们明白，如果他们能使一边加入平台，那么另一边也会随之加入。双边网络效应及其积极的反馈解释了优步如何能将从比尔·柯尔利（Bill Gurley）和其他投资人手里融到的几百万美元分解成无数的30美元乘车代金券发放给乘客。优步的优惠券以吸引司机和之后愿意付全款来参加网络的乘客这一良性循环的方式获得了市场份额。


  一个常见的（非高科技）例子是一个举行每周女士之夜的当地酒吧，这里为女士提供打折饮品。当女士光顾酒吧后，男士也愿意加入进来，而且他们很乐意以全价购买自己的饮品。这样一来，在一个双边市场中，如果扩大A市场能够使与之相关的B市场也扩大，那么在A市场中付出的财物损失便具有了经济意义，这不仅是暂时的而是永恒的！唯一的条件是在B市场得到的利润要超过在A市场受到的损失。


  网络效应VS.其他促进增长的工具


  将网络效应与其他诸如价格效应（price effects）、品牌效应（brand effects）等常见的建立市场的工具加以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对这些区别的误解是当前对平台商业模式估值产生疑惑的原因之一，这些误解也带来了1997～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在互联网兴盛期，在诸如eToys、网络货车和FreePC这样的创业公司中的投资人十分现实地将市场份额视为商业成功的唯一重要标准。被“快速扩张”和“要么扩张，要么失败”这样的口号所迷惑，这些投资人催促公司花大价钱吸引消费者，希望以此得到不可超越的市场份额优势。创业公司的对策是，通过打折和发放优惠券创造价格效应。以极低的价格吸引消费者，有时价格甚至低到零，是一种绝不会错的购买市场份额的方法，至少暂时是这样的。像在2009年由《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出版的畅销书《免费：商业的未来》（Free:The Future of a Radical Price），大力宣扬赠品作用，设想一个从“免费的”到“优质的”再到“免费且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稳步攀升。


  问题在于价格效应是会逐渐消失的。它会在打折结束或者其他公司给予更优价格的时候消失。通常情况下，只有1%～2%的顾客会从免费享用转变为付款消费。因此，正如美国著名的孵化器科技之星（Techstars）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大卫·科恩（David Cohen）所说，你需要接触到成几千万的顾客才能使赠品模型变得有利可图。6比起很难盈利，免费模式还带来了许多不速之客。FreePC在1999年免费发放奔腾电脑以换取广告观看量和网络销售的前景时发现，免费且优质的模型里会掺杂进很多占小便宜的人。7


  品牌效应更是棘手。它会在人们将质量与特定的品牌联系时产生。但品牌效应，像价格效应一样，通常很难维持。它也很可能极其昂贵。eToys花费了好几百万美元创立了一个品牌，希望与亚马逊和玩具“反”斗城（Toys‘R’Us）竞争，一家名叫Kozmo的网络公司承诺在美国主要城市开展免费的一小时食品、书籍、咖啡和其他基本商品的配送服务，并聘请女演员琥碧·戈柏（Whoopi Goldberg）做代言人，以股票作为报酬，结果这一业务在之后不久就宣告失败。2000年1月，互联网泡沫到达顶点时，19家创业公司买下超级碗的广告，每条花费超过200万美元只为建立品牌认知。大约10年之后，其中的8家公司已不复存在。8


  价格效应和品牌效应在一家创业公司成长的战略中拥有一席之地。但只有前面提到的网络效应才能创造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会建立一个长久的用户网络，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作锁定（lock-in）。


  其他容易与网络效应混淆的增长工具是病毒式传播。病毒式传播从短语“像病毒式增长”而来，是一种理念或品牌在互联网用户中快速广泛传播的趋势。


  病毒式传播能将用户吸引到网络中，例如，一个十分讨喜的、有趣的或令人惊讶的视频的粉丝会说服他们的朋友也上YouTube。但是网络效应将他们留在那里。病毒式传播是吸引不在平台上的人群加入平台，而网络效应则是通过平台上的人群增加价值。


  2000年互联网由盛转衰，本书的两名作者（杰奥夫雷·帕克和马歇尔·范·埃尔斯泰恩）刚刚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两人入迷地关注着这一循环，观察了一些诸如标杆资本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这样明智的投资公司的盈亏。风险投资公司标杆资本目前已投资优步，之前投资了网络货车，被科技资讯网（CNET）评为史上最大的网络灾难之一。9红杉资本也曾投资过网络货车，但它现在投资了苹果公司、谷歌和PayPal。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些公司成功，有些公司失败？我们调查了许多事例，发现失败的公司大多依赖价格效应或品牌效应。与其不同的是，成功的公司则采用一个十分有用的想法：增加一个用户群的流量来吸引其他用户群的利润。我们在一篇论文中阐述了我们的发现，这篇论文分析了双边网络效应的的数学运算过程。10今天，如eBay、优步、爱彼迎、Upwork、PayPal和谷歌等成功的平台企业都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这一模型。


  扩大网络效应：无缝进入及其扩展工具


  如你所见，网络效应取决于网络的规模。12一个重要的推论是有效的平台能够快速而轻易地进行规模扩张，从而扩展由网络效应衍生出的价值。


  现在大家都已经难以记起，曾经雅虎是一个比谷歌更流行的网站。尽管雅虎早发展了四年，但谷歌战胜雅虎生动地阐释了扩展双边网络能力的重要性。


  雅虎以人工编辑数据库起家。它使用在分类下用树状结构进行子分类的思路，像图书管理员整理书籍或生物学家整理植物和动物种群一样对网页进行分类。这种模式成功运行了一段时间。但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由于网络用户的增长和网页制作者呈指数级速度增加，基于雅虎员工编辑的层次数据库已经无法适应。13有一个作者回忆起向雅虎提交网页的经历，在提交之后等了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看到结果在总清单中显示。（难怪受挫的用户开始宣称雅虎代表着“另一种正式层级化体系”。[1]）


  相较之下，谷歌利用网页制作者的工作来服务网页搜索者。谷歌的网页排名算法（page rank algorithm）考虑了网页之间的关联程度。为了吸引网页浏览者，网页制作者已经站在用户的角度进行思考。从更重要的网页中抓取的更多链接意味着更高优先级的搜索结果。所以，谷歌的算法有效地匹配了双边网络。不仅算法处理网页的规模远高于员工，使用网页链接作为关键排序工具将工作的重点从公司内部转移到了公司外部，这样大众的选择能够控制行动，这是一个远比雅虎更具可扩展性的模型。


  谷歌的案例表明，允许无缝进入（frictionless entry）的网络能够有机地、无限制地增长。无缝进入指的是用户能够快速且轻易地加入一个平台，开始利用该平台创造价值。


  Threadless是一家由信息技术服务、网页设计、咨询方面的专家创立的公司。他们的商业模式包括举办对外部参加者开放的每周设计比赛、只印制设计人气最高的T恤和将T恤卖给他们日益扩大的顾客群。无线T恤公司不需要雇用艺术天才，因为有一批有经验的设计师为奖品和荣誉竞争，贡献优秀的设计作品。它不需要做市场营销，因为热情高涨的设计师会联系他们的朋友来吸引投票和销售。它也不需要做销售预测，因为投票的顾客已经表明他们会买的件数。通过外包生产，无线T恤公司也能使其装卸和存货成本达到最低。多亏这些无缝模型，无线T恤公司能够以最小的结构限制迅速且容易地扩展。


  无线T恤公司的商业模式是意外发现的。起初创立人以为他们开展的是网络服务业务，给需要打开网销管道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但这种模式无法扩展：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单独地协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员工做大量工作，完成之后，没有一个项目能够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其他项目上。公司的创始人发起T恤比赛网站起先是作为一个副产品以展示其能力。它仅仅是其中一个创始人曾经参加过的线下比赛的网络复制品。当这一副产品迅速蹿红后，它巨大的扩展性优势变得明显起来。


  扩展一个网络需要双边市场成比例地增长。例如，一位优步司机一小时内平均能为三位乘客提供服务，所以对优步来说拥有一名乘客和1000名司机或1000名乘客和一名司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爱彼迎面临一个扩展房东和房客的平行问题。如果一方变得不成比例，依靠优惠券或者打折来为另一方吸引更多参与者才能成就好买卖。


  在某些情况下，平台的增长可以被用户角色转换（side switching）促进。这一效应发生在平台一方的用户加入另一方，例如当那些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开始为其他消费者生产商品和服务。在有些平台上，用户可以轻易且不间断地参与转换。


  例如，优步从其乘客群中招募新的司机，就像爱彼迎从其房客群中招募新的房东。一个可扩展性的商业模式、无缝进入和用户角色转换同时促进了网络效应。


  
[1] 雅虎英文名称恰是这个词的词头缩写。——译者注

  消极的网络效应：原因及解决方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都是积极的网络效应。然而，这些让平台网络迅速发展的特质，也可能导致其迅速失败。网络的发展能够产生消极的网络效应，它们可能会赶跑参与者，甚至可能导致平台公司的彻底失败。


  人数增加让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有更多匹配的可能性，这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两方找到最适合伙伴的难度，这时候一个消极网络效应出现了。只有对信息进行有效策展（curation）从而平衡无缝进入，才能避免这一困境。这个过程涉及平台筛选、控制并限制用户对平台的使用及参与的活动，以及和其他用户建立联系使用的过程。当平台的这个特质得到有效管理，用户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能够创造价值的伙伴配对；如果缺少这种策展，或者管理不当，用户很难在大堆无用的匹配中找到最可能有价值的一个。


  婚恋网站丘比特发现，如果管理不谨慎，规模（匹配）可能导致网络崩溃。根据丘比特的CEO克里斯蒂安·鲁德尔（Christian Rudder）所说，当婚恋网站上有很多用户时，平台上的男性往往会接近最漂亮的女性。给男生定标的行为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接近特别有吸引力的女性的那些男性大部分会变得没什么吸引力——就像老话说的，她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当这些B等的男性（这是我们的定义，不是鲁德尔说的！）向想要约会的A等女性套近乎时，没有人会觉得开心。漂亮的女性不高兴，而且很有可能因为所有这些未经筛选的关注放弃这个网站；与此同时，B等男性不高兴，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女性从来不回应他们。而少数非常有吸引力的男性原本有机会和最有魅力的女性在一起，但是现在这些女性要离开这个平台了，所以他们也不高兴。14


  一旦这一切发生了，各种魅力级别的男性全部涌向第二魅力级别的女性，同样的过程又会再发生一遍。网络效应逆转，这种商业模式随之垮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丘比特实行了一种策略，即多级别的网络配对。第一级别解决了最突出的问题，即兴趣爱好的匹配。两个人都抽烟吗？都喜欢文身和恐怖片？都相信恐龙吗？这个级别排除了很多明显不合适的配对，减少了这个过程中的参与者人数。


  第二个配对级别解决了魅力值匹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两个人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根据其他用户的反应，如果丘比特的算法认定乔显然没有玛丽有魅力（打个比方），那么乔平时搜索配对时，就不会看到玛丽的照片。（她可能在出现有高度针对性的搜索里，而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相反，乔会看到那些被认为和他魅力值相当的女性。这种结果是双赢的。玛丽会更开心，因为这个平台帮她找到了她一直在寻找的人，同时保护她免受太多人的猛攻。乔也会很开心，因为以前他被冷眼以待，而现在那些女性会回复他的信息。


  当然，使用这种算法意味着，当一个男生在使用丘比特搜索时只看到长相平平的女生，他很可能高估了自己的长相，觉得自己和电影明星一样帅。但是他配对成功的概率大大增加了，从长远来看，这会带来更高的满意度。


  像丘比特采用的那样有技巧的策展极大地减少了消极网络效应。与此同时，它增加并利用了积极网络效应的益处。随着网络参与者越来越多，有关他们的信息量也在增加。正如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会说的，数据量增多后，你从数据中得出的推论的准确度和价值也会提高。因此，网络发展的规模越大，策展会越好——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数据驱动的网络效应（data-driven network effects）。当然，这取决于策展工具设计良好，且一直不断测试、更新和改进。


  相反，策展不当会导致更多的噪声，使得平台的实用性降低，甚至导致其崩溃。聊天轮盘（Chatroulette）在迅速发展不久就经历了这样消极的反馈回路，很快就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聊天轮盘是从世界各地随机选取两个人进行视频聊天。只要发起一个新连接或者直接离开，人们就可以随时结束一场对话。这个网站出人意料地让人上瘾，短短6个月的时间内，从2009年下半年刚起步的20个人发展到超过150万名用户。


  最开始的时候，聊天轮盘没有注册要求，也不做任何控制，这就导致了众所周知的体毛旺盛的裸男（naked hairy men）的问题。随着这种没有监管的网络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体毛旺盛的男人赤身裸体出现在视频内，导致其他很多不裸体毛也不旺盛的人放弃了这个网络。随着合法用户退出，平台的噪声级别提高，而这导致了消极的反馈回路的出现。


  聊天轮盘认识到它需要一种和平台发展相配合的策展方式。现在，这个平台让用户筛选其他用户，且使用算法来检查呼叫者的形象是不是得体，这个平台再次得到了发展——尽管比开始的阶段缓慢了很多。


  每一个成功的平台都面临着匹配内容和分级关联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其发展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成功的平台都必须解决有效策展这一挑战。我们将在下面几章再探讨策展的问题。


  四种类型的网络效应


  双边网络（也就是网络中既有生产商也有顾客）有四种网络效应。在设计和管理平台时，理解和考虑到这四种效应尤为重要。


  在双边市场中，单边效应（same-side effects）是指由市场一边的用户影响这边其他用户而产生的网络效应——顾客对其他顾客的效应，以及生产商对其他生产商的效应。相比之下，交叉效应（cross-side effects）是指市场中一边的用户影响另一边的用户而产生的网络效应——消费者对生产商的效应以及生产商对消费者的效应。单边效应和交叉效应都有利有弊，取决于如何设计系统以及实施的规则。以下解释了这四种网络效应是如何工作的。


  第一种类型，积极的单边效应（positive same-side effects），包括当同类用户数量上升时产生的积极效益——比如说，这种效应在贝尔电话用户数量增加时产生了。你有越多的朋友和邻居使用贝尔电话，你就能获得作为贝尔会员应获得的越多的好处。今天，消费者对消费者这种相当积极的效应可以被看作一个像是微软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机（Xbox MMOG）一样的游戏平台：你在这个平台上遇到越多的同伴玩家，你在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候就能获得越多的乐趣。


  积极的单边效应也能发生在生产商这边。比如说，想想看Adobe这种受众广泛的图像生产和共享平台。越多人使用PDF平台创造和分享图像，你就能在出于自身需要使用这个平台生产图像的时候获得越大的好处。


  然而，不是所有单边效应都是积极的。有时候平台的一边也会有不利于数量增长的一面，这被称作消极的单边效应（negative same-side effects）。比如信息技术平台Covisint，它与服务提供商联合开发基于云的网络工具。随着Covisint平台上互相竞争的供应商数量不断增长，源源不断的客户被吸引到这个平台上，这也让供应商非常高兴。但是当供应商数量过多，合适的供应商和顾客找到彼此的难度也会变大。


  当顾客或供应商的得失基于平台另一方的用户数量时，交叉效应就产生了。当用户从市场另一边的参与者数量增长中获益时，出现的是积极交叉效应（positive cross-side effects）。想想看一个像Visa卡一样的支付机制：当更多的商家（生产商）同意接受时，消费者（顾客）在消费中能体验到灵活性和便利，这就创造了积极交叉效应。同样的效应反过来当然也是成立的。越多人持有Visa卡，商家也就拥有越多的潜在客户。同样地，当微软Windows系统的App开发者的数量增加时，对用户而言操作系统的实用性和功率也就会越强大；当Windows系统用户数量增加时，App开发者也就能获得更多的潜在利益（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积极的交叉效应产生的是双赢的结果。


  当然，交叉效应不一定都是对称的。在婚恋网站丘比特上，女人对男人的吸引力大于男人对女人的。在优步上，司机比乘客对市场发展更重要。在安卓系统中，开发者的App对用户的吸引力大于用户对开发者App的吸引力。在推特上，绝大部分人读，少部分人发。在问答网站Quora上，绝大部分人提出问题，少部分人回答问题。15


  然而，同样地，它也有不利的一面，这时候消极交叉效应（negative cross-side effects）产生了。想想看一个促进数字媒体分享的平台——音乐、短信、图像、视频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商（比如音乐公司）数量的增加会给顾客带来积极的好处，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复杂性和费用的加大。比如说，太多不同的数字版权管理格式需要阅读和受理。这时候，交叉效应从积极转变为消极，导致顾客放弃或者至少减少使用这个平台。同样地，当一个平台上相互竞争的商家发布大量信息带来乱七八糟的广告时，增加生产商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可能会转变为消极的交叉效应，从而让顾客反感，也破坏了平台原本的价值。


  由于消极的交叉效应不断增加，我们可以预见优步在发育初期将面临的困难。如果优步吸引的司机数量远远超过乘客数量，司机空载的时间就会增多；如果优步吸引的乘客数量远远超过司机数量，乘客等车的时间就会延长（见图2-2，图中插入了反馈结果的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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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大卫·萨克斯画的优步餐巾纸草图，其中插入了一个消极的反馈回路


  事实上，这一切正在发生。随着优步在既定市场上的占有率趋于饱和，司机数量过多且相互竞争，这增加了其空载时间并且导致一些司机放弃了这个市场。图2-2对优步的生长螺线的描述更加完整，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家在双边市场上的公司必须处理这四种网络效应。好的平台管理会努力加强积极的网络效应，创造并强化尽可能多的积极的循环结果。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将在下面几章继续讨论，并就如何高效地应对这些挑战提供具体的建议。


  结构性的变革：网络效应使公司关注点由内部转移到外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工业时代，大公司依靠供应规模经济。相比之下，大多数网络时代的大企业依靠需求规模经济。像爱彼迎、优步、云存储、无线T恤、Upwork、谷歌和Facebook这些公司不是因为成本结构而有价值，比如它们利用的资金、运行的机器或者是指挥的员工。它们的价值源于参与它们平台的社群。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以十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有13个员工。WhatsApp的售出不是因为它的50名雇员，这两家公司售出的原因相同，即它们创造出的网络效应。


  标准化的会计工作也许不能把社群的价值计入公司价值中去，但是股票市场可以。渐渐地，会计人员也迎头赶上。一个专家团队与德勤（Deloitte）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发布了一个调查结果，基于各公司的主要经济活动将其分成四大类：资本构建者、服务供应商、技术创造者和网络协作者。资产构建者发展用于实体物品交付的实物资产，像福特和沃尔玛这样的公司就是例子。服务供应商雇用员工向顾客提供服务，像联合健康（United Healthcare）和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就是例子。技术创造者研发并售卖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比如软件和生物技术，微软和安进（Amgen）就是例子。而网络协作者开发网络让人们和公司一起创造价值——事实上就是平台公司。这份调查表明，在这四类中，网络协作者目前为止创造价值的效率最高。他们通常享有8.2倍的市场乘数（基于公司市场价值和市盈率之间的关系），而技术创造者是4.8倍，服务供应商是2.6倍，资产构建者是2.0倍。16这只是简单地说明了数量差异代表了网络效应产生的价值。


  另外，网络效应起作用的时候，产业根据不同的规则运行。17原因之一是在公司外部衡量网络效应要比在内部简单很多——因为公司外部的人数总是要远远超出内部的人数。因此，网络效应起作用的时候，机构的关注点必须由内部转移到外部。公司要转变，关注点要由内转到外。人力资源管理从员工转移到大众。18创新从内部研发转为开放式创新。19让参与者创造价值的活动之前主要发生在内部的生产部门，而现在则源于外部生产商和顾客，这意味着对外部事物的管理能力已经变成了一种关键的领导力技能。发展不依靠横向整合和垂直整合，而依靠功能整合和网络协作。注重流程的金融和会计把重点由拥有的现金流与资产转变为能产生影响的社区及资产。虽然平台商业本身常常非常赚钱，创造财富的中心现在在机构外部而不是内部。


  网络效应正在促成21世纪巨型公司的产生。谷歌和Facebook分别触及了超过世界1/7的人口数。在这个网络效应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世界，用户生态系统是竞争优势和市场主导的新根源。


  本章小结


  ·鉴于供应规模经济促成了工业时代大公司的产生，今天的大公司则得益于需求规模经济，且以网络效应的形式表现出来。
·网络效应与价格效应、品牌效应或者其他众所周知的工具不一样。
·无缝进入以及延展性的其他特质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网络效应在创造价值这方面的影响力。
·双边市场（既有生产商也有顾客）产生了四种类型的网络效应：单边效应（积极的和消极的），以及交叉效应（积极的和消极的）。一个发展中的平台必须妥善应对这四种效应。
·让消极网络效应降到最低点的关键在于质量策展。它提高了生产商和顾客之间愉快配对的概率。


  第3章　体系结构：设计成功平台的原则


  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高参与度，且能够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平台？怎样去提供工具和服务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互惠互利？怎样才能设计出一个能够适应快速规模变化，放大积极网络效应，削弱消极网络效应的技术设施呢？


  这些都是艰巨的挑战。平台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系统，它必须能够支持庞大的用户网络，因为用户的角色与互动方式是不同的。一个囊括整个行业的平台——比如说医疗保健业——需要支持医疗界有着各种不同动机的众多参与者的互动，而且那些动机也会随着经济、法规及技术形势的演变而经常改变。


  复杂系统的设计者和创造者经常会发现寻找一个逻辑的开头是很困难的。这个问题在平台商业里是很严重的，因为它相比于线形设计的管道商业中存在的问题不同，且更加复杂。而目前，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平台商业，现有的自然趋势是观察相似的执行方式并去效仿。但是因为没有哪两个市场会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策略经常失败。如果一个平台的设计欠妥，那么它创造的价值及其网络效应就会变得非常微小，甚至是丝毫都没有。


  所以，我们该如何开始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基本面上。平台到底有什么作用，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平台会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并能够让他们交换价值。有些平台能够直接将用户联系起来，就像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那样。这些联系会让他们互相之间传递价值。而另外的一些平台虽然不会提供这种直接的联系，但是它们会创造其他的价值交换机制。例如，在YouTube上，视频的创造者就会在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将价值传递给消费者。


  在此方面，平台内的互动类似于任何经济交流与社会交流，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网络虚拟世界。在每一个交换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换三样东西：信息、商品或服务，以及某些形式的货币。


  信息交换。无论是牲畜拍卖者向一大群农场主喊价，还是eBay网搜索页面显示的可销售商品，每一次的平台互动都是以信息交换开始的。这些信息会让参与者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去进行进一步的交换。


  因此，每个平台商业必须要提供信息交换。一些平台把信息交换视作基础目标——例如，像Reddit一样的新论坛和Quora一样的问答网站。但是，就算平台的主要目标是物理商品或服务的交换，它们也要允许信息的交换。优步会提供司机的空闲以及位置信息作为对用户需求的响应，Yelp会提供餐饮信息来让用户选择就餐地点，Upwork允许公司和自由职业者交换个人信息来作为招聘参考。


  要注意，在各种情况下，信息的交换都是通过平台本身进行的。实际上，这是平台公司的基本特点之一。


  商品或服务交换。作为信息交换的结果，平台参与者还要决定在平台上进行商品或服务的交换。在某些情况下，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也是通过平台本身进行的。在Facebook上，图片、链接、文章和个人的更新状态会在用户之间进行交换，而YouTube上的视频也一样。在平台内的每次交换中，用户可以被看作价值单元（value unit）；在某些情况下，平台造就了复杂的系统，它却可以让价值单元的交换变得简单方便。例如，Upwork会向用户提供内置工具，来控制远程服务的传递，以便于自由职业者创造的电子商品（幻灯片或视频等）可以直接通过平台本身进行交换。


  还有另外的一些情况，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会在平台外进行（即使信息的交换发生在平台内）。优步上的租车服务需求会在现实中的城市街道及车辆上实现；Yelp上的订单会转化成真实餐厅里真实餐桌上的晚餐。


  货币交换。当商品或服务交换在平台参与者之间进行时，他们通常会使用各种形式的货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使用的是传统货币，其使用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信用卡、PayPal、比特币，以及现在很少见的现金等。


  然而，价值的形式还有很多，因而在各种平台上，消费者用来支付的方式也会有很多种。YouTube的用户和推特的粉丝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发布者身上，这可以在很多方面为发布者添加价值。（例如，如果发布者是个政治专家或企业领导者，那么他作为意见领袖所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就会提升他的价值；对于歌手、演员、运动员来说，崇拜者基数的不断增加就是其价值增加的方式）猫途鹰、追波网（Dribbble）以及500px等网站的会员则通过协助他们喜欢的作品作者增加其知名度的方式完成“支付”。因此，关注度、名气、影响力，以及其他形式的无形价值可以在平台上扮演货币的角色。


  有时货币的交换会通过平台本身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通常会以关注度和名气的形式存在。但是钱款的支付是发生在平台内的，即使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会在其他地方进行。比如优步和爱彼迎，它们可以在平台外进行服务，但交易完成之时，支付一定是在平台内进行的。


  我们还会在第6章中详细解说，平台将其自身所能提供的价值交换转换成金钱的能力，与其能够捕捉及内化货币的形式有直接关系。能够将资金流动内化的平台有机会收取交易额的部分费用——例如，eBay在拍卖成功之后另外收取拍卖价格10%的费用。而只能博取关注度的平台，其收益通常来自那些认为这些注意力拥有价值的第三方——例如，广告商会为那些关注度较高的某些主题文章向Facebook支付钱款。


  平台的目标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聚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进行信息、商品或服务，以及货币的交换。平台会提供给那些参与者一个加入即用的基础设置，包括软件工具和规则等，来让交换变得方便，且能够使他们互惠互利。


  核心交互：平台设计的根本原因


  支持交互的平台设计开发应该一步一步地进行。因此，每个平台在开始设计时应先设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核心交互（core interaction）。核心交互是平台内部活动的最重要的形式——它就是价值的交换，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多数用户吸引至平台上。核心交互有三个关键要素：参与者（participants）、价值单元（valce unit）、过滤器（filter）。这三个要素必须要经过认真考虑和精心设计，以便让核心交互对于用户来说更加方便，更加有吸引力，更具价值。平台的基本目标就是促进核心交互。


  尽管很多平台拥有以不同方式参与交互的用户，但核心交互的首要地位仍然保持着。例如，领英就拥有很多种交互方式：专家交换职场与企业战略的专业意见；猎头或招聘人员与潜在应聘者交换就业信息；人力资源主管交换劳动力市场信息；意见领袖发表自己对全球趋势的见解。这些交互方式都被植入了平台内部，它们在设计时都是为了去迎合平台特定的目标，并帮助用户创造全新形式的价值。领英目前的多元化设计初期却是围绕一个核心交互进行的：职业者联系其他的职业者。


  我们现在来详细看看核心交互的三要素，弄清楚它们是如何帮助平台创造价值的。


  参与者。通常，核心交互的根本参与者就是两种人：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和使用价值的消费者。要定义核心交互，我们需要明确地描述和理解这两种角色。


  平台设计的其中一个差别是：同样的用户在不同的交互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爱彼迎上，同一个人既可能是房东，也可能是旅行者，尽管他们通常在一段固定的交互中只会扮演其中一种角色。YouTube用户既可以上传视频，又可以观看视频。设计得当的平台有利于用户的角色转换。


  反过来，大多数用户在一次交互中也可能会一直扮演同一种角色。例如，Facebook上最常用的交互就是“状态更新”——它可以告知社交网络中的人们某个用户的活动与想法。在Facebook上更新状态的用户可能是个人、公司、一群好友，也可能是非营利组织，但是其基本角色是保持不变的。同样地，YouTube视频的上传者也可能是公司或个人。吸引人们参与的要素各不相同，但角色是保持不变的。


  价值单元。我们说过，每个交互都是以那些对用户有利的信息的交换开始的。因此，几乎每个核心交互的开端都是生产者对于价值单元的创造。


  这里举几个例子，在eBay或爱彼迎上，产品与服务的信息列表都是卖家创造的价值单元，然后基于买家的搜索请求或先前表示出的兴趣为他们提供服务。类似于Kickstarter这样的平台，项目详情组成了价值单元，可以让潜在的赞助人做出决定是否进行赞助。YouTube的视频、推特的文章、领英的简历、优步的可用车辆列表都属于价值单元。在每个案例中，用户都会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的交换。


  过滤器。价值单元是经过过滤器处理后传递给特定消费者的。过滤器是有着严格算法、以软件为基础的工具，平台会用它来完成用户间适当价值单元的交换。设计得当的过滤器会保证平台用户只会接收到与他们相关并对他们有价值的价值单元，而设计不得当的（或没有）过滤器所造成的结果则恰恰相反，甚至使用户放弃平台。


  搜索请求就是其中一种过滤器，参与者会搜索相关词条来寻找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比如“毛伊岛、哈纳及其周边的酒店”或“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地区18～25岁的单身直男”。除了生产者（包括酒店老板和寻找伴侣的用户）创造的数百万个价值单元，平台还会利用过滤器选择特定的单位来匹配搜索词条，并显示给用户。


  不管怎样，每个平台都会利用过滤器来进行信息交换。优步的司机会通过分享其位置、可载人数等信息来显示目前的可利用状态，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他们寻找适当消费者的价值单元。当消费者拿出手机呼叫车辆时，她就会基于其位置与时间设定过滤器，之后，与其相关的司机信息就会被交换。


  一旦信息交换完成，其他活动便会立刻开始。出租车到达乘客设定的起点，乘客上车直至出租车将乘客送达目的地，乘客支付车款，司机收到钱。核心交互就此完成，价值也因此被创造和交换。


  有些平台的功能更加复杂，但是基本结构都是一样的：


  参与者+价值单元+过滤器→核心交互


  谷歌搜索引擎的运行方式基本相同。谷歌用户搜索网页，创建了网页标记（即价值单元）。消费者会在搜索框中输入查询，谷歌也会将搜索词条与特定输入结合起来，如社交元素（social signals）——网络上文章所收到的赞、转发、评论以及其他回复等。各种输入组成了过滤器，它可以决定要将哪个价值单元传递给消费者。


  在Facebook上，你的整个社交网络会创造出状态更新、评论、图片、链接等，所有这些价值单元都会加入到平台当中。你的动态信息算法以你之前与某些内容发生的交互为基础，充当一种过滤器，来决定某个价值单元是否会向你传递。


  在设计平台时，你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你的核心交互，然后去定义参与者、价值单元以及过滤器来完成核心交互。


  与领英和Facebook的例子一样，为了拥有更多种类的交互，平台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规模。这些交互包含不同的参与者、价值单元和过滤器。但是成功的平台都是从核心交互开始的，它持续为用户创造高的价值。一个有价值的、可以简单安心参与的核心交互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并会产生积极的网络效应。


  价值单元的关键作用。正如我们对核心交互所介绍的，价值单元在任何一个平台里都会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平台不会创造价值单元，创造价值单元的是平台内的参与者。因此，平台是“信息工厂”，但它无法控制其库存。它提供“作业场地”（也就是说，他们创造的平台基础设置是用来生产价值单元的）。平台可以培育一种质量控制的文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生产者创造精确、有用、有关联且让消费者感兴趣的价值单元）。它也会创造出过滤器来传递价值单元，并屏蔽不需要传递的单位。但是它并不直接控制生产过程，这是它与传统的管道商业之间最明显的区别。1


  Fasal是一个直接连接印度边远地区农场主、市场经纪人和买主的网络系统。通过Fasal，农场主可以及时了解附近市场的作物价格，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销售市场，并用这个数据去讨价还价争取一笔更好的买卖。这是个到处都可以见到的难题。


  本书的作者之一桑基特·保罗·邱达利领导了Fasal公司的商业化，他与他的团队所遇到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确定使用什么样的交流设施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分享价值单元。他们意识到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手机，超过一半的印度农民，即便是穷人，都会使用手机。实际上，正如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手机用户人数在印度也飞速增长。手机通信的即时性，使其为渴望获取市场行情的小农场主获取信息的传送器。2


  但是创造关键价值单元需要让农民和当地市场创造者之间产生交换，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需要不同种类的信息”，邱达利说道：


  当然，我们需要获取当地市场的价格数据——各级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包括各个级别的胡萝卜、菜花、豆类和西红柿等。这都比较好收集。有些人会向我们提供这些信息。此外，我们还雇用了当地人去调查每个市场，然后使他们将一手的信息汇报给我们，以此进行信息的补充。


  不过等式的另一边就难多了。为了创造对农民有用的电子信息资源，我们需要关于农民的数据——他们种植的作物量、期望的收获周期、农场的位置、他们与市场接触的途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他们能否在市场里取得最好的交易。


  但是从这些极其分散的农民（很多都是文盲）身上搜集信息是很困难的事。我们进行了很多实验，为了进行我们的调查，我们试图以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服务，并以此来收集信息。我们还发动了当地的“首领”——村长，作为获取信息的通道。我们还安排了当地的种子、化肥和手机卡商贩，让他们与农民频繁地见面。但这些办法的效果都不好——那些人都不怎么感兴趣，这些刺激因素都不够强大，不足以产生一个强大的信息源。


  最后，我们不得不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信息收集网络——印度人称之为“街头漫步者”（FOS）销售队伍，团队成员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与农民见面，并在打满表格的纸上记录关于其作物和市场计划的关键数据。他们把信息带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会将它们输入电子表格，渐渐地，我们拥有了数据库，并逐渐了解了当地市场。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如果要建立平台，对价值单元的关注是很重要的。对于谁能创造价值单元，他们是如何创造的，又是如何将价值单元集成到平台内的，以及高品质价值单元和低品质价值单元之间的差异，我们将在本书中详细探讨。


  吸引、促进、匹配：平台设计的方式


  核心交互就是平台设计的理由，平台的整个目标就是要使核心交互成为可能。确实，要通过使它们对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的方式来完成。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平台设计者怎样才能保证拥有足够数量的核心交互，进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呢？


  在本节中，我们会讨论平台设计的方式。为了拥有更多有价值的核心交互，平台必须发挥三个关键功能：吸引（pull）、促进（faciliate）、匹配（match）。平台必须要将生产者和消费者吸引至平台，以便使核心交互在他们之间发生。平台要通过提供方便且易于联系和交换的工具与规则来促进交互的完成。另外，平台还要通过利用相互之间的信息，进而有效地匹配生产者和消费者，让他们互惠互利。


  平台想要成功，这三个功能必须要完美地发挥。如果不能吸引参与者，就不能创造可以让平台变得有价值的网络效应。如果不能促进交互的完成，落后的技术和限制性极强的政策会使平台在使用的时候变得困难，最终会使参与者泄气并失去吸引力。如果不能精准地匹配参与者，平台会浪费参与者的时间和精力，最终会让他们选择放弃。


  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这三个关键功能，有效的平台设计就是创造一个能够完美发挥这些功能的系统。


  吸引。吸引参与者是管道商业不会遇到的难题。所以，人们在将这些平台市场化的时候，采用的方法似乎与直觉相反，尤其是对那些成长在管道商业环境里的企业管理者来说。


  刚开始的时候，平台需要解决管道商业模式不会有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平台没有价值就不会有用户，而用户不去使用平台也不会具有价值。许多平台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鉴于此，我们会在整个第5章中分析并帮助你找出解决之道。


  关于吸引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持已注册平台用户的黏性。目前，大型的社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面对这种问题。比如，Facebook发现用户只有在与一定数量的其他用户联系起来的时候，这对他们才是有价值的。在此之前，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使用它。为此，Facebook将市场精力从招募新用户转向帮助已有会员建立更多的关联。


  其中一种能够让用户反复使用平台的工具是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平台的反馈回路有很多种形式，这些形式都有助于平台持续不断地自我补充。在典型的反馈回路中，价值单元会促使用户回应。如果价值单元与用户相关，且能引起用户的兴趣，用户就会不断地被吸引至平台中，进而产生其他价值单元并促进更多交互。有效的反馈回路可以扩大网络，提升价值，强化网络效应。


  其中一种反馈回路是单用户反馈回路（single-user feedback loop），这是一种嵌入平台的算法，它能分析用户活动，最终得出用户的兴趣、喜好、需求，并向用户推荐其他对于他们可能存在价值的价值单元和关联。如果单用户反馈回路设计得当，可以有效地增加用户活动，因为用户使用平台的次数越多，反馈回路就对用户“了解”得越多，它的推荐也就越准确。


  而在多用户反馈回路（multi-user feedback loop）中，生产者的活动会递交给相关消费者，而消费者的活动也会给予生产者很多反馈。如果它能够有效运行，就可以创造良性循环，增加双方的活动，最终加强网络效应。Facebook的动态信息就是典型的多用户反馈回路。生产者的状态更新会显示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的赞与评论就是对生产者的反馈。价值单元的不断流动会刺激更多活动的产生，使得平台对于参与者更加具有价值。


  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平台吸引用户的能力，其中一个就是平台内现有货币的价值。正如我们所讨论的，一些平台的交换基于的是无形的货币，如关注度、人气、影响力等。因此，网络效应的一种形式就是随着网络平台规模不断增加而与日俱增的吸引力形式货币。因为推特有了很大的用户基础，与在其他平台传播相比，一条成功的推文在推特上会吸引更多的关注度形式货币。所以，推特巨大的规模增加了它的吸引力，鼓励人们进行更多的活动，从而使其他平台无法与其竞争。


  吸引力也可以通过利用外部网络的参与者来增加。Instagram和WhatsApp在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几千万用户，就是因为它们利用了Facebook的网络。我们会在第5章中讨论快速增加吸引力的技巧。


  促进。与传统的管道商业不同，平台不控制价值的创造，而是设定一些价值可以被创造和交换的机制，并制定原则来管理交互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促进过程。


  促进一方面是要让生产者更加方便地创造和交换商品与服务。这需要提供具有创造性的工具用来共享，就像加拿大图片网站500px做的那样：照片上传者在平台上管理自己的整个作品集；或者像创意平台Quirky做的那样：提供工具来让用户分享创意并集体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


  促进过程还需要减少使用障碍。不久前，Facebook用户若想要与朋友分享照片，就需要将相机里的照片传到电脑里，再用PS软件修改图片，最终才上传到Facebook上。而Instagram允许用户在一个设备上只经过三个点击操作就可以完成对图片的拍摄、修改和分享。减少使用障碍能够有助于互动的进行，并扩大参与者数量。


  在有些情况下，使用门槛变高也会有一些积极作用。Sittercity是一个帮助父母寻找保姆的平台。为了提高用户（父母）的信任度，该软件设计了一套严格的规定来限制注册的生产者（保姆）。其他时候，平台需要制定严格的规则来组织管理价值单元及其他生产者创造的内容，实现用户需要的交互，去除用户不需要的内容。另外的少数情况是，不法分子也会在网上有一些违法行为，比如社交新闻网站Reddit的“喷子们”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言论，克雷格网站（Craigslist）上也会出现雇凶杀人，糟蹋爱彼迎上订的公寓都能说明有害的交互会破坏网络效应。


  设计平台来促进价值创造交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们会在第7～8章中详细讨论平台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匹配。成功的平台能够精确匹配用户，保证相关的商品与服务能够被交换。它会利用生产者、消费者、价值单元和要交换的商品与服务的信息来完成这个目标。平台获得的信息越多，收集、组织、分类、解析数据的算法设计得越好，过滤器越精准，用来交换的信息就会越有用，生产者与消费者正确匹配得到的回报就越高。


  数据需要的理想匹配各不相同，从静态信息（身份、性别、国籍），到动态信息（位置、年龄、可在搜索词条中体现的实时爱好等）。类似于Facebook动态信息的复杂数据会形成一个过滤器，它会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包括用户之前在平台内的活动。


  作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平台公司需要设计出一个明确的数据获取策略。用户对待信息分享的态度和对数据驱动活动的回应是不同的。一些平台以奖励机制鼓励参与者提供个人数据，其他平台会利用游戏元素来收集信息。领英就设计了一个进度条来促使用户完善个人信息，渐渐地完善了其数据库。这些信息也可能来自第三方提供者，即一些手机应用程序，例如音乐软件Spotify，要求用户使用他/她的Facebook账号登录，这使得该应用程序可以获取原始数据来向用户进行匹配。但是，一些用户不喜欢透露自己的信息，这就使得平台厂商，包括Spotify，需要提供除Facebook账号之外的登录方式。


  成功的平台可以不断实现互惠互利的匹配。同样，持续完善数据获取与分析方式对于平台的建设与管理来说仍然是一个难题。


  平衡三个功能。吸引、促进和匹配这三个功能对于平台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能处理好这三个功能。一个平台如果能够处理好其中一个的话，也是可以生存的，至少是在短时间内。


  2015年年中，虽然克雷格网站界面简陋，缺少管理，且数据系统简单，但它仍能够有效地对广告进行分类。克雷格网站的巨大网络能够保留大量的用户。因此，平台的高吸引优势弥补了促进和匹配的欠缺，至少目前是如此。


  Vimeo和YouTube虽然处在相同的竞争领域，但是它们侧重的功能是不同的，YouTube擅长吸引和很好地根据使用数据进行匹配，而Vimeo则擅长利用主机、带宽等工具来促进生产和消费。


  核心交互之外的其他交互


  正如我们看到的，平台设计从核心交互开始，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成功的平台还要在核心交互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交互。


  有时候，新交互的建立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平台设计者在一开始就要做到心中有数。2015年年初，优步和来福车（Lyft）开始试验新的共享租车服务，来补充它们的出租车商业模式。它们的新服务分别叫Uber Pool和Lyft Line，可以让旅行方向相同的乘客进行拼车，在给乘客省钱的同时还给司机增加了收入。来福车创办人罗根·格林（Logan Green）说，公司一直有创造拼车服务的想法。来福车初版在设计时就是为了吸引“各个市场”的消费者，在这个目标达成之后，“我们要打的下一张牌就是实现多人的拼车服务”。3


  优步对此也很重视。为了使自己的拼车服务能够与来福车竞争，优步参与了对Here（诺基亚公司的电子地图服务，是谷歌地图的主要替代品）的竞拍。优步希望收购Here并利用其地图功能来创造出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加高效、迅速、精准的拼车匹配体验。4


  在其他情况下，新的交互创意会从经验、观察和需求中涌现出来。在寻找新司机的过程中，优步发现最大的潜在目标人群是美国的新移民，他们渴望为优步开车来增加收入，但是没有足够的信用记录和财务能力去购买一辆汽车。优步司机运营团队的安德鲁·蔡平（Andrew Chapin）想出了由优步来担当司机买车贷款的中介担保方的想法，从司机的收入中扣除还款金额并直接转给贷款方。金融公司很喜欢这个方案，因为这个贷款由优步充裕的现金收入来担保从而风险很低，同时当地的汽车经销商也因为能周转更多的库存而高兴。5


  另一个例子，领英平台的建立是为职业人士提供互相联系的可能。最初，它只注意其核心互动。但是随着发展，领英的团队发现这个平台没有创造跟Facebook和其他少数平台那种每天都产生的交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领英在核心交互机制层上又加了一层：它使用户可以自己组群进行讨论。


  第二种交互机制也没有产生领英期望的人气。鉴于专业职业人士中有鼓励自我宣传的特性，群体中最响亮的用户多数都是最可憎的。所以，领英接着加入了一个新的互动机制，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寻找平台获利方法：允许猎头用网站来联系候选人，并且广告商可以针对相关的职业人投放广告。后来，领英又创造了另一个互动机制，先引导有思想的领导者，之后号召全部用户发表帖子给领英其他人阅读，将这个网站变成了一个发表观点的平台。多个不同交互机制的结合带给用户更多访问领英的原因。


  优步、来福车和领英展现了多种将新的交互机制嵌入核心交互机制的方法：


  ·改变现有用户对价值单元的交换（就像领英将基本信息交换从用户资料改为讨论帖子）
·加入新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用户群体（就像领英邀请猎头和广告商以生产性用户加入平台）
·容许用户交换新类型的价值单元（就像优步和来福车使乘客可以选择拼车）
·鼓励现有用户去吸引新类型的用户（就像领英将一些用户指定为“思想领导者”，并且请求他们成为高信息量帖子的生产者）


  当然，不是每个新的互动机制都会成功。杰克·麦凯恩（Jake McKeon）创建的Moodswing社交网络为人们提供一个分享自己情感的地方，从兴高采烈到沮丧至极，无所不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一些用户会在极度抑郁的时期访问Moodswing，甚至少数会使用网站发出自杀威胁言论。麦凯恩决定试着为这些用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感情支持。他构想出了一个召集心理学学生来做志愿者的计划，为Moodswing的用户提供在线心理咨询和建议。这些心理治疗的志愿者必须经过测试保证治疗质量水平。这种“业余心理治疗”体现了Moodswing建立的一种新型价值交换模式。


  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概念，但是同时也会引起一些明显的问题——尤其是雇用没有训练和执照的咨询师为那些有生命危险的患者提供心理咨询所产生的潜在危险。2014年年中，麦凯恩正在为这个项目进行众筹。Moodswing这个新的互动机制是否会成功上线和会不会达到期待的效果都尚待见分晓。


  在平台设计上使用端到端原则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平台上加入新的功能和交互机制是一种吸引新用户的有效方法。但是创新很容易产生过度复杂性，使得平台非常难以使用。不必要的复杂性也会对程序员、内容开发者和管理者造成巨大的技术问题，他们有更新和维护平台的责任。膨胀软件（Bloatware）这个嘲弄术语就是描述一些软件系统因为不断增加的功能变得过于复杂、缓慢和低效。


  但是，完全避开创新不是一种解决方法。如果一个平台在发展中没有加入所需要的新功能，很可能会因为用户发现了其他更优秀的竞争平台而被抛弃。另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一种平衡，慢慢地改变核心互动并在周边范围内允许积极的改变。


  对于平台公司，这个概念等同于一个早已存在的电脑网络概念，被称为端到端原则（end-to-end principle），最初被萨特泽（J.H.Saltzer）、里德（D.P.Reed）和克拉克（D.D.Clark）于1981年提出。端到端原则是指对于通用网络，专用功能应该存于末端主机而非中间节点。6换句话说，对整个网络没用，但是对某些用户有用的功能应该被放在网络的边缘区域，远离核心区域。这样，补助性功能就不会干扰或者负面影响网络核心的运作，也不会使得整个网络的维护和升级变得更复杂。慢慢地，端到端原则从网络设计延伸到多种复杂运算环境的设计。


  因为没有注意端到端原则而失败的最出名的一个例子，是2007年微软发布Vista，这是当时最新版的Windows操作系统。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宣称Vista上市为“微软历史上最大的产品上市”，并且为这个产品上市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营销预算。7


  但是Vista一败涂地。问题在于微软的设计团队试图为保证向下兼容，保留了上一代系统的软件组件，同时又加入了下一代产品所需要的新功能，这些都被放在核心平台里。结果就是Vista与前一代Windows XP相比，稳定性变差，复杂性增多，外部的软件开发者为其写代码变得很困难。8


  评论者将Vista形容成“比膨胀软件更差”。实际上，他们把其称为山羊软件（goatware）因为它会吃掉系统中所有的资源。9至今，数百万Windows用户拒绝接受Vista，坚持使用微软多次想放弃的Windows XP。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微软在2008年就停止了XP的销售，并在2010年停止了Vista的销售，XP的市场占有率在2015年仍然在12%，而Vista则少于2%。10


  相比之下，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经历过多年有雄心但是最终失败的NeXT创业后，在1997年回到苹果的领导岗位，他做出了尊重端到端原则的关键性决定，从而开启了苹果的成功之路。在NeXT，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个优雅、简练的新操作系统，其拥有简洁、多层的结构和美丽的图像界面。此时，正值苹果计划推出Mac OS 9操作系统的下一代，乔布斯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决定：他可以将NeXT和Mac OS 9的软件代码融合，这样产生一个对两个系统都兼容的操作系统，或者他可以抛弃Mac OS 9而全力支持NeXT的简洁设计。


  乔布斯下了一个冒险的赌注，他将Mac OS 9的旧代码舍弃了。但是，他同时做出了一个让步：设计团队开发出了一个分开的“经典环境”，这个可以使消费者运行他们旧的OS 9应用。这种分隔设计方法满足端到端原则。旧的代码没有降低新应用的反应速度，也没有增加新应用的复杂度，并且为新的Mac购买者卸去了那些针对他们没有的应用所写的代码。乔布斯所做出的决定使得在新的Mac OS X上创新变得更简单和更有效率了，并使得苹果操作系统所开发新的功能比微软的操作系统看起来更先进。11


  端到端原则也可以被应用到平台的设计上。对于平台来说，这个原则认为专业型应用功能应该放在平台的边缘或者上层，而不是放在平台根部的最底层。只有流量最大、价值最高、应用最广的功能才应该成为平台核心的一部分。


  有两个理由支撑这个规则。第一，当某一特定的专业功能被加入平台核心当中，而不是外挂在平台上时，不使用这些功能的应用程序会运行得缓慢和低效。反过来，当某一特定的专业功能是通过应用运行的而不是在核心平台上运行时，用户体验会非常简洁。


  第二，只要其平台核心是一个简洁、简单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多种功能互相纠缠的系统，这个平台的生态系统就可以发展得更快。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哈佛商学院的鲍德温（C.Y.Baldwin）和克拉克（K.B.Clark）认为一个精心设计的平台应由一个稳定少变的核心层撑起一个发展多变的层组成。12


  现在设计最优秀的平台融入了这个结构原则。比如，亚马逊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AWS），是提供云端存储和管理服务中最成功的平台，只注重优化少数基础的运营服务，包括数据存储、运算和消息传递。那些只被一小部分用户使用的其他服务则被限制在平台外围，并且需要使用专门创建的应用。


  模块化的力量


  如果一个系统为了最快速地达到一个目的，整体开发方法是有优势的，特别是在平台初期。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个成功的平台必须有更模块化的开发方法。关于权衡这两种方法的全方位讨论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是我们会简要提及其中的核心理论。我们首先将鲍德温和克拉克（1996）提出的模块化定义写下来：


  模块化（modularity）是一种用来有效组织复杂产品和进程的战略。模块化系统是由那些独立设计，但仍有整体功能的单位（或模块）组成。设计师通过将信息分割为可视化的设计规则和隐性的设计参数实现模块化。只有当这些分区是精确、明确且完整的时候，模块化才是有利的。可见设计规则（也被称为可视化信息）是影响后续设计决策的决定。在理想情况下，可见设计规则在设计过程的早期建立，并广泛地传达给参与对象。14


  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鲍德温和伍达德（C.Jason Woodard）就稳定的系统内核给出了实用而简洁的定义：


  我们认为，所有平台背后的基本的体系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该系统被划分为一组具有少数变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和一组与之互补的具有多个变体的“周边”组成部分。那些少数变体的部分构成了平台。它们是系统的长生命周期元素，因此隐性或显性地建立系统的接口，（并）管辖不同部件之间交互的规则。


  使模块化奏效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系统被清晰地地划分成子系统，它们可以通过定义明确的接口进行连接与通信，从而作为一个整体工作。这意味着，只要子系统坚持整体设计规则，且仅与系统其他部分通过标准接口连接，它们是可以被单独设计的。读者可能已经听说过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这个术语。谷歌地图、纽约证券交易所、赛富时（Salesforce）、汤森路透、Eikon、推特和其他众多系统就是使用了这些标准接口使外部实体获得了核心资源。16


  亚马逊在对其模块服务公开API这方面做得相当有效。图3-1比较了亚马逊和领先的传统零售商沃尔玛提供的开放的API的范围。沃尔玛努力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竞争者。可以看出，亚马逊目前所提供的API的数量和种类超过了沃尔玛。


  模块化的力量是个人计算机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计算机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能够提供计算功能的中央处理器（CPU）、能在屏幕上呈现丰富图像的图形处理器（GPU）、能提供工作内存的随机存取存储器（RAM），以及提供长期、大量储存空间的硬盘（HD）。这些子系统中的每一个硬件都通过定义明确的借口与其他子系统进行沟通，这给大量的创新带来了可能性。如英特尔公司（CPU）、ATI和英伟达（GPU）、金士顿（RAM）和希捷（HD）都是单独作业以提高其产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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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亚马逊有远超沃尔玛的API混合或“混搭”。其范围包括支付、电子商务、云服务、信息、任务分配等。当沃尔玛优化物流时，亚马逊也允许第三方在其模块化服务上创造价值


  资料来源：Evans and Basole使用ProgrammableWeb数据。17经授权转印。


  大多数平台都发行高度集成的体系结构设计的原因是，准确指定子系统接口需要大量的工作——即使只是简单的记录。当企业追求狭窄的市场和有限的工程资源时，它们会禁不住跳过复杂的将系统分为模块的工作，而尽快着手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使那些能够在核心平台顶端更进一步并将其拓展进新市场的开发者组建外部生态系统变得困难。18因此，有一个完整架构的公司将可能不得不投资改造其核心技术。19


  为平台重建体系结构


  将重建平台体系结构的伎俩转化为模块设计是可能的。第一步就是要分析这个系统已经被模块化的程度。幸运的是，有一系列能够完成这个步骤的工具被开发出来了。其中最关键的工具是设计结构矩阵（design structure matrics），它能够将合成系统的依赖性进行可视化检验。20


  2006年发表在《管理科学》杂志（Management Science）的一篇文章中，麦克拉肯（Alan MacCormack）和鲍德温记录了一个产品成功地从整体进化成模块化架构的例子。21当软件被作为开放源码投入公共领域，拥有其版权的公司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完成其转换。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该软件没有被分解为更小的子系统，它就无法被分散的志愿开发团队维护。


  将复杂的系统重构并非软件独有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早期，英特尔公司面临着市场拓展方面的重大挑战。英特尔的CPU性能以每18～24个月增长一倍的速度改进。21类似性能的改进也发生在其他个人计算机的子系统中，如GPU、RAM和硬盘。然而，子系统之间的信息连接仍是一套叫作工业标准结构（ISA）的老标准定义。于是，消费者看不到个人计算机性能的提升，因此没有理由去更新机器。在一篇2002年的论文中，库苏马诺（Michael A.Cusumano）和高尔（Annabelle Gawer）记录了英特尔是如何投资了一项新的外围组件互连（PCI）从而提升主要子系统的性能，获得行业领先，而且通用串行总线（USB）标准促进了数量巨大的连接设备创新，如电脑鼠标、摄像头、麦克风、键盘、打印机、扫描仪、外置硬盘等。23


  反复改进：反设计原则


  当你正推出一个新平台或者寻求现有平台发展时，重视平台设计原则会最大限度地增加价值创造。正如我们所见，平台无法被完全规划，即便如此，它们也会涌现出来。记住一个平台区别于传统商业的关键特质：其大多数活动都是由用户控制，而非由平台的拥有者或管理者控制。用户以你从未预计的方式使用平台是不可避免的。


  推特从来都没想过要有一个发现的机制。它开始只简单提供逆时间顺序的反馈。要想找到有特定话题的推文，除了把毫不相关的页面全都浏览一遍之外别无他法。克里斯·梅西纳（Chris Messina），一个在谷歌工作的工程师，开始建议使用标签（hashtag）标注和发现相似的推文。如今，标签成了推特的中流砥柱。


  平台设计师应该始终为偶然的发现留有余地，因为是用户经常指明了设计应该发展的方向。在平台上密切监视用户的行为几乎一定会发现意想不到的行为模式——其中说不定存在能为有价值的创造提供富有成效的新领域。最好的平台为用户的怪癖留下空间，而且它们会开放到逐步将这些怪癖逐步纳入该平台的设计中。


  智能化设计是建立和维持一个成功的平台必不可少的。但有时，最好的设计是反设计，它能为偶然、无意识甚至怪异留下空间。25


  本章小结


  ·平台的设计应该从它的核心互动机制开始——这种互动是平台价值创造使命的核心。
·三个定义核心互动的要素：参与者、价值单元和过滤器。其中，价值单元是最重要而且通常是最难掌控的因素。
·为了使核心互动容易产生甚至必然发生，一个平台必须执行三个关键的作用：吸引、促进和匹配。这三个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各有其特殊的挑战。
·在平台发展的过程中，它常会扩展，超出核心互动机制。新类型的互动可能在核心互动的上面分层堆积，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吸引新的参与者。
·精心设计平台，让大部分用户都能便利、满意地互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平台上为偶然与意外留下空间也很重要，因为用户自己会在平台上找到创造价值的新方法。


  第4章　颠覆市场：平台如何征服、改变传统行业


  从根本上说，平台的概念很简单，即创造一个场所，在这里让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能为双方产生价值的互动而集中到一起。对于这一构思，人类业已实践千年。毕竟，从非洲到欧洲，在城市和乡村中的传统露天市场，就是供农夫与手工艺者销售货物的平台。在伦敦及纽约这样的城市中得到发展的传统股票市场也同样如此，在这里，公司股份的买家与卖家会亲自会面，以通过公开喊价系统建立公平的市场价格。


  当然，传统平台公司与本书中特别写到的现代平台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新增了数字技术，它大幅度扩展了平台的覆盖范围、速度、便捷性，并提升了平台的效率。（现在主要的股份交易已从实体交易大厅转移到了能从世界各地登录的电子市场，这是有合理原因的。）互联网及其相关的技术赋予了今天的平台公司颠覆行业的惊人能力，其方式常常不可预料。


  我们已经看到约车服务平台优步如何利用网络效应，从出租车及豪华轿车等如此传统的业务中取得大量租车市场份额，并让份额继续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它用极短的时间创造出了巨大的企业价值。到2014年年底，已经五岁的“优步”被投资者估值400亿美元（短短六个月前还是170亿美元），这使得它至少在纸面上比三菱（Mitsubishi）、塔吉特（Target）、联邦快递（FedEx）、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以及索尼（Sony）这样的老牌商业巨头更值钱。1目前“优步”的运营范围覆盖全球250多座城市，它能攀登至这样的高度，正是通过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十分简单却有价值的服务得来的，既为乘客带来快速而平价的出行方式，同时还令平台司机赚得比大部分出租车司机要多——并且不用为传统出租车所需的牌照支付大量资金。在出租车市场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张纽约市出租车牌照在2013年中旬的价值就超过120万美元。


  因此，仅仅是提供一个可以集中乘客与司机的线上地址，优步平台就已经为消费者与生产者带来诸多利益，同时为它的投资者积累了巨大财富。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只赚不亏的，只是那数十万的出租车司机、叫车服务调度员，以及豪华轿车公司的员工变得朝不保夕。难怪位于旧金山（优步就是在2010年夏天从这座城市起步的）的出租车司机协会主席巴里·科伦戈尔德（Barry Korengold）称优步的高层都是“强盗贵族”：“他们一开始就是非法经营，没有遵照任何规章，也没有公平竞争。而他们就是这么发家的——他们有了足够多的钱，多到可以无视所有的规则。”一家旧金山出租车公司的总裁预测，整个出租车行业将在2015年年底之前崩溃——世界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公司老板都对此表示认同。结果，纽约市出租车牌照的价值在一年之内跌了将近30万美元，而且还没跌到头。2


  优步这样的平台公司是否进行了不公平竞争，或者说现有的传统企业是否对自身被数字技术的不速之客所淘汰感到气愤。我们将在第11章中会回到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但现在，就让我们先表达一下自己的惊讶之情，一家平台企业竟如此迅速地颠覆了一个曾经固若金汤的行业，而且看起来毫不费力。


  更引人注目的是，优步所引起的改变可能只是铺天盖地般打破现有局面的序幕，这种对市场的搅动最终也许会颠覆整个出行的产业。该平台模式与另一项从设计快速走向人们视野的技术——无人驾驶的结合将进一步提升优步现有的主要经济模式，并可能引发影响力延伸至出租车行业之外的瀑布效应。有一位眼光超前的未来主义者预测了这样一个时代：无数人不会买车，而是依赖一种可快速投入使用的优步无人驾驶车队，以每英里50美分的价格，载着他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优步联合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司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评论道：“我们想做到的是使用优步会比买车更便宜。”他认为最终前景是：“出行将如自来水一般简单可靠。”3


  这其中的意义是惊人的。主要的汽车生产商将因为市场萎缩而崩溃。诸如汽车保险、汽车金融以及停车场这样的附属业务也将如此。另外，对停车场需求的突然减少（因为无人驾驶汽车几乎可以一直使用）将解放数百万平方英尺的地产可供开发，几乎每条城市的马路都能空出车道，因司机寻找停车场而开车四处游走所导致的污染和拥挤也能得到大幅改善。如果这一关于优步下个阶段成长的设想成真，美国的汽车产业格局和地形地貌很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这一切还不够的话，那再想想卡兰尼克的这句话：“如果我们能够在五分钟之内给你弄到一辆车，那任何东西都不在话下。”5任何东西？有人好奇什么才能限制住优步扰乱市场的能力。卡兰尼克自己似乎是完全不知道的。


  数字化颠覆简史


  “软件正在吞食整个世界。”这句标语最初被网景（Netscape）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用在了2011年《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 Daily）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中，而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简要概述了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是如何转变商业世界的。6到目前为止，我们见证的关于由互联网所导致的颠覆性变化出现在两个主要阶段中。


  在第一阶段中，“高效的管道淘汰了那些效率低下的管道”。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互联网应用都涉及创造高效管道，比如用来分销商品和服务的在线系统在当时许多的行业中脱颖而出。与传统线下管道不同的是，在线管道的利润源于商品分销低廉的边际成本，有时候这些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这就能够让它们以相当小的投资去定位并服务于大型市场。


  面对这种威胁，首当其冲的是传统的媒体公司。互联网能够在不计印刷、运输、零售和投递等传统分销成本的情况下将新闻直接传播给全球读者，这使得新闻报纸行业的模式完全被颠覆了。这是一种有效的管道吞食掉一种效率低下的管道。将分类广告和其他广告形式与报纸内容解绑，让报纸模式少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盈利机制，这是因为这种更加有效且投放针对性广告的在线方式相比于传统的纸墨印刷模式要更胜一筹。再一次，又是一种有效的管道吞食掉一种效率低下的管道。


  零售和邮购的购物方式很快也体会到了切肤之痛。亚马逊在图书行业的成功迫使鲍德斯（Borders）和其他书店关门。百视达（Blockbuster）分销光碟的实体体系不敌网飞（Netflix）的分销经济模式，网飞公司的这种模式起初是以客户在网上选购光碟然后再邮递给客户的方式为主，后来发展为在线提供流量化的视频。唱片的销量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速度更快、价格更加低廉的音频文件下载，而且人们还非法盗版并共享了许多音乐内容，这让唱片公司的盈利低至谷底。久而久之，相比于传统途径，许多互联网分销商找到了各种方式，利用与消费者选择相关的精细数据去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诸如此类的商业革命恰好体现了安德里森所说的“软件正在吞食整个世界”这样一种远见。而今天，这种说法却已经毫无新意可言，所以他的那句话需要一番与时俱进的提升应该是：“平台正在吞食整个世界”。我们已经进入这一颠覆传奇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是平台吞食传统管道（platforms eat pipelines）。


  平台如何吞食传统管道


  这一新的颠覆阶段的佐证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我们看到，出租车公司和监管机构都意识到了优步在世界各地交通运输中正在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曾经在酒店业颇受嘲讽的爱彼迎也已经迅速扩展成为一家全球住宿供应商，其每晚的房间预订量比全球最大的连锁酒店还要多。Upwork正逐渐从一家人才市场网站慢慢发展为一种允许在云端建立起整个机构的基础平台。这一平台可以在不需要实体办公地点以及不收取与之相关费用的情况下将各地的自由职业者联系起来。亚马逊继续扩大其在传统图书出版业方面的影响力，同时在其他几十种零售业中也取得了进展。在过去的十年中，像诺基亚和黑莓等传统管道的巨头已经失去了90%的市值，而像苹果和谷歌等平台巨头则已经主导了股市。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其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让我们抽丝剥茧地分析一下。


  在平台界，互联网不再只扮演销售管道（途径）的角色。它同时还扮演了创新基础设施以及协调机制的角色。各个平台正在利用这一新的功能去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此外，实体事物与数字化事物也正在迅速交融，使互联网能够连接并协调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例如，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远程遥控你的家用电器。同时，随着平台公司利用外界的行业生态以新的方式创造价值，组织机构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重新界定。7


  在这一数字化颠覆的新阶段，相比于传统管道，平台享有两大重要的经济优势。


  其中之一就是生产和销售方面无与伦比的边际经济效益。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当像希尔顿和喜来登这样的连锁酒店想要扩展业务时，它们需要建造更多的客房，雇用成千上万的员工。但与之相反的是，爱彼迎在扩展业务时，花费的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爱彼迎在其网络列表上多添加一间房的成本微乎其微。


  网络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平台迅速扩大规模的能力。一旦网络效应产生积极影响，更高的产能就会带来更高的消费，反之亦然。更多的自由职业者加入到Upwork中，对于想要招聘员工的公司来说就更有吸引力，反过来也会吸引更多的自由职业者；在Etsy上的商家越多，就会吸引越多的顾客，从而又会吸引更多的商家。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反馈回路，以最小的成本推动平台的发展。


  利用网络效应，各个平台就能够建立容纳上百、上千乃至上百万名远程参与者的开放的电子行业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的规模比大多数以传统管道为基础的机构都要庞大，而且比起以传统管道为主的公司，这种生态系统还能获取更多的资源。因此，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创造出的价值要比在类似的传统组织中创造的价值要大得多。所以说，那些依旧以内部资源作为竞争基础的公司正逐渐发现自己很难与各大平台竞争。


  平台带来的颠覆对价值创造、价值消费以及质量控制三大环节的影响


  平台拥有着能让它们比类似的管道企业发展得更为迅速的经济优势。单单这一现象就足以强烈颠覆传统行业，因为平台公司正取代管道企业跻身《财富》500强企业排行榜的前列。然而平台吞食管道的时代也在诸多其他方面颠覆着各行业。尤其要提到的是，平台世界的崛起正在重构我们熟悉的三大业务过程：价值创造、价值消费、以及质量控制。8


  重构价值创造以开发新的供应源。平台作为自助式的系统，每当它们为用户将使用的门槛降至最低时，它们便能增长并征服市场。尤其是每当平台移除阻碍生产者参与进来的门槛时，价值创造就会得到重构，并且会打开新的供应源。


  当维基百科创造出一个系统，令志愿者得以攫取并整理世间所有的知识之时，它便成为了第一批开发新供应源的平台之一。紧接着，YouTube赋予了每一名有摄像机或者智能手机的青年人与电影工作室和电视网竞争的能力。


  今天，我们看到重构价值创造的现象正在多种平台公司上发挥着作用。以新加坡为主要市场的视频流媒体平台Viki利用了一家全球爱好者论坛（而不是雇用员工）为韩国与日本电视剧添加字幕，它随后又将这些投放至美国市场。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Viki以2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日本乐天（Rakuten）。Facebook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为其网站寻找译者，而非依赖于专业人员。


  为了激励新供应源继续爆发式增长，平台公司正稳步减少那些可能会打击生产者积极性的障碍。推特用其新的文本格式，不超过140字的信息吸引了大量内容创作者。传统的博客写作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与此相比，发一条推特不失为一种更为简单快捷的写作形式，这激励了更多的用户成为内容创作者。


  爱彼迎以类似的方式致力于降低成员门槛：通过定期为其成员家庭主持项目和活动，向他们举例说明并将最佳的操作手法教授给他们。优步则通过提供诸如注册奖金之类的资金激励，努力地移除可能拦住潜在司机的经济障碍。像追波网、无线T恤公司，以及99designs这样的平台已经为设计者建立了大型的生态系统，这主要归功于过去几年里设计与打印工具的大众化，是借助平台工具来降低准入门槛的又一例。


  新型生产技术的普及进一步促进了新的生产者群体的出现。正如智能手机的摄像功能扩大了Instagram与Vine这类平台上的内容量，3D打印的传播可能会带来工业设计平台的普遍兴起。然而，技术通常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设计提供支持才能大规模地实现价值创造的重构。虽然用于文字处理、排版，以及图形设计的软件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直到亚马逊的出版平台Kindle为广泛的读者提供简便的访问之时，全新的作家生态系统才得以出现。


  通过产生新型消费行为来重构价值消费。平台世界的到来同时也在颠覆着传统的消费行为，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以数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来享用产品及服务。如记者杰森·坦茨（Jason Tanz）所言：


  通过来福车、Sidecar、优步等平台，我们在踏入陌生人的车辆；通过爱彼迎，人们迎接这些陌生人入住我们空余的房间；通过DogVacay、Rover，人们将自己的爱犬寄养于陌生人的家中；通过Feastly，人们在陌生人的餐厅吃东西；通过RelayRides、Getaround，人们将自己的车租给他人；通过Boatbound，人们将自己的船出租；通过HomeAway，人们将自己的房子出租；通过Zilok，人们甚至可以将电动工具出租。我们等于是将自己最宝贵的财产、个人的经历以及我们的生活托付给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在此过程中，我们正跨入一个由互联网赋予的亲密无间的全新时代。9


  若是不久以前，这些行为在人们看来，就算不是特别危险，也很古怪。今天，它们被千千万万的人们所熟知，这要多亏平台公司建立起来的信任度构建机制。许多宣称是“某某行业的优步”的新兴平台正致力于改变其他领域的消费行为。10


  通过社区驱动的内容管理重构质量管控。当新平台刚起步时，它们通常会受到众多的批评，甚至是嘲笑，比如YouTube、爱彼迎，以及维基百科。这是因为，在早期阶段，它们没能拿出传统竞争企业所提供的质量与信赖度。YouTube上的早期内容通常与色情打着擦边球，大多数都是盗版。城市治安人员会接到有人狂欢的投诉而突击检查爱彼迎旗下的公寓。维基百科上的人物介绍上会把很多健在的人显示为“去世”。


  这就是信息量过载导致的问题。当平台开始引入新的供应源时，通常质量会急剧下降。我们在第2章中讨论过这一网络负面影响的例子。


  平台的早期生存阶段可能很艰难。然而，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内容管理机制开始生效，平台便会提升自身的能力，将消费者与相关的高质量内容、产品及服务相匹配起来。强大的内容管理能激励可取的行为，同时打击并最终剔除掉不可取的行为。随着平台对于质量的滋养，它会发展出用以吸引广大顾客的信赖度。主流的竞争企业常常突然发现自己在与陌生的新贵竞争，而这些新贵已经比自己更好地为更快速的增长做好了准备。


  一旦平台开始扩展规模，它们得确保内容管理机制不会崩溃。成功地付出努力提高内容管理的平台，能更好地收集关于用户的数据并提升它们的匹配算法。同时它们也要确保手动的内容管理逐渐被淘汰，让位于以社交驱动的反馈回路为基础的自动化内容管理机制。比如问答平台Quora，它起步的时候是让内部的编辑进行内容管理。一旦有接近奇点的大批用户参与进来，内容管理便很大程度上交由至以社群判断为驱动的算法来处理。


  所以，平台世界的崛起，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新型商业实体的出现，并与传统的既有公司相竞争。正如这些在价值创造、价值消费与质量把控三者模式变化中所提示的那样，平台世界的崛起也意味着新型商业活动的出现。


  平台颠覆的结构性影响


  平台公司的崛起正从三个具体的方面改变商业面貌，而这三个方面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了。我们将这三种由平台驱动的颠覆称作资产与价值的脱钩、中介重构以及市场集合。


  资产与价值的脱钩。最让人熟知的平台爱彼迎、优步、亚马逊都属于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B2C）的竞争市场。在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B2B）中，怎样将一个产品转化为平台呢？很多企业拥有大量的固定资产，比如发电站、磁共振成像仪器，或者是大片的农场。怎样才能围绕着这些来建立平台呢？


  答案是你只要将实体资产的所有权与其创造的价值脱钩即可。这能让资产的使用进行单独交易并得以充分利用，即采用能创造最大经济价值的资产使用方式，而不是局限于只针对拥有者的使用方式。如此一来，效率和价值会大幅提升。


  本书的两位作者杰奥夫雷G.帕克与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在回复一封来自美国纽约州的请求信时使用了这一方法，他们要协助设计一个智能市场，整合该州不断增长的分布式能源的来源。这些来源包括太阳能屋顶、蓄电池储能，以及家用发电机，同时还包括由建筑的热惯性产生的虚拟存储器。建筑可以在几度的范围内预先或延迟进行加热或冷却，而不影响居住者的舒适度。这些系统联合起来能够集中资源，协助纽约州的电力系统根据日常使用与四季更迭来适应温度的上下浮动，只要在合适的位置上设置一个系统来进行协调即可。目前，价格信号从全系统范围的批发市场中产生并且聚合，从而模糊了本地数据本会提供的更为明朗的价格信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荐了一个能将实体资产与其创造的价值，也就是其产生的能源相分离的平台。这一平台将允许小型卖家满足大型能源买家的需求，由他们再将其送至终端客户。为了避免平台用户需要不断查询市场价格，该系统应自动发出价格信号，以便卖方机器通过编程来自动响应当地的相关价格，以及通过该平台而分发的需求信息。


  如果纽约州的系统投入使用，这将节省大量资源，因为在新型传输、分发、发电能力上的投入可以进行延后，或者得以完全避免。另外，该系统高度灵活、反应迅速，相较现有的系统，更能适应日后可持续能源的部署，因为现有系统依赖大型发电站来对供需的变化做出反应。


  将资产与价值脱钩还能让诸如磁共振成像设备（每一台的成本在300～500万美元）之类的昂贵医疗设备产生更大效益。一家医院内磁共振成像设备的使用率约为40%～50%。解决方法是：按时间段划分其使用，并为这些时间段，在其他医院以及无法自行购买仪器的小型诊所之中开辟一个市场。将资产与其创造的价值相分离能推动其使用率达到70%～90%，这为仪器的拥有者产生了增量收入。


  这仅仅是将当地市场变为全州或是地区范围市场的又一步。事实上，2015年年中，一家叫作Cohealo的波士顿公司正迈出这一步，这家公司的目标是成为“高端医疗器械界的爱彼迎”。


  将资产与价值相分离的这一概念为拯救苦于干旱的澳大利亚农民提供了帮助。这次干旱比2015年加利福尼亚州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同加利福尼亚州一样，澳大利亚深受用水权分配体制之苦，该体制限制个体拥有想要的水量。2003年年初，通过将土地所有权与用水权分离，该体制得以改革。在名为Waterfind的私人公司的帮助下，澳大利亚建立了一个交易用水的平台，其极大地提高了用水的经济效率。庄稼价值低的农民可以停止耕作，将他的用水出售给庄稼价值高的农民，或者给有一定运输距离的市水务局。因此，当澳大利亚被始于2006年的干旱袭击时，农民的受灾程度比加利福尼亚州的农民小得多。现在，Waterfind正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建立一家子公司，冀图在美国农业上应用同样的以平台为基础的解决办法。11


  中介重构。在互联网驱动颠覆的早期阶段，很多商业评论员都预测，新型信息与交流技术带来的最大冲击将会是非中介化现象的蔓延。从各行业剔除中间人或是中间环节，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专家指出，随着消费者学会绕过中间人购买机票以及保险单，像旅游代理以及保险经纪人这样的传统公司会走向衰落。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期待的是，同样的非中介化过程也将席卷许多其他产业。


  然而事实证明，现实情况与评论员的预测稍有出入。平台已经在众多行业中不断地重构了市场中介，引入了新型中间人，而不是简单地消灭市场参与者的环节。典型的中介重构，包括替换掉不可扩展的低效率中间代理人，补以线上的，通常为自动化的工具，以及可以为平台双方参与者提供新的优质产品与服务的系统。


  互联网上的平台由于其拥有调整规模的市场调解能力，正起着愈加高效的中间人的作用。传统的中间人依赖手动工作，而平台中间人依赖算法与社区反馈，这两者升级起来既快速又高效。另外，它们不断收集数据，并以此令系统更为智能的能力，令平台得以在市场上扩大它们的调解能力。这种方式是传统中间人无法做到的。


  由平台公司带来的中间调解正在改变各行业，创造出新的场地，在这里市场参与者以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与效率联系到一起。在音乐行业，艺人及音乐作品领域（A&R）的主管过去将自身与大型唱片厂牌联系起来，以吸引有才艺者。现在，他们以独立专职人员的身份进行操作，在诸如YouTube网站和Soundcloud这样的平台上搜寻有才艺者。文学代理商则在Quora以及Medium这样的内容平台上寻找新作者。小型公司不需要传统广告代理商或者媒体频道来进行广告宣传活动，它们只需要依靠谷歌提供的谷歌关键字广告（AdWords）平台。相应地，这已经在亚洲引起了全新的中间代理商的崛起。只需传统价格的一小部分，它们就能管理谷歌关键字广告上的营销活动。因此，当平台挤掉低效率的大型中间人时，利用平台向终端用户提供服务的小而灵活的服务商便从平台那里获得了新能力。


  在中介重构的另一种形式中，平台通过利用社区对生产者的反馈建立了信誉信息这一新环节。像Yelp、Angie’s list以及猫途鹰这样的平台基于产品质量与服务商的认证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产业。在此过程中，一些传统的行业认证者（比如旅行指南以及消费者杂志出版商）被驱赶了出去。


  平台带来的中介重构，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来说，同时也在改变着参与经济学（economics of participation）的意义，引出了新的赢家与输家。在传统的书籍出版业务中，出版商赚得（和花费）书本的大部分利润，通常付给作者的版税只有10%～15%。对比之下，亚马逊自出版平台上的作者通常能持有70%的利润。当然，亚马逊自出版平台上的作者必须支付本来传统出版商会承包的不少花费，比如编辑、设计、宣传以及营销——这令此例中的赢家与输家的定位更为复杂。


  随着苹果手机与安卓的软件生态系统的出现，一场偏向于应用程序开发者的类似的经济转向业已开始。这些新的“参与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可能，是因为平台享有着绝佳的边际经济效益。12


  市场集合。通过将无序的市场集合起来，平台正在创造出新效率。市场集合（market aggregation）是一个过程，凭此过程，平台提供集中化的市场以服务广泛分散的个体和组织。市场集合为平台用户提供信息与力量，而他们此前都是以偶然的方式参与到交互中，往往无法接触到可靠的或最新的市场数据。


  比如，试想一下印度的巴士交通。不同的巴士车队运营在州际、州内以及其他路线上。巴士种类各有不同，价格也极其多变。因为该行业十分分散和无序，消费者的搜索成本高，所以他们难以做出选择。13现在，一家叫作redBus的平台公司正在将所有印度巴士运营者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即插即用的中央基础设施上。结果，消费者决策更为简单快捷，花费也更少。从长远结果来看，印度将建立起更为健康的交通市场。


  很多成功的平台起着近似的市场集合作用。亚马逊集市（Amazon Marketplace）、阿里巴巴以及Etsy都提供线上网址，在这里来自全世界千万种产品的销售商能够向消费者提供他们的商品。像Upwork这样的服务平台将许多熟练的专业人员带到了同一屋檐下，令潜在雇主能够方便地评价、比较并雇用他们。


  现有企业的反击：管道变为平台


  因此，平台公司正在以多种方式来颠覆传统商业的面貌，不仅通过取代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现有企业，还通过改变我们熟知的商业过程，比如价值创造以及消费者行为，以及对主要产业结构的改变。


  现有企业能做出哪些反应呢？根深蒂固地运营着令人熟悉的管道业务的企业，是否注定要在平台对它们的产业进行重塑并最终接管之时俯首称臣？


  大可不必。但如果现有企业想要与平台颠覆的大军做抗争，那么它们将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商业模式。比如，它们需要仔细检查所有交易成本，就是它们在营销、销售、产品运送以及消费者服务这类过程中所花费的资金，并思考，在一个愈加无缝连接的世界中，怎样可以降低，甚至是减免这些成本。它们也需要检视目前它们打交道的所有个体与组织，并构思出将他们联接起来的新方法，以创造出新的价值形式。14


  它们需要提出如下问题：


  ·无论是供应商还是消费者环节，我们有哪些内部管理的环节可以委托给外部合作者？
·我们怎样才可以令外部合作者有能力创造出能够为现有客户产生新价值形式的产品及服务呢？
·我们有无办法与现有竞争者联合起来，为客户生产优质的新服务呢？
·怎样才能通过新的数据网络、人际关系与内容管理工具来升值我们已经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呢？


  耐克业已证明，它是平台世界中，寻求新手段以生存并繁荣的最有智慧的现有企业之一。它所采取的一些竞争性的措施看似理所当然，实则不然。


  像耐克这样的管道企业过去已经以两种方法中的一种进行了规模升级。有些是通过并购及整合更多价值创造及配送的管道，比如通过购买上游供应商或下游分销商，这被称作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其他则是能过扩宽管道来推升价值，这是横向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如果消费产品公司通过创造新产品与品牌来获得成长，那么这就是一例横向的整合。


  2012年1月，耐克生产出了一款可穿戴技术的设备充能手环（FuelBand），用它来追踪用户的健身活动，包括已行走的步数以及消耗掉的热量。耐克也像很多其他公司一样，一直在开发应用程序。此例中则为与体育与健身相关的小程序。这些似乎表面上看起来是传统产品线的扩展，意在进行横向整合。但事实上，耐克正在测试一种新的方法，如若成功，便能引领新的发展方式。该方式由类似苹果这样的平台公司所开创。


  在过去的十年里，苹果的部分成长是通过将其产品与服务在云端相互连接实现的。人们能够在iTunes与iCloud上对内容与数据进行同步，这让拥有多件苹果产品变得很有价值，并且相比索尼、东芝或其他电子厂商的多件产品，拥有多件苹果产品更加有用。数据担当着黏合剂的整合作用，将所有这些产品以及服务和谐地统一起来。


  这引发了新的发展形式。当多个产品与服务利用数据进行连接与互动时，管道便可以像平台那样开始运作，产生新的价值形式并鼓励用户参与到更多的交互中来。


  正如苹果产品的套件一样，由充能手环连接起来的耐克鞋与手机应用程序并非只是因同一品牌名而有联系的单独的产品与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不断地进行互动，为用户提供关于他们运动能力、健身计划与健康目标的信息与建议。不同于传统的体育用品公司，耐克正在建造一个生态系统，在这里用户得以使用耐克为其捕捉到的数据。最终，耐克能够利用这些数据，为它的用户创造更多的相关体验，并将他们连接起来，以产生更有价值的交互。


  在开始采取措施将传统管道业务转变为平台公司的公司中，耐克并非仅有的一家。耐克在体育及休闲服装市场中的竞争对手安德玛（Under Armor），已经展开迅速行动，搭建自己的健身生态系统。2013年11月，它收购了一家关于健身与锻炼的领先平台健身记录（MapMyFitness）。然后在2015年2月，它继续收购了两家健身平台——健身记录伙伴（MyFitnessPal）与英多蒙德（Endomondo）。前者关注营养摄取，而后者作为“口袋中的训练师”则主要服务欧洲消费者。收购3家公司的总花费足足有7.1亿美元。一位分析师称：“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一家被购公司是制造实体设备的，一切都围绕着平台与数据以及更重要的——用户。”综合起来，3次收购使耐克暴增了1.3亿名平台用户。15安德玛也像耐克一样，看见了其产业的未来是以平台为基础的，并且它决心成为一名颠覆者。


  其他行业也在发生着类似的竞争。美国通用电气、西门子以及包括海尔在内的行业巨头正在将它们的电器与尚处于初期的物连网连接起来。16这些联网的电器不断地将流数据传输至一个中央平台，让它们得以与彼此互动并相互学习。17从这些设备网中接触到数据能帮助每台机器更好地利用其资源并提供更可靠的服务。


  任意一项产品或服务都能成为平台公司的基础吗？这里有个测试：若该公司能利用信息或者社区来为其商品增加价值，那么搭建一个平台便是有可能的。这为众多公司创造了巨大的机遇。


  想想味好美吧，这家销售草本植物、香料以及调味品的公司已经126岁了。到2010年，该公司的传统发展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味好美已经发展为一家食品调味料全范围涵盖的公司，并且在供应链上下游（包括耕种以及食品制作）站稳了脚跟。它已经没有任何发展选择了。首席信息官杰瑞·沃尔弗（Jerry Wolfe）听说了耐克建造平台的举动。味好美能否效仿呢？


  沃尔弗找到了R/GA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巴瑞·瓦克斯蒙（Barry Wacksman）。P/GA公司是纽约的一家领头设计公司，曾帮助耐克设计了自己的平台。他们一起想出了一个主意：利用食谱与人们的口味情况建立一个以食品为基础的平台。沃尔弗与瓦克斯蒙一起，用味好美公司的味道测试实验室提取了36种原型口味，比如薄荷味、柑橘味、花香味、蒜味、肉味，它们几乎可以描述任何食谱的味道。这一系统基于个人偏好，能够预测出每个个体可能想品尝的新食谱。味好美平台社区的成员可以修改食谱并上传新的版本，这创造了得以不断扩充的口味种类，并对于识别新的食品潮流有帮助。这些信息不仅对平台用户有用，食品店、食品厂商与餐厅都能受益。18


  如这些实例所示，对平台的利用不再局限于硅谷的互联网新贵。现有企业对颠覆大军的回应也不再局限于仅仅是尝试反抗平台力量不断上升的浪潮，或者是在产业被占领后，仓皇地去尝试搭建一个山寨平台，而且通常都是白费力气。


  能理解新型商业模式的现有企业领导人不仅可以通过利用现有资产，还可以通过对它们进行强化与加固，来开始搭建未来的平台。


  因此，平台正在吞食着这个世界。它们推动的这场颠覆正在以一次一个行业的速度逼近着各个企业，并且在某个时刻，很可能会袭击几乎所有的信息密集型产业。零售业、城市交通以及酒店业是目前正在遭受攻击的行业。我们可以期待，银行、教育以及医疗行业将很快感受到这种影响。这些信息高度密集化的行业，之所以能抵御住迄今平台所推动的颠覆，很大程度上要多亏了保护性的监管机制，以及由更高的风险敏感度驱动的消费保守主义。当YouTube向用户展示一段无趣的视频或是盗版视频时，其造成的破坏程度，相较于后面几种情况要小得多：一家未做好内容管理的平台帮借款人联系放高利贷者；一家教育平台向大学生提供错误的数学或科学信息；医疗平台将患者推荐给一位不称职的医生。不过，Lending Club、Udemy以及Jawbone正在一点一点侵蚀这些市场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当然在最后，将平台带来的颠覆引向这些或者其他行业，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挑战。渴望创造出未来伟大新平台的创新者需要关注他们目标市场上的核心交互情况，并分析限制这些交互活动的阻碍。克服这些阻碍将使得在这些市场上建立以平台为基础的生态系统成为可能。在本书的第12章中，我们将详尽地探索这一话题，并分享对于平台世界未来的憧憬。


  本章小结


  ·平台能在竞争中打败管道企业，是因为它们优越的边际经济效益以及由积极的网络效应所产生的价值。因此，平台比管道企业发展得更快并在曾经以管道企业为主导的行业中占据领先的位置。
·平台的崛起也在其他方面颠覆着商业。它正对价值进行重构以开发新的供应源；通过赋予新的消费行为来重构价值消费；通过社区驱动的内容管理来重构质量管控。
·平台的崛起同时也带来很多产业中的结构性改变，尤其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中介重构、分享使用权与管控以及市场集合。
·现有企业可以反抗由平台驱动的颠覆，其方式是用平台的思维方式思考自身的产业，正如耐克与美国通用电气所做的一样，企业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价值创造的生态系统。


  第5章　平台上线：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平台成功上线的八种方式


  1998年的秋天，全球企业迎来发展大潮。受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刺激，成百上千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许多企业沉浸在与其实际收入（通常很低）和利润（经常不存在）不成比例的赞美和剧增的估值中。受诸如美国在线公司（AOL）、亚马逊等公司早期经验的启发，高科技企业家和他们的媒体支持者决定不惜代价实现增长，这是长期成功的关键——其中许多公司斥资数百万美元，追求增长。无数满怀抱负，20～30岁出头的电脑高手积累了巨额财富，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


  在这个喧闹骚动的氛围下，两个年轻的企业家进入了爆炸的互联网领域。31岁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出生于德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大。也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他成为美国最高级别的年轻国际象棋手之一，并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作为公开的自由主义者，蒂尔协助创办了《斯坦福学报》（Standford Review），该保守报刊挑战学校主宰的自由文化。


  23岁的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出生于乌克兰，当他以及家人移民美国时受到美国提供的政治庇护。列夫琴在芝加哥长大，之后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在大学里，列夫琴对加密技术（加密及解密的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98年，列夫琴已准备利用他的天赋在商界中打造安全的计算机通信。


  蒂尔和列夫琴，以及另一位同伴约翰·伯纳德·鲍尔斯（John Bernard Powers，他很快退出了）成立了康菲尼迪公司（Confinity）。这是一家旨在让掌中宝（Palm Pilots）以及其他装配有红外端口的个人数字助理设备（PDA）具备资金转移功能的创业公司。那时，掌中宝是极为普遍的移动设备，普及率越来越高，他们想要在人们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上开发支付系统也就说得通了。康菲尼迪公司的商业逻辑似乎无可厚非。正如10年后另一个网上支付平台——比特币引起了自由主义者无限的想象，能使成百上千万的人民不再依赖于政府发行的货币的支付机制概念也激发了理想主义者蒂尔的自由主义倾向。


  然而，康菲尼迪公司没能吸引多少用户。两年后，康菲尼迪只有1万名注册用户，列夫琴和蒂尔只得关闭公司。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开启了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商业前景。早在1999年10月，康菲尼迪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已经成功构造了一个在线样本，以通过邮件接受支付。这一辅助项目代表了付款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潜在进步。与以往的网上支付系统不同，这一项目允许世界上的任何人收到另一个人的网上付款，而不需要笨拙地将资金从一个银行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列夫琴和蒂尔认为这一新型的网上支付模式将很有可能发展为一项重要的业务，服务于成百上千万名客户以及他们旗下的在线业务。


  他们为这一服务起了个名字，叫作PayPal，并且开始围绕这一服务开办公司。然而，在那个时候的商业市场里，推行此服务根本凶多吉少，高科技工业领域所谓的互联网泡沫开始隐现，而未来几个月内，纳斯达克指数的急剧下跌将使得互联网泡沫的破碎成为定局。此外，压力更为沉重的是，蒂尔和列夫琴知道他们必须尽快使得PayPal走向成功，因为他们每月的投入近1000万美元，这在通常不需要大型资本支出的网络平台世界里是极大的数字。1


  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战胜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创造一项业务服务市场双边，这是“鸡与蛋”的循环问题。在努力创建一个双边同等重要的市场时，应先创造哪一边？而在缺乏其中一边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吸引另一边？


  在新的支付机制里，“鸡与蛋”的问题显得格外明显和尖锐。如果没有卖家愿意接受新的支付方式，买家也不会采用。但是如果买家不愿意采用新的支付方式，卖家也不会投资时间、精力和资金接受它。因此，当卖家和买家都找不到理由先于对方加入这一平台，用户基础为零时，怎样才能在这种情况下推介新的支付平台？


  就简单的逻辑而言，“鸡与蛋”的问题看似无法解决。然而，PayPal通过一系列巧妙的策略解决了这一问题。


  首先，PayPal减少了与接受在线支付相关的摩擦。用户只需要提供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一张信用卡。这种简单的方式与之前的网上支付机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之前的网上支付机制要求在账户建立前必须进行多轮认证，其烦琐性让很多早期用户望而却步。PayPal从客户角度出发，几乎无缝的系统吸引了一批重要的初期用户群，尽管人数还不够多，不足以吸引众多的网络卖家。


  后来，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彼得·蒂尔解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PayPal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获得新客户。他们尝试着做广告，搞宣传，然而成本高昂。他们试着与大型银行进行企业发展（BD）交易。后来官僚主义随之猖獗。PayPal团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BD并不起作用。他们需要有机的、病毒式的增长。他们需要给人们钱。


  他们就这么做了。新用户注册会得到10美元，而已注册的用户成功推荐新用户再得10美元。PayPal迎来了迅速增长，而对每一个新用户进行20美元奖励也使得PayPal受伤惨重。他们感觉努力有了成效，但同时又感觉没有成效；7%～10%的日增长率以及1亿用户，收效不错。然而，零收入以及成倍增长的成本结构则令人沮丧。事态变得有些不稳定。PayPal需要造势，以筹集更多资金，并继续经营下去。（最终，这奏效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经营公司的最佳方式。实际上，这很可能不是。）2


  蒂尔的演讲既描绘了公司早期的艰辛和绝望，又讲述了为了发展PayPal随机采取的实验策略。然而，最终，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通过鼓励新用户注册，PayPal的顾客群体迅速壮大。


  最重要的是，PayPal团队认识到仅仅让新用户注册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用户尝试支付服务，意识到支付服务对于他们的价值，并成为常用客户。换句话说，与用户获取相比，用户承诺更为重要。因此，PayPal设计了一些激励措施，通过资金奖励的方式鼓励新用户成为活跃用户。资金奖励不仅使用户觉得加入PayPal是安全且具有吸引力的，而且从实质上确保了新用户将参与到交易中来，只需花费他们得到的存储于账户里的10美元奖励。


  PayPal的爆炸性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反馈回路。一旦用户体验过PayPal的便捷，他们在网上购物时常常会坚持以这种方式付款，因此也促使卖家纷纷注册PayPal。新用户进一步宣传PayPal，将它推荐给朋友。反过来，卖家开始在他们的产品页上展示PayPal的标志，告知消费者，他们已做好准备支持这种在线支付方式。看见这些标志，更多的买家得知PayPal的存在，然后受到鼓励开始注册。PayPal也为卖家提供奖励，鼓励他们推广，然后带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通过这些反馈回路，PayPal网络持续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寻求自身迅猛增长的同时，也服务用户（卖家和买家）的需求。


  然而，公司的领导层并没有安坐后台，仅依靠积极的反馈回路来寻求该网络支付方式的发展。他们积极寻找商机来谋求平台进一步的迅猛发展。


  2000年年初，公司的领导层注意到在最受欢迎的电子商务网站eBay上，PayPal这一网上支付平台越来越受欢迎。eBay是PayPal的“适宜之地”，因为eBay上的大多数卖家都不是专职的商人，而是普通人，缺少信用卡刷卡机和其他网上支付方式的设备。


  PayPal营销小组抓住机会，重新调整方向，致力于eBay网站上PayPal的发展。除了技术之外，他们模拟消费者需求，制作了一个自动程序（一个自动化的软件工具），然后在网站上购买商品时坚持使用PayPal完成这些交易。很多eBay卖家注意到这一需求的明显增长，纷纷寻求PayPal服务，这反过来使得PayPal更能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与兴趣。eBay卖家开始在他们的网站上展示PayPal图标，买家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进入支付系统。这样一来，交易摩擦进一步减少。3


  在短短的三个月内，PayPal的用户量从10万涨到了100万。


  eBay的管理层注意到PayPal是如何借力eBay网站发展起自己的平台公司的。考虑到PayPal正与eBay客户建立独立的联系（且正从eBay网上的交易中汲取部分收入作为资产）会对该公司造成潜在威胁，eBay决定反击。它与合作伙伴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一同推出自己的支付系统Billpoint。eBay大力推广自己的支付系统，一度要求Billpoint和PayPal这两大支付系统的eBay商家在他们的销售页面上设置更大的Billpoint图标。尽管做出了一系列努力，Billpoint还是没能成功地吸引eBay用户，部分原因可能为推行时间较晚，也可能是因为eBay不明智的商业运作。例如，eBay决定制止一些可能促进非eBay网络商家使用Billpoint完成的交易。


  PayPal持续发展。2000年年末，在康菲尼迪终止掌中宝业务后，掌中宝的后代PayPal已经赢得了300万名用户，是掌中宝客户数的300倍。自第一代信用卡大莱卡（Diners Club）发行以来，人们还从未见到这样一个新的支付工具能在全球以如此快的速度被接受采用。2002年2月，PayPal正式上市。


  2002年10月，eBay最终放弃了Billpoint系统，然后用14亿美元收购了PayPal，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数字并不多，但在那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销售环节，70%的eBay网络拍卖都采用了PayPal支付平台，而大约25%的封闭式竞价采购也以这种支付方式进行交易。如今，PayPal使得成千上万个小型商家在开展网络业务时比以往更加便捷、高效和有利，同时，PayPal所创造的收益也构成了eBay总收入和总利润的主要来源。


  平台营销的核心：寻求病毒式增长的设计


  PayPal发展的故事表明，建立平台公司与传统的产品或管道型营销在许多方面大大不同。对于平台营销的起步者而言，前拉策略远比推动策略更为有效和重要。


  工业领域的管道严重依赖推销。企业只有通过自己拥有或购买的专门的营销和沟通管道才能获得消费者。在供应商稀缺的世界里，选择受到限制，只要能被听到，就足以能让营销人员和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出现在消费者面前。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广告和公关产业只能集中于意识创造，这是一种经典技巧，将产品或服务“推”入潜在客户的意识中。


  在网络世界里，这一营销模式不灵了。在网络世界里，获取营销和沟通管道越来越大众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例如YouTube上的视频——韩国艺人PSY的《江南Style》（Gangnam Style）和丽贝卡·布莱克的《星期五》（Friday）都在全球引发了病毒式的流行。在物质丰富的世界——产品和产品的信息都是无限的，人们更容易分散注意力，因为只需轻轻点击或者刷新，就会出现无数选择。因此，只创造意识并不能提升接受和使用率，而将产品和服务“推”向客户不再是成功的关键。实际上，这些产品和服务必须本身就极具吸引力，能够自然而然地将客户拉入轨道。


  此外，对于平台公司来说，用户承诺和频繁地使用（而非是注册或下载），才是用户采用率的真正指标。这就是为什么平台必须通过构建激励机制鼓励用户参与，特别是那些与平台互动有着系统相关性的激励机制来吸引用户。一直以来，营销功能与产品是相分离的。而在网络业务中，营销需要与平台紧密结合。


  PayPal的管理层为了让平台走向成功所采用的策略反映了这一新的营销思维方式。PayPal没有通过诸如电视广告、印刷品广告或电子邮件群发这样的方式将PayPal“推”入用户的意识之中，而是创造了新的激励，使得平台本身就具有“拉”的引力。这些方式既包括“PayPal”服务的极致便捷，也包括给推荐新用户的人的现金奖励。他们通过在客户群中创造对PayPal服务的需求，同时通过eBay这一热门购物网站模拟需求，将消费者拉入平台。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注册，PayPal的吸引力持续加强。最终，PayPal扫清了其他具有竞争力的支付服务，证明了“拉”的力量。


  在网络平台的世界里，传统的“推”的策略仍有着一定的意义。例如，Instagram因为在苹果软件商店（Apple’s iTunes store）的首页Banner推荐，在发行当天就获得了几万次的下载量。这一种用来推广公司的推式策略已经被用了几十年。此外，正如我们稍后要讨论的，推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主要是源于一个成功的大型公关事件——“推”的策略的另一种类型。


  但是在网络平台的世界里，通常用“拉”来实现快速、大规模和持续增长。


  现有企业的优势：现实还是幻觉


  “鸡与蛋”的问题以及吸引一个大用户群的困难可能会使你想知道：为什么拥有强大客户基础的公司不接管平台世界？也许这只是时间问题，一些公司如沃尔玛、三星和通用电气将齐头并进开始加入竞争。


  大型企业在推行平台公司方面的确具有某些优势。它们有现成的价值链，与其他公司保持着强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有着人才库和巨大的资源库——包括忠诚客户基础。


  然而，这些优势容易导致自满。传统企业以产品和管道为主，通常有时间来观察外部竞争的出现，然后做出调整。大部分大型公司已经形成的新陈代谢机制反映了这种相对缓慢的变化步伐：它们进行战略规划、目标设定、自我评估以及路径改正的进程会轻易对公司日程产生影响，通常是每年一次，最好的情况是每季一次进行核对调整。然而，在平台世界里，网络占据主导地位，变化迅速，难以预测，市场也是瞬息万变的，而客户的需求变化得更快。管理系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现有大公司为进军平台世界重塑自我，却发现自己与快速兴起的小型公司处在同一竞争水平。在大众化的网络接入与“拉”式营销世界里，规模、经验和资源产生的优势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因此，如果你已经是或即将成为一名创业者，或者如果你帮助经营一家致力于寻求平台商机的中小型公司，不要被大型竞争者侵入你所在的领域而吓倒。增长游戏的规则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你理解并掌握了这些新规则，你将和任何人一样拥有生存和发展的良机。


  推广平台的方式众多


  人们常想当然地认为适用于平台A的推广策略应该也适用于平台B，但历史证明并非如此。实际上，就算处于直接竞争关系的平台也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推介策略以便在市场开拓有力且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三个处于竞争关系的在线视频平台：YouTube、Megaupload和Vimeo的发展故事则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


  YouTube是第一个获取主要引力的大众化视频的主平台（所有人都能进行下载）。它实现这点完全靠内容创造者。在成立早期，YouTube开展了一系列比赛，旨在鼓励内容创造者上传视频。此外，它还允许内容创造者将他们的视频嵌在平台之外，此举使得YouTube这个词迅速流行。一些潜在用户发现这一新的运营场所十分具有吸引力。例如，之后流行的社交网络聚友（MySpace）的很多用户量都是围绕一些独立乐队建立起来的。YouTube在聚友的基础上又做出了一些改进，创立了基于闪存、一键获取视频的体验，给乐队上传音乐视频带来了诸多便利。这样一来，YouTube建立了网站内容的初始语料库，同时利用生产者带来消费者，其中很多消费者最后也变成了生产者。为了增强对生产者的关注，YouTube甚至将高级内容创作者提升为伙伴关系，给予他们一定份额的广告收入。


  YouTube对生产者不懈的关注在以下四个方面起了作用：第一，这一做法使得平台内容丰富；第二，它在平台上创建了活跃的内容管理，通过让视频观看者对视频进行投票选出质量较高的网站内容；第三，它利用生产者带来客户；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批内容创造者，这些创造者对平台进行投资，有用户追随，而且不会轻易被诱惑对另一个其他平台进行投资。


  Megaupload则面临着后进入（later-mover problem）的问题。2005年，当Megaupload建立时，大多数内容创造者已经活跃在YouTube之上了，他们没有动力加入只有少量用户的新平台。作为较晚起步者，Megaupload无法采用与市场开创者相同的用户获取策略来参与竞争。因此，它采用了另一种推广策略。Megaupload完全将重心置于消费者（视频观看者）之上，在平台上提供了一些新的内部内容，包括盗版和色情视频，这些内容所属类别在YouTube上越来越多地被明令管制。通过重视这些似乎未被满足的需求，Megaupload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Megaupload遭遇起诉且声名狼藉。


  第三家竞争公司Vimeo，是另一个较晚入市者，它成立于2004年11月。但凭借生产者第一的策略大获成功，直接对战YouTube。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创造一系列更高质量的工具，来吸引那些在YouTube上感到被忽视的特定用户群体。


  在发展早期，YouTube的主机和宽带基础设施，再加上其嵌入式播放器构成了吸引生产者的价值定位。然而，随着YouTube在生产者中引领主流，平台的重心由提高视频主机基础设施（作为吸引生产者的价值定位）转向向消费者提供更良好的视频服务（集中于视频搜索和视频内容提供）。


  针对YouTube的转变，Vimeo集中于生产者，提供给生产者一流的基础设施，包括对于高清视频播放的内部支持和为博客提供更好的可嵌入式播放器。因此，在对能创造持续视频流的生产者的抢夺大战中，Vimeo能成功地与YouTube开展竞争。


  这些例证说明，如果你将推广一个平台，了解你的对手所提供的价值定位能帮助你构建自己的价值定位，这将使你有可能占据相对来说未被触及的市场，即便你的基本价值单元可能在表面上看来是相似的。


  八种策略破除“鸡与蛋”式的困境


  理解平台营销中前拉策略的重要性，以及分析和回应竞争对手商业设计的必要性，是上线策略的重要部分。但在实际中，所有平台创办者不时遇到我们称之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当双边市场中任何一方的存在都取决于另一方优先存在时，如何为双边市场打造用户群呢？


  平台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打造一项基于现有的管道或产品业务的平台业务，以此彻底避免“鸡与蛋”问题的出现。这个方法所提供的一些人们熟知的八种策略：


  1.“追踪兔子”策略：采用非平台的示范项目来塑造成功的典范，从而把用户和生产商都吸引到依据这个项目中已被证实的基础架构所建立的新平台上。


  比如亚马逊，它从来没有出现过“鸡与蛋”的问题，原因是作为一个成功的线上零售商，它经营着一个通过线上商品列表吸引消费者的有效的管道业务。由于拥有惊人的客户体量，亚马逊只是将系统开放给外部生产者，就转型成为了一个平台业务，结果成就了亚马逊市场。在该平台上，成千上万的商家可以把商品卖给数百万名消费者，亚马逊从每一单交易收入中分得一杯羹。


  在B2B领域中，英特尔在如何展现无线技术的价值上曾经遇到过同样的挑战。如果没有电信公司提供无线服务，人们就不会想购买无线手提电脑；如果没有用户需要它们，电信公司就不会花钱投入到无线路由器上。英特尔和日本电信公司NTT联手合作证实了这个市场的存在。一旦NTT显示在这个市场的投入能够带来收益，大量的公司将会开始仿效。事实上，就是英特尔创造了“追踪兔子”这个名词来描述这个策略。


  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采用“追踪兔子”策略。有时候要开发平台只能白手起家，这就意味着寻找方法吸引市场两方的用户群是不可避免的挑战。4为克服“鸡与蛋”的问题，人们已经研发并采用了多种具体有效的策略。一般而言，这些策略包含以下三大技巧：


  （1）上演价值创造。平台管理者安排价值创造单元以吸引一组或多组用户群并向其展示参与平台可以获得的潜在利益。5首批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单元，吸引其他用户，然后建立正面的反馈回路使用户群持续增长。6《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采用这种策略，聘请作家在其网站上发表高水平的博客，以此吸引读者。有些读者开始在网站上发表自己的博客，因此更多人成为创作者并不断吸引更多的读者。


  （2）设计吸引某一类用户的平台。该平台旨在提供工具、产品、服务或其他利益吸引一组用户——可以是消费者或生产者。市场一方存在大量重要的用户将会吸引市场另一方的用户，最终迎来正面的反馈回路。下面我们将会详细讲述，订餐平台——OpenTable利用这种策略，为餐厅创造有用的电子工具。一旦大量餐厅上线，消费者发现了这一网站，然后使用它制订订餐计划。


  （3）同时上线。最初，尽管网络总规模很小，但平台依然要创造条件以便打造与用户相关的价值单元，然后努力刺激活性闪现，同时吸引大量消费者和制造商创造更大的价值单元，使价值产生相互作用，以便发挥网络效应。随后，本章将会展现Facebook是如何利用这一策略，将最初潜在成员还只是一所大学中屈指可数的学生社会网络发展壮大，吸引众多用户的。


  这三种技巧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在适当的情况下，组合使用更加有效。下列所述是一些我们已经查明的具体的不同情况。如果你正在研发新平台或希望推介新平台，你可能会从中发现一个对你有启发的模式解决“鸡与蛋”的问题。


  2.背负式策略。与另一个平台的现有用户群连接，示范价值单元的创造以吸引这些用户参与你的平台。


  许多成功的平台推介都采用了这一经典策略。我们已经看到，PayPal采用这种策略，将其捆绑在eBay的网上拍卖平台之上。


  Justdial是印度国内最大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为消费者和超过4000万小企业提供交易平台。公司从现成的黄页上“借来”清单形成自己最初的数据库，另外还雇用一些地勤人员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集的企业信息。Justdial利用这些数据开始电话簿服务。消费者将会拨打电话寻找服务提供者，比如婚礼餐饮承办者。Justdial将会把电话转接给生产者，比如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消费者所在乡镇中最合适的婚宴承办者。因为对这种连接充满感激，一些服务提供者开始成为Justdial的订阅者。为了鼓励当地商人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平台中，对于之前许多没有出现在网络列表中的，Justdial通过人际交流、界面、电话联系和信息发送为他们提供便利的途径以加入平台。


  Justdial在2013年5月首次公开募股大获成功之后，成为印度当地贸易市场独占鳌头的平台。而它初创立时条件十分简陋，仅仅收集从现有平台“借来”的企业名录以及当地电话簿。


  在美国，许多创业公司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利用克雷格网站带来的便利。新平台创办之初，从克雷格网站上“揩油”，利用自动化数据收集软件获取有关商人和服务供应商的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加入自己的平台，让消费者觉得这些商人实际上已经参与了该平台。当消费者需要某家服务供应商时，平台将电话连线给商家，同时邀请商家加入该平台。


  之前，本章谈到采用背负式策略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范例就是YouTube。它向聚友提供强大的视频工具，然后吸引该社交网络内的成员，依赖聚友的增长浪潮而获得增长。一旦YouTube呈现给数百万名聚友成员，其普及率将呈病毒式增长。截至2006年，YouTube成员增长率已经超过聚友，普及率从那时起就一路飙升。


  3.播种策略。创造至少与一组潜在用户相关的价值单元。当这些用户被平台吸引后，其他类型想要与他们互动的用户也将随之加入。


  在许多情况下，平台公司作为第一生产商，自己承担价值创造的任务。除了安装平台之外，平台拥有者还能利用此策略界定他们想要在平台上看到的价值单元的类型和质量，以此营造一种文化，鼓励随后的制造商做出高质量的贡献。7


  谷歌开发安卓智能手机运行系统与苹果竞争时，便对开发者设立了500万美元的奖项，只要开发人员在10种应用类型中的任何一个类型中——包括游戏、生产力、社交网络和娱乐中设计出最佳应用程序，便可获奖，以此扩大市场。获奖者不仅可以得到奖金，同时成为这一应用领域的市场领头人，而且最后可以吸引大量的客户。


  在其他情况下，可以借用其他资源的价值单元而不是平台开发者从零开始创造。Adobe开发出现在已经普及世界的PDF文件阅读工具，一部分原因就是它可以让用户在网上下载所有类型的联邦政府纳税申报表。这个唾手可得的市场规模十分庞大，包括任何可能需要向政府缴税的个人和企业。Adobe向美国国税局提出建议说，这样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印刷和邮资成本，从而使得美国国税局与其合作。而纳税人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取每人需要的文件，至少每年需要一次。由于对Adobe提供的服务印象深刻，所以许多人就选择它作为文件平台。


  还有一些情况是，通过模仿（伪造）价值单元实现播种策略。我们看到，PayPal在eBay用户中创造自动程序时采用了这种策略，然后将大量卖家吸引至PayPal平台。这种做法十分高明，因为一个自动程序可以反过来列出它刚购买的产品进行出售，因此覆盖了市场两方——PayPal就不必自己存储或装运货物。


  约会服务通常靠制造虚假的个人资料和对话以模仿最初的邂逅。许多服务商在个人资料中展现富有魅力的女性，将男性吸引至该平台。访问网站的用户看到该活动后会受到诱惑继续逗留。


  Reddit是一个广受欢迎的链接共享社区，大量互联网内容在此传播。首次推出该平台时，网站用虚假用户配置文件进行传播，并贴出创办者想要在网站上看到的内容的链接，这种策略奏效了。最初的内容吸引了对相似内容感兴趣的人群，并营造文化氛围，让他们对社群做出高质量的贡献。渐渐地，Reddit成员学会了依赖彼此，指导对方哪些内容值得浏览，哪些不值得一看。（虽然Reddit的平台推介及扩展取得了成功，但其仍深陷争议之中。2015年，针对其网站中存在所谓种族主义和偏见性内容，引发了数次争论。）


  同样地，Quora平台刚刚起步时，网站编辑自问自答，制造平台活动的假象。用户开始提问之后，编辑继续回答问题，以此向人们展示平台将如何运作。最后，用户自己开始实践这一过程，Quora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停止“自我推动”的做法。


  4.精英策略。提供奖励以吸引成员中的重要用户加入你的平台。


  在许多情况下，有一批用户成员举足轻重，他们的加入与否将决定平台的成败。因此，这就可能解释平台管理者为何给予现金奖励或者其他特别福利激励他们加入。


  在电子游戏领域，诸如微软的Xbox游戏机、索尼的PS游戏机以及任天堂的Wii游戏机这样的公司创建类似的平台装置将消费者和游戏开发商创造的内容连接在一起。美国艺电公司（EA）雄霸体育游戏领域，它所开发的游戏模仿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橄榄球、NBA的篮球、国家冰球联盟的冰球以及其他运动（比如老虎·伍兹的高尔夫巡回赛游戏），每年都会更新，火爆程度远胜其他对手。任何游戏生产商的平台若没有来自艺电游戏的一个系列，便没有继续生存的希望。因此，微软、索尼和任天堂一直以来都愿意和艺电公司保持亲密的合作关系，说服艺电公司开发或改变游戏，然后在它们将要推介新平台时推出游戏。


  这种策略也可以稍有变化，即平台公司可以选择购买一位至关重要的参与者获取独家访问权。多年以来，软件生产商Bungie专门经营游戏，如广受欢迎的游戏“马拉松”，为苹果计算机专用。2000年，微软的Xbox游戏机即将发行，微软收购了Bungie，他们的《光环：战斗进化》（Halo:Combat Evolved）成为Xbox的首发游戏：射击游戏演变成为Xbox一家独大。光环变成重要的游戏应用，推动了成千上万的微软游戏机设备的销售，本身也成为十亿美元的经销商。


  有时候，对平台成败起关键作用的“精英”是消费者而非生产商。好比PayPal，这就是为什么该公司给予现金奖励吸引购物者采用其在线支付机制。


  2009年，瑞士邮电业决定将自身转变成为数字信息传递平台，采用设立于西雅图的Earth Glass Mail所提供的扫描归档技术。8瑞士邮电局很快意识到如何捕获并转变成千上万更习惯传统邮递方式的客户的重要性。为了吸引这些不愿改变邮递形式的人群，瑞士邮局向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赠送了数万台iPad（苹果平板电脑）。在这个过程中，邮局鼓励居住在偏远地区的瑞士家庭从物理邮件转变到电子信息，因此大幅减少了邮局手工派送邮件的资源。同样，这也使得瑞士邮局成为该国最大的苹果产品销售商——对于邮局而言重要的是第二类收益，这绝非偶然。9


  5.单边策略。围绕产品或服务，打造只让单一用户群体受益的业务，随后将该业务转变为平台公司，吸引想要与第一类用户互动的第二类用户。


  如果要推广像OpenTable这样的服务订购平台，餐厅的预订系统就会带来传统的“鸡与蛋”的问题。在没有大量餐厅加入的基础上，为什么客户会访问OpenTable网站呢？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客户基础，餐厅为何会选择加入平台呢？OpenTable首先向餐厅分发预订管理软件，餐厅可以用来管理座位剩余清单。OpenTable线上有足够的餐厅之后，开始着手建立客户联系，允许他们预订席位，然后从餐厅收取客户引导费用。


  印度公共汽车预订平台redBus也采用类似的方式获得了发展动力。该平台向公交运营公司提供座位存量管理系统，一旦公交运营公司开始使用该软件，redBus就向消费者开放该平台。


  Delicious作为社交网站，允许用户共享网络书签，该书签链接至个人喜爱以及想要重复访问的网络内容。Delicious允许早期用户以独树一帜的形式贡献有价值的内容，获得最初吸引力，使用Delicious在云端存储浏览书签以供个人访问。一旦用户群达到群聚效应，就可以利用公共书签特色。随着用户不断增加，网络价值也不断增值。如今，人们在分享他们的书签列表时，Delicious已经成为备受欢迎的工具传播互联网模因和趋势。


  6.生产商传播策略。设计平台吸引生产商，以使他们引导其客户成为平台用户。


  平台为企业提供的客户关系管理这一工具通常也能解决这种“鸡与蛋”的问题，仅仅只需要吸引一方用户——生产商，然后他们就承担吸引另一方用户的责任，从自己的客户群带来消费者。平台帮助生产商迎合现消费者的需求，慢慢地，当网络上的其他消费者对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感兴趣时，生产商就能从数据交换中获益。


  诸如Indiegogo和Kickstarter这样的云募资平台锁定需要资金的创办者，为他们提供基础设施，以便于他们主持并管理资金筹集活动，与客户群高效联系，从而推动平台繁荣发展。Skillshare和Udemy这类教育平台也是通过生产商传播而获得成长。它们签下有影响力的教师，为它们主持在线课程提供便利，并鼓励它们发展在线学生。


  在类似的潮流下，专家市场通过生产商成员提供的客户列表，建立自己的客户群。比如Clarity作为在线市场，宣称能够为企业家提供专业的建议，允许博主或其他专家使用Clarity小程序让读者拨打预订电话支付金额，从而赚取利益。每打一次电话，生产商就帮助Clarity获得新的签约用户，之后这些用户又被引荐给其他生产商。


  Mercateo是德国一家商业和工业供应品B2B平台，以新奇的手法充分利用了生产商传播策略。它十分高明地向生产商发出这一邀请：“为我们带来您的客户，您将在任何投标竞争中拥有绝对话语权……但是仅针对您带来的客户。”因此，在具有竞争力的公司中标之前，供应商就迅速行动邀请其客户加入Mercateo，享受最终报价招标的优势。


  7.采用“大爆炸”策略。利用一种或多种传统推动式营销策略，引发人们对平台的兴趣，吸引注意力。这种做法同时可以引发在线效应，事实上可以立刻让网络获得近乎全面的发展。


  我们已经提到，当今世界社群化、网络化，竞争日趋激烈，公司要想获得快速、大规模的增长，推销策略的效果已江河日下。但是，偶然也会有例外。推特的爆发时刻发生在2007年西南偏南音乐大会（SXSW）上。而推特发布9个月以来，没有获得较高的采用率。杰克·多西（Jack Dorsey）和推特的其他创始人需要寻找方法获得平台用户的群聚效应。考虑到推特平台活动的实时性，他们意识到需要建立时间和空间的集中性。


  推特投资11000美元在西南偏南音乐大会主厅里安装了巨大平板屏幕。用户可以输入“加入sxsw”，然后发送至推特的短讯服务代码（40404），就会发现他的推文立刻就显示在屏幕上。实时观看大屏幕上的反馈，成千上万名用户纷纷加入推特营造出的兴奋感，使之成为网络中最热门的网址。因为年度最佳网络创意，推特收到影视音乐会颁发的网络奖，截至此次音乐大会结束，推特的使用率增加了3倍，每天推文由20000条增至60000条。


  其他网络平台也效仿推特的突破策略。两年之后，博客平台Foursquare在2009年的西南偏南音乐大会上也获得不遑多让的突破。2012年，当地约会应用Tinder通过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举办联谊会，取得了重大突破，将其打造成为年轻男士与女士想方设法寻找方式进行交往的温床。Tinder在此过程中很早就开始行动，从而在狭小、拥挤的场所举办的现场派对中获得群聚效应。


  但是，并不是每个平台都能像推特、Foursquare和Tinder一样，充分利用大爆炸策略。随着西南偏南音乐大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试图将其作为平台推介推手，以至于几乎被淹没在人群的嘈杂声中，难以被听到。10通常也不是经常有相关的机会，引发实时公众兴趣的爆炸以吸引成千上万名用户。


  尽管如此，一旦存在这样的机会，如同Tinder一样，聪明的平台管理者必将抓住时机。


  8.微型市场策略。起初，锁定有成员正准备参与互动的小市场。这样，平台即便在最初发展时，也能为大市场提供有效的匹配特征。


  Facebook当时发布的胜算赔率就很不被看好。自2002年Friendster发布以来，一个月内用户就达到了300万，聚友的用户量也迅速壮大。在所有的平台公司中，社交网络可能对后来的市场加入者当仁不让。用户不太愿意转向新的社交网络，除非新的社交网络能够提供一些极度差异化的体验。这就是网络效应的力量。


  此外，因为社交网络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网络效应之上，达到群聚效尤为重要。如果Facebook在世界范围内发布，很快获得几百位甚至几千位注册用户，它就不会成功，因为广泛分布的随机用户注册之后不会有互动。


  所以，Facebook决定在哈佛大学封闭的社区内发布绝不仅仅是因为便利的问题。此举乃神来之笔巧妙地使Facebook解决了“鸡与蛋”的问题。在哈佛大学社群最集中的地方吸引了500名用户，确保发布时创造一个活跃的社群。Facebook把哈佛大学当作现有的微型市场，通过提升成员之间互动的质量获得吸引力。专注小型市场，降低临界量需要开启互动，使得市场匹配更加便利。


  当Facebook在哈佛以外的地区开辟市场时，必须要在每个它对其开放的新校园建立用户群，通常会与校内社交网络竞争。起初，这些校园没有连接Facebook网络的节点，但当Facebook允许不同校园之间的朋友相互联系时，它获得迅猛发展。这就消除了在每个新校园解决“鸡与蛋”的问题的需要。新校园里加入网络的用户拥有其他校园的现存联系人列表，因此在等待自身校园的其他同伴加入平台时，还能保持在线。


  聚焦地理不是界定小型市场的唯一方式。Stack Overflow最初作为问答社区平台讨论程序话题（分类聚焦），然后依据用户要求扩展第二类别——烹饪。现在Stack Overflow设立了投票机制，允许社区选择它们感兴趣的话题。


  病毒式增长：用户对用户的推介机制


  加速平台发展最有力的方式之一就是实现病毒式增长（viral growth）。病毒式增长策略是对我们本章讨论的其他任何推介策略的补充。


  病毒式增长依靠鼓励用户向其他潜在用户传播有关平台的言辞，是以拉力为基础的过程。当用户自己鼓励其他人加入该网络时，该网络就成为自身推动自身发展的引擎。


  当然，术语病毒式增长包含了固定的隐喻。它将平台的发展比作传染病的扩散。在自然界，疾病要有四要素相互作用后才能传播：宿主、细菌、媒介和接受者。受到感染的宿主打喷嚏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将携带病毒的细菌传播到环境中。然后这些细菌通过空气等媒介传播，进入接受者的呼吸道、肠道或者其他吸收细菌的地方，最后使其成为感染人群。现在接受者成为宿主，如此循环。如果经常发生，就会带来大规模的流行疾病。


  同样地，平台公司开启病毒式发展的过程前，也必须具备四要素：发送者、价值单元、外部网络以及接受者。让我们思考一下Instagram的病毒式增长：


  ·发送者。一名Instagram用户分享他刚刚制作的图片，然后开始循环此操作，最终带来新的用户。
·价值单元。在Instagram平台上，价值单元就是用户同朋友分享的图片。
·外部网络。对于Instagram而言，Facebook便是非常有效的外部网络，允许价值单元（图片）传播，并展示给潜在的用户。
·接受者。最后，一名来自Facebook的用户对图片产生兴趣，然后访问Instagram平台。这名用户可能制作她自己的照片，然后开始循环上述过程。现在，接受者成了发送者。


  每个人都听过Instagram迅速发展，不到两年内拥有1亿多名活跃用户，最后在2012年4月，Facebook以10亿美元将其并购。但是很少有人知道，Instagram在实现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从未聘用一个传统的营销经理。这是因为，公司平台经过精心策划，使得病毒式发展有机化而且几乎不可避免。


  与竞争者Hipstamatic不同的是，Instagram不仅仅允许用户保存、拼接以及过滤图片，还鼓励用户在Facebook这样的外部网络共享图片，把单一的用户活动转变成为社会的、多用户的活动。每次用户使用该应用程序时，都会共享他们的作品。每次应用程序的使用都成为一次应用营销的实例。从根本上来讲，Instagram将用户转变成为营销者。


  病毒式增长的循环，在流水线和产品的工业经济中完全不可能实现，但可以帮助解释为何其他许多平台创办可以大获成功。爱彼迎鼓励出租房屋的用户（宿主）在克雷格网站（外部网络）列出其所提供的房屋（价值单元）。查看房屋列表的人（接受者）受到鼓励租赁这些房屋，便成为爱彼迎的用户，其中许多人随后也开始出租他们自己的房屋，这就促进了平台的发展。同样，OpenTable鼓励订餐者（宿主）通过电子邮件或者Facebook（外部网络）向将要和他们一起进餐的朋友与同事（接受者）分享晚餐预订（价值单元）。


  如果平台管理者希望实现像Instagram、爱彼迎以及OpenTable那种类型的病毒式增长，你需要设计规则和工具以引进这种循环。你的目标是设计一套生态系统，在此，发送者想要通过外部网络向大量接受者转移价值单元，最终引导许多接受者成为你平台的用户。


  让我们更进一步分析这四个设计要素。


  1.发送者。要让发送者传播价值单元并不是只有口碑传播，那是传统营销惯用的伎俩。只有用户十分喜欢你的平台时才会进行口碑传播，因为他们不禁想要谈论它。当用户变成发送者传播价值单元时，他们并不是在谈论你的平台——他们只在传播自己的创作，并间接意识到你的平台，并对之产生兴趣。


  一般而言，用户传播自己创造的价值单元以获得社会反馈，另外，这又为他们带来了乐趣、名誉、成就、财富或者其他各类形式的奖励。YouTube上的频道拥有者可以在多个网络向世界传播他们的视频以获得观众，SurveyMonkey的调研开发人员可以通过邮件、博客和社交网络传播调查以获得回答，然后为调研开发人员想要回答的问题提供见解；Kickstarter网上想要寻求资金的创业者可以在社交网络传播项目页面上筹集资金用于完成工作，同时也吸引那些欣赏他们最终作品的观众。


  这些例子详细解释了精心设计平台时如何创造自然的动力，激励用户分享。通常，平台设计必须避免阻止价值单元的传播。将这些价值单元传送至Facebook这样的外部网站时，不应该分散创作者之前使用该平台的注意力，相反，传送行为应该与平台的工作流程贴合在一起。此举与平台的主要使用越是紧密贴合，平台就越可能呈现病毒式增长。


  平台也可以提供无机的（人为的）奖励以鼓励价值传播行为，但是需要谨慎地组织。比如金钱奖励，一旦平台实现了病毒式增长就会掏空公司的现金。云存储是普遍受欢迎的云端服务器，用于存储和分享数据，在设计无机奖励方面就技高一筹，它向发送者提供免费存储空间，而接受者注册成为云存储用户后，也可以获得免费存储空间。如此一来，用于宣传云存储的奖励不再是只能掏空公司财政的现金，相反，这样反而给人们提供机会使用云存储服务，刺激平台进一步增长，并鼓励用户更大限度地使用云存储平台。


  2.价值单元。这是病毒活性的基本单元，平台使用价值的一个个载体，可以向外部网络传播，展现平台价值，但并不是平台上的每一个价值单元都具有可传播性。比如，企业平台的用户想要在公司合作伙伴间交换专利文件时，并不愿意像Instagram用户分享照片一样传播这些机密信息。因此，可传播价值单元的设计对迈向病毒式增长至关重要。


  一个可传播的价值单元可以在外部网站上开启一个互动。比如，Instagram照片展现在Facebook上，Facebook用户看到图片后产生兴趣，然后就开始交流；或者创造机会完成未完成的互动，比如在我问你答上没有回答的问题需要以回答形式实现社会反馈，或者像SurveyMonkey那样进行新的调查，邀请回应。方便用户创造或传播可传播的价值单元不仅可以实现平台高增长率，同时还能带来高参与率。


  当然，用以交换机密文件的企业平台的例子表明，并不是每一个价值单元都可以传播。不致力于创造可传播价值单元的平台不太可能实现病毒式增长。此类平台管理者必将使用其他的方式实现发展。


  3.外部网络。许多平台的发展依靠其他网络。Instagram、推特、Zynga、Slide以及其他平台实现病毒式增长都是利用Facebook作为基础网络。爱彼迎在克雷格网站上传播，OpenTable依靠邮件传播。


  但是，利用外部网络传播不仅仅是点击“分享至Facebook”按钮，然后等待数百万名用户涌现这么简单。通常，当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利用它们实现增长时，外部网络就会施加限制，比如Facebook已经限制外部公司向其用户提供游戏应用。在其他情况下，外界生产商发出源源不断的邀请劝说用户展示其产品和服务，用户淹没在这些邀请之中，逐渐感到厌倦，然后就停止回应。为避免这种结果，新晋平台的管理者需要制定策略寻找可以用来实现增长的外部网络，并找到创造性和增值的办法连接其用户。


  领英在2003年发布时，大部分社交网络绑定新用户的Hotmail或雅虎邮箱联系人列表，鼓励他通过邮件向其联系人发送平台邀请，从而获得发展动力。迈克尔·博（Michael Birch，以社交网络Bebo的共同创办人的身份为人熟知，但该社交网络早早夭折）的原创设计帮助许多早期社交网络获得了发展。领英选择与Microsoft Outlook（个人邮件及资讯管理软件）结合，这在技术设计上充满挑战，但是该软件收藏领英想要获取的大部分业务联系。这种结合需要大量时间和资金成本，但是可以帮助领英把自身建设成为头号商务社交网络。


  4.接受者。当一个平台的用户向朋友或熟人传递价值单元时，如果接受者发现价值单元中肯、有趣、有用、令人愉快或者具备其他价值，那么他将做出回应。当价值单元足以激发接受者的兴趣，他们将会进一步对其传播，有时候会在其他社交网络引发新的互动。Upworthy和BuzzFeed这样的广告公司，几乎完全依靠消费者发起来的病毒式传播而实现发展。


  可惜，因为价值单元由用户创造，平台管理者对其控制有限。Instagram自身并不收集照片或者修整照片让其更具吸引力，YouTube并不导演或编辑用户视频，Facebook也不会管理成员帖子，删除无聊的内容。但是，有时候平台可以推动用户向接受者传播更具吸引力的内容。比如，Instagram提供图片编辑工具帮助用户增强他们贴出的图片的吸引力，同时鼓励用户为照片贴上具体的和相关的标签，比如大众汽车的照片，可以标为“#vwbus”，而不是一般的“#van”或（更加糟糕的）不言自明的“#photo”。11


  此外，平台管理者可以将价值单元同付诸行动的短信连接起来，确保接受者意识到平台传递的价值单元，理解加入平台的机会。当邮件服务平台Hotmail首次呈现病毒式增长时，它在每封邮件的底部都附上“谢谢，我爱你。立刻获得你自己的免费Hotmail邮箱”。那时，免费邮箱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新的和引人注目的产品，这种简单的信息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用户。


  并不是每个新建的平台都有机会实现病毒式发展。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可以经由缓慢而稳健的扩张，然后扶摇直上迅速发展，使平台成为国家或全球性的奇迹，并可能在未来几年统领市场。


  本章小结


  ·平台公司与传统的管道型业务的区别之一在于：在平台的世界里，旨在实现病毒式增长的前拉策略比传统营销使用的推动策略（比如广告和公关）更加重要。
·成功的平台使用8种久经考验的策略之一解决“鸡与蛋”的问题：“追踪兔子”策略、背负式策略、播种策略、精英策略、单边策略、生产商传播策略、采用“大爆炸”策略以及微型市场策略。
·可以通过病毒式增长加快平台扩张速度，这取决于四个关键要素：发送者、价值单元、外部网络以及接受者。


  第6章　盈利化：获取由网络效应所创造的价值


  不久以前，两名公司创始人准备要与一群风险投资人开会，途中他们拜会了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他们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平台企业，这里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叙述，我们暂且给他们的这家企业化名为广告世界（Ad World）。他们希望用灵活的商业计划去打动那群风险投资人，从而获得丰厚的投资。


  其中一位创始人向马歇尔解释道：“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所开创的‘广告世界’这一新平台能够给各大公司提供一种目录清单式的服务，以帮助它们寻找广告代理商。不论是对于那些准备开始进行新的广告宣传想要张贴其招标的各项要求的各大公司，还是对于那些想要张贴提案以及投标意向，以便能让各大公司看到并予以反馈的各个广告代理商，我们都能让一切变得容易起来。99 designs这一众包式产品设计的威客平台的理念是让图形设计师与那些想要获取艺术项目方面帮助的顾主联系起来，我们的理念与其类似，只是相比较于其所使用的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B2C），我们所使用的是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B2B）。”


  马歇尔说道，“好的，我已经明白了您的想法了。请问您的问题是什么？”


  这位创始人回答道：“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很有把握‘广告世界’能够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价值，而且还能吸引大量的眼球。但我们想知道该如何从中获得收益。我们是应该对那些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并在这一平台上张贴他们简介的广告商收取费用呢，还是应该向那些寻求服务的各大公司收取费用？或者我们应该向每个项目收取刊登费用？又或者这三种都应该收取费用？”


  他的搭档插嘴说道：“而且我们希望能快点得到答案，我们需要想出我们自己的策略，这样我们才能进行量化分析，并且向那些风险投资的人们展示我们的商业模式。”


  这两位颇有抱负的平台人物看着马歇尔的目光是如此诚挚，以至于他几乎不想戳破他们虚幻的梦想，但他又不得不这样做。马歇尔以尽可能委婉的方式回答他们：“你们列举了三种将‘广告世界’这一平台进行盈利化的可能方式，并且让我从中选择一种方式——或者你们觉得这三种方式都可行，但我的答案是以上这三种方式都不可行。”


  本故事中的这两位创始人都是很聪明、有天赋并且思虑周全的商业领袖。他们下了很多功夫研究平台的商业生态系统的本质。从总体上来看，他们也的确明白，平台商业的运作模式以及在吸引市场双方以使创建一种稳健的相互交流集合变得可能这方面所带来的挑战。但是在盈利化这一方面，他们却问错了问题。


  对于在他们平台上发布信息的任何一方，这些创始人都不应该收取费用。如果都进行收费的话，就会阻挠人们进入这样一种商业生态系统中，让许多潜在的用户望而却步。张贴一笔交易信息就要收取费用，那么人们张贴交易信息的数量就会变少。这并不是好的策略。它减少了市场双方可能潜在发生的信息交互量，更别谈会有多少交互会真正实现了。因此，它也减少了平台数据所能收到的数据量，而这些数据量对于能够让平台在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构建强有力的匹配关系上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与其向加入平台的用户收取费用，创始人不如赞助用户去加入平台，可以通过提供工具和服务让用户能够轻松、快捷、有效地完善他们的档案。


  对于那些创始人来说，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已经使用了Scrapers这款自动化工具用来收集网络上的数据，以生成用户档案。从这一点上，马歇尔就可以判断出他们其实已经有一点开窍了。他们明白建立用户数据库会是他们首要的、同时也是最大的一项挑战，而在这一过程中收取费用阻碍用户加入平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那么，这些创始人又该如何实现他们的平台模式盈利化呢？答案就是：他们可以根据用户从这一商业生态系统中所获取的价值去进行收费，但是费用的收取应该在交易完成的时候，而不是在用户发布信息时进行收费。只有在各个公司已经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时候向它们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才能让各个公司零风险刊登交易信息成为可能。所以，这笔费用就变成以平台的绩效为导向，而且这笔费用也微不足道，因为与一笔无论如何都要花出去的交易费用相比，这只占其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而且，其实最好的一种策略可能是那些创始人从未考虑过的。为什么不向广告代理商收取费用呢？他们可以帮助那些广告代理商分析为何他们会错失一笔交易，从而通过提供这样一项服务而盈利。通过这样的收费形式，不仅不会阻碍一笔交易的完成，还能够体现出平台提供的回馈所带来的价值。此外，相比于一次性收入，这笔费用还能变成持续性的营收，同时还能帮助广告代理商提升服务质量，久而久之，这种信息之间的交互所带来的价值就能够得到提升。


  关于这一刚刚兴起的平台及其创始者所面对的策略性挑战的故事体现出了平台商业的一些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了：如果那些具有创新思维的平台经理人想完全发挥他们构建的这些商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潜能，就需要去实践。实际上，盈利化是任何平台公司都必须去解决的、最困难但同时也是最具吸引力的问题之一。


  价值创造以及将网络效应盈利化所带来的挑战


  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一项平台公司的内在价值主要在于其创造的网络效应。但是要将网络效应进行盈利化则又是一项独特的挑战。网络效应通过创建自我强化的反馈回路来吸引用户，而这一反馈回路则可以发展用户基础。通常，在这一过程中，平台经理人只需投入最小的努力或投资就可以完成。这一平台上的供应商所提供的更高的价值创造会吸引更多的顾客，而更多的顾客反过来就会吸引更多的供应商，从而进一步进行价值创造。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强有力的积极发展动态却让盈利化的实现变得难以捉摸。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都有可能减小他们加入平台的动力。收取平台准入费用也许会导致人们完全弃平台而去；收取平台使用费用可能会导致人们登录平台的频率有所减少；收取成果费用则会减少价值创造，这会减少平台对顾客的吸引力；收取消费费用则会减少平台对供应商的吸引力。这正是“广告世界”的创始者所陷入的困境。


  那么，如何在不损坏，甚至摧毁你辛辛苦苦所营造的网络效应的前提下，去将一个平台盈利化呢？


  一些研究平台商业的学习者大胆假设：互联网上价值创造的协作性本质是，在网上所分销的商品和服务的自然价格都必须是免费的。但是一家企业对其所提供的效益不收取任何费用当然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因为它无法获得用来维持并提升其服务所需的资源，而且投资者也毫无动力去提供其发展所需的资金。


  做一些价格上的减免，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说是有助于营造其网络效应的。但是要知道在不同的模式中，对于部分免费提供服务能够促进平台的发展，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正如每个商业学习者都知道的，企业家金·吉列（King Gillette）于1901年所创立的安全剃刀品牌，其营销策略就包括在对剃刀进行分销时不收取费用，或者以非常低廉的补偿性价格进行分销，但同时他们还是会收取刀片的费用。


  当时，由芝加哥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的兰德尔C.皮克尔（Randal C.Picker）所进行的研究对吉列公司（Gillette）及其“剃刀与刀片”的收费策略这一传统事例提出了质疑。皮克尔发现吉列公司剃刀与刀片价格变动的时机，以及吉列公司独特的剃刀设计专利的截止日期，似乎让大众所了解的这家公司采取的“剃刀与刀片”策略这一概念有点站不住脚。尽管如此，对于在许多市场上都使用过的这一策略，类似的事例也一抓一大把。比如，在打印机市场中，商家通过销售高价的墨盒盈利，而将不由他们生产的打印机的价格压得相对低一点。


  关于这一策略的另一种版本是免费增值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商家不对某一层的服务收取费用，以此来吸引用户，最终让用户购买升级版本的服务。许多网络平台服务，包括云存储和Mailchimp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运作的。“剃刀与刀片”模式与免费增值模式都是从同样的用户群体中或是其中的部分用户群体中去获取盈利的。


  平台还可以向一群基础用户提供免费或补助性价格优惠，同时向另一群完全不一样的基础用户收取全额费用。这就使得盈利化模式的设计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平台必须确保其向一边所给予的价值能够被用来从另一边获取价值。在这一领域也出现了重大的学术性成果。本书的两位作者（杰奥夫雷·帕克以及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就是第一批提出双边市场定价理论的学者。2014年，让·梯若尔（Jean Tirole）作为“双边市场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被授予了诺贝尔奖，其中也提及了这一理论。


  想要在双边市场定价所涉及的复杂因素中实现正确的平衡并不容易。网景公司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先驱之一，免费将其浏览器提供给用户使用，而其意图则在于能够出售网络服务器。不幸的是，在浏览器与服务器之间不存在网景公司能够有效控制的专有连接。任何人都能够轻易地使用微软的网络服务器或者免费的阿帕契（Apache）网络服务器，这就意味着网景公司无法将其另外一边的浏览器业务盈利化。所以，正如这一例子所展示的，那些想要使用价格免费作为其策略的一部分的各个平台企业需要确保由它们所创造的，并且希望最终能够盈利化的价值完全由平台所控制。


  想要实现盈利化就必须先对在平台上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分析。在传统的非平台企业中，管道是以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将价值递送给它们的顾客的。它们会向产品的所有权进行收费，就像惠尔普（Whirlpool）这家公司会在出售一台洗碗机时进行收费；或者它们会向一件产品的使用权进行收费，正如通用航空（GE Aviation）会向那些安装了自家生产的飞机引擎的客户收取安装费和定期服务费。


  与惠尔普公司和通用航空一样，各个平台公司也在致力于技术上的设计与创新。但与将技术售卖给顾客以换取费用不同的是，这些平台公司是邀请用户加入到它们的平台，然后再通过平台技术为用户创造价值以此来收取费用，从而将平台盈利化。这一价值可以归为以下四大类。


  ·对于消费者来说：能够获得在平台上所创造的价值。视频观看者发现YouTube上的视频是有价值的；各种应用程序使得各式各样的活动变得可能，所以安卓用户就在这些活动中发现了其价值所在；学生通过Skillshare这一网站能够获取各种课程，他们在这些课程中也发现了其价值所在。
·对于供应商或者是第三方供应商来说：能够加入到一个社区或市场当中。爱彼迎对于房东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够为他们提供全球市场的旅客客源。企业的招聘人员觉得领英这一职业社交网络有价值，是因为这一网站能够让他们与潜在的求职者取得联系。商家觉得阿里巴巴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够让他们将商品销售给世界各地的顾客。
·对于消费者和供应商来说：能够获得促进交互的各项工具和服务。平台通过减少阻碍供应商和消费者进行交互的障碍与壁垒来创造价值。众筹网帮助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筹集资金资助新项目。eBay与PayPal互相结合允许任何人在网上开店以服务世界各地的顾客。YouTube能够让音乐家在不需要录制实体作品（唱片或光碟），并且不需要通过中间零售商进行出售的前提下，向他们的粉丝提供其演出的记录视频。
·对于消费者和顾客来说：能够获取提高交互质量的内容管理机制。消费者看重的是能够获取解决他们个人所需，并满足他们兴趣爱好的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而供应商所看重的则是能够获得对他们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感兴趣，并愿意以公道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或服务的客源。运营良好的平台所搭建并维持的管理系统，能够迅速快捷地将合适的消费者与匹配的供应商联系在一起。


  这四种形式的价值是不会脱离平台而存在的，所以它们可以被形容为由平台所产生的超额价值源。大多数设计优良的平台所创造的价值比其直接获取的价值要多得多，这就是这些平台能够吸引大量用户的原因，这些用户很乐意去享用平台提供的所有“免费”价值所带来的利益。一项精明的盈利策略首先要将这四种形式的价值都考虑进去，然后再决定平台在不制约网络效应持续增长的前提下该去充分利用哪种超额价值源。


  仅仅数字还不够：找到网络效应中的价值所在


  由伊森·斯托克（Ethan Stock）于2005年创办的Zvents起先只是一家旧金山湾区本地活动的线上指南网站。随后迅速发展，业务范围超出了加利福尼亚州并成为这类网站中的魁首，服务几千个市场，每月吸引1400多万名用户的访问量。不论是供应商（主要指那些本地的活动组织者，他们在该网站上张贴有关他们举办的音乐会、展览、集市、节庆和其他活动的信息），还是消费者（那些登录Zvents网站想在工作之余或周末闲暇之时找点有趣的事情去做的用户），都十分中意这一网站所提供的服务。


  斯托克当时似乎正沉浸在“硅谷梦”当中。他已经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用户需要依赖的平台，剩下的唯一挑战就是将这一平台盈利化。但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一点根本不简单。


  “我们的用户曾一度达到了关键规模”，斯托克回忆道，“很显然我们当时已经成为了市场的领军者，我们希望那些活动组织者能够付费使用我们的服务。但某些企业是存在致命性的缺陷的，它能够束缚住企业盈利的能力，这一缺陷就是用户对于信息完整性的期望。”


  问题在于那些访问Zvents网站的消费者希望能够找到一项全面完整的关于本地活动的清单。如果网站只包含有限的几个选项可供查询的话，那么用户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这就意味着Z活动的网站并没有许多筹码去要求那些活动组织者付费。如果他们以将活动组织者刊登的信息撤下来作为威胁的话，这种威胁也唬不了人，因为Z活动网站的全部价值都在于其信息列表的完整性。向供应商收取平台准入费用是行不通的。


  Z活动网站还试行了另一种盈利化策略：向供应商收取增强型访问的费用，在本章后面，我们会讨论到这一点。他们确实成功地让一些组织者为了更加重要的刊登信息进行付费，但是这种服务从增加出席率或是出售门票的角度来看带来的价值很小。最终Z活动网站只获得了微薄的利润，而不是他们所期望的赚得满盆归。2013年6月，怀揣着建立一个能与谷歌或Facebook匹敌的盈利性平台帝国的希望，斯托克将他的公司卖给了eBay。而eBay现如今将Z活动平台作为刊登艺术和娱乐活动信息的电子公告栏，并将这一平台与其旗下的StubHub票务转售平台结合在一起运作。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教训吗？那就是单单以访问量来衡量网络效应并不一定会反映出一个平台的盈利性价值。经过促进的交互必须能够产生大量的超额价值，而这些超额价值又能够被平台在不对网络效应产生消极影响的前提下所获取。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盈利化就不可能实现。


  网络规模与盈利化潜力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还不止于此。在某些情况下，在用户数量减少的状况下，一个平台盈利化的能力反而会大幅提升，这就反映出消极网络效应的力量能够对一个平台的价值产生影响。


  Meetup平台于2002年面世，它是一个能够让不同群体通过在线上取得联系然后再安排线下聚会的服务平台。它的共同创始人斯科特·海佛曼（Scott Heiferman）说他的灵感源于“9·11”恐怖袭击后纽约的人们作为一个团体聚集在一起的那种方式。


  虽然Meetup作为一个免费的平台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网络泡沫的破裂不断提醒经理人需要去开发一种可靠的盈利化模式。首先他们尝试使用引导性销售的方式来盈利，向那些诸如提供聚会的餐厅和酒吧的线下场所收费，而收费的标准则是根据在这些场所参加聚会的平台用户的数量而定。但是，在智能手机还没风靡全球之前，这种盈利模式的进展并不顺利。真正出现在这些场所参加聚会的人数与在平台上签名参加的人数不符，而且Meetup平台也没有一套可行的方式去清点人数，从而决定合适的费用。


  于是，Meetup平台弃用了引导式消费模式并试行其他方式来将其服务进行盈利化。它尝试通过广告业务盈利，但没能够吸引大量的广告商。它还试过提供一种称为Meetup Plus的高端服务产品，但是其提供的附加值所带来的盈利几乎为零。（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年以后，在一次采访中，当被要求说明一下“Meetup Plus”所包含的额外服务时，海佛曼笑着回答道，“天啊，我甚至都想不起这项服务产品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记得了”。）Meetup平台甚至还尝试向政治组织收取费用，因为政治组织在这一平台的用户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当时正不断攀升，但这一次尝试还是只为他们带来了微薄的盈利。Meetup平台当时已无路可走了。


  与此同时，Meetup平台发现自身还有另一个问题要去面对。而自相矛盾的是，这一问题竟然能够帮助拯救这家公司。这就是消极网络效应的发展。随着平台的发展，计划一次聚会的门槛也比较低，所以许多人在聚会时是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或者是没有进行精确的计划下开始的。平台上闹声一片，带给用户的是令人不快的体验，这些用户报名参加了聚会，但发现出席的人数很少，而且也没有什么活跃的气氛可言。


  于是，Meetup平台的领导者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他们决定向聚会的组织者收费，尽管这一决定有大幅削减平台规模并减弱网络效应的风险。他们的解释是向组织者收费一方面能够有助于解决他们的盈利化问题，另一方面还能清除一些并不是非常看重自己目标的组织者。于是他们就发信通知所有组织者从今往后每月需要缴纳19美元的费用才能有继续使用Meetup平台提供的服务。


  然而，用户的抵制情绪非常强烈。在《商业周刊》报道了一篇关于Meetup平台的新策略的文章之后，这份杂志收到了大量平台用户的电子邮件，纷纷预测这一平台服务将走到尽头。一位来自伦敦的用户写道：“我觉得说大部分组织者都震惊了一点都不为过，而且跟我谈过的大多数组织者都不会再为他们的群体组织聚会了……而在这段时间Meetup平台也没有提供任何用户自己无法做得到或无法更有效率去做到的新服务，而且仍然还有大量的、开放性的资源软件能够利用并去创建自己的网站。”


  但是尽管用户的抵触情绪很强烈，这一策略还是产生作用了。通过平台网站而促成的聚会的数量虽然大幅下降，但这些聚会的质量、通过这一平台所发生的交互质量却大大提升了。正如5年后海佛曼在一次采访中所解释的，“从免费提供服务到向用户收取费用这一转变中需要去强调的一点是：确实，我们是损失了95%的活动数量，但现在我们所进行的真正的活动要比我们以前进行的还要多得多，而且，相比较于之前1%～2%的成功率，现在的成功率则是50%。”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平台的目标并不是单单在于提升参与者和交互活动的数量，还必须采取措施鼓励那些值得进行的交互活动而筛除那些不值得的。而Meetup平台的盈利模式正好帮助它实现了这一点。通过筛除那些对自己的目标不在意的组织者，这一定价机制在平台上创造了一种高品质文化。


  认为通过简单地不去向用户收取费用，就能够一直使网络效应实现最大化的效益，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分析盈利化挑战的比较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试着去问下面这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在不减弱积极的网络效应的情况下去盈利？我们能够想出一种定价策略既能同时加强积极的网络效应，同时又能减弱消极的网络效应吗？我们能够想出一种策略同时鼓励那些值得进行的交互活动，并筛除那些不值得进行的交互活动吗？


  盈利化方式一：收取交易费


  为了能够开始探究开发有效盈利策略的方式，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由平台所创造的四种超额价值形式，分别是：实现价值创造、市场准入、获取工具以及内容有效管理。所有这四种价值形式最终都以某种形式的交互体现出来。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交互都包含一种金钱上的交易，就像一位使用优步平台的顾客付给司机车费、一位eBay的买家付给卖家费用购买商品或者一家使用Upwork平台的公司为了完成一个项目付酬劳招聘一位自由职业者。给诸如此类的现金业务提供便利的各个平台可以通过收取交易费，将它们所创造的价值进行盈利化，而这笔交易费的收费方式既可以从交易价格中进行抽成，也可以为每一笔交易定一个固定费用。第二种收费方式对于管理者来说要更简单一些，尤其是在交易规模没有太大变动且交易频繁发生的情况下。


  在不减弱网络效应的前提下，收取交易费是将平台所创造的价值进行盈利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买家和卖家只有在交易确实进行的情况下才需要交纳费用，而在加入到平台并成为网络中的一员这方面上他们并不会受到阻碍。当然，如果交易费用收取得过多，也会阻碍交易进行。平台经理人也许需要对各种层次的费用收取都要试行一下，从而在不将用户赶跑的前提下对其所创造的价值进行合理的收费。


  还有一项更加困难而且旷日持久的挑战，就是对所有通过平台促进交互进行追踪。那些发现彼此都是平台用户的买家和卖家会很自然地想要在线下进行交互，以避免交纳交易费用。


  在那些将服务供给商与服务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平台中，这一问题尤其严重。随着自由职业者经济的崛起，以及线上共享经济的流行，从爱彼迎和优步平台企业，再到跑腿兔（Taskrabbit）和Upwork平台企业，都纷纷涌现促进交互服务。然而，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面临着追踪平台线上交互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供应商（在这里指的是服务供给商）和消费者（这里指的是服务购买者）在服务条款上达成一致时，交互才能发生，通常这需要双方进行直接交互。此外，金钱的实际交易是在服务被提供之后才发生的，这也需要双方进行直接交互。由于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线下交易的机会，这些直接性的交互弱化了平台获取这一服务价值的能力。躲避交纳交易费的后果就是，消费者可以在获得服务时减少费用，而服务供给商则能够得到更多的总服务费。唯一的输家是平台公司自己。


  像Fiverr网站、高朋团购（Groupon）和爱彼迎等平台是通过暂时阻隔平台用户之间的联系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这些平台在不让顾客与供应商进行直接联系的前提下，给顾客提供一切所需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出交互决定。高朋团购是将其提供的服务进行高度规范化，而爱彼迎和Fiverr网站这样规范性不那么强的平台，则是通过提供评价机制以及其他社会言论评价指标来显示一家服务供给商的可信度，使交易双方的直接交互变得不那么必要。


  但有时这些策略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为专业性服务创建市场的平台，因为在服务提供之前与服务的过程中，双方经常需要进行讨论、交换意见以及商讨工作流程的管理。因此，平台想要对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的所有交流进行控制是不可能的，而且平台在双方进行交互之前就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也是行不通的。


  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就必须扩展其交互促进者的角色，进行更多的价值创造活动。例如，Upwork平台提供工具来远程监控服务供给商。这能够让购买专业服务的消费者自行监视项目进程，然后根据真实递交的成品进行付款。


  Clarity是一家将寻求建议的人与专家联系在一起的平台，它通过一种类似的机制来控制双方之间的交互。在过去，专家匹配平台将双方联系在一起，收取引导性销售费用，并允许在线下进行交易。Clarity平台提供附加呼叫管理服务，以及开发票功能，用来掌握平台的交互。为了惠及供应商，Clarity平台提供了综合性的付款和开发票服务，使建议提供者能够在小规模的、一次性的交易中获得收益。而为了惠及消费者，呼叫管理软件提供了一种每分钟计费的方式，以此让他们选择过滤掉无意义的电话。所以，交易双方都获得了足够的、能让他们继续留在Clarity平台上的附加值，同时还将他们在线下交互的动机减到了最低。


  正如这些例子所说明的，那些既能捕获交互数量，又可以使其盈利的服务供给平台必须开发出能够给交易双方都带来益处的工具和服务，以此减少双方间的摩擦、减轻风险，从而促进交互。


  但是，类似这些附加利益也许还是不足以让所有的服务供给平台都能够茁壮成长。像给消费者提供通下水管道或房屋粉刷等相对简单服务的本地服务平台依然还面临着交互所有权所带来的挑战。这类交互要比涉及职业自由工作者的交互的风险要低一些：交易双方亲自见面，而且所要完成的工作也比较简单，服务质量的变数也不大，而且由于这种工作本身就是在线下进行的，消费者能够在不依靠软件工具的情况下监视服务提供者的工作。这些本地服务平台也许需要向“增强型接入”的盈利模式发展，对此我们会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进行讲述。


  盈利化方式二：收取准入费


  在某些情况下，平台也可以通过向那些想获取已加入平台的用户群的生产商收取费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要与生产商交互，而是另外的原因。


  追波网作为面向设计人员的高质量平台迅速在设计圈占领头筹，艺术家、插图画家、商标设计者、平面设计师、排版设计师等设计人员通过展示他们的作品获取曝光率，提升信誉，并与同行交流获得有价值的反馈。追波网平台的用户对篮球用语进行改编，把新刊登的图片称为“投射”，将图集称为“篮筐”，将某人最喜欢的图片进行转贴称作“篮板球”。这种独特的行话有利于营造一种具有高参与度的用户社区，其中还包括了许多今日最佳设计者。


  追波网平台的经理人十分迫切地想要保护这一专业化社区的长远价值。基于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向会员收取平台准入费，因为这样做会削弱网络效应。他们还选择不接纳那些为社区提供增强型接入的赞助图片（例如，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就在用户的主页上出现），因为这会降低网站在用户心中的威望以及感知价值。（在本章后面的部分中，我们会更加详细地讨论增强型接入的情况。）所以，为了使网站盈利化，追波网平台就向第三方收取准入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想要招聘设计师的公司如果在这一网站的求职板块上刊登招聘信息，就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


  这种形式的盈利模式所创造的是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交互。设计师都愿意将他们最好的作品发布在追波网平台上，因为这也许会给他们带来新的工作机会。而各大公司则能够与一流的设计师取得联系，并且这些设计师的作品集都已经被这一创新平台所收藏、管理。


  我们可以用“广告宣传”这样简单明了的词去描述追波网平台的盈利模式。但是要注意到，与大多数广告宣传不一样的是，追波网平台上极其针对性的信息能够为社区创造价值、增强核心交互，还能够加强网络效应，而不是徒增喧嚣去消耗价值。


  以类似的方式，领英允许招聘者向这一平台的会员展示工作机会，并且能够让各个公司根据平台会员的简历和其专业技能进行比较和筛选。领英作为一家招聘平台，鼓励用户经常更新他们的个人简历，因此能够使平台积极、健康地发展。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探讨过的，只有在加强网络效应的情况下（而不是削弱这些效应），一种盈利模式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在新增内容对其用户带来更高价值的情况下，比如说追波网上的招聘信息，向第三方收取社区准入费才有效。


  盈利化方式三：收取增强型接入费用


  有时，为现金业务提供便利服务的平台也许无法对这笔业务拥有所有权，因此就无法从这笔业务中获取收益。而这类平台则可以反过来向供应商收取消费者增强型接入费用。这是指平台能够提供工具，让一位供应商即便在众多同行的激烈竞争中也可以在双边平台上脱颖而出，从而吸引顾客的关注。通过提供目标更准确的信息、更具吸引力的展示，或者是与有价值用户的交互来向供应商收取费用，因此平台将增强型接入作为一种盈利技巧。


  增强型接入这一盈利体系，从总体上讲并不会损害网络效应，因为所有的供应商和消费者都被允许在一种公开的、非增强型接入的基础上加入平台。但是对有些供应商来说，增强型接入带来的附加值非常大，他们愿意为这种额外的价值掏钱——这就允许平台企业将这一价值中的一部分作为盈利收为己有。


  例如，几十年来传统的分类广告模式都是通过付费来放置商业消息，并以此来支撑本地报纸业务的。如今，网络平台也使用了类似的模式，如果供应商要求要将其信息放在更加显眼的位置，就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商务评论网站Yelp能够通过收取费用让付费餐厅在搜索结果中占据优先位置，从而使其曝光度和知名度都得以增强。餐厅愿意为这项服务进行付费，因为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脱颖而出，并吸引那些最具潜在价值的消费者的注意。


  谷歌搜索引擎也走过类似的发展之路。每一家网站发布商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最优化的方式将自己放在更加显眼的位置。而这种搜索引擎最优化的方式指的是一种自我管理的网站设计和编码进程，这一进程是不会给谷歌提供盈利的。但是，一些出版商选择通过“谷歌关键字广告”购买优质的信息刊登位置。采取类似方式的，还有微博平台Tumlr，它于2013年被雅虎公司收购。该平台允许用户通过付费方式将自己的博客推送给更大范围的观众群体。同样，推特也将那些赞助过的内容推送到其版块头条。


  另一种将增强型接入进行盈利化的方式，是通过向用户收取门槛降低费用，否则这些门槛是会存在于普通用户之间的。例如，交友网站通常在不透露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允许男性用户去查看女性用户的简历。但那些交纳了订阅费用的用户就能够获取进一步的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与那些他们感兴趣的用户进行交流了。


  将用户增强型接入进行盈利化时需要倍加小心。如果方式不正确，就会增加平台的噪声，减小针对顾客的内容相关性，正如在第2章中所描述过的，从而产生消极网络效应。


  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消费者能够轻易地区别两种刊登内容：一种就是作为付费专栏中被放在头条或加以强调的内容，另一种则是那些原本搜索排名或知名度就比较高的内容。Yelp上的优先列表以及与谷歌涉及广告的搜索结果相联系的广告看上去与正常的搜索结果有所不同，从而能够创造出一种透明度，来增强用户的信任度。在谷歌之前出现的大部分搜索引擎都没能遵循这一原则，最终导致用户产生困惑和恼怒情绪，从而损害了他们自己平台的价值。所谓的原生广告技巧，即网络上的付费内容被设计为与那些未付费内容相似的形式，给平台带来的风险在于看起来具有欺骗性并离间用户。


  平台经理人还必须在将增强型接入盈利化时小心谨慎，不让用户产生一种被拒之门外的印象。Facebook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为那些想要与现有的和潜在的消费者建立友好关系的品牌商创造了巨大的价值。然而，2014～2015年，Facebook平台却由于擅自改变内容管理以限制一些品牌在平台上的推广范围，但额外多付费的品牌可以接触到更大的观众群体，此举受到了广泛的指责。这可以理解为Facebook减少了用户可以获取的服务，从而促使平台获取盈利。但Facebook平台的超大规模以及其强大的网络效应使它有资本对这些埋怨不屑一顾，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但几乎没有其他平台能够像它这样幸免于难。


  最后一点，平台经理人必须确保：他们的常规内容管理原则严格运用于那些为增强型接入服务付费的供应商所提供的内容上。Facebook平台的价值在于其动态消息的相关性，而大量的、缺少这类相关性的付费博文最终会迫使消费者离开这一平台。


  盈利化方式四：收取增强型内容管理服务费用


  当我们在考虑网络效应时，我们通常会认为网络效应越强就越好。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中所提到过的，积极的网络效应的动因不单单只是数量而已，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动因。当一个平台上的内容数量太过于庞大时，消费者会发现要找到他们想要的高质量内容越来越困难，因此这一平台对于他们的价值就会减少。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消费者可能会愿意选择付费获取那些有质量担保的内容，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会愿意付费获取增强型的内容管理服务。


  我们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曾提及Sittercity这一平台，这一平台主要是向父母收取平台准入费。为了保证保姆的质量和选择，该平台有一套严格的内容管理机制，对加入到这一平台上的保姆会进行层层筛选，从而向那些关心自己孩子安危的父母提供重要的额外价值。这一额外价值能够让Sittercity平台向父母收取订阅费用，而不是像服务供应商一样去收取交易费用。


  桑基特·保罗·邱达利作为Skillshare教育平台的一名顾问，帮助该平台实现了从一种只收取交易费的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即通过提供增强型价值收取订阅费用这种模式。Skillshare平台允许学员对每一门其选择的课程进行分别付费。但一旦平台经理人所管理的高质量课程达到相当多数量时，那么这一平台就开始允许学员通过每月交纳订阅费获取多门课程的学习权限。而授课者则可以根据那些选择上他们课的学员所交纳的订阅费用的数额，从中收取“提成”作为工资。越来越多的选择这一模式的学员能够从每一门课程中获取更多的价值，而平台也能获取循环的收益。


  应该向谁收取费用


  一个典型的平台可以向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支持服务。考虑到用户之间的差异，例如经济状况、动机、目标、激励因素以及他们从平台中获取的不同的价值量和价值形式，关于向谁收取费用而不向谁收取费用这样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这尤其是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个关于某一个用户类别的决定，都会以难以察觉的形式影响其他类别的用户。


  然而，鼓励积极性交互从而为所有平台参与者创造价值的总体目标，再加上对历史上成功平台企业案例的观摩，使我们可以扩展一些有用的启发，让我们知道何时特定的定价选择是合适的，何时是不合适的。


  ·向所有用户收费。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平台企业很少采取像管道企业那样向所有用户收取费用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向所有用户收取费用会降低用户的参与积极性，因此会削弱或破坏网络效应。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向所有用户收费能够加强网络效应。例如，在现实世界中，诸如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这样声名在外的会员组织都是面向所有用户收费的。高昂的会费（同时还有现任会员的推荐的审查程序）能够作为一种管理策略以确保会员的质量。一些网上平台也采用了这一模式——例如向纽约千万富翁提供服务的Carbon NYC平台也采用了这一模式。但是，在许多社交与商业背景下，“愿意付费”与“质量”是大相径庭的两个概念，所以对于这种定价体系一定要有选择地谨慎使用。
·向一方进行收费而向另一方提供优惠。一些平台能够向一种类别的用户会员（我们称之A类会员）进行收费，但允许另一组用户会员（B类会员）免费加入，或者甚至向B类会员提供优惠。这种模式只有在A类会员高度重视能够与B类会员进行交流的情况下才能生效，但是双方并不是感同身受的。正如我们所提到的，现实世界中的酒吧等场所早已采用这种策略，即在“女士之夜”向女性朋友提供免费或者打折的酒水服务。许多在线交友网站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通过提供优惠吸引女性会员加入平台，借此再去吸引那些男性会员并让他们交纳全额的会员费用。
·向大多数会员收取全额费用而向明星会员提供优惠。某些平台选择向那些明星用户提供优惠以吸引他们加入平台——而这些超级用户的存在能够吸引大量的其他用户。在线下企业中，一些商场向诸如塔吉特百货这样的大型零售商提供诱人的租赁条约，因为有了这类零售商坐镇，就能确保客流量，这样其他的商家就会愿意为此多付额外费用。类似地，像Skillshare平台和Indiegogo这样的众筹创意平台都不遗余力地想要将那些名人教师和选战活动发起人收归到自己门下，因为这些人的名人效应能够吸引其他的供应商，以及大量感兴趣的消费者加入他们的平台。微软在创立Xbox游戏平台时也学到了这一教训。微软一开始的盈利策略是先向开发商（供应商）一次性付清费用，然后再不断向用户收取费用。但是艺电这家巨星级别的游戏开发商拒绝接受这种条约工作，并威胁微软，他们可以为索尼开发游戏。尽管具体细节没有公布于众，但微软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并同意了艺电开出的特殊条约。
·向一些用户收取全额费用的同时对价格敏感的用户提供优惠。那种对于价格极其敏感的用户类别一旦要缴费，就可能弃平台而去，从而削弱网络效应。所以，向那些对价格敏感的用户提供优惠的同时向其他用户收取全额费用从总体上看是讲得通的。现实世界的经验表明：很难去判断一个平台市场上哪一方可能对价格更加敏感。20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丹佛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使得许多业主都急切地将其名下的物业出租出去。房地产代理商则向业主收取中介费，而租户则不需要付任何费用。与之相反的是，在同一时期，波士顿的房地产资源紧缺，想要租房的人急于找到地方居住，于是房地产代理商向那些想要租房的人收取费用，而允许那些业主免费刊登他们的物业广告。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决定向谁收取费用的确是一项需要拿捏平衡的精活。将平台盈利化的需求与收取费用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这之间的利弊一定要仔细权衡。精确地判断这一体系在哪种程度下能够负担得起一些摩擦，以及在不阻碍网络效应增长的前提下平台能够承受多大的摩擦，这一点儿也不容易。


  有时候，一项并不完善的盈利策略能够通过其独创性产生效果。阿里巴巴集团这个被称为中国版eBay和亚马逊合体的电子商务平台公司，在其发展的早期其实没有能力向用户收取交易费，因为这一平台的初始软件无法追踪在线交易流程。因此，主席马云被迫收取会员费，其实马云是不想这样做的，因为这会阻碍人们加入这一平台。但是通过向那些说服他人加入这一平台的销售人员提供数量不菲的佣金，阿里巴巴成功地克服了这一难题。当关于一些阿里巴巴公司的销售代理人能够赚到多达100多万人民币（相当于十几万美元）佣金的消息传开之后，即便会员费会带来一定的阻碍，但想要加入这一平台的人依然趋之若鹜。到了今天，阿里巴巴平台已停止收取交易费用了，并成功地通过广告业务对平台实现了盈利化——就像亚马逊和eBay提供交易便利化服务的公司，而盈利模式开始与谷歌一样通过售卖广告来赚钱。


  从免费到收费：设计方案是如何影响盈利化转变的


  正如本章中提到的许多例子所表明的（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有足够类似的例子说明），创立并发展网络效应的必要性，通常会导致平台创建者在创业初期都会选择免费提供他们的服务。给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又不求回报，通常是吸引消费者并鼓励他们加入平台的一种最佳方式。这就像“用户第一，盈利随后”这句口号所说的一样。或者是我们从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尔集团（Haier Group）平台策略总监口中所听到的那句“你绝不能先去抓钱”一样，都是换汤不换药的理念。换句话说，只有在创造了价值单元并经过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交换后，且所获得的结果令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平台企业自身才能够试图从这一价值中获取一份利润。


  许多很有发展前景的平台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它们忽视了这一原则并且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想将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盈利化。社交网站聚友就是失败的一例，其前网络营销副总裁肖恩·帕西瓦尔（Sean Percival）回忆了该平台被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收购后所经历的可怕的财政压力。帕西瓦尔说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默多克在一次平台收入电话会议上向股票分析人员承诺当年十亿美元的盈利，而当时的真实盈利数字只是其中的1/10。于是，聚友平台的经理人就开始东拼西凑与任何愿意向他们提供赞助的项目或服务签约，也不管这些项目或服务是毫无意义还是会造成困扰。这是最终导致用户放弃聚友平台转而投靠Facebook平台的其中一个因素。”


  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许多种方式在后期都能够转化成一种盈利模式，让平台企业从其所创造的价值中分一杯羹。但是，这一转化通常是困难重重的。下面这些平台设计原则能够帮助平台成功地实现向盈利化的转变。就像Meetup平台的海佛曼所说的“从免费到收费”的转变。


  ·尽可能地避免对曾经免费的服务收费。如果被告知他们需要为那些他们曾经能够免费获取的商品或服务付费，用户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抵触情绪。正如我们在Meetup平台的案例中看到的一样，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平台企业都能够像Meetup平台一样成功地完成这样的转变。一些像Z活动这样的平台不是难以为继，就是被迫戏剧性地改变它们的服务本质。
·此外，对于用户已经习惯获取的价值，要避免减少这些价值的获取量。正如我们提到过的，Facebook平台曾一度免费向用户提供大量的价值，但当它决定向付费供应商提供优质内容时，平台就需要减少其原先所免费提供的价值数量。这就引起了供应商和消费者的不满。Facebook平台巨大的网络效应，让它能够幸免于这次方向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于许多网络效应比不上它的平台来说，这会是致命的错误。
·当从免费转向收费时，要创造新的、额外的价值，证明收费的合理性。当然，你必须保证如果你要从提高的品质上收费，你就得控制品质并保证品质。批评人士就批评优步以支付核查驾驶员背景，以及其他安全措施上的开支为由，收取安全出行费用，同时又明显地在这些步骤上敷衍了事。
·在平台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其潜在的盈利策略。从平台上线时，其设计就要能够驾驭各种具有可能性的盈利方式。这直接影响该平台是如何开放的或者封闭的。例如，如果一个平台的经理人希望通过收取交易费来盈利，他们就需要确保平台的设计方案能够使他们掌握平台交易的控制权。如果平台经理人想要通过收取用户群获取权限费用，那么这个平台就必须设计成既能够控制用户获取内容的传输管道，还能够控制有关用户的数据流。


  正如本章所展示的，盈利化是一项复杂的挑战，也是能够决定一个平台最终生存能力的重要因素。要想创建一个成功的平台，忽视有关盈利化的问题或者直到网络效应发酵后才去考虑这些问题，后果不堪设想。相反地，平台经理人应该在创建平台的第一天起就要考虑潜在的盈利策略，并且使其设计方案尽可能拥有诸多盈利化选择，也尽可能地使平台保持开放性。


  本章小结


  ·一家管理良好的平台能够从以下四个方面创造附加值：提供价值创造、提供市场、提供工具以及内容管理。盈利化指的是从创造出的附加值中获取一部分收益。
·将一个平台进行盈利化的技巧包括收取交易费、收取用户增强型接入费用、向第三方供应商收取社区准入费以及收取增强型内容管理的订阅费。
·盈利化最关键的选择就是决定该向谁收费，因为五花八门的平台用户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差异性，这意味着向这些用户收费会产生迥异的网络效应。
·考虑到盈利化挑战的复杂性，平台经理人在做有关平台设计的每一个决定时要将可能的盈利策略考虑进去。


  第7章　开放性：界定平台用户和合作伙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维基百科是开源网络百科全书，是平台世界的一个奇迹。它在几年之内就成长为世界上最流行的参考网站，令传统的信息传播工具黯然失色。作为一种实用、面向全球、信息全面、通常是可靠性极强的数据来源，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开始依赖维基百科。


  当然，维基百科也有不可靠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离奇的结果可能会是十分惊人的。


  维基百科的很多用户都能够说出自己“最喜欢”的该站点显示错误信息的故事。也许最著名的还要数名为“梅雷迪思·克尔彻（Meredith Kercher）谋杀案”的条目。案件的两名嫌犯的名字可能更为人熟知，美国学生阿曼达·诺克斯（Amanda Knox）和她的意大利男友拉斐尔·索莱西托（Raffaele Sollecito）。该案件庭审极其复杂，一审有罪，二审推翻一审有罪判决，三审又被判有罪，由于维基百科采取对任何感兴趣群体都大尺度开放其编辑权限的政治，该条目现在已被编辑超过8000次，参与编辑人数达1000多人，编辑者几乎全是自2007年谋杀案发生以来深信诺克斯和索莱西托有罪的人。这些自发的编辑者持续不断地修订信息，剔除有可能证明莫克斯和索来西托无罪的信息，力求证明他们有罪。


  该条目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以至于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ny Wales）也参与进来。威尔士对此事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份声明：“我刚刚从上到下通读了整篇文章，那些来自可靠信息管道的对庭审严肃的批评被排斥在外，或是被以非常消极的方式呈现。”此后不久，他写道：“我担心，因为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连我也会被攻击为一个阴谋论者。”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在克尔彻页面深表同情的编辑竟在其他网站不遗余力地贡献着“仇恨”阿曼达·诺克斯的言论，因此击碎了任何对内容存有客观性的幻想。1


  维基百科面临的问题在于，在保持高品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对希望为百科网站的内容做出贡献的所有用户的访问权，这也体现出了管理开放平台模式固有的挑战。然而，显而易见的解决模式是，停止该模式并对用户参与进行严格控制。但这种做法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增大用户积极参与和利用平台的“阻力”将不可避免地减少用户参与度，甚至可能会完全摧毁平台的价值创造潜力。


  开放到什么程度？封闭到什么程度？在钢丝上行走


  在2009年针对平台开放性的一次先期讨论中，本书的两位作者——杰奥夫雷G.帕克和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与托马斯·艾森曼（Thomas Eisenmann）合作，就提出了开放的基本定义：


  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平台可以被称为“开放”的：①在参与其开发、商业化或使用中没有任何限制；②任何限制都是合理和非歧视性的，例如，要求参与者遵循技术标准，或要求参与者支付许可费。也就是说，限制对于所有潜在的平台参与者都是统一的。2


  “封闭”不是简单地绝对禁止外部人员参与。它也可能是设立烦琐的参与规则，令潜在用户望而却步；或收取高额的费用（或“租金”），使潜在参与者的利润空间难以为继。3“开放”和“封闭”之间的选择不是黑与白之间的选择，而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如“光谱”系列的选择。


  拿捏适当的开放程度，无疑是一个平台公司必须做出的最复杂及最关键的决定之一。4此外，这个决定会影响到平台的使用、开发者的参与、平台的盈利和法规。这是一个史蒂夫·乔布斯在整个职业生涯都在面对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即把苹果Macintosh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而苹果的竞争对手微软，尽管系统不如苹果优雅美观，却将操作系统对外部开发者开放，并授权给计算机制造商。这使得微软获得了海量的创新，也因此在个人电脑市场份额占有量上远超过苹果。自21世纪以来，乔布斯在“开放”和“封闭”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他开放了iPhone的操作系统，使iTunes可以在Windows系统上兼容，从诺基亚和黑莓这样的竞争对手手中抢到了智能手机市场的巨大份额。5


  乔布斯喜欢把开放/封闭的两难困境重新定义为“分散”和“整合”间的选择，从而巧妙地使封闭和控制性强的系统在此争议中占优势。他并不完全是错的：系统越开放，也就越分化。一个开放的系统也使创造者更难获得盈利，其知识产权也更难得到控制。但是，“开放”更加有利于创新。


  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平衡是很难把握的。选择错误的开放程度后果会很严重，社交网络聚友的兴起和衰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这段历史有时会被忘记，但是在2004年Facebook创立前，聚友曾经是主流社交网络，并将此地位一直保持到2008年。早期的聚友具备了很多为当今社会网络用户所熟悉的功能。聚友的内部员工为其创建了种类繁多的功能，例如即时消息、分类广告、视频播放、卡拉OK室和使用便捷的在线菜单购买的“自助服务广告”等。


  不过，由于工程资源有限，这些功能往往有漏洞，导致用户体验不佳。6此外，考虑欠妥的拒外部开发人员于门外的决定使得解决问题几乎成为了不可能。聚友创始人之一克里斯·德沃尔夫（Chris Dewolfe），对公司在2011年有缺陷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回顾：“我们试图给平台创建世界上所有的功能，并认为，‘好吧，既然我们可以做到，那为什么要对外开放，让第三方参与呢？’其实，我们应该挑选5～10个关键功能作为开发的重点，让别人去创新其他功能。”


  Facebook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和聚友一样，它最初也不对外部的创新者开放。但是，2006年，它面向互联网用户开放了。这帮助Facebook开始缓慢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与聚友竞争。这种趋势反映在图7-1中，图中显示了两个平台在2006年和2007年年初每天的互联网用户百分比，在这一阶段聚友仍然是用户量最大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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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2006～2007年聚友与Facebook的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2015，Alexa Internet（www.alexa.com）。


  当Facebook在2007年5月推出“Facebook平台”来帮助开发人员创建应用程序后，局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个合伙人愿意参与扩展其功能的生态系统就此扎根。7到2007年11月，平台上有了7000个外部开发的应用程序。8认识到这一大批新的应用程序提高了其竞争对手吸引力，聚友做出了反击，在2008年2月对外部开发者开放。但是如图7-2所示，此时风向已经发生了转变。Facebook已经在2008年4月超过了聚友。现在，Facebook已经在社交网络空间拥有不容置疑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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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2007年5月当Facebook对外部开发者开放后，迅速超越了聚友


  资料来源：2015，Alexa Internet（www.alexa.com）。


  如果聚友早点开放，接受更广泛的外部开发者的贡献，特别是让那些拥有世界一流技术的人员来开发聚友渴望的一些特殊功能，如分类广告、有效的垃圾邮件筛选及交流工具，聚友或许有更强大的产品提供给用户。也许今天聚友和Facebook将仍然在几乎同等的地位相互竞争。


  一眼看去，聚友出现了和维基百科完全相反的问题：多人合作使维基百科太过开放，聚友则太过封闭。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事实远比这更复杂。在某些关键层面上，聚友实际上是太开放了。


  例如，聚友的自助服务广告功能过于开放，给大量的不适当的内容提供了管道，包括所有年龄阶段的用户都可能获取色情内容。对诸如此类内容的管控缺失让聚友在大量的用户面前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引发了州检察长的调查。聚友与外部的应用程序开发员磨合缓慢，平台内容管控的失败，共同加速了平台的崩溃。


  一个平台过于封闭的同时，又过于开放似乎不可能，但是聚友成功地做到了。


  平台生态系统和开放的多种形式


  我们如何理解平台管理者必须做出的“开放”决定呢？第3章讨论的平台的三大关键要素有助于我们进行理解。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解释的一样，从根本上来说，平台是促进生产者与有价值的消费者进行互动的基础设施。这两种基本类型的参与者使用平台相互联系并进行交换。首先，进行信息的交换；然后，如果需要，货物或服务以某种形式的货币进行交换。这些参与者在平台上一起进行核心互动，为平台创造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类型的互动也会发生，从而增加平台的实用性并吸引其他参与者。


  鉴于这种基本的设计，显而易见，一个充满活力和健康的平台依赖于平台以外的合作伙伴所创造的价值。如果平台过于封闭，外部合作伙伴则不能或不会创造出实现互利交流所需的价值。9


  想一下谷歌的YouTube。由于系统是高度开放的，它已经成为商业和业余视频的集散地，从搞笑到实用，从政治内容到灵感启发，为用户提供涉猎广泛的内容。如果没有众多用户所提供的内容，YouTube就会依赖于一个或几个企业来源的视频材料。随着时间推移，它将可能演变成一种类似于Hulu的分配系统，而不是真正的平台。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如在维基百科和聚友的例子中说明的，开放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关于开放程度和开放类型的种种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


  平台设计师和经理需要应付的开放性决策有三种，分别是：


  ·关于管理者和赞助商参与的决策
·关于开发者参与的决策
·关于用户参与的决策


  每种类型的决策都有其独特的后果和影响。让我们分别考虑这三种决策。


  管理者和赞助商的参与


  任何平台的结构和运作的背后都有两个实体：管理平台并直接与用户接触的公司、赞助平台并保留对技术的法律控制的公司。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实体是同一个。像Facebook、优步、eBay、爱彼迎、阿里巴巴和许多其他平台都是身兼管理者和赞助商的双重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平台，包括关于“开放”的决定都完全取决于管理/赞助公司。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平台管理者和平台赞助商并不是同一家公司。一般而言，平台管理者负责组织和控制生产者/消费者的互动，而平台赞助商控制平台的整体构架和知识产权（如软件代码控制其操作）及其他权利的分配。当管理者和赞助商是独立的时，管理者与客户/制作人和可能对平台有贡献的外部开发人员关系最为紧密。这将使管理者在平台的日常运作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赞助商对平台有更大的法律控制和经济控制。因此，在长期战略上，赞助商拥有更大的权力。


  在某些情况下，平台管理者和平台赞助商既可以是单个的公司，也可以是公司集团，对控制和开放性的问题有更进一步的影响。10


  图7-3说明了用于管理和赞助平台的四种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单个公司管理和赞助平台，我们称之为专有（proprietary）模式。例如，硬件、软件、Macintosh操作系统和手机的iOS底层技术标准均由苹果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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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平台管理与赞助的四种模式，改编自托马斯·艾森曼、杰奥夫雷G.帕克和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联合发表的《开放平台》（Opening Platform:How,When and Why）


  第二类的案例是一家集团企业管理平台，一个公司赞助平台。这是授权（licensing）模式。例如谷歌赞助“标准”的安卓操作系统，但它鼓励多个硬件公司供应能够让消费者与平台连接的设备。这些设备的制造商，包括三星、索尼、LG、摩托罗拉、华为和亚马逊，由谷歌授权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接口进行管理。


  第三类案例是一家单一的公司管理平台，而多个公司对平台进行赞助，这种模式称为合资（Joint Venture）模式。于2001年成立的Orbitz旅游预订平台就是由多家主流航空公司赞助的合资企业，目的是为了与Travelocity创业公司展开竞争。同样，凯业必达（CareerBuilder）招聘网于1995年由三家报业集团合资创建（原名为NetStart），该平台提供求职招聘广告。


  第四类案例是多个企业对平台进行管理而另外多家企业赞助，这种模式称为共享（shared）模式。例如，Linux操作系统有多家赞助商和多家开源管理者，像Mac和iOS系统一样，连接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其他生产者和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Linux的企业赞助商包括IBM、英特尔、惠普、富士通、NEC、Oracle、三星和很多其他公司，而管理公司包括几十个设备制造商：TiVo、Roomba、Ubuntu、高通和许多其他公司。


  有时，特定平台可能因为业务需求和市场结构演变而从一种模式迁移到另一种模式。例如，Visa信用卡运营系统是一个允许商家和消费者进行支付交易的平台。采取专有模式的平台始建于1958年，当时被命名为BankAmericard，由美国银行赞助并管理。20世纪70年代，它更名为Visa，转型为一家合资企业，由多家银行赞助但同时保持独立管理运行。2007年，Visa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实体，又恢复到专有的模式。现在Visa是一家自赞助的机构，没有外部赞助商。


  我们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管理者和赞助商参与的这四种模式实际上也就是“开放”的不同模式。专有模式提供了最大的控制并有利于最封闭的运行系统，苹果公司的Mac操作系统的管理就是一个例子。授权模式和合资模式实际上是开放一个端口的同时封闭其他端口，而像Linux这样的共享模式通常会使平台对各种各样的赞助商和各种各样的管理者开放。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这四种模式中哪种最有利于平台赞助商？哪种最适合平台管理者？哪种模式产生的可预测、可控的利润流最大？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有确定的、适合所有情况的答案就好了，但是，正如在商业中经常出现的其他情况一样，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是，“看具体情况”。


  让苹果大获成功的专有模式似乎是每家平台公司的梦想。毕竟，它允许平台夺取整个市场，并获取它生成的所有利润。实现这个梦想比较符合逻辑的做法是开发新的技术标准并保持对其的单独控制权。这并不是不可能，但在现实世界中，它并不总会产生持久的经济回报。


  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VCR战争，在索尼公司赞助的Betamax标准录影带和由JVC赞助的VHS标准的两家平台之间的较量。和今天的大多数平台不同，这两个前互联网时代的平台没有创造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互动的在线管道。不过，它们也有资格被称为平台，因为它们建立了允许多个生产者（主要是电影和电视制作公司）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技术系统。因此，它们面临的很多战略挑战和现在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必须面对的挑战是相同的。


  从技术质量的角度看，Betamax平台略好一些，因为它可以提供更清晰的图像和更长的记录时间。但战争的结果取决于竞争对手选择的赞助/管理战略。


  索尼选择专有平台模式，保留对Betamax标准的控制，按理说，就是从长远来看，高的质量会在市场上胜出。但事实不是这样的。JVC遵循授权模式，授权许多厂家生产的VHS录像机和播放器。由于制造量增加，产品价格降低了，从而使VHS设备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随着更多的设备制造商支持VHS标准，更多的消费者拥有VHS产品，相较于Betamax而言，电影制作公司和其他内容提供商发行了更多VHS格式的产品。基于此的反馈循环设置给VHS带来了更大的、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的优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使用VHS标准的生产厂家开始主宰VCR竞争市场。讽刺的是，JVC本身只从这次胜利中享有微薄的利润；它对原始版本VHS标准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大量或持久的收入。


  几年后，索尼卷入了一场新型战斗，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在很久以后被证明是令这个日本巨头不甚满意的。2000年年中，当录像带让位给数字视频光盘（DVD）时，索尼的蓝光高清视频标准与东芝开创的HD DVD标准展开了较量。索尼决定追寻它曾经为Betamax所选择的专有模式。在这场战争中，因得益于PlayStation 3游戏机的成功引入，索尼取得了胜利。该款游戏机采用蓝光视频，让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可以立即使用它。


  不幸的是，索尼的这场胜利并不持久。今天，蓝光取得胜利后的几年，消费者从DVD到流式视频的迁徙活动正顺利进行，使蓝光的优势越来越无足轻重。索尼的教训是什么？如果你像索尼一样选择在标准战斗中寻找对某个市场的专有控制，你最好打赢这场战斗，并且要赢得够快，在又一个新技术取代你谋求主宰的技术之前取得胜利。


  起源于数字时代之前的另一个平台Visa的故事说明了不同的管理和赞助模式要面临一些其他挑战。在其被多家大银行财团赞助的几年间，Visa作为一家领先的信用卡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管理模式被证明相对烦琐。当一个平台被多家公司赞助，并因此同时被多家公司所拥有，关键的决策就必须取得目标和偏好不尽相同的多家公司的许可，而这恰恰是一个本质上效率低下的管理系统。这就是为什么Visa的拥有人会最终同意让Visa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业务，赋予Visa在竞争中快速反应的能力。


  多赞助商共同决策的固有尴尬可以对优雅、简洁和轻松地使用技术造成影响。在个人电脑的漫长历史上，苹果专有模式和微软的所谓Wintel标准之间的战争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相对于由拥有各自设计方法的多家公司组成的集团，由单一公司统一控制审美和技术可以创造出更具吸引力和直观的工具及服务。苹果也远比Wintel universe中任何一家公司赢利更多、价值更高——尽管事实上苹果在电脑销售市场所占的份额从来没有追上PC。


  同样，相比较于采用控制较小的谷歌安卓标准的智能手机，苹果公司的iPhone通常被认为更加优雅、更加方便使用。随着安卓的开放源代码平台（AOSP）允许任何感兴趣的公司对标准进行实验与改变，现在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AOSP就是被用在亚马逊的Kindle Fire和中国小米手机中的平台。


  这并不意味着苹果公司专有iPhone战略一定比谷歌相对开放的战略更“好”。事实上，情况是很复杂的。尽管苹果公司的iPhone比竞争对手的安卓手机更优雅，但是到2014年，多个手机厂商共同开放创新为安卓赢得了约80%的智能手机市场，而苹果则仅占有15%。12


  谷歌由此大获全胜吗？并没有。AOSP操作系统并不会自动将网上的用户活动引向谷歌的在线服务。这就意味着，尽管谷歌是安卓系统的发源地，但它没有从AOSP设备中获得收入或数据流。作为应对方式，谷歌已经着手扭转局面，封闭了安卓系统并努力重申自己对系统的控制权。13（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再来谈这个故事。）


  最终，赞助/管理模式的选择还要看正在开发的平台本身和设计它的目的。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被用来创建智能标记，这些标记可以添加到数以百万计的产品上以用于库存控制。这一技术行之有效，RFID系统是零售商可以访问的并与他们分发的货物进行互动的库存管理平台。


  RFID平台由为数众多的零售商财团赞助，标记本身正被很多在价格和设计上进行竞争的公司所生产。赞助和管理的共享模式意味着RFID技术本身不会为任何人创造巨额利润，每个标记仅卖几美分。但是这非常适合赞助商，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要使这项技术尽可能简单、易用、价格低廉。


  开发者参与


  如你所见，设计和构建一个平台一般从核心交互开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平台通过扩展来添加其他种类的交互，从而为用户创造新的价值并吸引新类型的参与者。这些新的交互经由那些多少可以接触到开放平台及其基础设施的开发者所创作。我们把这三种开发人员称为核心开发人员、扩展开发者和数据整合者。


  核心开发人员（core developers）创建核心的平台功能，为平台参与者提供价值。这些开发人员通常受雇于平台管理公司本身。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将平台送到用户手中，并利用工具和规则使互动简单易行，创造出让双方都满意的价值。


  核心开发人员负责基本的平台功能。


  爱彼迎提供基础结构，允许房客和房主利用系统资源进行互动，包括允许客人发现有吸引力的房源的搜索功能和数据服务功能，以及保障交易成功的付款机制。此外，爱彼迎管理幕后功能，为房客和房主降低交易成本。例如，该平台默认为双方提供保险合同，保障客人在意外事故或遭受犯罪时的权益，在出现客人的行为不当时保护房主的权益。（虽然，正如我们将在第11章中讨论的那样，这个保险是有其不足之处的。）它还验证参与者的身份，以便使其声誉系统成为评估用户行为的有效措施。设计、微调、维护和持续改进这样的系统是爱彼迎的核心开发人员的工作范畴。


  扩展开发者（extension developers）为平台添加功能和价值，并增强其功能。这些开发者通常为外部人士，不受雇于该平台的管理公司，他们从自己创造的价值中提取一部分并从中受益。比较为人熟知的扩展开发者是通过iTunes商店出售自己设计的应用程序的个人或公司——游戏、信息和生产力工具、活动增强应用程序等。平台经理必须做出重要的决定——而且经常需要随着市场的发展重新考虑的决定——是该平台对扩展开发者开放的程度。


  一定数量的扩展开发者增强了爱彼迎平台的价值。例如，爱彼迎自己的研究显示，拥有专业标准照片的房源被查看的频率是质量低照片的房源的两倍。作为应对的手段，扩展开发人员在“爱彼迎摄影服务”标准下提供专业支持，创建吸引人的照片以帮助爱彼迎房主取得更大的成功。


  扩展开发程序Pillow（曾被称为Airenvy）在平台上为房主提供简化财产清单、客人入住、清洗和日用织品送货的工具。其他开发程序，包括Urban Bellhop和Guesthop，为客人提供诸如餐饮预订和保姆服务类的旅行安排。


  在这些外部公司的协助下，爱彼迎房东可以为房客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堪比全方位服务的酒店所提供的服务。


  为了便于此平台功能的扩展，爱彼迎必须将业务面向这些扩展开发者开放。但拿捏其开放程度对爱彼迎来说是一项挑战。如果平台过于封闭，假如对于扩展开发人员来说太过烦琐会导致很难在平台上兜售他们的产品，它将会失去为平台用户提供宝贵的额外服务的机会，也许还会在过程中疏远平台参与者。但如果平台过于开放，假如扩展开发者太容易出现在网站上，那么质量低劣的服务提供商可能就会加入平台，影响其他开发人员以及爱彼迎本身的声誉。此外，过度开放可能会引来太多相同类型的服务供应商，从而减少每个供应商所赚取的利润，减少扩展开发人员为爱彼迎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兴趣。


  选择通过高度的开放鼓励扩展开发者的平台，通常会设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这是平台管理者可以用来管理系统开放访问的控制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是用于开发应用软件的一套标准化的例行程序、协议和工具，它使外部程序员可以轻松地编写代码，并实现与平台基础设施的无缝连接。


  目前，虽然爱彼迎已开发了一个API，但是它并没有面向所有希望与平台实现连接的开发人员开放，这体现了平台管理者在开发人员参与这个问题上的中庸态度。


  一些公司对扩展开发者立起难以进入的壁垒，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平台内容的质量，另一方面也是努力保持自己对平台创造的收入流的控制。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策略造成聚友后院起火。今天，广受欢迎的咖啡机制造商Keurig可能将会遭遇相似的命运，Keurig在此讨论中可看作一个致力于酿造热饮料的平台。我们将会在第8章中详述Keurig的故事。


  英国的综合性日报《卫报》（Guardian）已经走在相反的道路上。《卫报》网站有很多国际读者，它面对用户始终是开放的，用户可以免费阅读《卫报》职员撰写和编辑的内容。但是，此前《卫报》网站是不对扩展开发者开放的。认识到《卫报》海量信息和理念的价值，以及将报纸网站变成一个开放平台的潜在惠利，公司的管理者用了整月的时间对这种转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在研究了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回报后，《卫报》管理者决定开放网站，以“请进来”的方式从外部引进更多的数据和应用程序，并同时用“走出去”的方式，授权合作伙伴在其他数字平台上使用《卫报》的内容和服务。


  为了达成“走出去”的开放目标，《卫报》创建了一组API，使对外提供《卫报》内容变得非常简单。这些接口包括三个不同的访问级别。最低的访问层，被称为无钥匙启动系统（Keyless），允许任何人在无须申请权限、无须分享可能产生的收入的情况下，使用《卫报》标题、元数据和信息体系结构（即构建《卫报》数据并使它更易于访问、分析和使用的软件与设计元素）。第二访问层，经批准的（Approved），允许已注册的开发人员在特定时间和一定的使用权限下转载《卫报》的整篇文章。报纸与开发人员之间共享广告收入。第三个也是最高的访问层，定制（Bespoke），是一个自定义支持包，享有付费后无限制地使用《卫报》内容的权限。


  在《卫报》的新型开放平台上产生的第一批产品包括：一个内容API，提供上百万篇文章的访问权限；一个政治API，提供候选人的信息和选举结果；一个数据存储，可用于访问数据集和影像资料，从每个国家有关死刑的法律和执行数据，到科幻剧《神秘博士》（Doctor Who）主角的所有时间旅行的彩色图像；利于应用开发的应用程序框架，目的在于使为系统开发应用程序变得简单。平台开放的第一年已经有2000多个扩展开发人员签订了协议。


  API对扩展开发人员的吸引力和因此可以创造的价值是巨大的。比较一下两个主要的零售商经历的财务业绩：传统巨头沃尔玛和在线平台亚马逊。亚马逊有大概33个开放API和300多个API“混搭”（即跨越两个或更多的API组合工具）用于电子商务、云计算、通信、搜索引擎优化和付款。相比之下，沃尔玛只有一个电子商务工具API。14从一定程度上讲，因为这个差别，2015年6月亚马逊的股票市值首次超过沃尔玛，反映出华尔街对亚马逊未来发展前景的乐观看法。15


  其他平台企业也已经收获API带来的类似的好处。通过API的云计算和计算机服务平台销售产生了50%的收入，而对于旅游平台Expedia，这个数据达到了90%。16


  为平台上的互动增值的第三类开发人员是数据整合者（data aggregators）。数据整合者通过从多个数据源添加数据提升平台的匹配功能。在平台管理者的授权下，他们吸收有关平台用户以及他们进行交互活动的数据，再有目的地把这些资料转卖给其他公司，比如用于广告投放。提供数据的平台通常会分享盈利的一部分。


  如果数据整合者提供了精心设计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将拥有潜在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与客户匹配起来。例如，如果Facebook的某个用户发布了计划到法国度假的信息，数据整合者就可能会把这个数据出售给一家广告公司，而这家广告公司可能会生成关于巴黎酒店、导游、打折机票以及其他这个用户可能会感兴趣的信息。


  现在多种行业都在进行数据整合，包括数字化平台和非数字化企业。运转顺利的时候，数据整合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无缝甚至令人愉快的结果：“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一直在寻找这种蓝色的厨卫地砖！”但是，当运行不当的时候，通常是过于频繁的时候，会让用户产生被打搅的感觉，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紧张。


  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达西（Charles Duhigg）讲述的故事，虽然有可能是杜撰的但广为流传，故事描述了一位十几岁女孩的父亲生气地大步走进一家塔吉特商店责问为什么他的女儿一直收到婴儿产品的优惠券。“你们是不是想要鼓励她赶紧怀孕？”商店经理表示道歉，但是几天后当他请这家人来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这位父亲很尴尬，并表示歉意。“我和我的女儿谈了，”他说，“她8月生产。”


  塔吉特是怎么比女孩的家人更早“知道”女孩怀孕的呢？达西描述了塔吉特用来预测未来的需求和分析采购活动的客户行为指标体系。因此，当一个（假设的）女性消费者到当地的塔吉特商店购买可可脂乳液、尿布袋大小的手提包、锌和镁补充剂和明亮的蓝色地毯时，塔吉特的算法计算出她怀孕了的概率为83%。算法就会提示为这位顾客提供婴儿服装优惠券。17


  也许由于比较明显的原因，平台企业很少讨论给这样的数据整合系统授予访问权限。要知道，消费者如果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个人行为被监控的程度，他们很可能会感到不安。由于数据整合是平台公司的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收入来源，恰当地对它进行管理也随之带来了巨大的伦理、法律和商业挑战。我们将在第8章和第11章就平台治理和监管进行更细节化的深入讨论。


  哪些开放？哪些拥有


  正如我们看到的，对平台用户有价值的创新可以有许多来源。有些是由核心开发人员创建的，因此由平台公司本身所拥有和控制。其他则通过扩展开发人员创建，因此被外界企业所拥有和控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外部开发者的权力会威胁到平台本身？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平台管理者如何回应？


  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由特定扩展应用程序创造的具体价值。如果你是一个平台管理者，你不会想让外面的公司控制自己平台拥有的主要用户价值。发生这种情况时，你需要取得创造这样价值的应用程序的控制权，常用的方法是购买应用程序或创建这一应用的公司。另外，当一个扩展应用程序给平台增加适量的附加价值时，允许外部开发人员保留对应用的控制权是完全安全的，而且通常是非常有效率的。


  例如，思考一下苹果公司对于其手机操作系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决定。苹果一直很小心，对预装在iPhone里的绝大多数程序拥有所有权，如音乐播放、摄影和录音的应用程序。它收购了SRI国际公司，开发了iPhone的虚拟个人助理Siri的公司。18所有这些都是对iPhone极具增值功能、对市场有显著影响的功能，所以苹果强烈希望能够拥有和控制它们。


  相比之下，YouTube很满足于拥有视频分发和播放技术，而让将视频片段上传到平台上的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和组织拥有视频的控制权。或许有人认为像韩国流行歌曲《江南Style》这样的全球流行视频为YouTube消费者带来了重要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短暂的（本年度最受喜爱的视频很快就会被明年的某个视频取代），只能代表YouTube的视频内容的总价值极小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所有者并不需要拥有或控制个别的价值元素。


  在权衡某个扩展应用程序是否造成经济威胁时，平台管理者应当考虑两个原则。


  首先，如果一个特定的应用程序在自己的权益下有潜力成为一个强大的平台，承载该应用程序的平台管理者应当想办法拥有这个程序，或用平台本身拥有控制权的应用程序将其替代。


  2012年，谷歌地图已成为测绘服务和手机用户的位置数据的首要供应商。它是苹果iPhone手机非常受欢迎的功能。然而，随着更多的消费者活动转移到移动设备并与位置数据日益融合，苹果意识到谷歌地图正在成为对其移动平台长期盈利的重大威胁。谷歌可能会把谷歌地图变成一个独立的平台，向商家提供有价值的客户连接和地理数据，夺走苹果在这方面潜在的收入来源。


  苹果决定创建自己的导航类应用程序与谷歌地图竞争，这个战略决定有一定的意义。尽管最初糟糕的服务让苹果非常尴尬，新的应用程序将苗圃误判为机场，将城市误判为医院，建议的开车路线需要从水上经过（你的车最好能浮在水面上），甚至让粗心的旅行者绕道70公里在澳大利亚的沙漠寻找想去的城镇。iPhone用户爆发出强烈抗议，媒体全天讽刺苹果的失策，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不得不公开致歉。19苹果坦然接受媒体批评并计划将其导航服务的质量迅速提高到可接受的水平，这也确实实现了。iPhone平台在地图导航技术方面不再依赖谷歌，苹果自己拥有作为重要的价值来源的导航应用程序的控制权。


  其次，如果特定功能由大量的扩展开发者改造并被平台用户普遍接受，那么该平台的管理者就应该获取该功能并通过开放的API供给外界。像视频和音频的播放、图片编辑、文本剪切和粘贴这样的普遍很有用的功能通常都是由扩展开发者发明的。认识到其广泛的适用性，平台管理者已经开始对这些功能进行规范并将其纳入所有开发人员都可以使用的API。这样做可以加速创新并实现为每个平台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用户参与


  平台管理者需要控制的第三种开放形式是用户参与，特别是对生产者开放（producer openness），即自由地将内容添加到平台的权力。请记住，许多平台都是为了促进角色转换而设计的，即允许消费者成为生产者，反之亦然，所以平台上的某一位价值消费者对于其他用户而言可能同时也是价值创造者。YouTube的用户可以查看其他人的视频、上传自己的视频；爱彼迎的房客可以成为房东；Etsy客户可以在网站上出售他们自己的工艺作品。


  平台面向这些用户开放的目的是促进创造并提供尽可能多的高品质内容。当然，这一以发掘高质内容为目的的规定就是大多数平台拒绝完全开放平台，而对用户参与进行管理的原因。


  维基百科刚上线时力求达到完全开放。质量的维护完全托付给平台用户，他们会自己承担监测网站的内容、修复错误和挑战偏见的责任。


  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假定所有维基百科用户都有良好的意图；或者，不太理想主义地说，它假设不同动机和态度相互冲突的用户会最终可以找到平衡、碰撞出集体智慧，用资本主义的理论来说就是市场背后“看不见的手”会在无数拥有各自利益的参与者的互动中帮助每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


  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像自由市场一样（价格由买家和卖家达成一致后自行决定），民主可以很混乱，尤其是涉及强烈的情感和党派之争的时候。这里就要再次提到我们在本章开始叙述的故事，梅雷迪思·克尔彻之死的维基百科文章被“仇恨”阿曼达·诺克斯的人“劫持”，他们力求确保阿曼达·诺克斯有罪，并做好了消除任何异议的准备。


  克尔彻之死并不是维基百科卷入争议的唯一实例，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在平台上的一篇题为“维基百科：有争议的问题列表”的文章中列出了超过800个“不断地被循环编辑”，“或者是导致编辑大战或遭受文章制裁”的主题。在“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生物学与健康”“哲学”和“媒体与文化”的分类标题下，文章从“无政府主义”“否认大屠杀”“占领华尔街”“阿波罗月球登陆骗局指控”到“野兔奎师那”（krishna）“捏脊”“海洋世界”和“迪斯科”，无所不包。


  通过巧妙的精选限制开放。当某些用户决心操纵平台内容实现自己的目的时，维基百科如何保证平台质量？这并不容易。平台管理者努力把社群标准和社会压力作为主要依靠。该平台通过“维基百科：五个支柱”这样的文章公布规定，这解释说明了平台的“基本原则”之一：


  维基百科是从中立的角度写的：我们谋求记载和说明主流观点的文章，在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公正。我们避免某种主张，对信息和问题进行描述而不是辩论。在某些领域可能只是一个公认的观点，而在其他领域，我们可能会描述多个观点，准确并基于具体背景，而不是将这些观点作为“真理”或“最佳看法”。我们力求保证所有文章都精确、可以考证，取材自可靠且权威的来源，尤其是有争议的话题或者是当事人仍在世。文章不应包括编辑人员的个人经历、解释或意见。


  不过，有的时候紧紧依靠社区压力是不够的。当特定文章的质量一再因为偏见或不真实的内容退化时，保护维基百科的公正健全的其他方法和工具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其中就包括VandalProof，专为维基百科编写的标注工具，用于将有不良编辑纪录的用户所编辑的文章标注出来；还有其他的标注工具，可以显示出存在问题的文章以便其他的编辑可以审查，并在有必要的时候对文章进行改进；还有很多的拦截和保护系统，供那些在维基百科社区得到认可并赢得特权的用户使用。


  这套复杂并很大程度上自我组织的连锁系统，是确保维基百科内容质量的一种策展形式。这样至关重要的内容保护程序必须进行仔细调整，才能确保生产开放的程度和形式都是恰当的。


  策展通常以对平台访问关键点进行筛选（screening）和反馈（feedback）的形式出现。筛选决定让谁进来，而反馈则鼓励已被授权进入的用户规范自己的行为。用户以往在平台上和平台外建立的声誉通常是筛选的关键因素：在社区内获得正向评价的用户比声誉糟糕的用户更有可能通过筛选过程，获得有利的反馈。


  策展可以通过“守门人”进行，也就是会亲自筛选用户、编辑内容，并为提升质量而提供反馈的版主。媒体平台，如博客和在线杂志，经常使用这种系统，但使用由平台公司训练和聘用的版主既费时又昂贵。尽管设计和实施起来都具有挑战性，但是一个更好的系统还要依靠用户自己来进行平台管理和筛选，这一般是借助能够快速收集反馈、综合反馈并将反馈应用到策展决定的软件工具。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维基百科采用的方式就是通过软件工具进行用户驱动的筛选。与维基百科的做法类似，Facebook依靠用户来标注令人反感的内容，比如仇恨言论、骚扰、具有攻击性的图形图像和暴力威胁。像优步和爱彼迎这样的服务平台将用户评价结合到它们的软件工具内，这样就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在知情的情况下选择与之互动的人。


  没有一个策展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当策展工具在偏向“开放”的一方的时候，具有攻击性甚至危险的内容就可能会成为漏网之鱼进入平台。当工具过于严格的时候，有价值的用户可能会因此气馁，恰当的内容可能会被屏蔽掉，就像意图消除色情信息的社交网络算法同时也把像乳腺癌相关主题教育资料屏蔽一样。平台管理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包括监测要用到的眼睛和大脑的知情判断，对平台的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界限是否设置得当进行持续的检测。


  相似的平台可以通过不同程度的开放展开竞争


  在类似领域运作的平台可以选择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开放来区分彼此。不同的开放制度将吸引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参与者，生成独特的生态系统的文化，并最终可能产生不同的商业模式。


  正如我们先前所看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做出非常不同的开放性决定的两个平台是苹果公司的Mac操作系统/硬件组合和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虽然一些评论者说Windows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是相比苹果而言，它已经要开放多了。苹果公司决定向扩展应用的开发者收取高达1万美元的开发工具包（SDK）使用费用，从而确保了小数量、有选择的外围软件开发者。相比之下，微软基本上把SDK免费给开发人员使用，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开发者。


  与此同时，IBM失去了对硬件标准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管制行动，结果造成任何制造商都可以进入PC市场，从而迅速压低了成本。


  大量的开发人员与廉价的硬件对消费者非常具有吸引力，Wintel平台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近20年，而封闭的苹果系统享有的份额则稳步减少。从这个例子来看，似乎开放路径比封闭路径要更为成功。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近的例子是谷歌和苹果对各自的移动平台做出了不同的开放决定。谷歌允许开发开放源代码版本的安卓系统，并将其免费提供给任何制造商，而苹果则赞助专有的iOS操作系统，严密地控制硬件，以保证自己是唯一的设备供应商并因此成为系统的唯一管理者。


  最开始，这可能看起来像是重复微软/苹果PC操作系统之争。然而，虽然苹果比谷歌更封闭，例如，保留在重要设备制造功能的控制权，而不是开放给其他公司——但是，它比在上一技术时代的时候更加开放了。把平台开放到刚好能够鼓励开发人员的程度，现在苹果为开发人员提供强大的开发工具包以协助他们，并允许他们通过iTunes商店接触用户群。因此，苹果上出现了大量的应用程序。


  与此同时，谷歌更加需要开放，因为它是在苹果之后进入市场的。因此，安卓开放源代码项目（Android Open-Source Project，AOSP）快速发展，超出了谷歌的控制范围，促使谷歌通过各种机制限制对其平台的访问。因为底层操作系统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的，谷歌不能轻易地关闭AOSP，但是通过对关键功能的控制是可以实现相同目标的。记者罗恩·阿马德奥（Ron Amadeo）对谷歌如何一边关闭如搜索、音乐、日历、键盘和摄像头这类功能，一边努力鼓励手机厂商加入其所谓开放手机联盟，以求发展和维持移动设备软件和硬件标准的开放进行了描述。阿马德奥对谷歌面向扩展开发人员关闭AOSP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评价：


  如果您使用任何谷歌API，然后尝试在Kindle或由任何其他非谷歌版AOSP上运行您的应用程序：惊喜来了！您的应用程序坏了。谷歌安卓占有安卓市场相当高的百分比，开发商只有关心让自己的应用程序易于操作，运行顺畅，可以服务更多用户。谷歌API可以达到上述所有效果，但是副作用是您的应用程序现在只能在有谷歌企业应用套件许可的设备上使用。20


  通过申请授权访问AOSP官方应用程序商店Google Play，即使底层的技术是开源的，公司也能够对平台访问进行控制。通过这种方式，谷歌可以管理潜在的竞争，并为用户和开发人员提供一个更有秩序的技术环境。


  这样的例子说明影响开放性决定的因素很复杂，也说明平台的赞助者和管理者需要不断地调整平衡以确保平台的活力，确保平台对不断增长的用户群有价值。


  随着时间逐步开放：好处与风险


  正如我们看到的，随着时间逐步开放可以帮助平台扩大并达到更强的网络效应。很少有像安卓系统这样的情况，它们可以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封闭。


  是选择变得更加开放还是更加封闭大多取决于平台的最初结构是专有平台还是共享平台。专有平台由一家公司赞助、管理和全权控制，所以很自然地它只能变得更加开放。与之相反，一个完全开放、共享的平台（例如Linux）只能变得更封闭。


  正如我们在第5章提到的，关于平台启动的这一章，一个新的平台经常会选择在内部执行所有程序，仅仅是因为有没有商业伙伴愿意做出必要的投资。在这些情况下，雇员必须同时提供内容和策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平台发展起来并吸引外部开发人员时，开放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也就意味着策展过程也需要进化发展。


  一个前瞻性的平台管理团队必须设计出不断地评价平台的开放水平的方式方法。比较可取的是平台在不同时间进行开放决定时均使用一致的战略框架。最终，随着逐渐成熟的平台而将过程外放，从员工手中转到外部合作伙伴手中，它可能需要开发自动策展的算法，或把策展交给整个用户群。YouTube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庞大的用户群为平台评价内容，提供反馈，标记不应出现在平台上的内容。


  随着平台的开放政策进化发展，找到平衡是平台永远要面对的挑战。如果平台过于封闭，假如它用不合理以及任意收费的形式收取过高的租金，那么它的合作伙伴可能会拒绝对平台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扩展开发者开始过于激进地介入平台和用户之间，平台也会遇到麻烦。如果某个开发者成功地取代了其他竞争对手，那么平台管理者要小心了，一定要确保这个开发者不是在寻求机会取代平台本身。


  像这样在平台用户群控制方面的挑战有很多例子。总部设在德国的跨国巨头SAP，主要业务是为大型企业生产用于管理其内部运作、客户关系和其他进程的软件。这家经营大型业务流程平台的跨国公司与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ADP联手，向它的用户提供工资单处理服务，以便可以利用ADP在云计算能力方面的高级访问特权。然而，ADP自己就拥有大量的客户关系，可以作为平台宿主将客户链接到大量的数据、计算、存储合作伙伴。因此，这种伙伴关系给ADP创造了取代SAP，成为客户关系的主要管理者的机会。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平台管理者（SAP）面临被扩展开发人员（ADP）夺走客户的危险的例子。


  平台的独特力量和价值在于它能够促进平台的外部用户彼此之间建立联系。但是，确定到底谁可以访问平台以及他们如何参与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同时也与不断变化的战略息息相关。这就是开放的问题需要受到每个平台管理者高度重视的原因，而且不仅仅是在最初的设计过程中，还需要贯穿平台的整个生命周期。


  本章小结


  ·平台管理者需要面对的开放决策有三种：管理者/赞助人参与的决策、开发人员参与的决策、用户参与的决策。
·平台的管理和赞助有三种控制形式：由某一家公司控制，由不同的公司控制、由公司集团控制。四种可能的组合形式会造成不同模式的开放与控制，各种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
·开放/封闭二分法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这之间有灰色地带，开放／封闭光谱上的每个点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有时候，相似的平台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开放政策展开竞争。
·随着平台日益成熟，它也会越发开放。这就要求平台不断地重新评估和调整策展过程，以保证高品质的平台内容和服务价值。


  第8章　治理：提升价值和促进增长的策略


  在2015年一季度，绿山咖啡（Keurig Green Mountain coffee）的总裁布莱恩·凯利（Brian P.Kelleg）出面做了一些解释。该公司刚刚推出了克里格2.0（Keurig2.0）新一代的咖啡机，克里格咖啡机曾经被吹捧为食品饮料行业未来的王者。而目前的王者，也就是克里格1.0咖啡机，已经走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办公室和酒店。凭借售价不菲的K-Cup咖啡，绿山咖啡已经从一家区域性的咖啡机厂商成长为一家市值超过180亿美元的公司。


  然而，随着克里格2.0咖啡机的推出，克里格咖啡机的销量并没有进一步上升，反而下降了12%。


  问题要追溯到2012年，克里格咖啡机的关键专利：K-Cup咖啡产品设计专利过期。竞争对手抓住这个时机，开始销售克里格咖啡机兼容的K-Cup咖啡，而且更为廉价。竞争对手就像（平台）外部的开发人员，为克里格咖啡机用户提供新的价值。当然，也正因为竞争对手的存在，原先的K-Cup咖啡领域遭遇激烈的竞争，绿山咖啡的市场份额也逐渐被蚕食。


  为了给竞争对手强烈反击，绿山咖啡在克里格2.0咖啡机上增加了扫描识别功能，阻止使用其他不具有特殊专有标签的K-Cup咖啡。这时候消费者愤怒了。许多人在购物网站上指责克里格咖啡机。人们在YouTube观看克里格系统如何被破解的视频，破解之后的克里格咖啡机可以接受来自非克里格官方授权的K-Cup咖啡。消费者对于绿山咖啡这种“可笑的大公司所展现的贪婪”而感到痛惜，同时也哀叹亚马逊的评级系统无法给克里格的新一代产品以零星的评级。1


  为了从克里格咖啡机这一平台获取更多的利润，绿山咖啡激怒了消费群体，并且丧失了更多的利润。咖啡行业的王者推翻了良好治理的三个基本原则：


  ·持续为你服务的消费者创造价值。
·不要用你的势利去改变目前对你有利的规则。
·不要攫取超出自己应得的那份财富。


  治理是一组关于谁来参与生态系统、如何进行价值分配，以及如何解决冲突的规则集。2要想理解一个良好的社群治理模式就要理解如何去指挥策划一个生态系统的整套规则。3


  绿山咖啡的失败在于没有进行很好的生态治理。克里格咖啡机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平台，服务于咖啡爱好者这个单一社群市场。如果克里格咖啡机能提供其他增值服务、兼容可供认证的其他K-Cup咖啡以及客户认可的其他高质量的服务，绿山咖啡可以打造一个饮料行业的生态系统，反而会更加成功。相反，绿山咖啡却选择剔除那些顾客认为的有价值的供应商以此重获控制权，而这些供应商的K-Cup种类繁多，允许顾客自由选择。克里格单方面破坏了所在生态系统的均衡态势，将自身利益单方面凌驾于其他竞争对手之上。因此，克里格咖啡机的用户成了输家，很快，绿山咖啡也成了输家。


  治理缘何重要：平台治理如同国家治理


  良好治理的目标是创造财富，并且将财富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为平台创造价值的人。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一样，新技术驱动的社群，即所谓的平台企业，正在公司外部创造巨大的新的财富，这些外部的利益必须设计和管理得当。因为相对于在公司内部，这些价值创造网络的增长速度在公司外部增长得更为迅速，因此，合理的统治生态系统比只顾自己的治理策略更重要。


  如果治理规则很难适用于像克里格咖啡机这样的单边平台，那么当平台多元化之后更难适用。毕竟，多边平台涉及众多的利益，并且很难达成一致。这使平台管理者很难保证所有参与方都能为彼此创造价值，而且各参与方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会很大，因此治理规则必须能够尽可能公正和有效地解决问题。


  这很难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甚至商业巨头和天才都无法很好地解决。例如，Facebook因其隐私保护政策而疏远了用户。4领英通过关闭其API接口访问权限而惹怒了众多的开发者。5推特允许用户相互骚扰的同时却剥夺了其生态系统中其他人员开发的技术而据为己有。推特CEO迪克·科斯特罗说道：“我们不擅长处理这些滥用问题。”6


  目前最大的平台商业所面临的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与国家的治理非常类似。Facebook的用户数超过15亿，“管理”的“人口数”超过中国人口规模。谷歌占据美国搜索业务64%的份额，这一份额在欧洲则为90%，而在中国，阿里巴巴每年处理超过10000亿人民币（合1620亿美元）的在线交易，商业货运量占中国总货运量的70%。7这种规模的平台经济规模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经济规模的总和。难怪联合广场创投（Union Square Ventures）的合伙人布莱德·波恩曼（Brad Burnham）针对Facebook的虚拟货币表示：“在线游戏应用的虚拟货币是个短命的系统。”8同理，我们可能会问：相对于选择申请多边软件标准（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所看到的），在选择申请单边软件标准时，苹果公司会倾向于哪种对外政策？推特是遵循基于“国有”服务投资下的集权式发展，还是依赖于多元投资主体下的分散式发展的产业政策？


  不管你喜欢与否，以上提到的这些公司已经成为关系数百万生命的非官方和非选举产生的监管机构了。为此，很多平台需要从城市和州省的治理经验中学习，因为政府治理有着历经千百年演变的成熟治理原则。类似于今天的平台商业，城市和州政府也一直在创造财富和公平分配上伤脑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中，治理能力是一项关键的重要因素，其重要程度超过其他价值非常明显的资产要素，比如自然资源、通航水道和良好的农业条件。


  我们来看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新加坡。1959年，当李光耀出任总理时，整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国防和淡水都要依赖马来亚联邦——马来西亚（1963建国）的前身。此外，该国腐败猖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430.9美元。9国内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冲突掣肘整个国家的发展。


  李光耀通过改变其国家治理系统，从而给新加坡经济重新注入了活力。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获得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的法学学士学位，李光耀把英国法律制度引入新加坡。接下来，他惩治了国家的腐败现象。为了预防贪污腐败现象，李光耀提升了公务员的工资，使之向私营企业看齐。新公务员任职时，必须穿白色的衣服以示廉洁。新加坡严格执行反腐制度：李光耀的坚定支持者、新加坡政府的环境部长在面临受贿罪指控的时候最终选择了自杀。10多元文化的议会促使越来越开放和公正的政府赋予各种宗教和民族团体更多的话语权。新加坡与新西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国家等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某种程度上，政府廉洁是非常重要的，据统计，为一己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指数每下降1%，相应的国民生产总值会增长1.7%。11


  虽然李光耀的政见经常被西方国家所批评，但在这种良好的政府治理环境下，其经济发展的结果令人刮目相看。2015年，新加坡人均GDP为55182美元，高于美国的人均GDP。从1965～2015年这50年间，新加坡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69%，几乎比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独立）的年均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12


  良好的政府治理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还可以从类似的例子中看出，我们可以拿东德和朝鲜与西德和韩国相比，比较一下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创新的增长率情况。13很明显，这与良好的政府治理息息相关。


  市场失灵及其原因


  良好的治理对于国家和平台商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绝对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和组织的互动如果没有规则、限制或保障措施的话，不会产生公正和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eBay上找到一个例子，eBay上的一些参与者知识更为丰富，市场嗅觉更为灵敏，甚至讨价还价的能力都要高人一筹。在大多数情况下，eBay平台上的交易基本上都是公平的，即便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所谓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交易被操纵甚至欺骗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例如，eBay的一些会员注意到一些没有经验的卖家很容易弄错物品的标签，比如拼写“Louis Vuitton”漏掉一个字母“t”，或者把“Abercrombie”和“Fitch”拼写为“Abercrombee”和“Fich”。某些中间商就开始利用这些错误从中牟利。中间商会在拍卖网站上积极寻找一些标签错误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往往容易被忽视掉，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拍下，然后再标以正确的品牌标识进行转售。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一瓶古董啤酒的主人决定将已经保存50年的啤酒放到eBay上销售。不幸的是，啤酒的主人并不知道自己传家宝的真正价值。该啤酒酿造于19世纪50年代的一届啤酒酿造大赛上，这届啤酒酿造大赛的主旨是为到北极去寻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西北航道的船员提供“维持生命的麦芽酒”。（当时，人们认为麦芽可以预防坏血病，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尽管现在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14）结果，远征失败了，但有一小部分麦芽酒与原酿被保存了下来，截至刚才提到的那瓶啤酒通过eBay进行销售时，已知存世的只有两瓶啤酒，这两瓶啤酒也被收藏家和历史爱好者所热切追捧。


  由于卖家对此一无所知，且做事极为粗心，这瓶珍贵的啤酒在eBay上的标题是“用蜡密封的Allsop北极啤酒”，并标以299美元的低价开盘竞标。而正确的拼写应该是“Allsopp”，就少了一个字母“p”，但足以迷惑本该会感兴趣的那些认真而严肃的收藏家。一个对错误标记敏感的捡漏者发现了卖家的这一失误，并且成为唯一的中标者。他以304美元的价格买下，并在成交三日后将其重新挂到了eBay上，结果众多收藏家获知消息后，这瓶珍贵的啤酒最终以超过78100美元的价格卖出。15


  刚才讲到的故事就是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典型案例——一个“好”的“交互”（市场公平而互利）没发生，但“坏”的交互出现了，在交互没有达成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你在eBay上没有找到想买的物品，那么一个好的交互就无法开展。但如果你的确在eBay上发现了你想买的物品，但是上当受骗被欺负，那么就产生了一次不好的交互。总的来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四种：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垄断（monopoly power）和风险（risk）。


  当一方比另一方了解更多的事实并以此谋利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产生了。举个假冒伪劣商品的例子，当卖家知道该商品是假的，但不通知买方，这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牟利。假货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音效质量糟糕的Skullcandy耳机、有断线的古驰（Gucci）手包、无法蓄电的金霸王电池、并非防摔碎的OtterBox手机套、不起作用的伟哥等。据估计，全球假冒伪劣商品的交易额超过3500亿美元，超过了毒品交易（估计为3210亿美元）的规模。16


  当溢出成本或盈利累积到没有参与交互的人员时，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就发生了。想象一下，你的一个朋友把你的私人联系信息提供给游戏公司从而换取了几个虚拟的积分。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交互，因为它侵犯了你的隐私权，所以它是一个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的例子。


  正外部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的概念相对来说有点模棱两可。试想当网飞公司通过分析他人看电影的品位来匹配你的行为数据，并使用该数据来为你提供更准确的影视推荐时，这就是一个正外部效应，因为它为你提供了利益，而这些利益是基于交互的、没有直接参与的。正外部性的受益者一般不会抱怨——但从商业模式设计的角度思考，正外部效应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所显现出来的价值没有完全被平台所捕捉。在理想情况下，根据经济理论，每一份创造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被计量，而且应当全部归属于创造它的主体。


  与正外部性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公共商品（public good），它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也没有被政客充分地捕获。通常情况下，个人几乎不会生产公共商品，除非政府设计了一些管理机制对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当一个供应商对某种公众所求的产品拥有足够大的供应权，并利用此权利提高价格或捞取其他好处时，垄断势力（monopoly power）就产生了。2009～2010年是游戏制造商Zynga广受追捧的时候，Zynga在Facebook上过于强势，最终与Facebook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比如用户信息共享、游戏收入的分成以及Zynga在社交网络上的广告费用。eBay网也经历过与所谓的强势卖家之间的类似问题。


  风险（risk）是事物在本质上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可能会导致往坏的方向发展的，有可能会使好的交互变成坏的交互的一种可能性。不仅仅是在商业平台上，在所有的市场上，风险都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精心设计的市场通常会设计良好的规则和系统来降低风险，从而鼓励市场参与者产生更多的交易和互动。


  治理工具：法律、规范、体系结构和市场


  有关公司治理的文献巨多，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中。然而，平台治理涉及许多传统金融理论容易忽略的设计原则。有关公司治理被引用最多的是一篇调查文献，这篇文献的主要观点是“金融领域在进行资金借贷时只关心投资回报率”。17本书的重点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虽然是治理原则设计最为关键的因素，但远远不够。18在用户所形成的社群和公司之间实现信息的对称同样重要，而且两者之间的利益必须捋顺。


  此外，平台治理规则必须特别关注外部效应的问题。这是网络经济中常见的，当我们在审视网络效应时，已经发现网络对用户产生的溢出效应正是平台价值的真正来源。领悟到这种转变，公司的治理就必须从关注重点股东的价值转变为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股东价值。


  市场设计大师、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提出了一个模型，运用四大广义杠杆来揭示市场失灵问题。19根据罗斯的模型，一个设计良好的市场需要通过透明度、质量或者保险等来增强市场的安全性（safety），从而保证在市场上产生良好的互动。市场还要有人员密集（thickness），使多边市场的众多参与者都能便捷地找到交互对象；市场还要尽可能降低拥挤（congestion），在大量的市场参与者涌入或者质量不保之时，这些拥挤会妨碍信息搜索。市场要尽量减少令人反感的活动（repugnant activity），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平台设计者禁止在iTunes上出现色情内容，禁止在阿里巴巴平台交易人体器官，以及禁止在Upwork网站上使用童工。依据罗斯理论，当市场管理者能够很好地使用这些杠杆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时，就会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


  广义的平台治理从宪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创建的国家治理模型中借鉴了许多，从而丰富了平台治理的视角。在莱斯格的模型中，控制系统包括四个主要工具：法律、规范、体系结构与市场。20


  有个熟悉的例子可以用来解释这四种工具。假设一个地区的领导人意图减少吸烟的有害影响，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法律手段，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来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或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出台规范，通过文化影响形成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可以用社会压力或者广告来诋毁吸烟行为，并且让公众认为吸烟行为“并不酷”；体系结构设计，主要是进行设备的研发设计来减少吸烟带来的影响，例如，用来净化空气的空气净化器，或者可替代香烟的无烟设备等；使用市场机制，对烟草产品征税或者补贴“戒烟”项目。从历史上看，包括平台管理者在内的任何想要控制社会行为的人们，都使用了所有这四种工具。


  平台管理者可以使用这四种工具作为治理系统来管理平台，我们来一一探讨这四种工具的应用方式。


  法律（laws）。当然，法律是在国家层面进行制定和强制执行的。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法律适用于任何平台商业及其参与者。有时，有些法律执行起来非常棘手，比如风险管理的传统方式就是通过法律制裁市场规则的破坏者。然而，执行法律制裁时需要确定谁需要对出现的问题负责，谁应该承担责任，而在某些情况下确定这些问题并不是简单而直接的。


  当涉及平台商业时，这也远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一些平台遭遇到的严重法律问题，比如在爱彼迎平台出租的房屋用于色情交易和狂欢晚会；通过克雷格网站上进行个人服务而遭遇谋杀。21判例法制度一般不会让平台提供者对平台用户的罪行承担责任，即便平台所有者可以合理地规范和控制用户的行为。因此，就国家和地方的法律而言，个人平台参与者通常要承担这种不利因素带来的风险。（第11章会讨论监管的话题。）


  应用莱斯格模型，“法律”这一工具在平台商业治理的过程中将我们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平台中的“法律”是指一些明确的规则，例如由律师起草的服务条款，或者平台设计师拟定的利益相关者行为规则。这些法律能够在用户层面和生态系统层面之间进行调整。例如在用户层面，苹果公司的规则允许用户在多达六个设备或家庭成员之间共享数字内容，此规定既防止无限分享，又鼓励用户购买苹果的服务，同时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分享机制。22在生态系统层面，苹果规定所有应用程序开发者提交源代码用以审查，且苹果公司不承担源代码保密义务，这使苹果公司可以广泛推广最佳程序的运作方式。23


  平台规则应当而且通常都是透明的。作为编程问答领域中最为成功的在线社区平台，Stack Overflow提供了清晰的积分的规则、权利以及积分所赋予的特权。1点积分就拥有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权利。15点积分就可以对别人的内容进行投票。到了125点积分的时候，就有了可以否定其他人内容的权利，行使这项权利会消耗1点积分。到了200点时，会增加更多特权，比如可以用自己的特权屏蔽某些广告。Stack Overflow这套系统拥有明确而透明的规则，通过鼓励其成员在平台上分享最佳见解，从而解决了一些公共商品的问题。24


  “法律”的透明度原则可能会有例外且助长不良行为。约会交友网站有过惨痛的教训。当一些“跟踪者”被发现行为不端时，交友网站会应用一些规则迅速强制其下线，这些“跟踪者”很快会知晓如何避免触发这些规则。相反，如果平台给出的反馈延迟一段时间，这些“跟踪者”就难以知晓自己是如何被抓包的，从而无法开展违反规则的行为。


  同样，在一个用户可以生成内容的网站上，当“喷子”的账户被删除后，“喷子”通常会以一个新的身份再次进行账户注册。智能平台的管理员会生成一些无聊讨厌的帖子，这些帖子只有“喷子”看得见。由于无法煽动社群情绪，最终，“喷子”只好撤退。


  基本原则：使用法律来规范良好的行为时，反馈要及时、开放。使用法律来约束不良行为时，反馈要缓慢而不透明。


  规范（norms）。任何一个平台（当然也包括商业平台）的最大资产之一就是拥有一个忠心耿耿的社群。社群不是偶然建立的。充满活力的社群是由专业的平台管理人员通过制定规范、建立文化、给予期待值等方式培养起来的，这样才会产生持续的价值来源。


  iStockphoto是目前世界上图片众包领域中最大的平台之一，其创始人布鲁斯·利文斯通（Bruce Livingstone）起初是通过直接邮寄CD-ROM的方式销售剪辑图片。随着业务的下滑，布鲁斯及他的合伙人极不情愿地看着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他们开始通过在线的方式免费展示图片资源。25几个月内，这个平台被成千上万的人所知晓，人们不单会下载图片，也会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图片。为了解决布鲁斯所一直关心的图片质量问题，iStockphoto会清除掉一些垃圾、色情和侵权的图片资源，而且要确保每一张图片都要经过iStockphoto审查员的审查。当然这也是一个艰苦和代价高昂的过程。布鲁斯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26


  布鲁斯意识到依靠个人手工一件一件地进行审查远不能应对大量的图片资源，进而转向依靠群体进行筛选。他设计了一套系统，使上传内容质量高的人有机会成为审查员和社群的组织者。处理特殊类别图片的社群出现了。例如，图片可以链接到地理位置“纽约”或“食物”类。布鲁斯自己也在其平台上孜孜不倦地对图片进行表扬、提供反馈意见并建立自己的社群。Bitter（苦）是布鲁斯的网名，他定期在平台上发布一些有关平台页面的评论意见，从而促进各成员的工作，比如他说道：“Delirium又贴好消息了，Izusek又上传好吃的食品系列。”27


  正是依靠这些不懈的努力，布鲁斯建立了一整套能够对iStockphoto社群进行有效治理的强有力的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反馈、高质量的内容、开放式参与，以及达到权威水平所要经历的过程。应用这些规范之后，社群产生了大量可圈可点的图片，这都是非常经典和有价值的公共物品。


  正如iStockphoto平台的案例所表明的，规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规范反映出行为，这就意味着规范可以通过对行为设计（behavior design）准则的明智选用而构建起来。


  在广告和游戏开发领域工作的尼尔·艾亚尔（Nir Eyal），将行为设计描述为触发（trigger）、行动（action）、奖励（reward）和投资（investment）等组成的循环序列。28


  触发是基于平台的信号、信息或者诸如电子邮件、网络连接、新闻条目或者应用程序的通知。触发器促使平台成员采取行动来进行响应。成员的行动会有相应的奖励，通常会是一些可变的或者没有预料到的奖励，因为存在诸如老虎机和彩票这一类利于各成员习惯养成的可变的奖励机制。最后，该平台要求成员投入时间、数据、社会资本或者资金。这些投资加深了参与者做出的承诺，强化了平台管理者乐于见到的行为模式。


  下面这个例子是展示整个过程的。芭芭拉是Facebook的会员。一天，一张有趣的图片出现在芭芭拉的动态消息里面——可能是一张毛里岛美丽的阳光海滩的图片，这是芭芭拉最喜欢的度假胜地。这就是触发器。相应的行动应该设计得尽可能的简单，这张照片促使芭芭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芭芭拉下一步就是要点击这张图片，接下来会转到Pinterest网站这一照片分享平台，这个平台对于芭芭拉来说是全新的。芭芭拉获得了回报：大量的各种诱人的图片呈现给她，以满足她的好奇心。（想象一下吧，一个题为“南太平洋最美的十个未知海滩”的图片集。）最后，Pinterest网站会要求芭芭拉做一个小的投资。她可能会被要求邀请朋友、选择偏好、建立虚拟资产、学习Pinterest网站的特点等。29所有的行动都会从一个新的触发器开始，周期循环。


  就Pinterest网站的案例来说，这种行为设计系统培育了良好的规范，从而产生大量有价值的公共物品。当然，行为设计并不总是有利于参与者。它也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销售和操纵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用户自己应该了解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的。


  原则上，让系统治理下的参与者参与到系统的治理中来是可取的。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注意到那些成功地创造和管理公共物品的社区都要遵循几条规律：明确哪些人该享受社区福利，哪些人不该享受社区福利，并需要对此划清界限。那些受社区资源分配影响的人群就会辨别出他们可以影响决策过程的渠道。监督社区成员行为的人向社区负责。那些违反社区规则的人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社区成员都有权利使用低成本来解决系统争端。随着社区资源不断地增长，治理应当内嵌到其结构中，简单的问题由当地的用户群体进行解决；随着复杂性的增加，共有的社区问题则由更为重要和正式的组织进行管理。30成功的平台社区中出现的规范一般都遵循奥斯特罗姆模型。


  eBay前高级副总裁杰夫·乔丹（Jeff Jordan），讲述了公司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公司试图在传统的拍卖方式上添加一个固定价格出售的模式。31两类市场参与主体对此反应完全不同。买家倾向于固定价格，但向eBay支付交易费率的卖家则担心固定价格模式会有效“杀死”拍卖模式下价格不断飙升产生的“金鹅”。


  乔丹用来解决争端的过程与奥斯特罗姆的观点不谋而合。eBay使用焦点小组和一个“声音”程序来反映用户的观点并测量他们情感的强度。乔丹的团队开始与卖家和买家进行详细的沟通来提醒双方规则的变化。他们对小范围的群体进行了测试，如果事态最终往不利的方向发展，测试团队会把事态扭转回来。最终，eBay的领导层站在买家一边，他们认为卖家最终会留守在这个平台，因为他们坚信“消费者在哪，商人就会在哪。”32结果，这项决策获得了成功。今天，以“立即付款购买”的固定价格定价的商品交易量占到eBay 830亿美元商品交易总量的70%。


  体系结构（architecture）。在平台经济的范畴中，体系结构基本上是指编程代码。一款精心设计的软件系统能够进行自我提升：他们鼓励并且奖励好的行为模式，从而会产生更多类似的好的行为。


  诸如P2P贷款业务的网上银行平台，正使用软件算法来取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人工成本支出昂贵的借贷业务人员。网上银行平台使用信用评分这类常规数据，以及一些非传统数据来计算借款人偿还贷款的可能性，例如商铺点评网Yelp的餐馆等级数据、借款人电子邮件的稳定性、是否与领英进行账号关联，甚至包括在申请贷款之前与贷款评估工具的交互数据。33网上银行的平台架构能够更好地预测贷款人的行为，降低了参与风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贷款人开始通过网上银行进行贷款。与此同时，低的间接成本使平台可以提供更低的贷款利率，从而吸引更多的借款人。随着参与人数的增长，数据流量也进一步提升，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


  难怪像英国的Zopa公司这种P2P借贷平台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当Zopa公司很自豪地宣布自己已经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时，本书的作者之一桑基特·保罗·丘达利在向Zopa公司的领导进行祝贺的同时，也礼貌地问道：“贷款违约率难道不应该是衡量成功更重要的标志吗？”Zopa公司进行了回应，宣称其贷款违约率已经从三年前的0.6%下降到了0.2%。34这是精心设计的平台体系结构的效果。


  体系结构也用于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回想一下eBay上利用卖家的拼写错误获利的中间商。尽管人们会为倒霉的卖家错过了最好的交易机会而鸣不平，但中间商也通过所谓的“套利”行为提供了市场流动性（归功于埃尔文·罗斯的模型里的人员“密集”）。如果没有人为拼写错误的拍卖物品出价，那么互动也就不会发生，套利者可以被视为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然而，套利机会的存在也突显了市场效率的低下。eBay如今已经使用了自动化的系统提供拼写辅助服务，所以卖家也有充足的信心能够获取应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平台方会剥夺一些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套利者。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高速交易则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像高盛这样的公司使用超级计算机来计算一个市场的订单溢出到另一个市场的时间，接下来它们会乘虚而入，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这种方法让那些有超级计算能力的市场参与者获得了很多不公平的优势。35这种非对称的市场力量会驱逐那些以为自己受骗的市场参与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竞争交易系统（例如另类交易系统IEX）用自己的超级计算机来精确地计算投标的顺序，从而使高盛的优势荡然无存。36体系结构可以平衡市场竞争，使市场对所有人都是充分竞争和公平的。


  2008年，一种最具创新的体系结构控制形式出现了，一位自称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编码天才在讨论信息加密的邮件组发表了一篇有关比特币，以及由所谓的数据区块链对此进行管理的论文。尽管比特币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非铸造的数字货币，且不能由政府、银行或个人进行控制，但是数据区块链具有真正的创新性。比特币使得完全分布式的、完全可信的交互成为可能，而不需要任何第三方资金托管或者任何形式的担保。


  数据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公共记录账本，能够在一个区块上存储数据，同时又与其他的区块相连接。37数据可以是任何东西：一项发明的证明日期、一辆汽车的产权标识或者是数字货币。任何人都可以验证你存储在区块链中的数据，因为数据有你公开的签名，但只有你有私钥，有权限查看和转移相关内容。就像是你的家庭地址，区块链就是公开的和可验证的，但只有获得许可的人才拥有钥匙。38


  区块链协议使得分布或治理成为可能。通常情况下，当你在签订合同时，你必须信任对方以履行条款，或者依赖像国家这种权威中心，或者依赖类似eBay这样的托管服务机构来执行协议。公开的区块链拥有权赋予人们签署智能协议的权利，一旦合同条款触发将自动重新分配所有权。任何一方都不能退出，因为代码运行在一个分布式的公共机制中，而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区块链简单机械地执行。这些智能、自主的协议甚至可以为人们的工作产出付费——实际上，这是机器在雇用人类，而不是人类雇用机器了。


  举个例子，想象一下一个婚礼摄像师和一对正在筹划他们婚礼的夫妇签订了一个智能协议。以区块链方式存储的合同可以对协议内容进行明确说明，即当编辑完成的照片文件以电子的方式提交给新婚夫妇时，以分期方式支付给摄影师的最后一部分费用会及时自动支付。这种带有自动数字触发的协议激励摄影师及时提供照片，同时也减轻了摄影师所关心的，即客户到时不支付费用的风险。


  中本聪的发明诞生了一类新的平台，这类平台拥有开放的体系结构和治理模式，但没有中央集权。新的平台不需要“守门人”，这将给那类现有的依靠昂贵守门人的平台带来极大的压力。将来，那些仅因为转账就收取2%～4%交易费的金融服务机构将很难为自己辩解。


  此外，尽管大多数平台能够解决特定参与者所拥有的市场权利问题，但中本聪的平台解决了平台自身的垄断问题。即便真实身份仍然是迷的中本聪也无法重写开源代码规则来偏袒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市场（markets）。市场可以通过机制设计和各种各样的激励来管理约束行为，不单是依靠货币刺激，还有三种人类原始动机，可以概括为快乐、名誉和财富。事实上，在很多平台上，货币的重要性远不如其他无形的、主观形式的价值激励，这类价值可以被称为“社会货币”。


  社会货币背后的理念是要想获得就要付出。比如你“付出”了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你就会“获得”别人去分享这张照片。社会货币用来衡量关系的经济价值，包括收藏和分享。39社会货币包括诸如一个人在eBay上建立的良好声誉、在Reddit发布的好的帖子，或者在Stack Overflow给出的好的答案。它还包括用户在推特上吸引的粉丝数量和在领英上获得的技能赞同数量。


  iStockphoto逐步进化成基于社会货币的市场机制来管理、交换照片。每下载一张照片需要花费下载者1个积分，同时原始上传者就会获得1个积分。40每一个积分也可以以25美分的价格购买，当积分累积价值达到100美元的时候，摄影师可以收到积分累积兑换成的现金。该系统给专业摄影师和非专业摄影师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社会交易平台。该机制在鼓励“供给”的同时，也增强了市场人员的“密集性”，从而催生了微利图片产业。


  社会货币有一个显著的、被低估的特性。我们甚至可以用它们来回答布拉德·伯恩汉姆（Brad Burnham）提出的有关平台的“货币政策”这一有趣的问题。


  企业管理平台公司SAP使用像iStockphoto或者Stack Overflow使用的社会货币来鼓励开发者回答其他人提出的问题。当一个开发公司的员工回答一个问题时会获得一定的积分，该积分会被记入该公司的账户；当公司的帐户积分达到一个指定的水平时，SAP会为该公司选择的一个慈善基金慷慨解囊。该系统已经为SAP公司在技术支持方面节省了6亿～8亿美元的支出，并且产生了许多新的产品和服务理念，平均响应时间也从SAP公司所承诺的1个工作日降低到了30分钟。41SAP估计这些知识溢出为每一位典型的企业软件合作伙伴带来了约50万美元的回报。42


  更有趣的是，SAP使用了“社会货币供应”来刺激开发人员，与美国联邦储备局使用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异曲同工。当SAP引入了一个新的客户关系管理（CRM）产品时，任何与CRM相关的答案、代码或者白皮书，SAP都提供了双倍的积分激励。在采取“货币扩张”政策的两个月，开发者以极快的速度向现有软件添加新的功能。43社会货币供应量的流量增加能够刺激整个经济产出的增长。事实上，SAP正是采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并且奏效了。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良好的市场机制也可以激励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分享，并且能降低平台上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风险。


  美妙而适用的理念就是公共物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平台企业最优的知识产权政策是什么？如果开发者在平台上产生了新的有价值的理念，那么所有者是谁，是开发者还是平台方？可以想像一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所有权归属于开发者的话会激励开发者创造更多的理念。所有权归于平台方的话，将有利于标准化和共享化，并且能够丰富整个生态系统。而涉及专利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法律执行起来显得笨拙和昂贵。因此，一个更加简洁的基于平台的解决方案是必需的。


  SAP通过两种做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它出版未来18～24个月路线图来指示将来会为它的企业客户提供什么新的产品和服务。这不仅告诉SAP的外部开发者，SAP会为自己的创新提供何种数字不动产，而且还给这些外部开发者两年的时间来应对竞争。为期两年的窗口期可以作为一个隐喻专利期。44其次，SAP制定了一项政策，就是与开发者进行经济上的合作，或者以公平的价格进行买断。这就确保了开发者的工作都能得到合理的补偿，降低了合作伙伴的风险，并鼓励外部投资者投资SAP平台。


  如何降低平台的风险是个长期的问题。历史表明，一般平台所有者都会寻找方法来回避为平台参与者所面临的风险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平台建立的早期阶段。例如，20世纪60年代，信用卡公司作为商户和持卡人的双边平台，拒绝为持卡人提供欺诈保险。信用卡公司认为保险会促进欺诈行为的发生，因为消费者对信用卡会变得更加粗心大意，而银行也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从而不愿意扩大信贷，最终会伤害低收入的消费者。


  在各大银行的强烈反对下，《公平信用报告法案》（1970）和随后的修正案要求消费者购买欺诈保险，欺诈性使用信用卡的消费者承担费用的限额为50美元。然而信用卡公司预测的灾难后果并没有发生。由于摆脱了对欺诈性使用信用卡的恐惧，消费者的信用卡使用量剧增，从而抵消了欺诈行为的增长量。欺诈保险带来的商业利益非常巨大，为了鼓励人们开通和使用信用卡，在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的情况下，只要消费者在24小时内挂失，许多银行如今已经放弃了收取50美元的费用。45


  近年来，新的平台企业都犯了与20世纪60年代的信用卡公司所犯的同样的错误。最初，爱彼迎拒绝赔偿房主来应对客人的不良行为，优步拒绝为乘客提供保险来应对不良驾驶行为的司机。46而最终，这两家公司都意识到，这种“拒绝”都阻碍了各自平台的发展。如今，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一样，爱彼迎推出了最高金额可达100万美元的房东责任险，优步与保险公司合作，为司机提供保险。47


  平台方不应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风险，而应该使用诸如风险分担和保险等市场机制以减少参与者的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价值。好的治理意味着要维护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位合作伙伴的利益。


  平台智能自我治理原则


  国王和征服者喜欢制定规则，他们不喜欢遵守规则。然而，当智能治理规则应用于平台公司以及平台合作伙伴和参与者时，效果显而易见。


  平台智能自我治理的第一大原则是内部透明化（internal transparency）。在平台中的公司，像在所有的实体组织中一样，部门都有一种“孤立化”的倾向，拥有独特的视角、语言、系统、流程以及工具，这些在外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即便在同一家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看来也是如此。这会导致解决跨越两个或者多个部门的复杂的、大规模的问题时非常困难，因为不同的工作团队缺乏共同语言或者工具集。这也会使包括平台用户和开发者在内的外在人员很难与平台的管理团队共同开展有效的工作。


  为了避免这种机能失调，平台管理者应该努力给跨平台的所有业务部门一个明确而透明的观点。这种透明度能够促进一致性，帮助他人开发和使用关键的资源，并促进规模增长。


  在所谓的Yegge Rant上，史提夫·耶奇（Steve Yegge）对亚马逊的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下达的任务进行了总结，捕捉到了这一原则的精髓。贝佐斯坚持认为亚马逊的所有团队成员必须学会使用“服务接口”与其他成员进行沟通，服务接口这一数据通信工具要设计得清晰、易懂，不仅对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对于外部的用户和合作伙伴来说都是有用的。“服务接口”的理念是对待与业务有关的任何人都要像对待那些需要合法和重要信息的客户一样，当然也包括组织中其他部门的同事，你都有责任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以下是Yegge Rant上提出的七条规则：


  1.从此以后，所有的团队将通过服务接口公开数据和功能。


  2.团队必须通过接口相互沟通。


  3.不允许任何其他形式的进程间通信：不允许直接连接，不能直接读取其他团队的存储数据，没有共享存储模式，没有任何后门。唯一允许的通信是通过网络上的服务接口调用。


  4.使用什么技术并不重要。http、Corba、Pubsub、自定义协议等都可以。这对于贝佐斯来说无关紧要。


  5.所有的服务接口无一例外地都要被从基层起就设计成面向外部开发者的。也就是说，团队必须计划和设计能够兼容外部开发人员的接口。没有例外。


  6.任何不按这些要求行事的人都会被解雇。


  7.谢谢你：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透明度原则的应用是亚马逊网络服务平台（AWS），即其巨型云服务公司成功的基础。亚马逊的技术副总裁安德鲁·贾西（Andrew Jassy）曾观察到亚马逊不同的部门都在开发WEB服务进行存储、搜索和数据通信。48贾西敦促这些不同的项目组合成一个明确的、灵活的、综合可理解的协议集，这样做可以让公司所有的人都能获取并利用亚马逊庞大的数据资源。


  更重要的是，贾西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亚马逊拥有更丰富的外部应用程序。他认为，如果亚马逊内的多个业务单元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可靠的数据管理服务对于外部有类似需求的公司来说可能是有用的。AWS应运而生，这是第一个面向具有海量数据的公司提供信息存储管理和专业服务的云服务平台。正是贾西的独特眼光，AWS独占鳌头，霸居比其后12个云服务的总和还要多的市场份额。49


  相比之下，那些自裹手脚无法纵观全局的公司很可能无法建立更大规模的平台。


  索尼公司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索尼随身听主宰着便携式音乐的市场。2007年，当苹果推出iPhone的时候，索尼在电子设备世界中的霸主地位似乎仍不可动摇。索尼拥有流行于世的MP3播放器，有先锋级的电子阅读器，能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相机。在那一年的秋天，索尼推出了下一代便携式游戏机PlayStation Portable（PSP），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戏设备。索尼甚至控股时代华纳的影视制作公司，提供独一无二的作品内容。然而，尽管有这些优势，但索尼从来没有想过要开发出一个平台。相反，索尼公司专注于各自独立的产品线，并专注于个人系统。


  索尼孤立的企业愿景让其无法创建一个统一标准的平台生态系统。几年之内，苹果公司iPhone手机及其应用程序依靠其快速生长的平台已经席卷了该领域。在2008年次贷经济危机过后的两年中，索尼的股价仍然低于其之前的1/3，而苹果公司的股价已经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平台自治的第二大原则是参与度（participation）。在内部决策过程中，平台管理者给予外部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的话语权应当等同于内部利益相关者，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平台管理者做出的决定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平台本身，最终将会疏远外部合作伙伴，并导致合作伙伴放弃平台。


  在《平台领导力》（Platform Leadership）一书中，安娜贝勒·加维尔（Annabelle Gawer）和迈克尔·库苏马诺（Michael A.Cusumano）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给予伙伴话语权是最伟大的平台治理。由英特尔推动的生态系统建立在通用串行总线（USB）的基础上，USB是方便电脑与外接设备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标准，外接设备包括键盘、存储器、显示器、摄像机、网络连接器等。然而，外围设备都在英特尔的核心芯片业务之外。50这意味着英特尔面临着一个特别棘手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该问题我们在第5章讨论过。没有人愿意生产还无人使用的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同样也没有人愿意购买一台没有外围设备可以使用的计算机。潜在的硬件合作伙伴不愿意与英特尔公司合作，因为作为标准的所有者，英特尔公司有权利在未来改变标准，使竞争对手的产品与其不兼容，从合作伙伴身上获取到所有的长期价值。


  英特尔将USB的研发委托给英特尔的架构实验室部门（IAL）来破解鸡或蛋的难题。作为一个新的业务部门，IAL不隶属于任何内部的产品线。只有具有独立性，IAL才能作为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和内部业务单元之间的中间人角色，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利益。IAL通过提倡和制定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政策来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即便牺牲了内部业务单元的一些利益。在一年的时间里，IAL团队走访了超过50家公司，邀请这些公司协助定义标准和设计许可证。通过IAL，英特尔公司还承诺绝不侵害合作伙伴的市场。英特尔公司利用声誉和合同对自身未来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和限制。（见下方小栏目中IAL的自我治理的原则。）


  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康柏、DEC、IBM、英特尔、微软、NEC、北电七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联合为USB背书，这一标准成功应用了许多年。


  这使我们回到了在本章早期介绍的深层设计原则：公正和公平的治理可以创造财富。我们看到这一原则在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这个例子上的应用，也在IAL和USB标准的案例上看到这一原则的应用。


  遵循英特尔架构实验室推出USB标准的自我治理规则


  1.在关键的决策中给客户话语权。在处理冲突问题的时候，使用“中国墙”隔离出一个独立的业务单元。


  2.建立信任合作关系，开放的标准必须保持开放状态。


  3.公平地对待所有人的知识产权。


  4.建立并传送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持之以恒。承诺的所有行为必须讲信用。


  5.保留进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市场的权利，并进行公告。不要让人大跌眼镜，不要对新闻的发布厚此薄彼。


  6.在大投资的情况下，进行风险分担的同时用自己的资金下赌注。


  7.不要承诺不会改变平台。承诺要提前通知，在平台与合作伙伴之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8.为资产规模不同的合作伙伴提供不同的服务是可以的。只要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资格条件。


  9.促进合作伙伴的财务长期健康，特别是小型合作伙伴的财务健康。


  10.随着平台公司的成熟，更多的决策会青睐于从核心平台向外部拓展，从而对现有平台进行补充，将那些有可能吞食平台的新业务纳入麾下。51


  公平通过两种方式推动财富的创造。52首先，如果你公平地对待别人，别人会更有可能分享他们的想法。有了更多的想法就能产生更多的机会去融入、匹配和改造，从而产生创新。


  其次，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已证明公平治理使市场参与者配置资源更为明智和有效。53回想一下USB标准的例子，如果参与制定标准的七家公司都公平地获得相应的市场份额，那么每家公司都会愿意参与标准制定。相比之下，如果其中五家公司入伙来窃取其他两家公司的价值，而这两家公司知道这可能会发生，那么这两家公司可能永远不会加入联盟。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USB标准就很可能瓦解，造成多家标准竞争的局面，更为糟糕的是，可能会阻止任何标准的产生与发展。


  这并不是说，公平总是能创造财富或者说没有公平就不会产生财富。绿山咖啡、苹果、Facebook及其他公司都曾经怠慢它们的合作伙伴，但财富增长迅速。但从长远来看，生态系统的公平参与会比平台拥有者没有约束一人说了算的机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许多平台管理者选择制定有利于自己而不是用户的治理原则。然而，尊重用户的平台能够获得更多的用户回报，最终双方都将获利。


  治理将永远不会尽善尽美。无论在什么规则下，合作伙伴都会发现一些新的利己情形。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效应是一直存在的。只要存在交互就会产生一些难题，难题导致干预，从而又产生新的难题。事实上，如果好的治理允许第三方进行创新，那么在创造了价值的同时，如何控制新的价值又成为新的争论焦点。


  当这样的冲突出现时，治理决策应该有利于新价值的最大化，或者是有利于市场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原地不动。那些选择维护已有市场和价值的公司终会停滞不前，例如微软曾经的做法。因此，治理机制必须是能够自我修复和改进的。复杂的治理在“自我设计”这个层面上是效率最高的。鼓励平台成员为了更新规则，必要时可以进行自由合作和大胆实验。治理不应该是静态的。当有变化的迹象出现时，例如平台用户产生新行为、平台和用户间爆发不可预料的冲突或新竞争者侵犯平台利益的时候，相关的信息应迅速通过组织进行传播，鼓励创造性的对话，探讨治理系统应当如何应对。


  无论你的平台处于什么样的商业和社会生态系统中，总是包括快速变化和缓慢移动的部分。智能治理系统应该灵活应对。54


  本章小结


  ·治理是必要的，因为绝对自由市场很容易失灵。
·市场失灵一般是由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垄断性权力和风险造成的。良好的治理有助于防止和减轻市场失灵。
·平台治理的基本工具包括法律、规范、体系结构和市场。为了鼓励平台参与者积极参与，产生良好的互动，抑制不良的互动，每个工具必须小心设计和应用。
·自我治理也是有效平台管理的关键。良好的平台管理遵循透明度和参与度的原则，运行良好的平台会治理自身的行为活动。


  第9章　衡量指标：平台管理者如何衡量真正重要的事项


  领导者需要不断关注一些关键指标来指导其行动。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从商业、政府到战争），数千年以来一直如此。例如，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ths）对于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军队在高卢之战（公元前58—50年）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分析如下：


  罗马军队携带了充足的物资走向战场，包括：衣物、盔甲、先进武器、箭矢、帐篷、移动防御工事、炊具、医药用品、书写工具……但是，古代军队所需物资中约90%的重量都来自于三样东西：食物、草料和木柴。军队的所有军事决策，从基本的战略方针到最小的战术行动均受到这三种物资供应的影响，而且这三种物资供应通常起到决定性作用。1


  根据兵马数量，凯撒的军需官可以快速确定还可以行军的距离，以及在下次军需补给前军队还可以作战的时间，他们只需计算将士食物、兵马草料和取暖烹饪的木柴数量即可。这三个关键衡量指标直接决定了凯撒最基础战略的选择。


  具有线性价值链（管道）的传统营利性公司的领导者同样在利用一套相对有限的标准衡量指标来取得成功。例如，生产汽车或洗衣机等商品的公司必须采购原材料或零部件，然后将其组装成成品，再通过各种销售和营销管道向终端客户销售。整个过程的细节可能非常复杂，但是只要收入超出补偿管道中所有参与者的总成本，并且利润足以防御风险和支付未来发展成本，就算一切顺利。虽然管道上的生产线工人和中层管理者需要专注执行设计、制造、生产、营销和交付等具体活动，但是高层管理者以及董事会和外部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几个重要的数字，快速判断该企业的相对运营状况。


  管道企业的传统衡量指标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并不陌生，其中包括现金流、库存周转率和营业收入。将这些指标相结合即可有效呈现一家企业业务的粗略状况，而其简洁明了的特性可以帮助公司领导者时刻掌握对于其获得长远成功而言很重要的一些因素，且不至于因其他细枝末节而分散精力。


  从管道到平台：新的衡量挑战


  遗憾的是，用于管理和运营管道企业的传统衡量指标在平台环境下快速土崩瓦解，而开发有效地衡量平台企业真正运营状况和发展前景的替代衡量指标却绝非易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BranchOut的案例。BranchOut成立于2010年7月，是一个社交求职平台。它主要基于一款应用，让用户可以通过Facebook进行社交求职。不妨将BranchOut视为依托于庞大的Facebook网络的一种领英变体。在BranchOut平台上，大多数工作不是通过招聘广告或网络发帖子获得的，而是通过朋友介绍，很多人不由得赞叹这是一项杰出的创新。BranchOut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里克·马里尼（Rick Marini）成功通过三轮融资吸引了4900万美元的投资。


  该公司一跃成为社交求职领域的领导者，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从2012年春季到夏季，BranchOut用户数量从不足100万扩大到了3300万之多。不过，这个巨大的泡沫很快就发生了爆炸。在接下来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其成员数量飞速降至不足两百万。到次年夏季，该公司尝试探索全新的企业战略，期望成为一个“工作聊天”平台，供一些同事团队用于保持联系。里克·马里尼向记者承认：“目前，活跃的用户不是很多”，同时他也表示BranchOut“没有失败，仍然在运营”。2


  一些分析报告纷纷指出了导致BranchOut倒下的很多原因。一些人将之归咎于Facebook应用开发平台的变动，称其影响了BranchOut的通信系统。另一些人则指出，将求职功能与Facebook社交网络环境相结合的整个创意都是误入歧途。一名观察者指出：“找工作压力很大，并且涉及很多事项。每当和朋友出去玩，我最不愿谈及的事情就是我找工作的问题。我想逃避这个问题。”3


  这些可能是导致BranchOut失败的一些因素。但是，BranchOut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似乎是关注并衡量不正确的指标。在2012年中期决定命运的那几个月里，BranchOut花费了大量投资资金促使“活跃”用户注册数量的快速激增，将重心指向了提高会员数量上。他们奖励用户邀请尽可能多的好友，这使得Facebook会员纷纷邀请其朋友圈里的每个人都加入BranchOut。网络空间里充斥着数亿万份邀请，BranchOut的注册量飞速增长。4


  但是，单靠会员名单上的会员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并不足以保证平台能够取得成功。真正重要的是会员的活动，是平台用户体验到的令人满意的社交活动次数。如果BranchOut像其跟踪会员数量那样勤勉地跟踪会员活动量，就可能会意识到他们的数百万名会员并没有通过他们这项服务获得多大价值，这当然会导致会员数量急速下降。


  BranchOut的案例说明了关于平台领域的一个重要事实：正如平台改革了传统的价值链、竞争策略和管理方法，平台因此也要求采用新的内部衡量形式。


  我们来短暂回顾一下管道管理者最常用的衡量指标：其中关键数字指标包括现金流、库存周转率和营业收入等，还有一些辅助衡量指标，例如毛利润、间接成本和投资回报率。这些指标工具，加上其各种变化形式，有助于衡量同一件事情：管道内价值流动的效率。成功的管道企业需要以最低的资源浪费率生产产品和服务，然后通过管理有方的营销、销售和分销系统将大量的此类产品与服务交付至客户，从而获得足以远超出成本的收入，并产生利润以回报投资者及支持后续发展。


  管道衡量指标旨在衡量从管道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这种价值流的效率。这些指标可以帮助管理者发现价值流中要求提高流程效率或改善系统的瓶颈、僵局和故障，从而促进整个管道产生更大、更快和更多的价值流。因此，当像库存周转率这样的统计数据意外地急转直下时，通常表明库存过多、产品过时或营销失败，而库存周转率过高则表明库存不足，进而会导致损失销售机会。谨慎监控这些衡量指标可以帮助管理者做出必要的调整，保持企业正常运转。


  当我们将关注点转移到平台企业上时，这种（无可否认已经进行了简化的）分析就行不通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平台主要是通过网络效应的影响创造价值。平台管理者如果要寻求反映其企业真正运营状况的衡量指标，则需要关注积极的网络效应和推动网络效应的平台活动。


  具体而言，平台衡量指标需要衡量交互成功率及其促进因素。平台的存在就是为了促进用户之间的积极交互，尤其是生产者和有价值的消费者之间的积极交互。平台创造的积极交互数量越大，就能吸引越多的用户加入平台，而且用户会越迫切地在平台上参与各种活动和交互。因此，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量化平台培养可持续重复的理想交互。最终，可以发现核心衡量指标就是积极的网络效应和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包括平台用户，以及平台赞助商和运营者）创造的巨大价值。


  请注意这种核心衡量指标与管道核心衡量指标之间的差异。管道管理者关心的是从管道一端到另一端的价值流，而平台管理者关心的是通过其生态系统创造、分享和实现的价值，后者可能发生在平台上，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对于管道管理者，流程效率和系统改善可能很重要，但前提是这些流程和系统能够促进用户之间的成功交互。平台管理者必须持续关注的一大目标是为平台的所有用户创造价值，这样才能加强这个社区，改善其长期运营的状况和活力，并且促进积极网络效应的持续增加。


  设计跟踪平台生命周期的衡量指标


  在本章，我们将探讨在一个平台从初创到成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与平台企业制定和使用适当的衡量指标相关的一些主要问题。在初创阶段，必须制定简单的衡量指标来指导围绕平台设计和发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相关决策。其中，这些重要问题包括设计核心交互；开发有效的工具来拉动用户，促进交互并将生产者与消费者匹配；创建高效的内容管理系统；就平台对于各种参与者的开放程度问题进行决策。


  特别是，公司在初创阶段必须跟踪其最重要资产，即参与大量成功交互的活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增长情况。这些用户及其参与的交互是产生积极网络效应，进而促进平台取得成功的关键。请注意，一些通常被认为在管道企业初期很重要的传统衡量指标，例如收入、现金流、利润等，对于评估初创阶段的平台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一旦平台达到了临界用户数量，并且用户正在从平台获得很大价值，则衡量指标的重点可以从客户保持率和活跃用户到付费客户转化率上。在此阶段，赚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正如在第6章解释过的，关于如何利用平台赚钱的决策很复杂。平台管理者需要设计出一些关注于赚钱这一核心问题的衡量指标，例如：哪些用户群从平台活动中获益最多？哪些用户群可能需要获得补贴，才能确保其继续参与？平台促进创造的价值中有多少是在平台上创造的，而不是在平台外创造的？通过提高内容管理等服务可以创造多大的附加值？平台外的哪些用户群可能会通过接触平台上的特定用户群发现价值？最重要的是，平台怎样才能合理地捕获和保留在平台上所创造价值中的一部分，同时不妨碍其网络效应的持续增长？在此增长阶段，合理设计的衡量指标有助于平台管理者找到此类问题的准确答案。


  最后，随着平台的日益成熟，并且开发出了可以自行维持的业务模式，其所面临的留住用户和促进增长的挑战又将要求平台进行创新。这是保持和提高相对于竞争平台的企业价值定位的最佳方式。这时候衡量指标必须敏感地衡量用户的持续参与度及其在平台上继续发现创造价值的新方法的情况，必须能够长期衡量和跟踪记录生产者与消费者重复参与平台活动并随着时间推移提升其参与度的情况。


  其他的竞争问题包括，类似平台能否抢夺该平台的全部用户，并降低该平台的竞争优势，以及该平台的参与者（例如扩展开发者）能否自己创建平台并最终将用户拉走。这些问题也要求制定相应的衡量指标，使平台管理者可以识别此类风险并及时做出响应。


  第1阶段：初创阶段的衡量指标


  作为初创公司，无论是按管道公司，还是平台公司来运营，通常资源都非常有限。由于资金、时间和人才都很宝贵，人们会发现自己身兼数职，而且对于有的领域，他们完全不熟悉。在这种环境中，决定向哪些类别的信息分配资源以进行收集和处理既重要，又具有挑战性。


  此外，在初创企业环境中适用的衡量指标的类别可能与传统成熟企业中应用的衡量指标截然不同。企业家德里克·西弗斯（Derek Sivers）这样来描述此种问题：


  用于一般管理的大多数工具都无法在初创企业蓬勃发展，并充满不确定性的贫瘠土壤中生根发芽。未来不可预测，客户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变革的步伐日益加快。不过，大多数无论是尚在摸索阶段，还是初具企业雏形的初创企业，仍然通过使用标准预测指标、产品阶段任务和详细的业务计划进行管理。5


  那么，在一家平台企业的初创阶段，哪些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平台管理者应该关注核心交互活动，及其为平台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创造的利益。要界定一个平台成功与否，以及明确如何进行改善，可以使用三项主要的衡量指标：流动性、匹配质量以及信任度。


  在平台市场上，流动性（liquidity）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最低数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成功交互的百分比很高。实现了流动性，交互失败的数量就会最小化，而且用户访问平台的需求通常会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满足。在平台的生命周期中，实现流动性是首要问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阶段任务。因此，在平台的最初几个月内，最有价值的衡量指标应有助于确定什么时间能实现流动性。根据平台运行的精确程度及其用户群的性质，这个指标的衡量准则会有所差异。


  衡量流动性的一种合理的方法是跟踪在特定时间段内导致交互的产品百分比。当然，对于“交互”和适当时间段的定义都因市场类别而异。在信息和娱乐平台上，交互可能是指消费者从标题一路点击进入完整故事；在销售平台上，交互可能是指购买产品；在求职社交平台上，交互可能是指提供建议，交换联系人信息，或回复讨论区的某个问题。任何这些交互都意味着用户参与度的提高，而且代表用户认可、使用和享受平台上提供的价值的时刻。


  从负面看，必须注意和跟踪非流动情况的发生。这类情况是指无法出现所需的交互，例如，优步用户打开应用，却发现没有可用车辆。非流动情况会打消用户参与平台的积极性，因此必须尽可能减少这种情况。


  请注意，用户对平台的忠诚度和积极使用才是衡量平台采用率的重要指标，而不是用户注册量。这也是我们对于流动性的定义既包括用户总量，又包括所发生的交互量的原因所在。如果新的报告和投资者定位注重获得巨大的平台会员总量，则会产生很大的误导性，而且可能预示着平台还远没有非常强大，而是正努力地将好奇围观者转化为活跃参与者和价值创造者。


  此外，还应注意最有意义的衡量指标应该具有可比性，能够有效区分用户群或时间段。这是《精益分析》（Lean Analytics）的作者阿利斯蒂尔·克罗尔（Alistair Croll）和本杰明·尤科维奇（Benjamin Yoskovitz）提出的一条有用的建议。本身就具有比较性的衡量指标的一个最好示例是比例或比率，其计算方式为：用一个数字除以另一个数字，例如用活跃用户数量除以总用户数量计算得出的活跃用户比例，或用新活跃用户数量除以总活跃用户数量得出的活跃用户增长率。6


  对于初创平台，第二类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匹配质量（matching quality）。此指标是指在用户搜索可以与之一起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其他用户时，平台向用户提供的搜索算法准确性和导航工具直观性。匹配质量对于实现价值，刺激长期增长，以及促进平台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卓越的产品（product）或服务（service）内容管理实现匹配质量。


  顾名思义，匹配质量与平台上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效率密切相关。用户参与平台时通常带有非常大的交互意图，他们希望尽快找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匹配的精确度会使用户搜索成本下降，也就是说，他们只需投入更少的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即可找到他们想要的匹配项。因此，如果平台能够快速、准确地将一个用户与另一个用户关联，这些用户就可能成为这个平台的活跃参与者和长期成员；如果匹配质量很差、缓慢、令人失望，用户数量就会快速下降，交互也将越来越少，因此平台必定夭折。


  当然，有必要将“匹配质量”这个抽象概念转化为一个具有明确可操作性定义的具体量，从而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衡量指标的基础。有一种方法可以衡量平台在成功地将生产者与消费者匹配方面的效率，那就是跟踪销售转化率（sales conversion rate），可以用导致交互的搜索所占比例表示。


  很明显，这个比例越高，效率就越好，但是匹配质量的“差”与“好”之间的临界值在哪里？不会有适用于各种平台的统一答案。但是，特定平台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将特定用户的交互比例与这些用户的长期（例如1～3个月的时间内）活动量相关联，得出一个有用的经验法则。例如，你可以通过这种计算确定，对于你的平台而言40%的交互比例似乎代表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在平台上的第一个星期内交互比例高于40%的大多数用户在至少3个月内都会保持活跃，而交互比例低于40%的大多数用户后来都会停止参与平台上的活动。


  计算出此类数字之后，无论是40%，还是更高或更低，即可将其用作一个行之有效的目标，作为平台运行状况的一个衡量指标。可以衡量每日交互百分比，观察其随时间发展的趋势，以及根据这个指标的变化制定、测试和评估对平台匹配系统的改进。


  对于初创平台，第三类重要的衡量指标是信任度（trust）。信任度是指平台用户对于在平台上参与交互所存在的风险感觉适应的程度。可以通过对平台上的参与者执行卓越管理实现信任度。


  当然，建立信任度是销售平台的核心，尤其是在交互存在一定程度风险的销售平台上，以及在线平台领域。在各类在线平台上，用户之间的首次联系以及很多交互都完全是在网络空间执行的，风险甚至更大。在运营状况良好的平台上，双边的参与者应都经过良好的筛选管理，从而使得用户对于在平台上参与交互所涉及的风险程度感到放心。正如之前提到过的，爱彼迎就是一个例子。它属于高风险类别，但是到目前为止它都很成功，因为它能够成功管理其参与者。它允许房东和租客相互评论，而且是各种平台当中评论率最高的平台之一。此外，它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建立信任度，包括让摄影师用照片证明房东列表上所含信息的准确度。相比之下，爱彼迎的竞争对手克雷格网站在信任度这一衡量指标方面的得分就比较低，而且出现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丑闻，包括平台上一些明显很低俗的用户进行了肮脏乃至违法的活动。


  初创平台的管理者可以将这三类重要的衡量指标——流动性、匹配质量和信任度相结合，获取关于平台交互成功率及其重要促进因素的准确信息。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这种衡量是实现平台目的的核心所在，在决定其创造积极的网络效应的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特定平台而言，用于确定其衡量指标的具体方法需要经过精心设计，确保适合其所涉及的平台公司类型——平台的性质、用户类型、创造和交换价值的形式，以及所执行的交互种类等。


  有一些专用衡量指标可能对特定平台企业很有价值。你可能会选择衡量每次交互的参与度、交互间隔时间，以及活跃用户百分比，这些都关注的是用户对于此生态系统的忠诚度。


  此外，也可以选择衡量交互数量，例如Fiverr平台上提供的图表和设计。因为Fiverr有一个固定的单次交互价值，即在该网站上交易的每件“作品”都会定价为五美元，单凭交互数量即可充分、直接地衡量网站上当前的活动流。


  其他平台需要制定更复杂的交互衡量指标（number of interaction）。例如，爱彼迎是跟踪预订的住宿天数，这个指标比单纯记录交互数量能更好地反映该平台创造的价值。自由职业交易平台Upwork则是通过计算特定自由职业者交付的工时来衡量交互，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工时是衡量所创造的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类似地，“Clarity”可以跟踪专家和咨询者之间的电话咨询所持续的时间。


  如果平台的收入依赖于从任何交互中抽取一定份额的价值，例如根据交互百分比收取佣金，则可以选择衡量交互捕获量，这可以反映该平台上发生的交互的价值。例如，亚马逊商城就使用此衡量指标，跟踪平台处理的交互的总价值，以作为其活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关注内容创作的平台则需要采用不同的衡量指标。例如，有些这类平台就是衡量共同创造（用户消费的产品百分比）或消费者相关性（至少从潜在消费者收到一些最低程度的积极响应的产品百分比）。这些衡量指标关注交互质量，并且反映所管理的产品所使用的技能。


  最后，其他平台则关注市场进入，即用户能够加入平台并相互搜索或沟通的效率，而无论是否发生完全交互。有些平台则衡量生产者参与度，即生产者参加平台的比例，以及该比例随时间的增长。约会和相亲网站通常关注的是注册的女性人数，因为这个衡量指标可以充分指示网站的其他用户预计可以获得的价值。“OpenTable”的方式则有点不一样，他们跟踪的是餐厅预订量。这些都不是导致客户为餐饮向餐厅付费的实际交互（平台无法获得现成的这种信息），但是却可以相对准确地表示其所创造的价值。


  流动性、匹配质量和信任度这三个关键因素对于衡量几乎任何种类的新创平台始终都至关重要。但是，你会发现，特定平台的具体特点可能会决定需要使用其他更专业化的衡量工具。适用于平台初创阶段的衡量指标的多样性和范围，仅受平台的独创性及其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中发生的活动的性质限制。


  第2阶段：发展阶段的衡量指标


  最能衡量生态系统中交互的数量和质量的指标随着平台生命周期的发展而变化，因此识别平台发展的转折点很重要。公司经常犯的一种错误是锁定某些衡量指标不放，而随着其企业的发展，这些指标已不再适用了。识别和审查与当前所做决策最相关的核心衡量指标在平台的每个发展点都很重要。


  例如，当平台用户数量达到一个临界值时，就会出现新的问题。管理者仍然必须确保核心交互正在创造价值，而且进入平台的参与用户超过流出的用户，这样平台才能持续发展。但是，随着平台不断发展，平台必须监控用户群规模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平台管理者需要努力确保其市场双边的平衡。这种平衡可以通过计算生产者与消费者之比（producer-to-consumer ratio）进行监控，同时可以进行相应调整——仅考虑活跃平台用户，即至少以你认为合适的特定最低频率在平台上参与交互的那些用户。经验表明，这个比例在确定平台取得的交互成功率方面是一个关键因素。


  以约会网站丘比特为例，其核心交互是撮合，即介绍男女用户相互认识。正如在第2章中所述，对于这种平台，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管理直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他们视为“消费者”）对直女（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扮演“生产者”的角色）的接触。[1]


  因此，丘比特跟踪的是直女与直男之比，当这一比例偏离最优比例时，平台管理者会努力进行调整。他们通过邀请用户在平台上就异性用户的吸引力进行评分，从而管理这类调整。7然后，该网站会采用一个筛选条件，减少通过查看女性（尤其是那些被评为特别有吸引力的女性）的简历参与平台的男性。8这样，丘比特平台就可以通过避免这种不平衡，防止部分女性用户疏远该平台，帮助保持积极的网络效应并且培养市场流动性。持续衡量和监控男女比例使这种维护成为可能。自由职业交易平台Upwork也以同样的方式关注保持自由工作者与招聘帖数量之间的比例，因为任一方的失衡都会导致参与者离开。


  对于传统的双边式平台，一边是生产者，另一边是消费者，最好要找到计算每个用户类型的价值的方法。在《精益分析》一书中，企业家兼作者阿利斯蒂尔·克罗尔和本杰明·尤科维奇就双边式平台的衡量指标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说明，我们在后面对其进行了改编。9


  在生产者一边，平台应监控包含生产者参与频率、所创建的产品和取得的成果的数据。平台还应该监控交互失败率，即用户发起了销售之类的交互，但由于某种原因而失败了的情况所占的百分比。这是很多平台管理者都会忽略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如果虽然留住了用户，但是成功交互率在一直下降，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监控生产者欺诈的情况，例如，生产者未准确地描述产品，或未及时交付产品。当然，生产者欺诈是一种特别严重、令人痛苦，而且代价很高的交互失败（interaction failure）。可以通过分析反复与欺诈关联的用户和交互的特点创建预测模型，从而帮助平台预防后续欺诈。


  结合所有这些形式的数据，就可以使用很多种企业中使用的传统生命周期价值（LTV）模型计算生产者的价值。这些模型可以捕捉重复的生产者提供经常性平台收入，而不产生额外获取成本（即平台在吸引这些生产者，并且与之交互期间产生的支出）的机制。由于重复的生产者尤其会给平台创造价值，因此管理有方的平台公司应努力创造活跃的重复生产者，就像杂志和手机服务运营商等基于订用者的服务需要努力将订用者周转率（或流失率）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一样。


  在消费者这一边，发展中的平台应监控消费频率（frequency of producer participation）、搜索量（listings created），以及销售转化率（out-comes achieved）（即产生成功交互的点击所占百分比）。这种信息以及重复交互的概率提供了计算每个消费者的LTV所需的数据。在制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LTV衡量指标之后，平台可以执行试验，以期影响LTV的关键决定因素（例如流失率）。10


  当今成功的平台企业大多设计了相应的计划，鼓励大多数价值较高的活跃用户保持忠诚度，并且限制价值较低的那些用户。如果像Facebook或领英之类的平台曾在用户降低其使用频率之后邀请用户返回平台，那么这些用户就是该平台的目标用户。同样，推特也推出了“网络热点内容”功能，为用户推荐一些可能特别感兴趣的内容，即使用户没有订阅相应作者的信息源。这同样是一个受衡量指标驱动的活动构建计划，旨在利用事实证明可以创造较高价值的活动围绕用户激发更多交互。11


  从初创阶段开始，一直到发展阶段，有一个关键变量始终保持高度可用性，那就是交互转化率，即搜索或查询转化为交互的百分比。经过精心设计并且持续监控，关注销售转化率的衡量指标有助于平台管理者制定明智的战略，提高平台的持续增长率，就像爱彼迎在发现高质量的照片可以提高房屋出租率之后引入专业摄影服务一样。12


  有趣的是，爱彼迎还发现其最佳房东来源就是曾经的房客。因此，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将其平台上的消费者转化为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角色转化率，即人们从一种类型的用户转化为另一种类型的用户的比率，成为平台可以用于跟踪其用户群状况和保持整个网络上的平衡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平台管理者还在根据其具体的目标和利益及其用户的独特特点不断设计新的衡量指标。海尔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青岛的快速发展的制造企业。该企业目前正在构建一个平台，希望将其客户与企业内外设计制造家电和电子设备等产品的设计与生产团队相互联系。海尔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与笔者谈过其公司正在努力捕捉和使用的一种独特衡量指标，即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13在这种情况下，“距离”是一种比喻，而非其字面含义，指将海尔产品的生产者与其用户联系起来的社交网络的直接交互频率、规模、覆盖范围和影响力。


  为了衡量这个距离，海尔根据微信上的交互量设计了一个衡量指标。其目标是：最大程度地缩短海尔与其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从而提高产品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降低营销推广成本，并提高营销推广效率。


  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向我们表示，公司的广告预算大小可以反映出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距离。例如，咨询公司Interbrand在2013年发布的年度品牌价值报告中指出，谷歌的广告预算与可口可乐相比可谓非常少。原因非常可能是：谷歌通过其很多生产和社交应用密切融入用户的生活，从而可以不断获得用户反馈，而可口可乐却收不到这样的反馈。


  依此类推，海尔的领导团队也设想缩短用户距离，并且改善其产品设计、客户服务和营销效率。因此，像用户距离这样一个抽象的衡量指标可能会对提高收入具有非常实际的重要影响。


  
[1] 我们承认这种表达有点令人不快，但是这反映了目前在美国社会很多男女约会活动的主要动态，包括事实上大多数在线约会网站都发现吸引男性比吸引女性更容易。因此，女性非常“供不应求”，就类似于人们对eBay等拍卖网站上竞相追逐的产品的需求一样。随着社会不断朝着男女越来越平等的趋势发展，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也会随之改善，这样也有利于有效地管理约会平台。

  第3阶段：成熟阶段的衡量指标


  一旦一家平台企业经历了初创和初期发展阶段，就会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埃里克·莱斯（Eric Ries）是著名作家兼创业者，他倡导“精益创业”活动，强调对于成熟公司，必须将持续创新与衡量指标紧密结合。莱斯表示：“在对产品进行改进时，唯一能确定其成功与否的就是其衡量指标。此外，在对产品实施改进时，应该按照某个基准来测试这种改进。”


  阿姆瑞特·蒂瓦纳（Amrit Tiwana）是美国佐治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的看法与莱斯不谋而合。他认为适用于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的信息技术平台的衡量指标应该符合三项要求，即：推动创新、具有很高的信噪比（high signal-to-noise ratio），以及促进资源分配（facilitate resource allocation）。14


  首先，我们来重点讨论一下衡量指标在推动创新方面的作用。为了保持活力，平台必须能够适应用户的需求，并且在充满竞争和监管的环境中不断变革。平台可以通过一种方法确定需要执行的变革，即研究开发者所提供的扩展创新。这些创新可能代表核心平台缺失的功能，而且平台可以选择吸收这些功能。例如，在台式电脑时代，微软Windows就吸收了很多曾由其他独立公司提供的应用程序，例如磁盘碎片整理、文件加密、媒体播放等。15


  思科在路由器业务方面也遵循了相同的吸收战略，其运营一个所谓的思科应用扩展平台。思科AXP（该平台的名称）是一种基于Linux的平台，第三方开发者可以通过此平台创建在思科路由器上运行的应用，提供思科客户认为有用的新功能（例如，增强的安全措施和定制的监控系统）。当我们询问思科首席技术官吉多·乔雷特（Guido Jouret），他们公司如何决定将哪些功能融入思科AXP时，他的回答颇具启发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该平台上为同一问题嵌入多种独立的解决方案。这样，这个平台就成为大家通用的平台。这是一个时机问题。如果立即这么做，你的生态系统就有可能切断这些解决方案的收入来源。如果某个提供商构建了一个特定的功能，你不要去绑定或吸收这个功能。但是，如果大家都（开发了同样的功能），竞争就会削减其利益，你就可以趁机吸纳它。16


  为了实现这种战略，思科采用了一些衡量指标，力图发现在很多纵向行业（例如医疗保健或汽车行业）都已提供某一相同功能的情况。这可以表明其平台缺乏某些重要的功能，因而在下一轮的平台持续创新中需要纳入这些功能。


  平台还可以选择在由第三方提供的功能成为用户获取的大部分总体价值时进行创新。正如在第7章中所述，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苹果公司在2012年推出了苹果地图，作为对谷歌地图大行其道的一种应对策略。


  有些类型的平台在成熟阶段仍然需要制定一些其他衡量指标。其中包括像Upwork一样的劳动力交易平台，像汤森路透一样的数据平台，像Skype一样的联通平台，以及像通用电气工业互联网一样连接设备的平台。虽然这些平台类型完全不一样，需求各异，但是它们都面临一些相同的挑战：促进核心交互，衡量价值驱动因素，以及进行创新以保持平台为用户创造巨大价值的能力。


  明智的衡量指标的设计要素


  你为自己的平台设计的衡量指标仪表板可能非常复杂，从而可以实时、细致地观察各种活动。但是，在为平台企业设计衡量指标时，简洁是一大优点。过于复杂的衡量指标会降低管理效率，因为会形成干扰，不利于频繁进行分析，而且会偏离一些最重要的数据点。


  oDesk（Upwork的前身）一度采用很多衡量指标（衡量招聘帖数量、注册工作者数量、服务种类和很多其他指标），以至于有一名董事会成员抱怨道：“你们衡量的指标太多，缺乏重点”。oDesk的前首席执行官加里·斯沃特（Gary Swart）从这个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指出了重点、高度明确的衡量指标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初创平台的重要初期阶段。


  作为企业领导者，你需要断定对于你公司而言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并且应明白衡量指标越多，重点越不突出。千万别掉入事无巨细都要进行衡量的陷阱里。我的经验是，在初期阶段，最重要的是让客户喜欢和使用你的产品。你应整理出一两项确定这一点的最佳衡量指标。17


  精益创业专家埃里克·莱斯也赞同在设计和采用衡量指标方面应有选择性。他特别提醒应警惕所谓的虚荣指标，例如总注册人数，这是一个相对没有什么意义的统计数据，通常这个指标即使在交互量持平，甚至实际上正在下降的情况下通常依然在上升。虚荣指标无法准确反映企业是否达到其所需要的临界用户量或流动性。


  莱斯进而建议说：“你应该确保衡量指标符合3A原则，即你的指标应该切实可行（actionable）、易于获取（accessible）而且易于审核（auditable）。切实可行是指这些指标必须为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明确的指导，而且与企业取得成功明确相关。易于获取是指这些指标对于收集和使用相关信息的人而言易于理解。易于审核是指这些指标必须真实而且有意义，以真实、准确的数据为基础，定义精确，而且反映用户对于企业现状的看法。18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很简单：网络双边重复而且不断参与创造价值的积极交互的满意客户数量。绝不容忽视的一个实际问题是：人们对于这个生态系统是否满意，是否会继续积极地参与其中？无论最终如何为具体平台企业设计衡量指标系统，都应该有助于准确地衡量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


  本章小结


  ·由于平台的价值主要来自网络效应，因此平台最终应争取衡量交互成功率及其促进因素。交互成功可以吸引活跃用户，从而促进积极网络效应的不断发展。
·在初创阶段，平台企业应该关注一些跟踪促进平台上核心交互的特性强度的指标，包括流动性、匹配质量和信任度。这些特性可以通过各种特定的方式衡量，具体取决于平台的性质。
·在增长阶段，平台企业应该关注可能会影响其增长和增强价值创造的一些指标，例如用户群各个部分的相对规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命周期价值，以及销售转化率。
·在成熟阶段，平台企业应关注通过识别可以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新功能推动创新的一些衡量指标，以及可以识别竞争对手对平台构成的，需要应对的战略威胁的一些衡量指标。


  第10章　战略：平台如何改变竞争


  在平台领域，竞争的性质正在发生转变。公司发现它们需要努力了解意料之外、通常违背常理的对手所构成的新竞争威胁。1教育图书出版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感觉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对其构成的威胁远不及亚马逊那么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对于网飞的顾忌远胜于对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顾忌。法律信息提供商Lexis感觉Westlaw对其构成的威胁并不及谷歌和在线法律服务提供商LegalZoom所构成的威胁。电器制造商惠而浦对于通用电气和西门子的顾虑低于对智能家居监测与控制设备制造商Nest的顾虑，后者正在快速发展为新兴物联网的一家重要企业。社交网络Facebook对于东山再起的聚友没有像对Instagram和WhatsApp那样担心，这也是Facebook之所以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的原因所在。


  这些转变并不只是在于竞争对手的类型，而在于竞争之战的性质。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巨变，使得企业生态频繁更替，几乎让人无法认清。我们不仅是在讨论平台企业的出现在传统市场中形成的剧烈颠覆（详见第4章以及本书其他部分中的介绍），而且也是在讨论平台领域内部、平台企业之间发生的激烈竞争之战，竞争结果通常会出乎意料，甚至令人震惊。2


  或许可以说，2014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2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可能是当年最出人意料的企业案例之一。很多不太关注电子商务领域的西方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即使听说过这家公司的西方人，了解更多的也是其与正在挣扎中的雅虎的关联，因为雅虎拥有阿里巴巴的很多股份。美国媒体对于阿里巴巴的很多报道都有些含糊轻视，纷纷将该公司的飞速增长和庞大规模归结为受中国单纯庞大的市场和乡土观念以及政府保护主义的影响。


  一个典型示例是2010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报道。记者大卫·巴博萨（David Barboza）承认阿里巴巴是通过本土的在线销售“实现巨额利润的”几大快速发展的公司之一。但是，巴博萨在报道中写道，在未来“中国互联网市场可能会越来越像一个有利可图的封闭集市，这是专家意见。这些企业在国内取得了成功发展……在发展成全球品牌时可能会遇到麻烦”。巴博萨引用一位分析师的预测：“当中国公司走出中国国门时，它们会发现无法像在中国参与竞争时一样理解其竞争对手。”3


  到2014年夏天，在阿里巴巴美国股票首次发行前几周，美国企业分析师开始改变论调。在《商业周刊》上，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警告“阿里巴巴正在入侵”，并解释这个中国巨头如何突然之间对美国在互联网方面的统治第一次构成重大威胁。斯通详述了阿里巴巴如何在中国打败eBay，成为全球企业的巨大中国货物来源，成功为耐克和苹果等全球公司打开中国消费市场，并且在亚马逊和eBay的祖国——美国快速构建挑战这些公司的基础设施。斯通总结道：“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准备好参与和赢得构建第一个真正全球化网络市场的竞争。”4


  在大多数传统行业中，像这样一开始默默无闻的新兴企业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全球领导者。回顾商业历史，我们发现美国企业在钢铁和重型机械行业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战胜英国和德国曾经主宰这些行业的竞争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新兴企业用了30年的时间才从美国的行业领导者手中夺取了汽车制造和电子设备行业的领导地位。但是，如今阿里巴巴有可能在卷入平台战之后，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超越像eBay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夺得市场领导权。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就像很多大企业案例一样，有很多因素促成了阿里巴巴的传奇，其中包括首席执行官马云的战略洞察力、中国中产阶级的爆发式增长，这为阿里巴巴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不至于被美国竞争对手击溃。但是，阿里巴巴发展的速度之快主要是平台竞争的一些新现实情况促成的。5


  爆炸式网络效应和强大的规模经济使得这家相对较新的公司得以在国际商务舞台上如此快速地扩张。Alibaba.com是在同一企业品牌伞下运营的五大主要企业之一，使得全球的公司都可以向中国制造商采购货物、产品和零部件。一家加利福尼亚州的化妆品制造商感叹道，通过Alibaba.com，“我触手可及数百家供应商”。相反，阿里巴巴的另一家子公司天猫则绕过中国传统的代理机制（这种机制会放缓准入的速度，增加各种手续和成本），将国外货物卖给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消费者。一家美国鞋品零售商表示，阿里巴巴“压缩了零售的整个中间层级”。结果是实现了几乎没有任何阻碍的跨境交易，将数千家商户和数百万名客户联系了起来。在这个平台出现之前，这种现象几乎是不敢想象的。


  此外，阿里巴巴还精明地利用了平台的另一项巨大的竞争优势，那就是将外部合作伙伴的资源和联系网无缝地融入该平台的活动与功能之中。例如，为了扩大其将美国货物供应给中国消费者的能力，阿里巴巴现在与位于美国的物流公司ShopRunner（阿里巴巴持有该公司股份）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ShopRunner已与很多美国品牌，包括尼曼（Neiman Marcus）和玩具反斗城签约，使得阿里巴巴在两天内即可将美国产品运送给中国的客户。6


  回顾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零售、仓储、产品测试、管理、打印、货运、服务和订单执行系统上耗费了巨大投资，才得以被美国商户接受。如今，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企业可以整合数十家已有实体的能力，并且快速成为全球最大商户这一头衔的竞争者。当然，阿里巴巴争夺这一桂冠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有其他平台公司，例如亚马逊和eBay。这就是平台的兴起带来的全球竞争。


  但是，为了充分理解平台的兴起正在如何改变竞争的性质，我们需要重新分析数十年来支配商业思维的传统竞争概念。对于其中有些概念，很多商业人士至今仍深信不疑。


  20世纪的战略：简史


  30年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总结的竞争五力模型一直主宰着战略思维领域。7作为波特的影响力的一个衡量指标，他的文章引用次数超过25万次，超过了任何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波特模型指出了影响特定企业战略定位的五大力量：市场上新参与者的威胁、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客户的议价能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以及行业中竞争对抗的激烈程度。战略的目标是控制这五大力量，建立一个保护企业的坚固堡垒，从而使其坚不可摧。


  因此，如果一家企业可以树立防止别人进入的屏障，就可以将竞争对手隔绝在外，而且拥有替代产品的市场参与者也无法袭击它的城堡。当一家公司可以控制供应商时，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就会削弱其议价能力，该公司从而可以将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当一家公司通过使购买者保持相对较小的规模、无法统一起来而且没有足够的力量，从而控制购买者时，该公司就可以保持较高的价格水平。


  在这种模式下，公司可以通过避免对它自身造成破坏的竞争，同时鼓励价值链上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实现利益最大化。创造保护壁垒的行业结构的优势在于，使得公司可以细分市场、实现产品差异化、控制资源、避免价格战，以及保护其边际利润率。


  几十年来，不同公司一直在研究这个竞争五力模型，并将其用于指导关于进退哪些市场，考虑哪些并购，追求哪种产品创新，以及采用何种供应链战略的决策。根据这个竞争五力模型的战略影响，公司分析并实施了像横向整合（公司控制某种产品或服务市场的大部分或全部）和纵向整合（公司控制从原材料到制造再到营销的整个价值链）之类的方法。在这种模型下，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通过控制最佳作者和内容以及通过版权，围绕其价值堡垒构建城壕，从而与麦格劳·希尔公司抗衡竞争。惠而浦与通用电气的竞争则是通过设计差异化的产品，压缩供应链成本，以及持续改善其制造效率，从而构造城壕，使通用电气难以夺取惠而浦的客户。


  后来的思想者又对波特的方法补充了一些具有细微差别的新见解。198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 Wernerfelt）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他所谓的基于资源的公司观，这是一种根源于几位早期学者的研究的战略思维变化形式。8这种基于资源的公司观强调一个事实，即一种有效地阻止别人进入的方法就是控制不可或缺的独特资源。拥有这种资源的公司就不会面临缺乏这种资源而且无法通过任何方式生产这种资源的新进入者入侵。一个简单的示例是戴比尔斯（De Beers）。该公司控制了全球钻石同业联盟，从而可以在20世纪对整个钻石行业保持近乎垄断的状态。2000年，一些钻石生产商决定在戴比尔斯控制的体制之外营销他们的产品，导致同业联盟所占的市场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90%降低到2013年的约33%，至此戴比尔斯同业联盟瓦解。9但是，在此之前，戴比尔斯对于不可替换资源的控制一直使其保持可持续的优势，带来了持续百年的利润。


  在21世纪，很多战略学者都对基于资源的公司观提出质疑，纷纷指出一些敏捷型公司正在采用新技术攻占通过控制稀缺资源建立起来的城壕。理查德·达凡尼（Richard D'Aveni）和莉塔·冈瑟·麦奎斯（Rita Gunther McGrath）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指出，在超竞争（Hypercompetition，达凡尼提出的术语）的年代，可持续优势已成为一种幻觉。技术进步使得一切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包括从“微芯片到玉米片，从软件到软饮料，以及从包装商品到成套交付服务”。10互联网连接使得公司可以重新界定工业和地域界限，因此稳定、行动缓慢的寡头垄断会败给采用新工具和技术的敏捷型竞争对手。


  麦奎斯描述了互联网时代如何以激进的方式创造了新的工具和技术打败已有公司。设想一下，在1915年，一家公司想要与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竞争，后者是在1862年凭借国会特许抢占市场先机的一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公司。潜在竞争者需要在火车头、轨道车辆、机务段、火车站、仓库和合法优先行驶权等方面进行必要投资，才能构建全国性的铁路网络。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固定成本方面的巨额投资为其构建了一个宽阔的城壕，使得这个已有铁路企业基本上坚不可摧。11


  相比之下，假设在2015年，某个公司想要与全球500强公司中的任何一家竞争。根据具体的行业，这类初创企业可以从全球的制造公司购买生产资源，从大量供应商购买云服务和计算服务，从各种中间公司购买营销和分销服务，以及从很多自由工作者在线网络购买专业服务，而这一切都几乎只有边际成本。在当今受技术支撑的超竞争环境下，拥有基础设施不再能提供防御优势。灵活性才能提供关键竞争优势，竞争是永存的，优势是短暂的。


  其他分析师也对竞争的这种不断发展的性质提供了更多见解。作家史蒂夫·丹宁（Steve Denning）就特别指出了波特认为战略的目的是避免竞争的观点存在漏洞。丹宁反而支持管理学专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格言，即企业的目标是“创造客户”。丹宁认为，在可持续优势可望不可及的世界中，公司与客户的关系是其唯一持续的价值来源。12


  如果说最近十年发生的事件已经摧毁这种竞争五力模型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这些事件表明竞争的性质已经变得比波特的模型可能暗示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


  三维国际象棋：平台领域中竞争的新复杂性


  接下来讨论平台领域。竞争五力模型、基于资源的公司观和超竞争模型中提出的很多见解依然有效，但是两大新的现实正在重组战略世界。


  首先，公司了解如今平台的运作方式可以有意操纵网络效应以重塑（remake）市场，而不只是对市场做出被动响应。传统企业战略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竞争是一场零和博弈，这在平台领域中绝对不适用。平台企业不是重新瓜分一块大小固定的蛋糕，而通常是将这个蛋糕做大（例如，亚马逊就是通过在传统图书行业中，创造自出版和按需出版等新模式，把蛋糕做大），或者创造开拓新市场和供应来源的替代蛋糕（就像爱彼迎和优步沿着传统酒店与出租车行业进行的拓展一样）。积极主动地管理网络效应可以改变市场规模，而不是将其视为固定不变。


  其次，平台将彻底颠覆企业，把管理的影响从企业边界之内移到外部。因此，公司不再需要自己抓住每个新机会，而可以只抓住最好的机会，同时帮助生态系统合作伙伴抓住其他机会，让所有合作伙伴都分享他们共同创造的价值。13


  这两种新的现实给企业竞争的复杂性又增添了一层动态变化。平台战略与传统战略的相似之处就像三维国际象棋之于传统国际象棋。14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主导企业从平台对平台、平台对合作伙伴，以及合作伙伴对合作伙伴三个层面进行涉及竞争的动态制衡。


  在第一个层面，一个平台与另一个平台相互竞争，就像索尼PlayStation、微软Xbox和任天堂Wii在电子游戏主机领域的竞争一样。战略优势不是基于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吸引力，而是基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实力。索尼掌机PSP（PlayStation Portable）是一款比iPhone更强大的游戏设备，因为后者缺乏专用的左右控键。在2007年夏季，苹果发布iPhone之后，随之索尼在当年秋季发布了PSP-2000，索尼的股票价格随即上涨了10%。但是，不久之后，iPhone生态系统大幅超越了PSP生态系统。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苹果后来获得了比索尼大得多的经济回报，这主要得益于其生态系统的规模和价值。


  在第二个层面，平台与其合作伙伴竞争，例如微软利用了诸如浏览器、多线程、流媒体和即时消息传送等合作伙伴创新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操作系统，又例如亚马逊既作为面向独立商户的平台运营，又在同一平台上销售部分这些产品，与其商户竞争。这是一个微妙而且危险的举动。这可能会加强平台，但是会以削弱其合作伙伴为代价，短期的收益可能导致惨痛的长远影响。


  在第三个层面，两个不相关的平台合作伙伴在平台生态系统中为争夺地位而竞争，例如两个游戏应用开发商努力争夺同一主机的消费者。15


  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这些平台驱动的变化对于传统战略观念带来的一些具体影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平台扩大了企业的界限。如今，管理影响的范围不断变化，使得竞争相对于战略家的重要性低于协作和共同创造，学者拜瑞·内勒巴夫（Barry J.Nalebuff）、亚当·布兰登勃格（Adam M.Brandenburger）和阿古斯·毛拉纳（Agus Maulana）称之为“竞合”。16从保护公司内部的价值转变为在公司外部创造价值，这意味着关键因素不再是所有权，而是机会；同时，主要手段不再是命令，而是说服。


  竞争五力模型取决于区分传统产品市场特点的明显界限。客户力量、供应商力量等五种力量中的每一种都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必须被单独管理。相比之下，在平台市场中，致胜战略会模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界限，从而增加平台上有价值的交互。今天在线教育平台Skillshare上的一名学生可以成为明天的一位教师；某一天网络商店平台Etsy上的一位买家可能在下一天开始在Etsy上出售自己的手工艺品。平台竞争要求不能将购买者和供应商视为要加以控制的一个个威胁，而要将他们视为价值创造客户，赞同、庆祝和鼓励他们参与多种角色。


  基于资源的公司观认为公司必须拥有或至少控制独特资源。在平台领域中，独特资源的性质已经从物资资产转变为进入消费者–生产者网络以及获取其所产生的交互的途径。实际上，公司最好不要拥有物质资源，因为避开拥有这些资产可以使其发展得更快。爱彼迎和优步的示例提示我们，平台公司可以获取的资源库能够以比平台公司本身快得多的速度发展。


  平台如何竞争（1）：通过限制平台访问预防多归属


  在传统企业中，波特的五种力量和控制独特资源的能力（受以技术驱动的超竞争影响而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战略。在平台领域中，已经涌现出新的竞争因素。这些新的因素可以帮助确定谁参与平台生态系统，谁帮助创造的价值，谁控制这种价值以及最终控制市场的规模。这些新的因素已经成为一系列新竞争战略的重点。


  接下来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因素，首先从限制平台访问从而控制和捕捉平台上所创造更大份额价值的战略开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基于资源的企业价值观在应用于平台企业时必须进行修正。但是，基于资源的公司观对于独特资源的重视在平台领域中也有其对等项：平台重视对关键资产的独有获取权限。为此，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发一些规则、惯例和协议，限制多归属。


  当用户在不止一个平台上参与相似类型的交互时称为多归属。一名自由职业者在两个或多个服务营销平台上展示自己的认证信息，一位音乐爱好者在不止一个音乐网站上下载、存储和分享曲目，以及一个司机同时通过优步和来福车招揽乘客，都属于多归属现象。平台企业应努力控制多归属，否则会促使用户切换平台，即用户选择放弃某个平台，而改选其他平台。限制多归属是平台的一个主要竞争策略。


  以下是一个关于在新的战略世界中如何限制多归属现象的示例。Adobe Flash Player是一款浏览器应用，可以向用户传输互联网内容，包括音频/视频播放和实时游戏播放功能。应用开发者原本可以在苹果的iPhone操作系统上使用Flash，但是苹果制作了与Flash不兼容的iOS并且坚持要求开发者使用苹果自己开发的类似工具，从而防止这种多归属现象。


  开发者和用户都反映很沮丧，而且有些观察者称这种策略违反竞争规则，应该依据反垄断规制接受政府制裁。声讨变得越发激烈，以至于在2010年，苹果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不得不通过一封公开信为此政策进行辩护，这是首席执行官极少采取的一种措施。在这封“关于Flash的思考”的公开信中，乔布斯辩称Flash是一种封闭系统，在技术上逊色于其他系统，消耗的能源过多，而且在移动设备上所实现的性能很差。乔布斯表示继续抵制Flash进入iPhone可以保护苹果用户的体验质量。17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更加深远而且更具战略性。Adobe设计的Flash开发者工具允许从Apple iOS将内容和程序导入谷歌安卓系统以及其他更通用的网页。在Flash中开发的应用允许多归属，这降低了iPhone的独特性。Adobe还发布了扩展项，允许进行应用内购买。由于Flash允许开发者在iTunes平台之外进行交互，因此Flash可能导致苹果失去30%的交互，同时失去对相关使用数据的控制权，而这些数据可以提供关于市场趋势的宝贵线索。


  如果苹果支持Flash，就会向用户授予获取网页上现有的很多Flash内容的权限，同时让开发者有更多的方法，通过在各种平台上的多归属实现投资盈利。18而这会对苹果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它采用了许可规则和技术来防止交互流向平台外部。


  另一个关于战略战争如何控制用户访问权限的示例是阿里巴巴的案例。


  曾鸣是阿里巴巴的首席战略官。2014年，由作者主持的麻省理工学院平台战略峰会上，曾鸣解释了为什么拒绝强大的竞争对手访问阿里巴巴，有助于改变市场状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阿里巴巴的飞速增长。19


  在阿里巴巴发展初期，公司就努力发掘吸引用户和产生巨大网络效应的方法。一直到公司出台了政策要求每位员工都找到并列出特定个人或商户出售的20000件商品，公司在网络效应方面才出现了“大爆炸”。结果上架产品数量的增长激发了网络双边需求。阿里巴巴及其下属的网络交易平台——淘宝快速成为网购中发展最快的网站，吸引了所有中国消费者去采购几乎各种难以想象的产品。


  在此次“大爆炸”之前，阿里巴巴一直在努力吸引流量，但首席执行官马云及其团队制定了一条违反常规的决定：他们设置了技术障碍，防止百度搜索他们的网站。百度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相当于中国的谷歌。禁止通过百度来搜索阿里巴巴，从而阻止百度在阿里巴巴上搜索其用户所寻求的产品，这一举措削减了大量的潜在客户。在阿里巴巴迫切寻求购物者的时候这么做看起来似乎有点疯狂。


  但是，阿里巴巴的领导者采取的是一个长远战略。他们不仅关注的是在其平台上发生的购物交互，而且关注通过销售广告实现平台盈利的机会。他们决定保留对自己逐渐在阿里巴巴上积累的潜在购物者社区的控制权，从而使得阿里巴巴可以独自销售面向那些购物者的广告。通过阻止百度搜索阿里巴巴的产品，不仅可以防止百度发布各个公司最终会想向日益增多的中国网购者发布的消费广告，而且可以确保这些广告都被转而发布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上。


  这个战略凑效了。随着阿里巴巴用户群日益扩大，它逐渐取代百度成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在线广告平台。就像eBay和亚马逊曾找到一种方法来抓住如今由谷歌掌握的针对性广告收入一样，其所产生的收入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阿里巴巴在2014年赚取的利润超过了亚马逊有史以来赚取的所有利润。


  平台如何竞争（2）：培养创新，然后抓住其价值


  平台的开放性质为用户创造了无数个创造新价值的机会。平台管理者可以通过首先为合作伙伴提供顺畅的创新机会，然后抓住通过收购或复制产生的部分或全部价值，从而发展自身业务。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介绍的，SAP通过定期发布其在未来18～24个月内计划向开发者开放的平台部分的规划，鼓励其业务服务平台上的合作伙伴进行创新。这样可以告诉开发者他们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构建，在他们面临SAP的竞争之前，给他们最多两年的提前时间，并且防止开发者将时间和资源浪费在为SAP用户开发一项功能，最后却发现自己的工作被SAP的强势入侵逐渐破坏的现象出现。


  从长远看，控制其生态系统中由用户和为用户创造的主要资源对于平台管理者自身是有利的。这可以产生我们所谓的基于资源的价值理论在平台领域中的变体：平台企业不需要拥有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独特资源，但是应该努力拥有价值最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会拥有（而不让百度拥有）其平台上的搜索，Facebook会拥有（而不让谷歌拥有）其自身平台上的搜索，以及微软会拥有（而不让某些外部软件开发者拥有）其自身平台上的文档（Word）、PPT（PowerPoint）和数据报表（Excel）。这些都是为平台的大多数用户创造价值的重要资源，所以平台所有者必须控制这些资源，这一点很重要。价值较低或规模较小的资源可以让给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而不会明显削弱平台自身的竞争地位。


  这个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平台管理者需要密切关注在平台上出现的新功能或应用。这些新功能和应用通常一开始出现的时候采用率较低，处于“长尾”曲线边远处，只有较少的平台参与者会将其用于共同创造价值。大多数这样的新功能和应用会保持原状，只有少数能够实现超越，快速爬升到分布曲线的顶部。甚至有少数会显示出吸引其自身交互社区的迹象，这意味着它们自身就有可能成为平台。回想一下，社交游戏公司Zynga和照片分享服务公司Instagram与Snapchat一开始都只是Facebook平台上不起眼的应用。但是，它们的社交分享和网络效应使得它们可以快速增长。


  这种类型的增长通常会引起战略性的激烈竞争。平台会争取通过收购，吸收这种创新合作伙伴的功能及其创造的价值。我们已经注意到，Facebook在2012年以10亿美元的天价成功收购了Instagram；到目前为止，Facebook还未能收购Snapchat，2013年Snapchat的联合创始人伊万·斯皮格（Evan Spiegel）拒绝了Facebook的30亿美元的收购提案。


  该平台还试图通过提升竞争对手来削弱初创企业，就像Facebook对Zynga所采取的措施一样。截至2011年，Facebook上共有3000多种游戏，它们共同削弱了Zynga的单独议价能力。20初创企业的应对措施可能是出售企业，通过多归属反击，或者扩展到其他业务领域。例如，Zynga目前在腾讯QQ社交网络以及苹果和谷歌移动平台上展开多归属策略，同时还在提供其自己的云服务。


  平台如何竞争（3）：利用数据的价值


  关于互联网经济的一种陈词滥调是“数据就是新型石油”，就像大多数陈词滥调一样，这其中包含很多真理。对于平台企业，数据可以是巨大价值的来源，而且一些经营有方的公司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来使用数据支撑其竞争地位。


  平台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即从战术上和从战略上使用数据来提升其竞争表现。在战术上使用数据的一个示例是执行A/B测试，从而优化平台的特定工具或功能。如果亚马逊想要确定将“立即购买”按钮放在网页的右上角还是左下角才会产生更多销售额，就可以执行一项实验，随机交替该按钮的位置并统计其结果，可以按照各种客户特点制定交叉列表。这个战术上的数据分析非常有效，这也是为什么亚马逊现在将“立即购买”按钮放在网页右上角的原因所在。


  战略上的数据分析范围更广泛。这种分析通过跟踪平台内外还有哪些别的人在创建、控制和吸收价值，并且研究其活动的性质，帮助优化生态系统。当Facebook使用会员活动相关数据观察Zynga执行意外活动或发现Instagram以创新方式转移流量时，就是在执行战略上的数据分析。


  在一些著名的平台战略竞争中，有些公司会利用数据霸权击败竞争对手，赢得胜利。


  根据大多数衡量指标，莫斯特（Monster）都应该在招聘平台中间赢得争夺霸权的战争。作为最早进入该市场的企业之一，它具有先发优势，而且它快速在彼此寻找对方的雇主和员工的双边市场上产生了强大的网络效应。但是，莫斯特收集的数据存在一种固有的局限性。因为莫斯特仅以活跃求职者为目标，所以并未收集关于用户更广阔的社交网络的信息。此外，在完成特定职位搜索交互之后，雇主和员工都会离开该平台，完全停止数据流动。


  相比之下，领英则是以所有专业人士为目标的社交网络，而不仅仅以活跃求职者为目标。这样就会产生更高的持续交互，并且可以从已经获得满意工作，但是愿意考虑新的工作机会的用户那里收集收据，显著地扩大了用户群。领英还从相互交互的专业人士以及招聘人员之间的交互中收集信息，在同一平台上提供两个独立的反馈循环。之后，领英开始注重用户执行的内容创建和分享，从而为用户创造在平台上花费时间的更多理由。领英在市场数据的范围、深度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为其在与莫斯特的竞争中提供了显著优势。


  平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优化设计，以生成更好的用户数据。以双边式网络分析为指导，作者为SAP制定了一系列数据分析工具设计建议，以提高其生态系统利用率。


  我们强调帮助客户在SAP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中查找解决方案提供者的搜索工具的价值。通过改善数据促进更好的匹配，提高双边的满意度。我们还注意到，解决方案提供者可以通过识别失败的用户搜索，反映存在需要业务解决方案的潜在客户，从而找到客户。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平台需要能够帮助客户对照平台上其他类似公司衡量其自身能力的工具，以及能够帮助开发者对照平台上的其他开发者衡量其自身能力的工具。这类工具可以帮助SAP用户更有效地与该平台之外的竞争对手竞争。


  我们为SAP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寻找贯穿各个纵向行业的新业务服务功能，以及沿着长尾快速爬升（即在业务用户中日益受欢迎）的新功能。这些都代表新的价值来源，像SAP这样的平台可以吸收到自己的平台中，为尚未发现这些来源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带来好处。


  因此，数据分析可以显著增强平台公司及其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能力，使平台更加成功，并显著提高其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能力。分析可以引导在产品设计和在消费者与合作伙伴成功方面的投资，加强平台网络效应。这些新的数据工具共同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进入壁垒，即波特的竞争城壕的平台形式。如果竞争者没有数据，就无法创造价值，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创造交互，进而会限制其获取数据的能力。


  平台如何竞争（4）：重新定义合并和收购


  传统合并和收购（并购）战略认为企业领导者应该追求的目标是增加辅助产品或市场份额，或削减供应链成本。在五力竞争主宰的世界中，推动并购评估的关键问题是目标公司是否有保护巨额价值堡垒的城壕。


  平台管理者需要调整这个战略。对于他们而言，关键问题是目标公司是否能为与其当前所服务的社区有明显重叠的用户群创造价值。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目标公司可能值得收购。但是，在做出收购决定之前，还需要扫清其他障碍，例如目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其从平台参与者那里获得持续的重复交互来源的能力。值得庆幸的是，平台企业在衡量潜在收购的价值方面处于一个异常有优势的地位。不像传统的管道公司，平台所有者可以延迟收购，直至充分观察了合作伙伴在平台上的交易。


  这可以解决收购评估中信息不对称的传统挑战。收购者无须根据别人的审计财务数据制定收购决策，而可以根据对交易数据的第一手观察资料，甚至可以执行实际环境试验，测试各种战略情境。收购者可以通过管理平台，在签署收购协议之前对合作关系进行试验。


  此外，只要平台企业可以在其生态系统中获取关键资源，平台企业就无须拥有所有关键资源。基于这一事实，相比于传统公司会感觉不得不执行并购交易，平台公司则可以执行更少的并购。在这个过程中，平台公司至少享有两大重要优势。


  首先，索取合作伙伴在平台上创造的部分价值的风险远低于收购合作伙伴的风险。回想一下，2011年，“乡村度假”（Farmville）和“血战黑手党”（Mafia Wars）曾是最火的游戏，使得游戏开发者Zynga的股票市值飞涨。很容易想得到，收购Zynga一定对Facebook的领导者产生了巨大诱惑，这样不仅可以获得Zynga游戏产品组合的全部价值，而且还可以阻止像聚友之类的竞争平台获得这个重要资源。


  但是，Facebook拒绝了这种诱惑，这很明智。众所周知，游戏开发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即使是最成功的游戏也会在几年之后销声匿迹，也无法保证会出现另一个更火的游戏可以引领风潮。Facebook没有收购Zynga并揽下创造新的火爆游戏的责任，而是让数百家游戏公司相互竞争，诞生出下一个火爆游戏，然后从这种飞速发展中分一杯羹。


  其次，与合作伙伴保持一定距离，可以减少平台的技术复杂性。正如“垂直整合”一词所预示的，平台收购的任何新企业都必须与平台进行整合，从而会带来技术和战略挑战。与以通过清晰的界面执行所有业务活动的精益架构为基础构建的平台相比，利用数十种独立开发的技术构建的平台更容易瓦解，耗费的成本更多，而且提供的客户体验更糟糕。回想一下，我们在第3章中关于模块化设计的优势的讨论，在模块化系统中，当某个部分或某个合作伙伴失败时，可以相对轻松地进行调换。但是，如果在一个整合系统中某个部分或合作伙伴失败，则整个系统都会慢慢停止。


  鉴于上述原因，平台企业管理者可以用比传统公司领导者更加深思熟虑的谨慎态度应对并购策略的挑战，而传统公司领导者经常被迫在别人行动之前，抢先收购下一家炙手可热的初创企业。


  平台如何竞争（5）：平台包融


  平台管理者需要不断审时度势，观察其他平台的活动，尤其是服务于相似或相同用户群的平台。我们称这些平台为类似平台。在类似平台上出现一种新功能时，这种新功能可能代表一个竞争威胁，因为你的平台用户可能发现该功能很有吸引力，从而开始多归属，甚至彻底放弃你的平台。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平台管理者可以选择直接提供类似的功能，或通过生态系统合作伙伴间接提供这种功能。这种战略在应用得极其成功的情况下，会导致所谓的平台包融现象。当一个平台有吸收类似平台的功能和用户群时，就会发生这种平台包融现象。


  例如，回顾20世纪90年代，RealNetworks发明了流式音频，并将其应用于该公司1995年开发的真实音频（Real Audio）产品中。该产品很快占据了100%的市场。但是，当微软决定占领这个市场之后，其已有的巨大平台规模为微软提供了几乎无法阻挡的优势。由于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每位对流媒体感兴趣的用户都已经安装了微软的操作系统。微软只需开发一个类似于真实音频的软件产品，然后将其作为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包的一部分发售即可。Windows流式音频平台很快包融了真实音频创造的这个小得多的平台，尽管真实音频软件出现得更早，性能更优越。


  在很多平台领域，这种包融战略非常常见。目前，苹果正在努力使用其iPhone平台包融移动支付系统和穿戴式技术的市场。同样，中国海尔集团也在扩展其家电平台，以期包融互联家电应用市场。


  当然，机遇与威胁并存。如果平台A试图通过开发与平台B最有吸引力的功能竞争的功能，从而包融类似平台B，平台B可以反过来以同样的攻击方式包融平台A。在这种包融战争中，规模更大，初始用户数量更多，网络效应更强的用户通常会赢得胜利。但是，莫斯特与领英的竞争案例表明，为用户提供优越价值的平台也可以赢得竞争，哪怕其初始规模处于劣势地位。


  与传统管道企业相比，平台企业能够更快速地采取行动，对竞争做出响应，并且主动发起竞争攻击。胜利通常属于能够持续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的那些平台。但是，在当今商业世界中，没有永久的胜利，也就是说平台企业必须始终保持警惕，至少要防止出现像传统企业那样骄傲自满的情况。


  平台如何竞争（6）：增强平台设计


  在传统商业领域，公司通过创造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竞争。同样，平台也可以通过努力改善其提供的工具的质量，吸引用户，促进交互，并且将生产者与消费者匹配进行竞争（请参阅第3章介绍的平台设计的基本要素）。


  我们已在第5章中介绍关于这种方式如何发挥作用的简单示例，其中我们解释了视频托管平台Vimeo如何设法与YouTube共存。尽管它们服务于同一市场，但是Vimeo提供更优质的托管服务、更高的带宽利用率、更有价值的评论反馈，而且禁止在播放视频前插播强制性广告，此外还提供吸引更高端视频制作者的功能，从而在YouTube具有更大观众基础的情况下脱颖而出。Vimeo与YouTube的竞争态势类似于很多与主宰市场的对手共存的传统企业，它们都是通过发掘专门化细分市场和创造迎合高端受众的更高端产品占据一席之地。


  在有些情况下，卓越的平台设计可以使平台明显超越先于其存在的竞争对手。爱彼迎一开始的用户数量远远低于比其存在时间更长的克雷格网站，后者也提供房屋和公寓短期租赁服务。但是，爱彼迎在辅助服务和匹配等关键平台功能方面做得更好。在克雷格网站上，想要租房的人必须查看一个杂乱的选项列表，上面的选项按照城市聚集在一起，并且是按照发布时间划分的。相比之下，在爱彼迎上，人们不仅可以根据上述分类标准搜索选项，还可以按照质量、房间数量、价格和地图定位进行搜索。此外，用户还可以直接通过爱彼迎达成交易，而克雷格网站用户必须在平台之外签订租赁协议。这使得爱彼迎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于是这个平台快速超越了该类曾经的平台领导者克雷格网站。


  在优势可持续的时代：赢者通吃市场


  在商业领域，没有永久的胜利，但是在偶尔的情况下，特定公司可以主宰某个行业十几年或更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家公司获得了持续优势。这种情况通常发生于赢者通吃市场中。在这种市场上，一些特定的力量相互结合，鼓励用户投向一个平台，而放弃其他平台。决定赢者通吃市场的特点的四个力量是：供应规模经济、强大的网络效应、高昂的多归属或切换成本，以及缺乏利基市场专业化。


  正如在第2章中解释过，供应规模经济是在工业时代，在铁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矿业、药物开发，以及汽车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由大批量生产固定成本所推动的市场力量的来源。在上述行业中，生产量很重要，因为分摊成本的购买者更多，利润也随着规模扩大而上升。例如，如果英特尔要建设一家半导体制造工厂，可能需要耗资10亿美元，但是在工厂建成之后，制造数百万，乃至数十亿个芯片的增量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供应规模经济越强大，市场就越容易集中化。在美国，尽管反托拉斯法形成了竞争市场和监管压力，但是有些公司还是主宰了一些行业。在这些行业中，供应规模经济发挥着重大作用，例如在汽车行业中。


  我们在第2章中也发现，网络效应是互联网时代的市场力量来源。由于积极的网络效应，公司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利润都会随着加入生态系统的用户增多而提高。21这也是为什么具有网络效应的公司可以获得的价值是其他虽然有相当的收入，但却缺乏网络效应的公司的10倍。22根据其当前的产品重点和业务模式，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Lexis和惠而浦都没有强大的网络效应。亚马逊、网飞、LegalZoom和Nest则拥有网络效应。因为积极的网络效应可以吸引更多用户参与更大型的平台，所以网络效应是可能强化市场的赢者通吃趋势的第二个力量。


  第三个推动赢者通吃效应的力量是高昂的多归属和转换成本。正如在本章前面部分所讨论的，当用户参与不止一个平台时，就会发生多归属现象。当然，多归属使用户可以充分利用多个平台提供的优势，但是也总是会带来资金成本（例如多项订用费）或其他方面的成本（例如必须将数据上传至不止一个平台网站造成的不便）。


  与多归属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相似的是转换成本，即离开一个平台而转向另一个平台的相关成本。同样，这类成本可能是资本成本（例如，手机用户在合约期间，改换服务运营商应缴纳的违约金），或非资本成本（例如，将所有家庭照片从一个托管服务网站转移到另一个网站造成的不便）。


  高昂的多归属成本和高昂的转换成本都会推动市场向更高度集中，由少数大型公司主宰的方向发展。例如，由于大多数人都无法承担同时配备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成本，他们会倾向于在这两者之中选择一个，然后在至少几年内保持这个选择。相比之下，成本越低，人们就越容易同时参与两个或多个平台。由于大多数信用卡都只收取很低的年费，甚至根本不收取年费，很多人都在钱包中同时持有维萨、万事达和美国运通信用卡，可能同时还会持有百货商店卡，从而根据便利性和其他因素在各种情况下从这些卡中间做出相应选择。


  在多归属和转换成本较低的市场中，后来进入市场的参与者更容易获得市场份额，导致市场更加开放和流动。例如，由于大多数社交网络都提供免费的基本服务，在两个平台上执行多归属基本上无须任何成本，这也是Facebook和领英能够成功地与其前辈聚友和莫斯特竞争的原因所在。相比之下，高昂的多归属成本是微软在进入苹果和谷歌背后的手机市场时如此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尽管微软在收购手机制造商诺基亚之后，在桌面操作系统和市场份额上已经获得优势。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影响需求端规模的因素是用户对于利基市场专业化的追求。当特定用户群具有与众不同的需求或偏好时，他们可以支撑起一个单独的网络，从而削弱赢者通吃效应。20世纪90年代，Windows在桌面操作系统领域获得了强大的优势，因为它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而且在该市场中多归属成本高昂，但苹果由于利基市场专业化幸存了下来，因为苹果在图形艺术家和音乐家群体中异常受欢迎。同样，领英也由于服务于商务专业人士的独特需求，因此能够对抗Facebook压倒式的网络效应，在社交网络中占据一席之地。


  很少或没有利基市场专业化的市场特别容易产生赢者通吃效应。而且赢者通吃的力量越大，平台竞争就越剧烈。在拼车交通服务市场中，由于缺乏与众不同的用户需求，而且存在强大的网络效应，因此优步与来福车之间的竞争无比激烈。双方都通过提供推荐赏金和现金激励，无情地夺取对方的司机。其所宣称的有些策略甚至接近于不道德行为。例如，来福车曾指控优步通过向来福车预订5000单，然后取消订单，试图让来福车服务陷入瘫痪。优步否认了这个指控。但是，毫无疑问，两家公司都认为它们当中只有一个能在竞争中幸存，而且双方都决定采取一切手段，争取成为幸存下来的一方。23


  我们已经发现，在平台领域中，竞争性质与传统管道企业领域大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法规，以及会有何影响。像垄断、公平交易、限价、反竞争行为和贸易管制等基本概念在应用于平台企业时是否需要重新考虑？旨在保护消费者、工作者、供应商、竞争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的现有规则在平台领域是否仍然有效和合理？在下一章我们将谈论这部分问题。


  本章小结


  ·平台竞争就像三维国际象棋，涉及三个层面的竞争：平台对平台、平台对合作伙伴，以及合作伙伴对合作伙伴。
·在平台领域，合作和共同创造比竞争更重要。控制关系变得比控制资源更加重要。
·平台用于相互竞争的各种方法包括通过限制平台访问预防多归属；促进创新，然后获取创新价值；利用信息的价值；培养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追求合并和收购；平台包融；增强平台设计。
·有些平台市场中存在赢者通吃市场。赢者通吃市场受四种主要因素驱动：供应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多归属和转换成本，以及缺乏利基市场专业化。在赢者通吃市场中，竞争通常特别激烈。


  第11章　政策：应该（和不应该）如何监管平台


  2014年秋季，纽约市的地铁上突然之间充斥着某家企业的广告，而很多城市居民才刚刚开始知道这家企业——爱彼迎。这些广告并不像普通广告一样，努力说服潜在客户尝试爱彼迎所提供的房屋租赁服务。广告宣传人士称呼他们的这种广告为企业形象广告，其旨在提升企业本身的声誉。每一张广告上都写有这样一条标语“爱彼迎对于纽约市很重要”。


  但是，并非所有地铁乘客都认同这一观点。在几天之内，一些涂鸦者用马克笔对其中很多广告进行了“编辑”，以表达他们自己对于爱彼迎的看法。记者杰西卡·普雷斯勒（Jessica Pressler）在《纽约》（New York）杂志上刊登了其中一些经典评论。有一张海报上被观察者补充了这样一句评论：“爱彼迎极不负责”。还有一张海报上留下了一句潦草的评论：“你们楼里最蠢的人正在将你们前门的钥匙交给别人！”在有几张海报上，“对于纽约市”这一短语被替换成了另一条手写的结论：“爱彼迎只对爱彼迎很重要。”


  这场海报之战反映出，爱彼迎在纽约市及其正在扩张的全球其他城市中，已经引起更大的冲突。爱彼迎的企业形象广告活动只是该公司设计的昂贵游说和公关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反对监管者、业务竞争对手和被误导的媒体与大众成员所发起的攻击，该公司认为其攻击有失公允。他们争论的问题是：爱彼迎对于纽约市及其市民是一种福利，还是一种危及城市生活质量和经济良好状况的毒瘤？谁应该有权对此进行判断？


  监管挑战：改革旧有规则以适应新的世界


  平台世界的兴起导致出现了一个日益重要的社会挑战，即需要设计出平衡的内部治理系统和外部监管制度，以确保平台公平运营。1随着爱彼迎、优步、Upwork、RelayRides等很多平台在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环境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诸如参与者权利以及平台对其他部门和整个社会的影响等问题都变得越发突出。因此，平台空前的增长正在给公众意识的前沿带来自2008～2009年经济危机以来最严峻的监管问题。


  随着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很多观察者开始认识到，我们对于监管政策的很多“公认”看法都是错误的，至少在应用于当今快速发展的平台市场时是错误的。提倡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这种目标支持对于平台的监管采取放任政策）和预防危害、鼓励公平竞争，以及保持法治的社会目标之间出现了严重冲突。


  政策制定者、法学学者和企业倡导者应该根据平台的兴起所带来的变化，重新审视关于监管的一些旧观点。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在未来几年内，随着平台继续转变经济格局，领导者必须处理的一些关键问题。我们将探讨的一些问题包括对税收政策、经济适用住房、公共安全、经济公平、数据隐私、劳动者权益等都会有潜在影响。


  平台革命的阴暗面


  我们已经注意到网络平台的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利益。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平台的扩展并不会创造一个新经济天堂。就像每一次商业、社会或技术创新一样，平台的兴起也存在潜在的危害。2


  关于平台的兴起的一些控诉反映出平台企业对传统行业造成了颠覆性影响。当然，利益和生活受到新商业模式危害的公司和工作者都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反击，包括收集各种不论是否有意义的证据，证明新商业模式正在造成经济、环境、社会或文化危害。对于平台企业的一些攻击显然也可以归为这一类别。不难理解，为什么出版商和连锁书店会憎恨亚马逊，为什么唱片公司会讨厌iTunes，为什么出租车公司会反感优步，以及为什么连锁酒店会厌恶爱彼迎。当然，如果对于平台的批判（包括对于限制平台的影响的呼吁）是来自这类利益相关者，就要带着怀疑的态度进行审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于平台企业的影响而导致的抱怨就没有合理之处。到纽约旅游的人如果利用了爱彼迎服务来获得经济实惠的住宿，就会成为其服务的爱好者；同样，利用爱彼迎出租空房，获得额外收入的房东也会如此。但是，他们的有些邻居会不满意。通俗小报上纷纷刊登了各种恐怖故事，宣称爱彼迎的民宿中存在各种放荡纵欲、招妓嫖娼行为（有报道一名妓女在民宿中被刀砍），以及成群不受管制的粗暴年轻人聚众酗酒的现象。曼哈顿一位忧心忡忡的房东肯·波西亚（Ken Podziba）感觉不得不安装监控摄像头，以证明某位租客将她的房间出租出去违反了禁止短期转租的州法律。最后，他成功地将房客驱逐了出去。波西亚嚷嚷着说：“爱彼迎为了赚钱，让人们为所欲为，这太疯狂了。”3


  正如我们已在第8章中提到，爱彼迎对于未参与租房协议的第三方造成的影响被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效应。有一个重复发生的经济问题是，负面外部效应的成本并未由造成这些效应的人和公司承担，而转嫁到了被迫遭受这个问题困扰的“无辜受殃者”身上。外部效应问题是这类企业激起其邻居反对并且招致监管者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爱彼迎目前就在处理不少这种问题。


  缺乏统一的保险责任范围是围绕爱彼迎的最严重的外部效应问题之一。2014年12月，在遭受数年的投诉之后，爱彼迎宣布了一项新政策，为遭受不安分房客损害的美国房东提供100万美元的责任保险。问题是：这种保险属于所谓的附加险，只有在房东的个人房屋所有者保险用完之后，才能生效。在美国，几乎所有个人房屋所有者的保单都明确排除为在家中进行“商业活动”（包括房屋出租）提供保险。爱彼迎似乎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将损失转嫁给那些并不勤勉地调查索赔，或被隐瞒自身作为爱彼迎房东身份的屋主欺骗的公司所管理的个人保险上。


  当然，这种不完全保险让很多爱彼迎房东很担心。但是，财经新闻工作者罗恩·利伯（Ron Lieber）指出，这种保险也为数以千计未参与该平台的市民造成了外部效应。他写道：“如果爱彼迎与人身保险公司成功分担了风险，那么公司就会提升大家的保险费以弥偿损失。”4


  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企业向未参与平台的第三方提供的有些外部效应属于积极的经济效益。一些数据表明，在爱彼迎进入市场后，酒店价格略有下降，这有可能促进旅游业务的发展，并且最终惠及当地餐厅和其他吸引游客的场所。5其他数据表明，酒驾死亡人数在优步进入市场后略有下降。6但是，这些积极的外部效应通常难以记录和量化，而负面外部效应则通常很鲜明、准确无误，而且令人不快。爱彼迎将外部成本转嫁给未参与该平台的人或整个社会，是否公平？


  这些问题远不止是理论上的。有些平台企业实际上已经由于负面外部效应而关停。猴子停车（MonkeyParking）应用就是一个示例。该应用系统于2014年1月在旧金山发布，鼓励司机在离开车位之前向其他系统用户发出提示，拍卖空位，然后与提供空位的司机分享其收益。很多观察者认为，这个系统的做法不公平，因为它鼓励将停车位这种公共财产私人化和盈利化，从而影响公共交通系统的开放性和可用性，而难以计数的个人和企业都依赖于公共交通系统。其对于私营停车场也存在负面影响，因为停车场所有者为服务于这种需求进行了投资。为了对投诉做出回应，2014年6月，监管者介入关闭了该平台。7


  猴子停车的案例并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判决。它提出了如下问题：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是否比提供稀缺资源使用计划所带来的好处更重要？在什么情况下更重要及其重要程度如何？猴子停车这样的系统减少了司机在市中心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寻找车位、汽车空载、增加交通堵塞的情况，创造了环境利益，这可以作为该系统存在的一个合理理由。但是，如果我们允许猴子停车拍卖公共停车位以获取私利，那我们是否也要允许其他值得商榷的市场活动？是否应该允许平台用户占用公共停车场或夏天周末沙滩上的公众选择位置，然后将这些位置拍卖给出价最高者？那么，是否可以拍卖最受欢迎的公共学校的入学名额？或者，是否可以拍卖最佳公共医院的单人病房？我们是否想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那些最有钱的人可以占用更多的最优公共资源？这些都是关于像猴子停车之类看似简单的案例所导致的外部影响的一些问题。


  劳动者平台是所谓自由职业或1099经济[1]的保护壁垒，也导致了关于社会影响和公平的其他问题。毕竟，像Upwork、跑腿免和提供洗衣服务的Washio之类的平台对于那些重视弹性工作计划的人而言很好，但是对于那些必须基于自由工作的原则，在不享有法律通常规定应该享有的福利和工作保护的情况下，从事全职工作而且别无选择的员工而言，就存在更多问题。可以理解，企业想要充分利用这类平台所能提供的灵活性和低间接成本优势。但是，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诸如医疗等基本服务都主要是通过员工的企业计划提供的，是否需要为公司创造这样一种经济优势，使其可以将这类服务的成本转嫁给兼职员工，或转嫁给已经面临经济压力的政府支持计划？8


  平台当然会为其用户创造利益，否则就不会受到用户欢迎。但是，它们也会形成整个社会都必须考虑和应对的意外负面影响，包括不利的外部效应。


  
[1] 1099经济指类似优步一类的自我创业新兴经济。——译者注

  反对监管的理由


  尽管存在像猴子停车之类的平台企业所导致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与平台所产生的巨大创新、新价值的经济增长相比，平台所导致的潜在滥用和社会混乱只是一个小的代价。因此，应该保留平台企业，因为它们正在给数百万人带来毋庸置疑的利益。为什么要通过严苛的监管手段，承担压制创新的风险？


  反对监管的人很快指出了很多监管不利甚至适得其反的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都是著名的自由放任主义芝加哥经济学派，他们认为市场的大多数失败问题都最好由市场机制本身来处理，例如鼓励竞争的自由发展，让竞争者提供比对方具备更大社会利益的产品和服务。在他们看来，历史已经证明，政府监管者通常都会无法胜任其职责，甚至会发生腐败，这就意味着监管通常无法解决其本打算解决的问题。在一些具体情况下，如果自由市场无法解决市场公平性或消费者保护方面的重要问题，那就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私人诉讼进行解决。


  斯蒂格勒将监管失败的一个最常见机制称为“规制俘虏”。9其基本前提是市场参与者采取行动，从而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影响监管，通常会使潜在的市场问题更加恶化，而不是有所改善。斯蒂格勒在其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明了这个观点，其中罗列的示例包括石油进口配额，防止新公司进入航空、货车运输以及银行业务行业，通过针对理发师、入殓师、医生和药剂师制定许可规定，对某些劳动者市场提供准入管制。由于“规制俘虏”，政府规定经常被用于阻止竞争和抑制创新，而不是保护消费者和给社会造福。斯蒂格勒及其追随者都认为，如果消除了“规制俘虏”，经济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将会获得好处，并且认为这就要求消除对企业的大多数政府监管。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采用代理人的观点延伸了斯蒂格勒的分析，指出像投票人之类的“负责人”对于其“代理”（包括被选举和被任命的官员）具有不理想的控制。拉丰和梯若尔都表示，如果相关负责人对于其代理的行为，掌握了更全面的信息和控制权，则企业将难以受益于“规制俘虏”。10


  毫无疑问，“规制俘虏”现象确实存在。负责制定和实施企业监管规定的政府机关管理者必须经常就如何制定这些监管规定向企业领导征求意见和指导，这通常意味着这些规则最终会使公司或是某些具有很高影响力的公司，而不是普通大众受益。在金融服务等一些强大的行业中，众所周知有些高管会先后任职于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因此是同样一群人设计了监管制度，然后又为公司提供最佳方法建议，从而规避这些制度或操纵这些制度以获得利益（拉丰和梯若尔都特别强调了这种行为）。


  如今，有些关于平台企业的监管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行业利用政府监管作为盾牌，从而抵御平台所产生的竞争模式。因此，正如评论员康纳·弗莱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所说的一样：“汽车服务平台优步正在整个美国的各个城市进行斗争，争取结束出租车行业享受的‘规制俘虏’。”11爱彼迎也面临着类似的与监管者的斗争，因为监管者会受与酒店行业的长期关系影响。


  在有些观察者眼中，“规制俘虏”的现象明显削弱了政府的大多数经济监管的合法性要求。例如，自由派经济学家唐·博祖（Don Boudreaux）在其博客哈耶克小馆（Cafe Hayek）上的一篇博文中总结了优步使司机可以将其个人汽车从私人财产转化成经济形式的资本部分的方式，进而批评“政府干预优步和其他共享经济创新活动”，称其既“阻碍了改善消费者获取商品与服务的途径的市场力量”，又“侵害了提高财富创造资本的数量的市场力量，否则普通人都可以拥有和控制那种资本，并且从中获利。”12


  你可能会赞同，也可能会不赞同博祖的观点：尝试限制优步的发展构成了当今“一个最令人讨厌的政府干预示例”。但是，“规制俘虏”现象的存在不一定是对倾向于进行监管的论调，甚至是倾向于专门针对平台进行监管的论调的一个致命打击。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们不需要彻底消除监管，而需要设计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降低“规制俘虏”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法律限制企业和政府之间过从甚密的“旋转门现象”。


  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企业治理和政府监管领域的一名学者，他指出各个国家当中“规制俘虏”的盛行存在很大差异。当公民对于政府的监督相对较少时，严格的监管通常会导致政府官员更大程度的腐败和侵占财产。此外，实际上，这种现象在专制国家尤为广泛。但是，在拥有更严格问责制度的政府的国家，例如北欧的一些国家，在严格的监管下此类腐败相对较少，从而减少了“规制俘虏”。在这些情况下，施莱弗认为，监管可以与促进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并存。


  此外，施莱弗指出芝加哥学派依靠诉讼代替监管的观点的前提是要有独立而且诚信的司法部门。这忽略了一个事实：法官和律师也与其他政府员工一样可能遭受操作和俘获。13更广泛地说，施莱弗的观点与拉丰和梯若尔的观点一致，即支持实行特定于国家和技术的监管。14


  总之，历史记录并不支持倾向于对企业不进行监管的观点。实际上，很难找到完全不受政府机构干预的任何发达市场。通过监管防止反竞争行为的做法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时候国家机关会采取迅捷行动，缓解由于自然（天气）事件影响以及商人和货运代理蓄意操纵市场导致的粮食市场波动。15同样，现代社会也有赖于监管者在市场上实施公平竞争的原则。在监管失败时，我们会发现内幕交易的丑闻、按揭抵押市场的垮台，或是目前垄断者实施的高价垄断。


  很少有人想要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监管的世界中，而且在我们如今所生活的复杂社会中，监管发挥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职能。在发达国家中，航空系统鉴于所涉及技术的复杂性和尝试进行破坏的恐怖主义者，整体上却是非常安全的。16这个记录既得益于技术和训练的进步，也得益于像美国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之类的政府机构在坠机后执行的不间断调查，从而在系统上消除了风险因素。同样，我们也依赖于监管来维持饮用水的纯净、交通系统的安全，以及我们对传染病的响应和控制能力。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只有相对较少的人希望支持极端自由状态，要求完全消除企业监管，这就意味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通过监管制度控制平台企业，而在于应该如何通过监管制度控制平台企业。


  当然，监管的好处和代价之间需要进行权衡。完全缺乏监管可能会带来高昂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因为有一些问题会持续存在，例如商业欺诈、不公平竞争、垄断和寡头垄断行为，以及操纵市场的行为。另一方面，就像在有些专制国家中一样，政府对市场的非常极端的干预会导致其他问题，包括腐败、效率低下、浪费和缺乏创新。通常，这种权衡的存在表明中间方案是最佳的，而且实际上全球最充满活力的经济体通常都通过监管机构、司法审查或二者的某种结合，采取某种中间级别的政府监管。


  经济学家西蒙·德加科沃（Simeon Djankov）和同事划分了可能的监管制度的范围，包括从私人秩序（我们称之为私人治理），到依赖于受独立法官管理的法院裁决的系统或国家官员制定条例，再到政府直接拥有资产。17图11-1对这种范围的可视化描述反映了由于私人违法行为导致的社会损失和由于政府渎职行为导致的社会损失之间的权衡折中。


  正如安德鲁·施莱弗所指出的，近几十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都已经从积极看待政府干预转变为更倾向于支持私人化。18如今，有一种趋势是，曾经由政府提供的监管如今却由代表其自身私利的私人实体提供。例如，美国所采用的国家强制性会计准则逐渐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转向由总部位于伦敦的私人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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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德加科沃关于完全缺失监管（左侧）或由政府完全控制企业（右侧）导致的“社会损失”曲线（经许可转载）


  我们认为这种趋势将会继续，并且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应该选择对什么进行监管，以及私人实体可以更有效地提供何种监管。本章的一个目的是建议监管者应该考虑对平台市场进行监管的一些情况以及最好让平台自己进行管理的一些情况。


  平台企业的增长导致的监管问题


  下面我们一起分析一下，随着最近20年来平台企业的兴起，随之出现的一些最重要的监管问题。


  平台访问（platform access）。随着平台成为日益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对平台的访问可能会成为监管机关调查的一个法治主体。当某些潜在参与者被排除在平台之外时，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这种排除会让谁受益，这种排除是否公平，以及它可能对整体市场造成什么长远影响。


  例如，阿里巴巴集团处理中国80%的电子商务交易。19这种排除威胁对于执行在线业务的任何公司都构成了一种严重的挑战。访问权限也是每家希望在数百万种产品中上升到榜首的初创企业的一个顾虑，因为它们没有任何交易历史记录可以提高它们的网页排名。据悉，在计算机游戏主机市场上，平台赞助商（索尼、微软和任天堂）都向美国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等企业提供类别独占权以获取其对平台的支持。当公司收购为其平台提供重要组件或软件的生产者时，也可以实现相同的目的。例如，2001年，当Xbox游戏推出时，微软收购了游戏工作室Bungie，以便确保对流行的Halo电子游戏的独家特许权。


  访问权限和独占权在平台兼容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7年，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对微软提起了诉讼，指控微软故意“分解”Java编程语言，即在代码库中创建一个不兼容的分支，从而限制其在微软Windows之外的操作系统上的应用。2002年，太阳微系统公司又对微软提起了诉讼，因为微软从桌面发布中排除了Java，而代之以微软的专属语言.NET。2015年，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分割成开放版本和专属版本。保持兼容性的商业和监管诱因对于保护消费者利益而言是必要的。


  商学教授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认为，当网络效应很强大时，这种排除问题尤为重要。夏皮罗指出：“这种排他性合同和独占会员规则在网络行业可能特别有害，其所构成的危险是新技术和改进的技术将无法获得真正动摇当前市场领导者所必需的临界用户群。”21


  他继续指出：“说到底，这个问题不再是垄断定价造成的消费者损害问题，虽然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创新的步伐将被放慢，消费者无法获得动态竞争的市场下本可以提供的技术进步的全部优势。”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度惰性（excess inertia），意思是网络效应的力量减缓或阻止了新的、可能更好的技术的采用。当一个或若干平台由于网络效应的力量，可以主宰某个特定市场时，这种平台会选择抵制有益的创新，以便保护自身不受变革和其他颠覆性效应的影响。


  当然，在任何特定平台随意拒绝访问似乎会导致过度惰性的情况下，认为监管者应该考虑政府干预是否适当的观点值得商榷。22但是，观察者并不是始终很容易就能判断特定竞争行动可能会造成的真正影响。在有些情况下，一些明显的结果可能会随着着眼时间的不同而发生显著变化。


  例如，本书的两位作者（杰奥夫雷G.帕克和马歇尔W.范·阿尔斯泰恩）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限制开发者之间竞争的平台政策实际上从长远看，可以通过培养更高度的创新，惠及消费者。23这个过程就像一个短期微专利：平台向特定扩展开发者授予临时类别的独占权，用以交换在新产品或服务方面的巨大投资。（SAP已对ADP之类的开发者使用这种“首选合作伙伴”战略，微软也已对一些优选游戏开发者使用这种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时间有限的安排下的创新更容易被纳入核心平台。然后，这些创新会提供给所有消费者进行直接消费，而且还会供下一代开发者用于推动新的创新。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建议监管者在考虑干预涉及平台访问的情况时，谨慎行事。


  公平定价（fair pricing）。以往经常吸引监管者注意的一个行为是掠夺性定价，即公司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定得非常低，以至于公司自身都不可能盈利。这种低价暂时会对消费者有利，但是从长远来看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因为这样会将竞争者挤出市场，导致剩余的供应商之后可以提高价格，形成垄断。当然，这才是掠夺性定价的首要目的，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监管者有时候会干预和阻止其认为属于掠夺性定价的行为。


  但是，本书的两位作者（杰奥夫雷和马歇尔）进行了一些研究，对低于成本价格的传统解释提出质疑，进而对监管者对于掠夺性定价的定义进行了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实际上具备强大的双边网络外部效应的公司即使在免费向市场的一边分配服务的时候，也仍然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以通过向市场的另一端销售产品或服务来获得丰厚的利润。24


  连同让·梯若尔等其他作家一起，这项关于双边式网络的研究颠覆了传统观点，并且要求监管者重新构建其掠夺测试，以将网络效应纳入考虑。25特别是，监管者将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的行为视为可以证明此行为者想要将竞争者逐出市场，以期在竞争者离开之后，提高价格。但是，按照上面的讨论，当公司考虑跨市场外部效应时，即使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他们也有理由将其产品或服务定价为零，将其销售给特定客户群。


  尽管在有竞争的分析情况下这会有所变化，但是平台法律仍然需要考虑一些尚未确定的问题。2015年，欧盟对谷歌的搜索服务提起了诉讼，指控谷歌偏向于自己的比较购买服务，而压制对手的这种服务，这个案子正好说明了上面的观点。26有趣的是，2013年，在美国也有人向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提出了类似的投诉，却未被进一步受理。27另一个平台巨头亚马逊正面临政府对其在图书市场上角色的审查。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亚马逊正在降低价格以获取市场份额，然后在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后，提高价格。28我们对于这桩针对亚马逊的投诉持怀疑态度，具体的指控是认为在公司完成支配之后，价格会显著上升，但是我们更赞同亚马逊作为文化产业的守卫者的角色过于强大，可能正在建立其自己的专属数据内容形式，因为它尝试了在Kindle阅读器上采用Amazon Word（AZW）格式。例如，免费的AZW格式提供的图书章节可能被特洛伊木马利用，作为一个长远战略吸引读者，导致平台控制增强，然后从公开形式转变为封闭的专属标准。


  数据隐私和安全（deta privacy and security）。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担心公司可能会如何利用它们向消费者收集的个人数据。随着消费信用卡的推出，企业收集关于各家各户的详细数据的能力显著提高。这种金融创新通过简化信用信息的获取，帮助促进消费者消费。但是，当然这也意味着银行有强烈的动机来使用这些数据衡量客户的信誉度。为了提供这种分析，三个大型的消费者信用评分机构应运而生，它们是：Equinox、Experian和Transunion。为了从银行换取交易详情，这些机构会计算消费者的信用评分，供银行决定是否扩大用户的信用额，及其扩大幅度。如果你曾申请车贷或房贷，就会很熟悉你的信用评分的重要性和影响。


  早期的数据安全监管关注的是，需要围绕用于计算信用评分的标准提供透明度。这期间出现了很多种族歧视和地域歧视的案例。29


  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信贷机会均等法》（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禁止基于性别和婚姻状况的信用歧视。1976年，该法案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禁止基于种族、肤色、信仰、民族血统、收入来源和年龄的信用歧视。197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始将大量资源投入实施该法案和处理导致该法案通过的歧视做法。30


  但是，如今，关于使用消费者数据的问题在规模和复杂性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信用机构受到很多问题困扰，例如身份信息被盗和错误等，消费者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导致了数不清的损害。31信用机构以及依赖消费者信息的贷款人使用和滥用消费者信息也成为世人激烈争论的焦点。掠夺性贷款是指贷款人为了获得巨额利息和延期还款罚金，故意以无法偿还信贷的消费者为目标进行放贷。这类行为由于会导致经济失调甚至市场不稳定，而备受指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邦贸易委员会担当了美国领导者角色，监管起了数据服务提供商的行为。


  大多数消费者似乎都愿意提供关于其消费行为的详细信息，以便获取信贷。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完全理解这一事实：这种支持信贷机构的动力正是“免费”信息服务企业（即我们在第7章中描述的数据整合企业）所提供的服务的基础。如果你曾在网上进行过搜索，或者就是简单地搜索关于相机、书籍或任何其他消费产品的信息，就可能会发现随后在你所访问的各个网站上都会弹出这些产品的广告。这就是数据驱动的营销在起作用，而且对于很多平台企业，销售关于消费者的基本个人信息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你可能会发现互联网上的那些定制广告有点令人不安。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利用个人数据的方式。很多公司，包括平台企业和其他企业，都会跟踪消费者网站的使用情况、财务交易、杂志订阅、政治性和慈善性捐款等，从而形成更加详细的个人档案。这些数据合并起来可以用于向具有相同档案信息的人进行交叉销售，例如某个购物网站上的建议引擎会提示你：“像你一样购买产品A的人通常也喜欢产品B！”这个过程的匿名性质导致大多数人都不会反感。但是，同样这些基本数据可能而且确实会被出售给潜在雇主、政府机关、医疗保健服务运营商和各类营销者。他们可以通过安客诚（Acxiom）之类的数据经纪公司购买关于敏感问题的个人身份信息，例如性取向、处方药使用情况、酗酒和个人旅行信息（通过手机定位数据跟踪）。32


  消费者对于数据经纪行业的做法的担忧导致了一系列调查，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执行的一次大型调查，并由此产生了一份政府调查报告，标题为：“数据经纪机构：请保持透明和承担责任”。33但是，实际上，这在预防很多人反对的做法方面并无多少改变。34


  有些人怀疑，实际上，人们对于数据隐私的担忧是表面上的。他们指出消费者经常在领英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关于他们自己的私密个人信息，不断使用Fitbit、Jawbone和MyFitnessPal等健身、保健和饮食工具“记录他们自己”。虽然这些平台都有适用于消费者的隐私保护政策，但是其内容包含大量法律措辞，很少有用户会费心阅读。消费者随意通过平台公开暴露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表明很少有公民特别关心数据隐私的问题，这使得监管者或平台管理者都不太可能在近期严格控制个人数据的使用。


  关于隐私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数据所有权问题。数据收集者和其他可以访问信息的公司实际上正在主张拥有原本可能会被视为个人财产的数据的利益所有权。有一个引人深思的案例旨在阐明这个问题，一位叫詹尼弗·林恩·莫荣（Jennifer Lyn Morone）的年轻女性专为主张她自己产生的数据流的所有权利益，成立了公司。35当然，通过使用和销售个人数据盈利的公司不可能认为莫荣的姿态好笑或有说服力。但是，这个问题不会消失。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首席数据官J.P.兰加斯瓦米（J.P.Rangaswami）预计：


  随着我们对于个人信息和集体信息的价值认识越来越清楚，我们对于这类信息的处理将会反映我们的自然动机。我们还将学习开发和扩大这些权利。最重要的是对集体信息（有时候但并非总是公开信息）的处理将要做一些改变。我们将会学会更加重视集体信息；我们将会理解个人信息和集体信息之间的权衡；我们将允许通过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指导我们遵守风俗、惯例和立法。36


  在当今世界上，数据被公认为“新型石油”，很明显数据所有权的问题将需要结合监管措施、法院裁决和行业自律进行解决。37每一件涉及泄露敏感信息的新丑闻，例如2014年揭露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Sony Pictures）泄露对数百万名用户观看记录的访问权限，都有可能推动监管机构确立用户数据的所有权。38这种所有权会在发生数据泄露之后，让受害者可以诉诸法律；其理论是，在需要承担足够大的责任的情况下，公司将会更严肃地采取数据安全措施和预防未来泄露数据的行动。39在有些利基市场上，已经有人制定关于数据所有权的协议。例如，2014年12月，一系列大型农业公司和组织，包括Dow、DuPont、Monsanto和美国国家谷物生产者联合会（National Corn Growers Association）就一系列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界定了农民对于拥有和控制关于其农作物的数据的权利。40不妨思考一下其影响：用于改善农作物产量的传感器数据同样能够轻松地用于预测大豆期货。这些辅助用途有可能创造巨额财富，提供数据来源的人理应在这种财富中获得合法的利益。


  国家对于信息资产的控制（national control of information assets）。互联网的全球普及为企业法规增加了很大的复杂性。就国界在企业交易中的作用制定合理的规则，然后找到一致公平地实施这些规则的方法，远比在通过电子方式互联的世界中更加困难。其中的一个困难是平台企业对关于国家对数据访问权限的控制规则的应用。


  当跨国公司扩张进入不太发达的国家时，它们通常需要遵守所谓的地方内容法规，这些法规旨在刺激地方经济和确保新企业创造的经济增长有一部分保留在国内，而不是转移到跨国公司的总部。例如，当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扩张进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时，它们通常需要设立地方运营机构，执行像培训和服务之类的活动。这就是西门子会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开设西门子电力学院（Siemens Power Academy）为电力行业培训技工的原因。


  有些行业观察者认为地方内容要求可能会扩展到数据服务中，例如，规定在本地，而不能在国际范围存储和处理业务数据。如果普遍确立这个原则，所涉及的数据的价值会大幅降低。例如，如果通用电气或西门子在全球的动力涡轮机只连接到一个网络进行数据收集和研究，其所产生的数据流会成为比较分析的依据，产生关于每台机器的独特“使用情况记录”。这样会使得数据分析师可以对涡轮机性能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并且创建定制的维护计划，从而为公司和客户节约资金。但是，要实现这种积极结果需要获取海量信息以进行实时处理，而当地数据内容法律可能会禁止获取这些信息。该示例很好地说明政府应当根据平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新功能，重新思考这一类监管限制。41


  欧洲的隐私保护法律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数据民族主义。出于保护公民隐私的表面目的，欧洲制定了关于数据流的规则，结果导致地方数据处理中心鱼龙混杂，并且数据分散，而这些数据汇集起来可以用于商业用途。在美国，市值十亿美元的初创企业有42家，而在欧盟只有13家。42无法扩大网络效应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最近的证据表明，欧盟的这种数据隐私制度已经产生显著的经济影响。例如，广告公司主要依赖于大数据提供的洞察力来优化其决策，因此这些公司在欧洲的运营机构效率明显低于美国等没有限制性数据管理规则的其他同等富裕的地区。43


  税收政策（tax policy）。平台面临的最激烈监管问题之一是税收政策。随着一些快速增长的平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开展业务，它们重组了经济结构并且使很多当地小企业破产，那么谁将从其所产生的销售税中获益？缴纳销售税应该发生在中心生产者的位置，还是应该在消费的地点？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作为全球第二大在线零售商（根据收入而论），亚马逊的这一问题非常典型。在亚马逊子公司所在的大多数国家中，都要收取全国性的销售税或增值税，因而亚马逊必须从所有客户端收取这种税款。但是，在美国，国家销售税和州销售税之间大相径庭，这就为亚马逊创造了一个尽可能减少其纳税义务的机会，从而尽可能地使得其商品的感知价格保持较低水平。该公司和很多州监管者与立法机关进行了关于销售税规则的斗争，经常拒绝缴纳销售税，一直到政府颁布新法律迫使其不得不纳税为止。在有些州，亚马逊坚称还未拥有须缴纳州税的“法人”资格，尽管其在那些州运营的是大型仓库和货运中心。此外，在有些情况下，亚马逊使得有些州之间相互斗争，例如，为了报答印第安纳州通过法律，豁免亚马逊缴纳销售税，该公司在印第安纳州设置了不下5个地区仓库。如今，亚马逊在美国23个州缴纳销售税，其中包括几个最大的州，而在其他州则继续抵制纳税要求。44


  其他在线平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招聘平台Upwork就通过将地方人力中介设置在企业外部，降低要缴纳的地方税款。由于在线平台的国际范围，传统的地方和州级销售税制度似乎已经过时，而且全国性的销售税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合理解决方案。但是，从21世纪前十年的中期开始，带有明显反税收倾向的美国国会似乎根本不可能会通过此类法律。


  一个次优解决方案是颁布一个法案，使得各州可以更容易地对从州外在线购买的商品征收销售税，实际上从2010年起，国会就多次提议这个法案。此类法案的一个较早版本是《大街公平法案》（Main Street Fairness Act），此法案也未能通过委员会征求意见阶段，其部分原因是亚马逊的代表进行大肆游说，反对这个法案。


  2013年5月，参议院通过了一个新版法案《市场公平法案》（Market-place Fairness Act），但是尚未提交给众议院进行投票。情况出现了有趣的转折，《市场公平法案》获得了亚马逊（以及零售巨头沃尔玛）的公开支持。发生这种逆转的可能原因是：由于亚马逊现在销售的大多数商品都缴纳销售税，简化销售税制度使亚马逊可以受益于所有互联网商户，其中包括亚马逊的很多小竞争对手，他们目前的很多商品都只缴纳少量税款或根本没有纳税。对监管者辩称倡导市场平等、自由和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典型说法，最终都会转变成本质上的金钱问题，以及各种利益团体提上立法台面的政治势力问题。


  劳动法规（labor regulation）。运营劳动者平台的企业通常选择将其系统描述为专门从事将劳动者与服务需求进行匹配的中介机构。按照这种观点，通过优步、跑腿兔和Mechanical Turk之类的企业注册申请工作的人实际上是独立的承包人，而平台对于其所匹配的交互双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只承担极少的法律（或道德）责任。


  但是，由于监管者负责保护工作者的福利，所以从监管者的角度来看，平台企业的这种态度有待商榷。在传统的线下企业领域中，很多公司都将全职永久员工划分为法律和监管意义上的承包人，这一做法为公众所诟病。例如，2014年8月，联邦快递在一桩涉及加利福尼亚州2300名全职员工（这些人都被联邦快递划分为承包人，而非员工）的联邦法院案件中输掉了官司。法院判定联邦快递的做法违法，因为这种做法减少了联邦快递承担员工福利、加班费、社会安全暨医疗保险的责任，甚至规避了报销制服等工作费用。（联邦快递称计划进行上诉。）45


  劳动者平台将需要密切注意这个方面的法规变化。虽然政府机关和法官在挑战广泛商业惯例的态度和意愿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大多对那些完全为了避免公司承担员工福利责任而设计的就业模式持怀疑态度。


  可能同样重要的是，在线劳动者平台的声誉已经在非官方的“公众舆论法院”中遭到了重创。例如，在搜索“互联网血汗工厂”时，超过百万条谷歌搜索结果都反映了这一点，有的还是来自著名的主流媒体管道。46从长远看，公众对于企业行为的否定对于公司品牌价值具有重大影响，这就意味着“公众舆论法院”有时候会发挥非官方监管机构的作用，企业领导者的明智做法是要注意公众意见。


  同样，劳动者平台可以规避雇用、筛选、培训和监管工作者的行为责任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即使对那些实际上被划分为独立承包人的工作人员。例如，优步就曾由于其司机性侵乘客，而遭受严重批判。47有一段时间，优步陷入了反对针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监管的激烈斗争之中，几乎无法承受民众对于其劳动者业务质量低劣的质疑。


  在另一条截然不同的战线上，在线平台的兴起为负责监管和衡量国内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者形成了新的挑战。由于多归属现象，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一天内使用多个平台，例如司机可以同时接受优步和来福车的派单。这使得政府机关难以准确地捕获劳动力和失业数据，而这些数据反过来在经济和政治政策的辩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就业平台继续发展，这将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


  对消费者和市场的潜在操控（potential manipulation of consumers and markets）。平台发展到足够大的时候，就有可能不再是市场中单纯的参与者，服务于有效地将现有供应与现有需求相互匹配，而实际上会开始凭借其巨大的规模和影响范围，操控各个用户甚至整个市场。


  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已经有这种情况发生。零售平台亚马逊控制着非常大的在线图书市场份额，即使出版巨头也被迫接受它们本会认为不可接受的商业条款。总部位于法国的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Hacliette Book Group，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之一）与亚马逊展开了为期七个月的定价政策争端，因为它们发现自己的产品在线销售被推迟了，而且有些图书标题的预订按钮被删除了。由于预订在决定一本书是否达到了畅销书状态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亚马逊所执行的这些措施影响了阿歇特一系列出版物的长远成功。双方最终于2014年11月达成协议，很明显达成了某种妥协，但双方都未声称获得了彻底胜利。48


  2014年6月，Facebook用户和隐私专家都很苦恼，因为据悉，早在两年前，作为一项心理实验的一部分，大约70万名会员的新闻推送都经过故意操控。研究者，包括康奈尔大学教授杰佛瑞·汉考克（Jeffrey Hancock）以及一些Facebook员工，修改了新闻摘要，使之包含数量异常偏高或偏低的积极或消极帖文。根据研究结果，Facebook会员发布的回复状态消息表明：“情绪状态可以通过情绪感染传递给别人，导致人们会不知不觉感受相同的情绪”。49


  当这种影响转移到政治领域时，风险会更大。在对6100万名Facebook用户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接收到正面社会压力的新闻摘要的用户参与投票或宣称参与投票的比例比没有接收到此类新闻摘要的用户多出了大约2%。实际上，Facebook社交信息传送量通过社会感染直接增加了6万人，并且间接增加了28万人出来投票。50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会改变选举结果，但是可以想象在激烈的竞选中，2%的差距可能决定了输赢。


  有一项有趣的发现表明，Facebook广告商和寻求影响众人态度和行为的其他人可能会发现其中的价值。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在研究主体不知情或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执行的。此外，并非所有研究都事先获得了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而在对人类主体执行研究之前通常都应该获得这种批准。外部专家的反应是质疑Facebook的这种做法，认为其不合乎道德，甚至可能违法。在随后发生的骚动中，Facebook首席技术官麦克·夏洛菲尔（Mike Schroepfer）宣布，此后公司在执行与敏感情绪问题相关的研究之前，将执行“更强的审查流程”。51


  第三个案例是，2015年优步被卷入了争论的漩涡。当时，微软赞助的一个研究组织FUSE Labs资助了一个团队，该团队报道了优步乘客应用上存在所谓的“灵异汽车”，即在应用上会显示乘客搭车位置附近有车，而实际上并没有。优步发言人解释这种灵异汽车只是一个“视觉效应”，乘客应该忽略这种效应，但是有些司机和乘客怀疑这可能是优步蓄意执行的策略，旨在让乘客误以为优步汽车比其真实位置更靠近乘客。其他人则报告优步应用上的异常视觉效应导致出现了令人误解或困惑的印象，让人误以为有些区域需求过旺，从而预计需要支付溢价。


  FUSE研究者称，司机和乘客都在学习识别系统把戏，尝试避免被优步不准确的视觉数据误导。他们总结表示：“优步可以获取关于乘客和司机的实时信息，这帮助优步成为近些年来，硅谷制造的最高效而且最实用的应用之一。但是，如果你打开应用，本以为获得的是同样的实时信息，但是再想想，司机和乘客看到了部分画面信息。”52


  类似这样的案例表明，炙手可热的平台可以利用其市场能量和获取海量数据的能力来误导并操控公众行为，且不让公众察觉或经过其同意。平台管理者面临巨大的诱惑来参与这类活动以获得潜在的经济收益。但是，界定这种有道德争议的行为，制定明确合理的规则来阻止这种行为，然后在不过度干涉与官僚作风的情况下实施这些规则，对于监管者来说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2.0版全新法规时机已到


  有些观察者称，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前无法获取的海量数据如今可以进行评估、分析和用于制定明智的决策，监管者应该采取全新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的监管方法。尼克·格鲁斯曼（Nick Grossman）是一位企业家兼投资者，而且曾经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学者。他呼吁根据数据驱动的透明性和问责制的开放创新，当今注重法定规则、认证流程和把关的法规1.0版应该过渡到他所谓的2.0版法规。53这两种监管制度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立信任，促进公平、保障和安全，但是二者采取的手段则完全不同。


  在格鲁斯曼看来，在信息缺乏的世界中，限制信息获取的法规是有意义的。从传统意义上来看，消费者难以或无法就特定出租车司机或酒店的质量或安全性收集准确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出租车司机进行筛选和认证，要求司机投保，并且监控酒店住宿的安全性和整洁性。


  但是在一个信息丰富的世界里，基于数据驱动问责制的法规才更有意义。像优步和爱彼迎之类的公司可以自由运营但必须给予大众数据获取权限。由于可以准确地了解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消费者和监管者就可以要求相应人员和平台在事后为其行为负责。优步消费者可以利用司机评分决定是否乘坐该司机的车；爱彼迎客户可以使用房东评分选择安全而舒适的房源住宿；此外，如果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违反公众对于安全和公平交易的期望，监管者可以对其施加处罚，甚至令其停业。


  在格鲁斯曼的2.0版法规制度下，政府监管机构的运转方式会明显不同于目前的运转方式。它们的主要工作不是建立市场进入规则，而是建立和实施关于事后透明性的规定。格鲁斯曼设想城市政府可以通过颁布以下这样一条法令，应对优步的出现所引起的问题：“任何企业要提供出租汽车服务，都可以退出现有法规的监管，但是前提是要实施移动调度、电子召车和电子付款，接受对司机和乘客360度同业审查，并且就平等性、访问权限、表现和安全等系统性能的公开审计提供开放数据API。”54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想方设法来充分利用在线企业创造的海量新数据流，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的数据，并将其用于开发监控和管制经济活动的新系统，肯定是很有意义的。在有些领域中，提高透明度（可能是在政府命令下）可以有力地补充，甚至代替传统的监管形式，降低政府干预的相关成本和惰性，并且鼓励创新。55例如，强制披露食品营养成分数据、汽车安全评分以及家电设备耗能效率帮助了数百万名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并且鼓励了公司改善其产品质量。56


  格鲁斯曼强调，在信息驱动的年代，透明性对提升社区行为标准尤为重要。无独有偶，自由开源软件运动的领导人、程序员及活动家理查德·斯托曼（Ricard Stallman）的想法可称为异曲同工。斯托曼指出自由（或开源）软件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检查代码并查看其行为。当然，只有专家才可能这么做。但是，获得这个机会的人可以就程序的善恶做出合理的判断，并且提醒公众其所探查到的问题。如果某公司通过软件代码暗中监视顾客，欺诈顾客，或侵占顾客数据，那么可以自由获取的代码将会很快暴露出问题，并且很可能迫使公司做出纠正。57


  在这层意义上，自由软件类似于《人权法案》赋予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在参与政事的公民手中，这二者都可以用作一种重要的武器来对抗私人或公共部门的渎职行为。此外，格鲁斯曼的新法规体制所依赖的平台数据也是如此。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的一句名言所说的：“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电灯是最高效的警察。”


  当然，尤其是在短期内，多数民众可能不会接受将传统法规全面替换为新的以信息为基础的制度。公众可以随意获取有关公司的沙门氏菌和旋毛虫病致死情况的统计信息，是否大多数家庭就会满足于解除政府对食品加工厂的检查？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制定标准并进行认证的传统制度更易于减轻人们在消费商品和服务时的顾虑，而且难以想象大多数消费者会愿意完全取消这些制度。


  此外，有效的2.0版法规会要求政府机关显著提升人才技能，同时还要求对现有法规做出烦琐的修改。正如本章前面描述的明目张胆的客户和市场操控案例所示，人们对平台企业的信任度留有余地，因为他们不一定会按照一惯的透明度和诚信要求行事，除非有独立的局外者监控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局外者可以是政府机构雇用的技术专家团队，也可以是竞争企业的员工，后者利用开放数据研究竞争对手的行为并公开其中的不当做法。无论如何，2.0版法规最终仍然会有入侵性且成本高昂。


  格鲁斯曼引用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兹（Carlota Perez）的论述，后者称：技术的“巨大飞跃”导致了“人类、组织和技能方面的深刻变化，就像一阵龙卷风，刷新了各种习惯”。佩雷兹接着表示，这些巨变还要求监管制度发生变化，而格鲁斯曼的论点正是信息年代的到来所代表的这种最新的巨变。


  有一种说法已是不争的事实，信息时代的到来，包括平台的兴起，是一场改变范式的巨变，必将深刻影响社会的每个角落，包括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但是，正如格鲁斯曼所表示的，佩雷兹认为这场巨变引起的周期变化需要50年的时间才会完成。大致应该如此，而且这表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准确地确定，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安全地废弃传统监管制度，改用像2.0版法规这样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保持至少一部分当前以许可为基础的监管机构，同时利用无许可、受数据驱动的问责制来增强有效性，将会产生最佳效果。


  我们对于监管者的建议


  在本章开头，我们描述了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之间在经济上的基本权衡。企业治理可以缓解影响公司私人利益的负面外部效应。平台擅长对平台上的市场失调进行监管，但是在平台之外通常无能为力。经验表明，公司通常会快速行动以响应技术和市场情况的变化，但是它们通常不会采取行动来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福利，除非公众舆论或监管制约、迫使其不得不这么做。


  另一方面，政府监管应该关注保护普通大众的利益和私人企业的利益。可以利用搜查证、民事罚没权力和法律权威等强制实施手段。遗憾的是，监管者容易被俘获，尤其是在缺乏民主和政府监督的国家。因此，不能简单地指望私人治理或政府监管来充分保障公共利益。


  对于勇于承担改变传统监管制度，以适应平台年代新情况的这一具有挑战性任务的政策制定者，我们建议采取两套体制。第一套体制是经济学家海利·柯斯基（Heli Koski）和托拜厄斯·克瑞施莫（Tobias Kretschmer）提供的，他们提示具有强大网络效应的行业可能会产生市场低效，而公共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情况。特定问题的市场低效是指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和无法确保及时采用最新技术。


  第二套体制是大卫S.埃文斯（David S.Evans）制定的，他提出了一个三步流程，用于测试政府是否有必要执行监管行动。第一步是检查平台是否实施了正常运行的内部治理系统。第二步是查看该治理系统是主要用于减少可能会损害平台的负面外部效应（比如说用户的犯罪行为），还是用于减少竞争或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如果公司在平衡状态下将其治理系统用于阻止负面外部效应，则无须采取进一步措施。但是，如果该治理系统似乎在促进反竞争行为，则需要采取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涉及探查反竞争行为是否超出了治理系统的积极作用。如果是，则属于违规，应该采取监管对策。如果不是，则无须采取进一步行动。60


  支持减少监管的人可能会敦促限制向平台企业（尤其是在其初创阶段）施加政府压力。最终，他们大概会辩称，初创企业对于市场或公众造成的损害可能相对很小，特别是相较于其在创新、新商业模式开发和经济增长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更严格地应用这些规则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等到初创企业发展到监管的成本和利益合理化之后。


  在YouTube发展的初期，曾经有一条未确认的非正式政策，即允许在其网站上发布受版权保护的材料。随着YouTube的发展，人们对于这种不严格遵守知识产权的做法的担忧与日俱增，从而向公司施加了压力，使其制定更加严格的合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YouTube制定了更多的机制来补偿版权所有者。如今，在很多情况下，音乐家都可以从其YouTube频道获得丰厚的收入。


  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让大家都满意。哈佛教授本杰明·埃德尔曼（Benjamin Edelman）表示：


  如果我们一开始允许技术公司发布平台，然后才对其提出质疑，那就是在纵容它们做出不当行为……可能有些部门会受不必要或过时的监管危害；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那就让我们通过适当的民主流程废除这些监管。如果我们让少数公司忽略规则，实际上就是在处罚那些遵纪守法的公司，同时让任意妄为的竞争者大发意外之财。这当然不是消费者想要看到的商业模式。61


  最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些通用的监管指导原则：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监管者采取行动，调整法律，以便快速应对技术变革。旧的监管实践，例如针对非网络行业制定的掠夺性定价测试对于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完全不适用。监管必须融合经济理论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些理论表明即使在企业选择免费分发特定产品和服务的情况下，企业依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


  监管者还应该采取行动，减少套利的机会。鉴于从1937年起，纽约市出租车执照牌的数量从未改变，因此一个替代市场会发展并越过监管障碍也就不足为奇。在这种意义上，优步是对监管驱动的市场协调失败的一种响应，就像无执照个体出租汽车也一直在监管下运营一样。


  监管者可以为新技术增添价值的另一个方面是，消费者需要获得准确的信息，才能使市场正常运转。一直以来，加油站都会检查其油泵的准确性，餐馆会接受卫生检查员检查，建筑会接受安全检查。这些检查为消费者提供了对于这些市场正常运行的信任。类似的检查评分和服务质量系统可能会帮助基于平台的新市场发展壮大。用户对平台数据的获取是限制平台内外市场协调失败的一个绝好机会。


  最后，我们支持监管者保持相对宽松的态度，以便鼓励创新。变革通常会引起焦虑，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人们会希望减缓技术和经济创新的步伐，以避免一些不可预见的影响可能带来的损害。但是，历史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允许变革发展从长远看会产生更多积极的结果。


  与技术变革相关的最著名的一次监管之争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大多数电影制作公司都反对普通公民使用当时最新的视频记录技术来制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副本以供个人使用。1984年，发生了环球影业公司（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起诉索尼美国公司（Sony Corp.of America）的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案例，结果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复制属于公平使用，因此并未违反版权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索尼的决定被证明是非常有利的。让很多电影大亨意外的是，曾经反对录像机的一些制片厂在新技术获准使用之后，通过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二级市场，进行电影租赁，赚的钱更多。同样，新的平台市场可能会创造意想不到的增长与获利的机会，甚至会为可能害怕改革的很多现有企业创造这种机会。出于这种原因，必须努力摒除监管者引导行业的僵化体制，哪怕政府官员会感受到焦虑的企业领导者为了保护其熟悉的活动范围而施加的压力。


  本章小结


  ·反对监管的人会指出“规制俘虏”之类的现象，以证明政府干预企业通常徒劳无益。但是，历史表明，对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监管对于经济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合理而且有利的。
·平台企业存在很多独特的监管问题，要求监管者根据平台导致的经济变革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包括对平台的访问、兼容性、公平定价、数据隐私和安全、对信息资产的国家控制、税收政策以及劳动法规。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技术带来了海量的新数据，这表明可以根据事后透明性和问责制，而不是根据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来实施新的监管方法。但是，这些新的方法将需要经过审慎而周密的设计，以充分保护公众利益。
·适用于具有网络效应的行业的经济体制表明单纯的支配地位不足以作为政府干预的理由。相反，未能成功管理外部效应、滥用支配地位、操控民众和延迟创新则表明需要而且适宜对平台市场进行干预。


  第12章　明天：平台革命的未来


  正如在本书前几章中所看到的，平台正改变着经济的各个方面，现任者被边缘化，小型的初创企业却能够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全球统治力的企业。很难得看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如此快速地横扫众多行业。


  尽管如此，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夸大了平台的影响。毕竟，到目前为止，平台革命不是局限在相对少数的部门吗？很多我们经济、社会和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教育和政府、医疗保健和金融、能源和制造业好像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平台崛起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但在上述行业和其他一些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平台商业模式的侵入。在今后几年，我们相信虽然平台商业模式可能不会声称控制这些经济领域的每个方面，但是将会在其中占据显著位置。在最后一章，我们想勾勒出一些已经逐渐成形，并且在你规划未来时需要注意的未来趋势。


  行业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引发平台革命


  在我们关于平台对各行业的冲击性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使特定行业易受影响的特征。这里是一些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内最有可能加入到平台革命中的一些行业：


  ·信息敏感型行业。今天，在大多数行业中，信息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资源。但是，信息资源在行业中的重要性越高，这一行业越容易被平台所转变。这解释了为什么媒体和电信两个行业如此彻底地被平台颠覆了。相对于拥有成千上万名员工的大公司，新晋企业可以创造生态系统使之更快、更容易地创造新的和颠覆现有的内容及软件。
·不具扩展性需要人来把关的行业。零售业和出版业是两个典型例子：通常雇用昂贵的、非扩展性良好的人力资源守门员。在零售行业中是采购员和库存管理员，在出版业中是编辑。这两个行业正在经历的破坏与冲击应归功于数字平台的崛起，数以百万计的生产者（工匠、手工艺人、作家）在Etsy、eBay和亚马逊平台上生产和推销着他们的商品。
·高度分散的行业。通过平台的市场整合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企业和个人为寻求分布广泛的当地生产者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所产生的搜索成本。从Yelp和OpenTable到Etsy、优步和爱彼迎等各种平台客户能够很容易地通过访问一个资源，而有机会接触到数以千计的小型供应商。
·信息极端不对称行业。经济理论表明，公平、高效的市场需要所有参与者都平等地获得关于商品、服务、价格和其他关键变量的信息。然而在一些传统市场中，一方参与者能够比其他参与者更好地获得相关信息。例如，二手车商比他们的客户知道更多有关所售车辆的车况、历史及供需信息，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二手车商的不信任。数据整合和共享平台，例如Carfax，正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使任何人只需要付很少的费用就可以得到二手车价值的详细信息。其他由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公平交易困难的市场，从健康保险到住房抵押贷款，改变的时机已经成熟。


  基于上述因素，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银行、医疗卫生和教育行业继续如此抗拒转变。这三个行业都是信息密集型。（医疗卫生可以看作服务密集型行业，但其工作效率取决于信息。）这种似乎极易受到平台侵入影响，但又可以抵抗平台颠覆的行业，具有其他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包括：


  ·高监管行业。银行、医疗卫生和教育行业都属于高度监管行业。规章制度青睐现任者而反对试图开启新价值资源的初创企业。新兴平台正努力创造新的价值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监管仍然拖它们的后腿。
·高损失成本行业。一次失败的借贷，或一次错误的医患匹配，其损失成本远高于在某个媒体平台上展示不适当的内容。消费者不愿参与可预见损失成本高的平台。
·资源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往往并未显著地被互联网所影响。获胜的市场参与者仍然依靠他们对资源的掌控和他们管理高效、大规模生产工艺的能力，例如采矿、石油及天然气勘探和农业，而在这些行业中，信息发挥的作用有限。


  这些因素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流程和工具连接到互联网，每一个行业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信息密集型行业。例如资源密集型行业，如采矿和能源行业，将越来越多地需要利用平台的力量去创造更高的效益和更快的知识获取：通过一个中央网络连接它们的资源——材料、人工和机器以协调其工作流程。在未来几年中，我们将看到资源密集型大企业利用平台手段以寻求更高效益的转型。


  即使我们考虑到在不久的将来各个行业会极易受到平台变革影响的相对可能性，让我们牢记产业边界由于平台的冲击正变得越来越易渗透。下面以广告行业为例进行说明。在管道世界中，企业对顾客的接触局限于通过媒体和零售管道，即电视网络、报纸和杂志、百货商店。很少有企业能够负担得起直接面向客户推销产品与服务的管道。与此相反，在今天，任何企业都可以与客户直接接洽，收集客户的喜好数据，把客户与外部供应商连接，提供定制服务，从而为各个客户提供独特的价值。


  实际上，每一家公司都可以成为一家广告公司。例如，优步就很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本地化广告企业。通过它的乘客数据，优步可以得到独特的用户内情：乘客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上下班的时间和频率，以及许多其他的类似的行为数据。公司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连接用户与本地商家。从银行到零售商，只要有充满活力的平台支撑，很多公司都可以采用相似的策略。


  平台的力量正在修改，甚至消除许多行业之间的类似壁垒。因此，平台崛起所带来的一个最富戏剧性的效果就是：新的竞争对手往往从行业外诞生。无论如何，当你思考平台模型对自己本行业可能的未来影响时，请记住这一点。


  基于这些见解，我们来畅想一下平台在某些经济部门扩张和发展中最可信、最奇妙的些许未来景象。


  教育：作为全球教室的平台


  教育也许是主要行业中为平台革命做好准备的最佳例子。信息密集型产业？检查一下。事实上，中小学、学院和大学正在出售的基本产品就是各类信息。不具扩展性需要人来把关的行业？验证一下。问问那些最近才经历了冗长、烦琐，本质上却随机的求学过程的孩子的父母吧，其中只有极少数学生有幸被名校录取，你不乏听到他们会例数世界上最有实权的把关人的瑕疵。你会听到很多关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守门人的缺点。高度分散的行业吗？验证一下。在美国，有超过13000个公立学校学区，以及数以千计的私立学校系统、学院、大学和专有学校，每个学校都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并以其独特的教学科目和标准为荣。信息不对称行业？验证一下。只有一小部分父母感觉有能力去判断学校和学院的资格与声誉，因此产生了不断扩张、相互竞争、容易混淆的教育评级体系，以及学生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升学压力，如考入像哈佛和耶鲁一类少数举世敬仰的学府的压力。


  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被迫与这一非系统性的系统进行交涉，这也难怪大多数父母倍感受挫，不能确定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了合适的学校。接着再考虑美国教育所经历的不可持续性的成本上涨：在过去的50年增长了25倍，高等教育支出急剧增加，甚至超过了医疗支出。总的情况就是：该行业面临着巨大压力去变革，从而使投资能实现更好的价值。


  教育平台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些企业包括Skillshare、Udemy、Coursera、edX、可汗学院等。为避免被新兴的平台公司描绘为无关紧要或过时，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正着手在这场教育革命中将自己定位为领导者。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许多其他的大学，都通过慕课（MOOC）提供一些它们最受欢迎课程的在线版本，许多都是与Coursera公开课这样的公司合作。


  在未来几年里，教学和学习生态系统的传播与日益普及，会对现有的公立学校系统、私立学校和传统大学产生巨大的影响。通向形成已久的使一流教育成为专属、昂贵、和声名显赫的奢侈品的壁垒已经开始坍塌。在世界上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平台技术使成千上万的学生付极少的费用就可以同时参与世界名师的讲座。以最小的成本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一个村庄，获取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学位等同的教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教学向平台迁移，其改变不仅是扩大了准入形式，虽然这一点已经非常重要和给力。已经开始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由学院和大学作为一个完整单元出售的各类商品与服务的分离。数以百万计的潜在学生或许没有兴趣，也不需要完整地拥有传统大学校园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书馆、闪亮的科学实验室、喧闹的联谊会和橄榄球场。


  传统的大学使教育可提供给一些特定的人群：拥有特别的、高深学术造诣的教授，有时间和金钱投资在校园生活中的高素质学生。对于这些相对少数的人，旧的教育模式可能运作良好。但像Skillshare这样的教育平台为那些成千上万不能或不愿适应传统教育模式的人们提供了高水平的教学。突然间，睿智的教师和积极的学员可以随时随地地相互交流了。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机会，相对于传统教育，在线平台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微乎其微。


  教育平台已经开始将学习过程和传统上与之关联的纸质文凭解除捆绑。截至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5%参加慕课课堂的学生获得了结业证书，这使很多人得出了在线教学效率低下的结论。但一项对超过180万名在慕课注册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用户研究发现，60%的学生积极参与课程内容，观看课程视频，与同学交流，完成一项或多项作业。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学生把慕课当作自助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有选择地进行学习。”1当学生被吸引到慕课平台，尤其是那些教具体的工作技能，如很多软件工程、设计、营销和电影编辑领域的在线课程，相比于作为传统学业完成象征的成绩单或毕业文凭，他们似乎对磨练他们真实世界的能力更感兴趣。在举办编程竞赛的平台TopCoder上取得高排名的程序员可以像拥有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或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学位的学生一样，迅速地获得Facebook或谷歌的开发人员职位。而对于那些看重常规文凭的平台学员来说，他们经常可以做出特别安排，例如在Coursera，大学学分是“特殊服务”，要支付额外费用，才可获得。


  基于平台的分拆教育活动正在把特定技能的教学从传统大学这种庞大、多用途机构的依赖中分离出来。多邻国（Duolingo）利用一个众包平台教外语。其创始人路易斯·冯·安（Luis von Ahn），是一位从来没学过语言教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在阅读了语言教学方面最权威的图书后，利用访问他网站的人群对前沿理论进行了对比试验，并和一套不断完善的测试工具结合来测试结果。今天，使用多邻国平台学会语言的人比美国高中生的总量还多。2


  多邻国平台将语言教学从传统的教育机构中分离出来。同样发生的还有在TopCoder上教授编程，在Salesforce上教授市场营销，在Microsoft Xbox上教授如何弹吉他。


  学习平台也正在推动许多其他对传统教育形式、结构和内容的改进实验。例如，2014年9月，由最初的33名学生发起的Minerva项目，旨在用一个在线平台取代传统的文科学院，以使学生可以参加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教授举办的互动研讨会。学生在一年中住在各城市自己的宿舍中，包括旧金山、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的文化、专业和娱乐健身设施将会被纳入课程。Minerva项目希望能发展到每年接纳大约2500名学生的规模，每个学生支付的费用总额大约为28000美元（包括食宿），这个费用约是择优录取学院或大学的一半。


  “Minerva项目的噱头，”记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指出，“就是把大学体验简化成直接有助于学生学习的方面。”3Minerva项目会成功吗？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但无论它成功与否，众多其他教育实验将会紧随其后。平台促进师生间联系的灵活性和强大威力使教育变革不可避免。


  即将爆发的教育实验的长期影响很难确切地被预测。但如果目前统治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3000所高校开始衰落，这并不会令人惊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被更好的平台经济挖了墙角。


  医疗卫生：连接难以驾驭的系统各部


  如同教育行业，医疗卫生也是一个信息密集型行业，其特点包括：难以扩展的把关人员数量（保险公司网络和紧缺的家庭医生，没有他们的转诊单，无法进行专家会诊）、高分散性（涉及医院、诊所、实验室、药房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从业者）和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性（病人被现代医学的复杂性吓到，而医学专家时不时鼓吹“医生知道的最多”更助长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与教育行业一样，医疗卫生行业也危机四伏，特别是在美国。各自为政且支离破碎的美国医疗卫生实施体系因各种误诊、残缺数据、浪费的时间和挥霍的资源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以一个最简单的模式，医疗卫生的平台模式可以通过一个类似优步的交互方式使人们随时随地召唤医疗救助，使医疗卫生的效率和方便性大幅提高。Medicast已经在部分城市开通这个系统，包括迈阿密、洛杉矶和圣迭戈。点击Medicast的应用，描述症状，医生会保证在2小时内到达。这项服务在那些希望在业余时间挣些额外收入的医生中颇受好评。4


  但平台模式对医疗体系的潜在影响远远不止于这种最基本的一次性交互。实际上，平台革命为整治问题成堆的美国医疗卫生系统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通过一个超高效率的平台把所有的供应商，同时也是医疗卫生的消费者联系在一起，这很有可能彻底改变现有的体系。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一个可以尽早预见的变化就是移动健康应用和可穿戴设备的大量普及，它们能够联网并基于所产生的个人数据提供有用的分析和信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已经证明了他们很适应通过电子设备测量他们的脉搏、血压、运动水平、睡眠方式以及其他一些健康指标，并与健康软件共享这些信息以获取健康诊断读数和个性化的建议。加强和扩展这一尝试能够帮助卫生医疗系统从以治疗和管控疾病为重心的模式（经常伴随诊断的延误和高额的治疗成本）转变为预防疾病发生的模式。


  我们很容易设想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个人调理昂贵的慢性健康问题，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哮喘、过敏症和肥胖症。例如，一个可穿戴式设备可以跟踪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营养摄入、运动生活规律和血糖水平，用这些数据描述和解释基于过往医疗经验与历史所推荐的治疗方法，并在医疗危机即将发生时及时提醒医生。有分析家估算，这样一个平台每年可以为国家在糖尿病管理方面的投入节约1000亿美元。5同理可以推到影响千百万美国人的其他慢性疾病，基于“付费获取服务”模式的医疗系统管理费用高昂，以平台支撑的管理可以大大节约成本，且成千上万的病人得以延长寿命并提高生活质量。


  更多好处的实现需得益于更多医疗平台的出现，它们有能力集成从多种管道获得的种类繁多的健康数据，除了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产生的，还有患者自己输入和医疗服务机构建立和维护的电子健康记录。开发一个既允许患者和相关医疗专业人士（医生、护士、技术、理疗师、药剂师、保险公司等）相互顺利沟通，又能够保护患者健康隐私的医疗卫生平台是一项关键性的挑战。正如健康咨询专家文斯·库来提斯（Vince Kuraitis）所说：


  许多有价值的健康医疗建议将依赖于广泛的网络与平台。如果你患有高血压，需要根据你的医生建议照顾自己，而你的实验数据和医药记录分别在两个不能互通的平台上，这如何是好？如果你在旅行中不幸住进了医院的急诊室，而这家医院不能访问你健康数据所存放的网络，这又如何是好？6


  众多当今领先的科技公司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统领医疗健康平台生意的战争布局了。微软、亚马逊、索尼、英特尔、Facebook、谷歌、三星都已发布了各自的平台以期能够在迅速增长的健身及医疗健康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苹果公司于2014年年中发布的一款健康工具包应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新成员，允许一系列的健康和健身应用，包括如耐克一样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通过该工具包共享数据。苹果公司宣布了与梅奥诊所（Mayo Clinics）以及其他一些医疗健康公司合作开发允许医生和护理人员共享健康工具包数据的计划（通过适当的隐私保护措施）。2015年年初，苹果公司推出了其引以为傲的集健康健身追踪、测量和通信为一体的全新的苹果手表。


  在这种环境下，毫不奇怪，据咨询师库来提斯指出，苹果公司已经为它的健康平台雇用了大批专业人士，包括许多医学博士和其他学科的博士。很明显，在今后的10年或20年中，至少会有一家大型健康服务平台会成为美国医疗健康行业的佼佼者。苹果便是其中的一员，眼睛紧盯着这个目标。


  从目前支离破碎的医疗健康系统，到基于高效平台系统的转变并非易事。医疗健康平台开发的障碍包括阻碍共享患者数据和服务的经济势力和管理势力。这些阻碍势力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平价医疗法案》（2010）的依法落实中，电子医疗记录的实施如此混乱，病案系统被各个机构随意个性化，以至于同一社区的两所医院间都无法共享同一患者的数据。而这一问题因医疗健康机构希望维系患者只在自家医疗机构就医的经济动机而恶化。许多患者被保险机构要求在固定的一家医疗健康系统中寻求服务，通常以地理区域划分，而这一要求对那些高移动性人群和暂住者并不合适，比如说年轻人。


  此外，临床医师如何与医疗健康系统互动也差异极大。一些医师是被医院或大型医疗机构所雇用，这意味着他们通常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平台数据。而另一些医师受政府雇用，这意味着对于他们生成的平台数据，政府可以获得而他人则不行。当然还有其他私人雇用的医师，他们所产生的平台数据就极为分散了。


  除非设立经济激励以鼓励统一的患者服务与数据共享，否则医疗健康平台的成长将会十分缓慢。帮助建立这种经济激励将会是监管机构和业界领袖的主要关注点。


  能源：从智能电网到多向平台


  在一个由大量能源驱动的世界中，能源的供给和消费与全球气候变化及国际地缘政治冲突这样关键的因素紧密相关，我们不能挥霍能源供给或是过度使用而破坏自然环境。这正是平台技术能够带来巨大改变的地方。电网，为其提供能量的包括煤炭、天然气、石油、水、风、太阳能和核能，早已是一个由复杂技术组成的互联互通网络。然而，这一网络却被众多昂贵的低效率所困扰，例如因在一天或一年四季中反复不定的能源消耗所造成的能源供需不匹配。如果我们能更充分地把网络改造成一个智能的、互动的能源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可以一起生产、共享、节约、存储和管理能源，我们就越能从能源资源中获取更多，并将更健康的世界留给我们的后代。


  今天，全世界的能源公司和政府机构正与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起合作，通过数字系统对大数据的测量、通信、分析和响应，以部署改善能源使用与控制的“智能电网”技术。加强的电子计量工具使可变价格系统的实施更加容易，这将改善系统对需求的灵敏性，鼓励节约，平滑处理能源供给与需求的波动。分布式能源正使电网减少对少数超大型能源生产设施的依赖，增加可靠性，降低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造成的能源短缺，并使由消费者使用风涡轮、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小型发电系统生产的能源来弥补。


  这些变化预示着交互式网络可能会重塑未来的全球能源市场。实际上，我们正从能源生产和分配的单向管道模型向平台模型演变。在这个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和组织相互关联，并根据环境的变化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会儿是能源的生产者，一会儿是能源的消费者。由少量巨型机构集中生产，并控制能源的方式将让位于数以百万计的小型生产—消费一体化模式，或许许多生产者只有屋顶的一块太阳能电池板。


  不断的技术突破将驱动这一变革。例如，电池技术将扮演关键的角色。主要的再生能源、风电和太阳能，都是间歇性的，这导致了供需间的不匹配。更高效的充电电池可以提供好的解决方案。以电动汽车而闻名的特斯拉，正在内华达州建造名为“gigafactory”的电池工厂，预期其生产的新一代动力电池能够为一个家庭提供两天的能源。它的姐妹公司，由特斯拉总裁马斯克的亲戚经营，占据居民太阳能市场39%份额的太阳城公司（SolarCity），已经宣布在今后的十年中，其所有太阳能单元将包括存储电池。


  这一技术对传统电力的颠覆潜力是巨大的。实际上，一份2013年爱迪生电气协会的报告警告说：“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电池存储技术或微型燃气轮机能够允许用户独立于电网。”能源分析师拉维·马哈尼（Ravi Manghani）预见终有一天，如今的能源公司将成为“类似于服务提供商和日益增长的分布式电网的守护者的角色，而不是今天的集中式的电力生产者”。7


  这正是我们所见到的发生在平台世界每个角落的模式：能量或权力，曾经只从集中的资源点单一地流出，正越来越被众多的市场参与者所共同分享和控制。这个转变适用于字面上通过电线传导的能量，同样也适用于隐喻的传统上由大公司控制的权利。


  能源行业变革中缺失的一环是一个允许大规模能源交易的平台。这一状况正在改变。加利福尼亚州正在允许捆绑分布式能源，然后在批发能源市场上交易，同时，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过的，纽约州正考虑开发一个专门管理分布式能源资源的平台。通过使现有的分布式资源流通，这些系统将促进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整合，以适应能源需求固有的易变性。


  我们还不清楚的是，能源行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将会拥抱能源平台的出现，还是会为保住他们的现有优势而挑起监管战争。监管者面临的挑战是设计一个能使尽量多利益相关人受益的系统。这些人包括依赖于我们留给他们的足够的能源供给和清洁、健康环境的子孙后代。


  金融：货币走向数字化


  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货币形式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代表了最早的平台商业。金钱是在一个特定经济系统中被所有参与者所接受的价值形式，这些参与者构成了一个能够通过交易互惠互利的互动网络。因此，由支付、货币、信用、投资和以此衍生的无数交易构成的金融世界涉及与平台类似的行为。


  如今，在线金融平台如PayPal和Square已经创造了新的商户支付交易方式（PayPal的在线支付，Square的基于App的移动支付），这为新型商户的诞生打开了一扇门。正如四千年前金钱的发明促进了令人惊讶的交易灵活性和经济增长，新型的金融交易数字平台正鼓励成千上万的参与者既成为生产者与销售者，也成为消费者。


  金融平台公司还正在解锁新的隐藏在交易数据本身中的价值形式，只有新的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的数字工具才能使其成为可能。知道谁和谁交易能够帮助企业发现消费者的口味与消费习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促成更多的经济活动。例如，万事达卡是一家令人尊敬的金融平台公司，其目前经营的金融生态系统连接了属于25000家银行的20亿名持卡人，和世界各地超过4000万家商户。现在，它的技术研发部门，被称为万事达卡实验室，正在尝试通过付款机制来创造新的商机，以扩大平台的实用性。利用在平台上的上下文数据捕获，这些新工具鼓励用户通过确定下一次可能的支付机会，提示用户接近它并促进互动。例如，ShopThis！是万事达卡实验室的创新技术，它可以让杂志读者单击嵌入的应用程序，立即从它的会员零售商比如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Saks Fifth Avenue）购买他们刚刚读过的商品。8


  其他一些熟悉的金融平台，其中许多一贯保守并受法规严重束缚，将被推动开发基于最新平台技术的创新产品。例如，商业银行家已经十分关注新兴的在线P2P借贷社区，像Zopa和Lending Club，它们促进了亿万美元的金融交易和提供信贷，同时绕过传统的守门人。P2P借贷平台有可能具有特别的破坏性，因为它们有能力从收集的宝贵数据中确定贷款和借款的模式。使用这些模式，这些平台能够比依赖于一组静态数据的传统银行更好地识别和预测违约与欺诈。因此，Lending Club能够向大多数普通借款人提供一个较传统的银行贷款更低的利率，同时放款人赚取比大多数普通投资更高的回报。9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银行将被迫采用P2P借贷平台用来衡量和控制风险相同的大数据工具。


  另类的商业资金资源也正给银行带来新的竞争。诸如Angel List平台允许投资者加入企业联合会对早期创业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虽然这些应用自己也处于早期的开发中，但是它们代表了一类平台技术带来的新的投资模式。


  基于平台的数据分析工具也能够用于增强金融产品的营销。个人金融平台Mint已经开始收集和分析那些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定位并设计产品来迎合它们特定需求用户的财务状态、挑战和目标的数据。设计成功的金融平台能够比传统的销售与市场管道更好地完成金融服务与消费者间的互惠匹配工作。


  更重要的是，传统金融机构正开始利用平台模式把它们的服务延伸到以前它们未涉及的经济领域。例如，银行正在利用平台进军现金经济，它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未来增长点，特别是在亚洲。为了在这个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银行正在建设能够使小型企业在现金经济中更好地运营，并能在交易过程中捕获相关互动数据的发票和付款平台。源于此数据的分析将有助于银行首次通过高度相关的方式定位小企业和与之相关的金融产品。同样，一些银行为消费者提供房地产信息搜索的数字服务，以期能够收集相关数据演算出新的贷款的机会。


  保险是另一个被认定在这个数据平台时代中必须迅速转型的区域。联网的汽车正在搜集有关驾驶行为的实时数据，保险公司正在利用这些数据来提供基于用户特定驾驶习惯的个人定制化保费定价。用于追踪保健和健康指标的可穿戴设备的日益普及，将为健康保险公司向客户提供类似的个性化定制保险计划创造机会。


  而另一个潜在的未来增长点是数以亿计的“无银行账户者”，他们处于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及发达国家中并不富裕的社区，他们无法获取能够帮助他们支付账单、借钱、存钱和投资的金融工具。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没有银行分支机构，缺乏建立银行账户或信用额度的资产，这些“无银行账户者”被迫使用高昂、不方便甚至会有欺诈风险的其他选择，如支票承兑服务、汇票服务、发薪日贷款公司和非法的高利贷。这些无资质的金融运营商代表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又一个障碍，这些障碍使穷人摆脱贫困更加困难。


  现在，众多的不富裕消费者以手机的形式接触到了移动科技，使建立一个负担得起的并按其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的在线金融平台成为可能。当然，每一个贫困或接近贫困的客户为银行或金融平台运营商所创造的价值远少于富有的客户。但他们的数量如此巨大，蕴含着无限的市场商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电信和技术公司如沃达丰（Vodafone，通过其Safaricom子公司）正与传统金融机构如肯尼亚资产银行进行角力，以确定谁将控制领先的金融平台和其数以亿计的潜在用户。10


  在金融领域中，正如其他许多领域一样，银行家听到了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传播的消息，有关变革或被变革的。他们越来越期待平台模式作为主要的颠覆机制。


  物流与运输


  物流与运输行业的业务功能是实现人和物在两地间的高效移动，该行业是曾经很大程度上未受新兴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影响的资源密集型行业，像联邦快递这样的物流公司享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因为拥有一支由众多汽车、卡车和飞机组成的运输队所带来的高额固定成本，为竞争对手的进入设立了巨大的准入门槛。但平台的方法不需要运输队的所有权。平台可以聚合货物运输的实时市场信息，运营商可以用最低的资本投资来精心组织一个第三方实施代理人的生态系统，以管理一个高效的物流和配送体系。


  平台能够使用高效算法来匹配供需、协调车辆运行和资源的优越能力改变了依赖于复杂的物流流程的特定行业。例如，总部位于旧金山的Munchery是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型食品配送平台之一。通过聚合全市特定时段内的需求，Munchery的算法能确定最好的卡车路线以达成最大化密度的交货点，从而尽量减少配送的边际成本。在印度尼西亚，名为Go-Jek的平台公司允许摩托车驾驶员提供类似于优步模式的搭乘服务。Go-Jek同时利用互联的摩托车网络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提供免费的食物投递服务，并使用巧妙设计的算法确定最优配送路线。


  劳动和专业服务：平台重新定义工作的性质


  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一些平台发展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已经涉及劳动市场。种种迹象表明由平台世界所引发的工作变革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持续发生，有一些影响可以轻易预见，而另一些可能会让世界大吃一惊。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常规的、半技术性的工作，如出租车驾驶、送餐或家务是易受影响的，而这一假设已经被粉碎了。甚至传统的专业领域，如医学和法律专业也已被证明受到了平台模式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过Medicast，它提供类似于优步形式的寻找医生服务。有些平台公司还提供能够轻松、快捷、方便地获取法律服务的在线会见场所。通过使用数据挖掘软件和自由职业法律人才的组合为商业客户提供法律指导和服务，AxiomLaw建立了2亿美元的平台公司；InCloudCounsel声称，它可以处理基本的法律文件，如许可证表格和保密协议，比传统的律师事务所节省高达80%的费用。11


  在未来几十年中，平台模式很可能会（或至少尝试着）应用到几乎所有劳动和专业服务市场里。这一趋势将如何影响服务行业以及数以亿计的人们的工作生活？


  一个可能的结果将是服务提供者之间更大的财富、权利和威望的分层。常规和标准化的任务将转向在线平台，低收入、个体商家会来处理它们。同时，世界上一些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医疗中心、合伙人制的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不会消失，但其相对规模和重要性将会减小，因为很多以前需要它们做的工作迁移到了可以提供类似服务，但成本只有它们几分之一且更方便的平台上了。少量幸存的世界级专家将越来越专注于一小部分高度专业化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他们可以使用在线工具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处理这些任务。因此，在专业知识的领域的最高层面上，赢者通吃的市场有可能出现，比如说20多个国际知名的律师，在全球争夺最引人注目和最有利可图的那些案件。


  劳动的平台化转型将进一步加速平台进入传统的组织。三个世纪前，被亚当·斯密认为是组织生产能力关键的劳动分工细化还会继续，这得益于越来越智能的算法，复杂工作能够分解成很小、很简单的任务，由数百名工人分别处理，然后再重新组装成一个整体。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已经将这种逻辑应用于许多任务。


  自由职业者工作、个体商家、合同劳动和非传统职业生涯的趋势还将继续加快。自由职业者联盟估计，每三个美国工人中有一个做自由职业者工作，这一比例很可能在今后几年还会增加。当然，这将是喜忧参半的。很多人想要灵活、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和条件。艺术家、学生、旅行人士、全职妈妈、半退休人士将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那些喜欢稳定和可预测性工作，或者那些习惯于依靠雇主提供如医疗保险和退休计划等重要福利的人，会发现这种转变具有挑战性，甚至是痛苦的。曾经为大公司雇用的庞大劳动大军争取权利的传统工会，会继续衰落，导致个人将独自捍卫自己的安全保障权益。


  正如我们在第11章讨论平台的监管时所指出的，平台世界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将使社会面临真正的挑战。传统的企业雇用曾经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个安全网。当平台革命撕碎了这张安全网，似乎很清楚，政府或一些我们还未能预见的其他新的社会机构将不得不寻找一种方式来填补这一缺口。


  政府即平台


  在传统意义上，政府不归属于任何一个产业，但它是一个主要经济部门，对每个公民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外，政府当然具有信息密集型、到处都是关卡（如任何人都会遇到的无所作为的政府官僚就是证明）、机构分散（数十或数百的具有重叠甚至职责相互矛盾的管理机构）和信息不对称（通常法律、法规的繁文缛节会造成不对称性加剧）的特点。


  所以，不难理解普通市民、善意的议员、民选官员和公务员可能会渴望将平台模型应用于政府的各个层面。精心设计和管理完善的平台使政府流程更加透明、反应迅速、灵活、友好和富于创新，这将是国家的福音，同时极大程度地减轻了公民对政府的消极情绪。


  当然，政府的变革是说易行难的。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不同利益集团和说客间相互制衡的压力、党派的对立行动、预算的约束、开发适用于所有公民（而非指定的小范围群体）所带来的固有复杂性挑战以及任何组织机构通过两个多世纪的积累所形成的惰性，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想要应用从营利性部门借鉴的原则，按平台模式精简政府机构的领导者构成了巨大挑战。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本土的、地区性的甚至国家级的政府正开始吸收一些平台模式的优点以纳入其日常的运作。不足为奇，领跑的案例之一是坐落在硅谷北端的旧金山市。城市的开放数据政策，最初通过市长的公民创新办公室于2009年实施推出，其旨在促进通过开放的门户网站实现城市数据共享，建立公共—个人伙伴关系，以促进公民和公司都可以使用的价值创建工具的开发，以及推动基于数据的创新提案，从而提高旧金山湾区及其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


  DataSF城市数据平台包含大量从公共和私人来源收集的城市相关信息，以及为那些想要使用数据来创建应用程序的外部开发人员预留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技巧提示。为了鼓励创新使用平台，政府举办了一系列的数据技术工作坊（Data Jam）、黑客马拉松和应用编程竞赛，旨在解决从交通运输到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市政难题。例如，2013年6月，住房数据研讨会（Housing Data Jam）在旧金山市政厅举行，50名当地企业家深入探究了与当地住房相关的各种议题，包括无家可归、负担得起的住房贷款、建筑安全、能源效率等问题。10月，10个个体使用DataSF信息创建的工具应用进行了发布，用以改善城市住房条件。这些应用包括：移动应用Neighborhood Score提供了城市每个地区各个街区的健康可持续性得分；Buildingeye这个基于地图的应用程序，使建筑和规划信息方便查找；Project Homeless Connect，使用移动计算技术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们找到需要的相应资源，帮助他们搬离街道，住进舒适的房屋；House Fax，允许业主和居民访问特定的建筑的维修历史。12


  旧金山市政府正在努力将平台思维应用于大量的其他提案中，包括创建单一集中式的门户网站，在这里，本地企业可以管理所有运营中相关的牌照、规章和报告；通用城市服务卡，提供一站式旧金山服务体验，包括从结婚证到高尔夫球场的折扣；与Yelp合作，将市卫生部门为当地餐馆的打分纳入Yelp的在线资料档案中。


  虽然旧金山比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在“政府即平台”的概念实施中先行了一步，但是类似的努力正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地区进行。联邦政府也开始了同样的尝试。Data.gov，2009年上线，正在逐渐被扩展、更新、简化和加强，以使得大量曾经无法获取的政府数据易于被每一个公民获取，同时该门户还提供能够使开发应用使用这些数据的工具。


  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兴政府平台，其开放性、民主性、授权性只会是主办机构和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所允许的程度。（这并不奇怪，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没有在参与Data.gov的联邦办事处名单中。）平台化的政府是否将迎来一个普遍反应快、效率高和自由民主的新时代，还是以牺牲穷人和普通人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进一步繁荣和互联？


  物联网：平台的全球平台


  平台革命的核心与通过技术把人们连接起来相关，并为他们提供工具来一起创造价值。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芯片、传感器和通信设备变得越来越小巧和高效，这种连接正变得无处不在。现在许多连接设备都不在计算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中，而是在普通机器及装置中，包括从家用温控器和车库门开关，到工业安全系统的所有设备。随着设计师和工程师发现越来越多用于连接机器、工具和其他人们日常互动设备的方法，一个巨大的新数据基础设施层正在形成，它被称之为物联网。这个新的网络空间将会对明天平台的力量产生深远的影响。


  种类繁多的公司投身于倾力打造物联网的努力中。此外，如果可能的话，要控制新的基础设施及其产生的宝贵数据。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像通用电气、西门子和西屋电气这样的工业公司正着手创建用于涡轮机、发动机、电机、加热和冷却系统，与他们建造、运营的制造厂之间的信息链，希望能够得到巨大的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像IBM、英特尔和思科这样的数字技术公司都在竞相设计操作系统和应用接口，使全新的物联网成为可能的工具和链接。而像谷歌和苹果这样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公司正在设计能够使技术专家和普通民众都能轻松访问，并以无数我们想象或探索中的方式来使用物联网。


  更重要的是，物联网的潜在力量会随着提供给我们的设备品种及其功能的增加而持续增长。举几个例子，想想具有变革的力量且近在眼前的新技术，无人驾驶汽车、廉价和强大的家用蓄电池、容易使用且可以快速复制有用对象的3D打印机。当这些和其他新工具被广泛使用时，它们也会被迅速地接入物联网中，使得更为强大的价值创造平台成为可能。


  平台经济学应用到物联网中，将戏剧性地改变无数个熟悉物品与服务的相关业务模式。举例来说，我们熟悉的灯泡。最初在1878年由托马斯·爱迪生申请了专利，从那时起，白炽灯泡的基本工程设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而这就是为什么典型的灯泡的零售价只有40美分，其制造商几乎没有利润空间。同时它还效率低下，以热损耗的形式浪费了95%以上的能源。


  改进的产品，如小型日光灯灯泡（约4美元）和发光二极管（LED，约40美元）使得照明技术效率更高，更有利可图。但当家居照明系统连接到物联网，灯泡的真正用途改变了。灯可以编程为入侵者警报；当蹒跚学步的幼童出现在楼梯或炉灶附近时，它们可以闪光警告家长；它们可以闪烁来提醒老奶奶服药。带有无线连接的灯可以追踪其他电器的能耗，使灯泡供应商能够向房主和家电公司提供能源管理服务。突然，灯泡制造商宁愿放弃40美元的LED收入以换取提供网络服务带来的持续收入份额。


  基于平台的家庭和个人设备之间的连接已经吸引了大部分围绕物联网的宣传。但其实在B2B的世界中，任何变革的潜力都有可能变得更大。高科技投资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的合伙人大卫·芒（David Mount）把即将到来的创新浪潮称之为工业觉醒（Industrial Awakening）。他列举出了8个基于工业设备间的智能连接，具有潜力生成数十亿美元新产业的市场：


  ·安全（security）：使用基于平台的网络以保护工业资产免受攻击。
·网络（network）：设计、构建和服务于用于连接和控制工业工具的网络。
·连接服务（connected services）：开发软件和系统以管理新网络。
·产品即服务（product as a service）：转变工业公司从销售机器和工具到销售平台连接推动的服务。
·支付（payments）：实施新的方式以从工业设备中创造并获得价值。
·改进（retrofits）：改进美国现有6.8万亿美元的机械设备以适应新的工业互联网。
·翻译（translation）：训练大量设备和软件系统共享数据与互相沟通。
·垂直行业应用（vertical applications）：在产业链中，找到连接工业工具的方法，解决具体的问题。


  总之，大卫·芒的结论（数据源于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是到2030年，工业觉醒在全球将生成14.2万亿美元的产出。13


  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巧妙地总结了这种进步，以及一些更广泛的含义：


  现在有110亿个传感器将设备连接到物联网。到2030年，100兆个传感器将（到位）……持续地向交通、能源和物流互联网发送大量数据。任何人都将能够访问物联网，并使用大数据和分析来开发预测算法，以加快效率、大幅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和配送物理商品的边际成本直至接近零的水平（包括能源、产品和服务），就像我们现在处理信息商品一样。14


  我们尚且不能看到大多数物理商品定价为零或接近零。但完全可以说，我们仅刚刚开始想象平台模式的变革潜力。


  一个具有挑战的未来


  读到目前为止，你无疑已经认识到，本书的作者以多种形式展现了他们对平台的崛起而造就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热情。平台所带来的显著的效率改进、创新能力和扩大的消费者选择，为成千上万人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创造出令人惊奇的新价值形式。


  但每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都具有其危险性，并且每一个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都会有赢家和输家。平台革命也不例外。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老牌的工业正苦苦挣扎，因为它们熟悉的商业模式由于平台的出现而被颠覆。从报纸出版商到唱片制作人，从出租车公司到连锁酒店，从旅行社到百货公司，众多企业在与平台的直面竞争中看到它们的市场份额、收入和盈利暴跌。其后果必然是一些人甚至是整个社区的人迟疑、失落和痛苦。


  权威人士和顾问要商家对平台变革进行“适应和调整”，这种呼吁很简单。但适应的过程往往是漫长、令人困惑和痛苦的，一些公司和工作者将永远找不到他们在新兴平台主导的世界中的一席之地。这是一个社会必须承认和处理的不幸现实。


  社会也必须对平台革命所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做出响应。我们在第11章中提到了一些，包括享有前所未有的机会获取个人和商业信息的大型平台企业；从传统的就业形式向更灵活但不确定模式的临时工、自由职业工作形式的大规模转变；平台对其经营所在社区的不可预知的、积极和消极的外部影响；强大的平台操纵个人和整个市场的可能性。


  传统形式的政府监管是为管道商业准备的，不足以解决基于平台的商业变革带来的社会挑战。但决策者需要时间去充分了解变化的本质，制定保护公民免受平台革命所带来的严重危险的监管对策，同时还不能压制有益的创新。普通民众和他们所支持与依靠的公民社团组织，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理解平台革命的本质及创建适当的体制反应。


  历史表明，西方社会花了几代人的时间对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关的混乱和弊端做出有效反应，包括工会运动、建设现代化的基于技能的教育系统、为新形式就业准备工人，以及为不慎落伍的人员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同样地，当代社会也需要时间找出对策，恰当地回应由平台革命引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因为革命的轮廓正在开始出现。


  巨大的技术变革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产品似乎是夸大其辞（的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自动化的推广（当时预测工作将过时了是很常见的）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互联网的繁荣，总不乏狂热者和广告商气喘吁吁地描述最新的创新并宣布“这改变了一切”！


  我们希望，我们在本书中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理念，平台革命确实正以许多有意义的和令人兴奋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但有一点，平台革命不会改变科技、商业和整个经济体系需要服务的终极目标。所有这些人类构想的目标应该是释放个人潜能和建设一个每个人都能过上富足、充实、有创意和多彩生活的社会。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商界领袖、专业人士、劳动人民、决策者、教育工作者和普通人发挥我们的作用以确保平台革命使我们更接近这一目标。


  本章小结


  ·在不久的将来，那些最容易发生平台变革的行业特点，包括：信息密集型、不易扩展的把关人员、高度分散型和那些信息极端不对称型。
·行业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平台变革的包括：高监管型、高失败成本型和资源密集型。
·可以预见在今后数十年内一些特定的变化有可能影响几个行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能源和金融。
·平台模型将继续影响劳动和专业服务市场的变革，以及政府的运作。
·蓬勃发展的物联网会为未来的平台增加一个新的链接层和动力，并通过一种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将人和设备相互连接。
·平台革命最终会以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面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挑战，我们呼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创造性的和人性化的响应对策。


  词汇表


  adjacent platform　相邻平台　这些平台服务类似的或重叠的客户群。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程序接口　一套标准的为开发软件应用的程序、协议和工具，目的是使外部程序员更容易编写代码，无缝对接平台架构。


  brand effects　品牌效应　非常积极正面的品牌形象所带来的影响力，能够吸引顾客，引起业绩迅速增长。不要与网络效应混淆。


  convex growth　凸增长　参见梅特卡夫（metcalfe）法则。


  core developers　核心开发者　创建核心平台应用的程序员和设计师，为其他平台参与者提供价值。这些开发者通常由平台管理者雇用，比如用户熟悉的品牌名字，苹果、三星、爱彼迎、优步等。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将平台交付给用户使用，通过工具和规则传递价值，使得客户与平台的互动便利顺畅。


  core interaction　核心互动　这是平台创建中最重要的环节，在第一时间吸引最多的用户使用平台的价值交互。因此，平台设计通常从核心互动的设计开始。核心互动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者、价值单元和过滤器。这三个部分都必须定义清楚，并精心设计出对客户尽量简单、有吸引力的、有价值的核心互动。


  cross-side effects　交叉效应　在双边市场里，一方市场用户产生的网络效应对另一方市场用户的影响力，比如顾客对生产商的影响、生产商对顾客的影响。交叉效应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取决于系统和规则的设计。


  curation　策展　是对用户使用平台、参与的活动，及用户间连接进行过滤、控制和限制的过程。当平台质量得到有效管理，客户会很容易发现该平台为其创造了重要价值；当内容管理缺失或者不得当，客户会身陷大堆无用的匹配中，很难发现平台那些潜在的有价值的匹配。


  curation of participants　内容管理参与者　参见信任度（trust）。


  data aggregators　数据整合者　加强平台匹配功能，增加外部源数据的外部开发人员或公司。在平台管理的批准下，他们抽取平台用户及用户间互动的数据，通常将这些数据转卖给其他公司作为广告收入。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数据源，能获得一部分收益。


  enhanced access　增强型接入　即使有大量供应商对消费者注意力展开激烈竞争，这个工具可以使一个供应商能脱颖而出，并能使双边平台识别。好的平台通过收费为供应商提供定位更好的信息、更具吸引力的表现或价值客户间的交互，它们将增强型接入作为一种货币化工具。


  envelopment　包络　一个平台有效吸收一个相邻平台功能的过程，通常在用户层面。


  excess inertia　过度惰性　利用网络效应拖缓或防止新的或更好的技术引用。如果因为网络效应，一个或几个平台能主导一个特定的市场，它们会选择拒绝有益的创新来保护自己不受成本变化和其他破坏性行为的影响。


  feedback loop　反馈回路　在平台中能够产生持续不断的自我强化活动的那些交互模式。在一个典型的反馈回路中，价值单元的流动使参与者产生反馈。如果这些价值单元是相关的和有趣的，用户会不断地使用这个平台，生成一系列价值单元的流动和更多交互作用。有效的反馈回路能扩展网络、提高价值创造和提升网络效应。


  filter　过滤器　一个基于算法的软件工具，让平台能够在用户之间进行恰当的信息交互。一个设计完好的过滤器能保证平台用户只接收相关且有价值的信息，而一个设计欠佳的过滤器（或者甚至没有过滤器）意味着用户可能被大量无关信息淹没，致使他们最终放弃使用这个平台。


  frictionless entry　无摩擦进入　使用户能快速便利地进入平台，并开始参与平台便利带来的价值创造。无摩擦进入是一个能促使平台迅速成长的重要因素。


  linear value chain　线性价值链　参见管道（pipeline）。


  liquidity　流动状态　在一个平台市场里存在最少数量的供应商和顾客，并保持着高度互动的状态。一旦达到流动状态，互动失效的概率会降到最低，在一定合理的时间里，用户对互动的诉求被不断地满足。达到流动状态是平台生命周期中首个也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market aggregation　市场集合体　这是一个平台提供集中化市场来服务广泛分散的个体和组织的过程。市场集合体为平台用户提供信息和权限，这些平台用户从前在无序的运作中互动，通常没有机会获得可靠的或更新的市场数据。


  matching quality　匹配质量　当用户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寻求其他用户时，能提供的搜索算法的准确性和导航工具的灵活性。匹配质量对于价值传递和平台长期成长与成功是极为重要的，通过优质产品和服务内容管理的成功而获得。


  Metcalfe’s law　梅特卡夫法则　该法则是由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alfe）提出的，认为网络价值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呈现非线性增长，可能产生更多的用户间互动（这种增长也被称为凸增长）。确切地说，梅特卡夫法则认为有N个参与用户的网络价值等于原网络价值的N平方倍（n2）。


  multihoming　多重归属/多宿主　这是一种现象，即用户参与类似的互动方式却归属于多个平台。比如，一个自由职业者在两个以上的服务市场平台上展示自己的学历，一个音乐粉丝在一个以上的音乐网站上下载、收藏、分享乐曲，又或者是一个司机同时申请了在优步和来福车上运营，这些都表现了多归属的现象。平台商业不鼓励多归属，因为多归属很容易使用户跳槽，即放弃一个平台而倾心对手的平台。


  network effects　网络效应　指平台用户数量对每个用户所产生价值的影响。积极的网络效应指的是一个大而管理完善的平台社区对每个平台用户都创造了重大价值。消极的网络效应指的是一个管理不善的平台社区随着用户人数增加反而降低价值创造的可能性。


  pipeline　管道　在传统业务即非平台公司的结构中，公司首先设计产品或服务，制造产品，然后投入市场销售或交付服务。最终，用户出现并购买产品或服务。这种一步一步地创造、传递价值的过程可以被看作一种管道，供应商在一端，而顾客在另一端，也被称为线性价值链。


  platform　平台　能使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创造价值互动的业务。平台为这些互动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参与型的架构，并为此设定了治理规范。平台的首要目的在于：匹配用户，通过商品、服务或社会货币的交换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


  platform envelopment　平台包络　一个平台有效吸收一个相邻平台（用户群）的功能的过程。


  price effects　价格效应　极低的价格对商品或服务的影响力，能（暂时）吸引顾客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或快速）提升业绩。不要与网络效应混淆。


  product or service curation　产品或服务内容管理　参见匹配质量（matching quality）。


  re-intermediation　中介重构　平台将新中介引入市场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中介重构包括替换非规模化效率低的中介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在线的、自动的工具和系统，能为平台的双边参与者提供有价值的新商品和服务。


  same-side effects　单边效应　在一个双边市场里，网络效应因一边市场的用户对同边市场的其他用户产生的影响，例如顾客对其他顾客的影响，供应商对其他供应商的影响。同边影响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取决于系统的设计和实施的规则。


  sharing economy　共享经济　经济增长源于市场参与者和机构之间的产品、服务和资源的共享，而不限于某一个经营者。通常得益于平台商业，共享经济系统有潜力开发未被发现的资源价值，减少浪费。


  side switching　用户角色转换　平台用户从一边转换到另一边的现象，例如当平台上消费商品或服务的人开始生产商品或服务时。在一些平台上，用户角色转换轻而易举，反反复复。


  spreadable value unit　可扩散价值单元　参见价值单元（value unit）。


  supply economies of scale　供应规模经济　经济优势受生产效率驱动，当产量上升，每个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成本降低。这种供应规模经济可以给予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公司所需的成本优势，这对于竞争者是非常难攻克的。


  switching　转换　用户放弃一个平台而倾心另一个平台的行为。


  switching cost　转换成本　用户放弃一个平台而加入另一个平台的成本。这些也许是财务成本（例如取消费用）或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不便成本（例如，必须将信息文件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上）。


  trust　信任度　一个平台的用户对于参与平台互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水平的认知程度。信任度是通过平台对参与者内容管理的成功获得的。


  value unit　价值单元　在一个平台上，用户用于交换的最基本的价值项目。例如，Instagram上的一张照片、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Etsy上的一件工艺品，或者是Upwork上的一个自由工作项目。当一个价值单元是可以扩散的，用户在平台上或平台外都容易传播，进而形成病毒式的增长。


  viral growth　病毒式增长　一种拉动式的过程，鼓励用户将平台传播给其他潜在用户。当用户自身鼓励他人加入网络时，这个网络就会变成自身增长的动力。


  virality　病毒式　一个想法或品牌迅速、广泛地从一个网络用户传播到另一个的方式。病毒式能吸引用户加入一个网络，但网络效应能留住他们。病毒式能刺激平台之外的人加入，同时网络效应能为平台上的人增加价值。


  winner-take-all market　赢者通吃市场　一个市场里有些特殊力量共谋驱使用户倾向于一个平台而放弃其他的。赢者通吃市场的表征通常是这四种力量，即供应规模经济、强大的网络效应、多重归属或转换成本昂贵、缺乏小众专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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